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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商人能与中国发生关系，既有经济因缘，又有文化因缘。千年前的悠悠往事，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岂无故哉。

这群深目高鼻的商胡贩客，在中古时代，曾以两种方式入华。其一是“兴胡”，家长制、小商队，从事边关贸易；其二是“贾胡”，商主制、大商队，从事朝贡贸易。为了生财，必须祈福，因此，西域乡俗便随之而来。从高昌哈密，经河西走廊，到京、洛两都，胡味极浓的“祆庙”，成了粟特商人的朝拜中心和娱乐中心。祆教之所以在三夷教中具有特别鲜明的商业背景，“琵琶鼓笛，酣歌醉舞”等胡乐之所以不靠职业性音乐移民便四处扩散，原因就在于此。

粟特人“善商贾”的习性，植根于自身的家庭结构之中。从诞生到成丁的伦理阶段，都有商业意识的灌输和传承。按《新唐书》和《通典》的记载，商业性的“洗礼”是逐步升级的：第一，婴儿祝吉，“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黏云”；第二，学书启蒙，“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第三，成丁行贾，“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以上的人生礼仪，构成粟特商业文明的源头。世间绝无天生的商业民族，让我们将神话还原为历史吧。

粟特商人的活动空间，并不限于中国。他们的足迹广涉欧亚大陆，穿梭于“四主”或“四天子”的权力格局之中，成为丝绸贸易的跨国商帮。名垂青史的安诺槃陀、史蜀胡悉和摩尼亚赫，就是六至七世纪集贸易与外交双重功能于一身的巨商。

号称“粟特心脏”的何国（贵霜匿），据《新唐书》记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这个顶礼膜拜的仪式，既是“四主”威慑力量的表现，也是粟特国际联系的缩影。但愿研究粟特商人史的人，不会忽略这项导向性的提示。

自1903年沙畹的《西突厥史料》面世以来，与突厥学同步兴起的粟特学，也取得长足进步，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已经到了做出百年总结的时候了。现由王睿博士译成中文的《粟特商人史》，是法国魏义天先生精心撰作的新著，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作者立足于粟特城邦的独特性，放眼欧亚大陆的社会变迁，运用分析与综合并举的方法，构拟出粟特商业网络从四世纪到十世纪的盛衰图景，熔旧学和新知于一炉，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可以说，“昭武九姓”的商胡面貌，因魏氏此书而更加清晰、多彩和壮观了。

中国拥有粟特学的丰富资源。除文献和文书早已举世瞩目外，近年出土的石刻、壁画、墓志和胡俑，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地不爱宝”，正是对学人发起的挑战。让我们群策群力，变资源优势为学术优势，以新业绩回报中外先驱的开拓之功。

蔡鸿生

2012年3月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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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乘天风，将船远行役。

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

——李白

“丝绸之路”的概念，已然引发了希腊化及之后近东和东亚穆斯林地区有关商业、宗教和艺术联系的丰富史学论述。该词汇意象的内在力量，让这一主题得到广泛传播。即便如此，像“丝绸之路”（或许可以这样命名）这类历史对象的概念，从未得到准确的定义。虽然在历史编纂思维中不可或缺，但它并不依赖任何明晰的历史概念，而在历史地理的影响下，熔商业、外交和宗教等特征于一炉。

在众多合理方法中，可以采纳其中一种来阐明这个主题，即对具体的社群活动，比如商人聚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发生兴趣。其实早在“丝绸之路”一词出现以前，这些商人就因在广阔地区贸易而为世人所知。某一特定群体的长途贸易必然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即本身经济、社会和文化性征所赋予的一种结构，而分析它的演化进程并不困难。这种商业将建立在易于辨识、变化可以重构的经济交流、长途控制机制、可被理解的社会等级以及共享仪式基础之上。既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那它就会发展和变化。它同样也会衰落，然后被其他商业竞争者所取代。对这样一个群体辨识分析以后，我们才能还原概念尚不明晰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因此，这项工作的目标，就是对中亚撒马尔干地区粟特商人的长期贸易活动进行识别、定义。

粟特人居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特别是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泽拉夫善河流域、由沙漠环绕的肥沃河谷当中。这里操伊朗语的民族，存在时间经证明超过15个世纪，从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题铭，到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文本资料，都注意到粟特语言文化不可逆转的衰亡。虽然他们曾建立撒马尔干和布哈拉，但基本上不为公众所了解，因为后来融入了伊斯兰教伊朗语民族的大潮当中。另一方面，在纪元第一个千年有关草原和中、东亚地区的科学文献中，他们就作为负责所有商业活动的民族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如果文献中出现长途贸易，又如果受到外界的影响，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专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援引粟特商人的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粟特商业在不同领域中扮演的真正角色从未得到评估。在此，我们就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粟特商人的影响范围，一旦从不太准确的历史编纂母体中释放出来，就会真实地呈现出来。由于所有构成此工作主题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比较分散，当然还有我将提到的政治问题，只须在此列举一些文化领域——尤其是宗教方面的例子。粟特人与来自印度-伊朗边境地区的僧侣一道，成为公元2、3世纪中国的佛教传播者。四个世纪之后，他们又将西方的新兴宗教——摩尼教和景教传入中国和突厥。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在锡尔河以北草原粟特商人独一无二的贸易地区，突厥人的信仰首次发生转变。这一事件让塞尔柱和第一穆斯林突厥帝国建立者喀喇汗人的信仰也跟着转变。宗教方面既已得到解决，人们可能还想知道在9-11世纪穆斯林世界最伟大学者的教育背景下，受印度、中国以及伊朗、突厥影响的索格底亚那文化在前伊斯兰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只需提几个名字，阿尔-比鲁尼、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和花剌子密，他们都是在索格底亚那和近花剌子模地区接受教育的。质言之，我在这里提到的粟特商人网，使人员、技术、产品和思想的流通成为可能。观念自身的传播就值得仔细研究，但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不打算在此进行讨论。然而，认识这些活动并明确其与粟特商业网有关的历史重要性，是很有必要的。

研究粟特贸易问题的历史学家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至少在中世纪末开始的西文文献背景下，通常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对某一特定商业组织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研究。文献资料提供了丰富的交叉视角：不论公证档案、账簿、结婚契约，还是特许状、法令以及行会赞助辞，都提供了必要的数据，而中世纪中亚地区的情况则并非如此。

当我开展这项工作时，就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公元700年前后，粟特商人就存在于自外蒙古到西北印度，从中国都城到咸海的区域当中。此外，粟特商业活跃的历史涵盖大约15个世纪的发展与变迁。就算假定历史学家具备所有必要技能——掌握了大量语言和技术工具，但由于材料的极度缺乏和分散，可资利用的资料和原来相比并无实质上的差别。数据也主要来自外部观察者。比如在某个地方有一群数量不多的粟特商人，这样的证词很可能就在公元3世纪的中国僧侣传记以及11世纪巴格达编纂的突厥?阿拉伯词典中找到。根据不同类型史料绘制的历史地理图片，我们可以制作一幅粟特商业存在及演变的地图。与分散信息相比，专门涉及商业性或与粟特商人社团有关的粟特文献，实在是屈指可数。我没能找到任何账单和法律文书，也没办法对人物志进行整合。从本质上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将亚洲粟特商业网的外部历史叙述出来——再重申一遍，一幅粟特人存在及演变的地图。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在基本属于外部、且分布较散的文献背景下，研究对象往往缺乏连贯性；而一个虽然分散、但属内部的文献，至少能在各种粟特商人社团之间进行比较。利用一份时空受限的外部文献，我可以合理假设一个历史现象的存在。但在粟特人的案例中，不利因素一直在增加。绝大多数的外部证据都分布在如此广阔的时空地域当中，密度如此之低，以致我不敢保证这些证据能否和同一个历史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不连贯的观念之中，从而损害“丝绸之路”的概念。最终的结果，是采用“伟大的中世纪商队贸易应该是什么样”这一先验构想，将所有内部不存在连贯性的只言片语整合成真正的历史，以此掩盖所有文献的空白。

仅对年代和地理进行综合是不够的。在与历史有最低限度关联的前提下，为能搭建一座弥缝巨大时空阙漏的桥梁，文献研究必然要对粟特商业的内部结构进行概述。这发生在我资料工作的收官阶段，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文献资料极其有限。有两个方法可以降低但不能完全消除这一麻烦。

有关粟特商业的大部分材料都很简短，但并非全部如此，而且基本上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在受限情况下，亚洲大陆两端的任意一种资料都能给出有关粟特商人的同样信息吗？如果是的话，那它就能够保证客观的存在。其中一些信息，已然揭示了粟特人社会经济的内部特征。而且，确实有一批直接出自粟特商人集团的资料。作为内部结构的基石，它们数量虽少，却异常可靠，一旦与外部资料的叙述相结合，就完全有可能将假说向前推进。如此一来，我似乎就可以证明结构的一致性以及经历一系列缓慢变化的时空连贯性。未能审查的地方至少与已知部分同等重要，但是重要的是，这些未获证实的信息，逻辑上似乎不用大幅改动就能与结构示意图对榫。

但粟特商业史的开端和结束这两个阶段不断向我发问：起始阶段因要确定古代粟特人长途贸易的起源，在资料极为稀缺的情况下，我只能从外部资料中汲取信息，做一些以编年确定粟特商业网起源的常规努力；在结束阶段，由于受8世纪涌入的伊斯兰教及阿拉伯语的巨大文化冲击，粟特文化一度濒临灭亡，这对外部资料的选择无疑是一个挑战。粟特商人消失主要表现为粟特人的不再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粟特商业没有以另一种名义幸存下来，商业结构也并未简单地丢掉自己的文化因子，而是以其他形式延续下去。在前一时期所有情况都得到确定的基础上，我试图证明，10世纪的中亚萨曼王朝的贸易不但遗忘了粟特人名，而且还丢弃了前粟特商业的社会经济特征。由此得出结论，我所研究的对象，在那个时期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巨变。

很明显，这样一个课题引出了能力方面的问题。它并非是为了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从诠释公元前6世纪古波斯的矿物术语，到13世纪圣方济各会修士叙事著作中的某个地名，与此同时还包括确定9世纪前往尼沙布尔的旅行家们的地域出身，以及很多世纪以来中国地理书中产生的词汇借用问题。就此而言，选择重大历史题材，是很有价值的安全保障。它对各种高深讨论的范围进行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掌握各种源语言，比如古汉语、粟特语、阿拉伯语、突厥语、波斯语和希腊语，在此只列举主要语种，而不考虑同样重要的亚美尼亚语、藏语和中古印度语，东方学中的语言，比如俄语、汉语和日语，也是很难掌握的，此外，还须具备处理文本、考古、绘画和钱币资料的必要经验。在这项工作中，我为了能利用考古资料而学了俄语；为了读懂穆斯林文献，还学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粟特语和汉语也都达到一般水平。我必须承认，这项工作大部分必须依赖翻译。虽然对这些译文作了核对，但我不得不承认使用它们会成为致误之源。我也参加了一些考古发掘和语言学工作，但从不以任何方式宣称自己是一个考古学家或语言学家，更不用说钱币学家或艺术史家了。没有那么多专家热心提供帮助，这些错误会越积越多，而余下的错误完全是我造成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部著作是我和相关不同领域专家密切合作的产物，这一点可能比大部分史学论著表现得更明显，但这是课题的需要。

在帮助过我的学者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弗朗兹·葛乐耐，他的热心、不间断的帮助以及广博的知识，一直是我突破东方学迷障的向导。没有他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本书。保罗·伯尔纳同意在他指导下承担本是一篇学位论文的任务。克劳狄·拉宾、奥斯蒙·波贝拉奇和盖伊·洛屈约都热情欢迎我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东西方考古研究组。设于法兰西公学内的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文明组的工作人员，为我补充了中国研究领域的材料，并怀着科学的执着和热忱欢迎我。让·皮埃尔·戴仁、童丕、张广达和李察?史克奈德给我接触到大量敦煌吐鲁番资料信息的机会。此外，童丕还重读了这本著作中所有中文翻译，并同意我使用合著成果中的英文翻译。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和吉田豊在粟特语文方面给予我帮助，并与伊利亚·雅可波维奇、森安孝夫一道，提供给我法文初版的很多评论，在此我一并致谢。康斯坦丁·祖克曼在拜占庭和可萨汗国问题上帮助了我，同时也对希腊译文作了修订；阿拉斯泰尔·诺斯艾德奇和莫妮卡·柯芙兰同意就商队旅馆驿站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在俄罗斯，格列高历·谢苗诺夫和鲍里斯·马尔沙克非常热心地分享他们在粟特研究中的丰富经验。在乌兹别克斯坦，查玛尔·米尔扎克姆多夫让我参加了沛肯商队旅馆驿站的考古发掘。此外，皮埃尔·肖万数次邀请我到法国中亚研究院。其他很多学者，如史蒂芬·李伯克、弗朗索瓦·蒂埃里、瓦尔迪米尔·里夫什茨、西奥多·努南、弗朗索瓦·米休、影山悦子、玛格利特·菲拉诺维克、由里·卡尔勒夫、黎北岚、米歇尔·卡赞斯基、凯瑟琳·保祖、伊莎贝拉·昂和侯达·阿尤布等，都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法兰西学院、圣彼得堡、塔什干、剑桥和撒马尔干等地的很多图书管理员，在我寻找研究所需的种类繁多的大量资料时，都非常耐心地给予配合。我感谢他们。

莱拉、罗曼和安妮·苏菲详悉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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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I：与粟特商业有关的文书

插图1：粟特文2号古信札的亚麻信封（承英国图书馆委员会提供）

插图2：印度河上游粟特铭文（来自耶特马尔，1989）

插图3：刻赤海峡的粟特文陶片（?V.里夫什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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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II：草原上的商人与使节；中国粟特人的丧葬浮雕

插图1：Miho美术馆藏商队浮雕（?日本Miho美术馆）

插图2：使节安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Fr.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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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III：中国聚落的生活

插图1：盛宴（?美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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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IV：中国粟特人俑

插图1：商队旅者（?塞努齐博物馆）

插图2：行旅商人（?吉美博物馆）

插图3：马夫（?塞努齐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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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V：商人壁画

插图1：喷赤干宴会中的商人（?赫米塔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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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VI：喷赤干

插图1：纳入地产规划的集市（来自拉斯波波娃，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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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VII：沛肯

插图1：穆斯林城堡（ribā?）（Gorodi??e沛肯，1988）

插图2：城市与堡垒规划（?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Fr.Ory，来自谢苗诺夫，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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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VIII：粟特人制作或出售的银制品

插图1：塞穆鲁兽头，出自鄂毕河（来自马尔沙克、克拉马罗夫斯基，1996）

插图2：带花剌子模铭文的粟特水罐（来自斯米尔诺夫，1909）

插图3：内錾粟特文的萨珊银盘（来自斯米尔诺夫，1909）


第一部分　古代商业网（从开始到公元350年）

第一部分　本书第一部分，将围绕“粟特文古信札”这份独一无二的文献进行架构，它能证明公元4世纪初粟特商业网即已存在，并将中国都城、甘肃、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与撒马尔干联结起来。第二章将对这些商业、私人信函进行细致分析，它们是由流寓河西走廊的粟特人寄往西边的，其中一封所标地址是撒马尔干。从撒马尔干到中国的东都洛阳，粟特移民要在商路上行走超过三千公里，耗时八个月。即使在这些信札写成的艰难年月里，商品、商人和信息依旧往来流通。

商业网有如此规模，说明它在4世纪以前有一个形成期。历史学将这段时期扩展到极致，同时提出各种有关时间的假设。第一章钩稽了古信札以前的历史线索，目的在于展现公元4世纪业已存在的商业网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中国正为寻找盟友抗击游牧入侵者而频频遣使开展外交活动。居住在喜马拉雅高山屏障边缘的中亚商人，发现用印度商品换取中国使节所携带的丝绸，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对粟特人来说，印度人无疑是古代亚洲商业竞争中最主要的伙伴。想在大规模商业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粟特商人不得不以他们的先辈——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商人为榜样。所以在第三章，我会分析这种影响的范围，这可从古信札词汇及家庭联系中看到。另一份资料——印度河上游沿岸的粟特文题铭表明，从公元3到5世纪，粟特商业网在中印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第一章　粟特商业网的起源：尝试用年代划分

粟特文古信札之前的文献资料，由于自身内容的局限，并不适合做商业史方面的细致分析。资料摸底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公元前6到前4世纪，有关中亚的阿契美尼德文献数量很少，涉及经济的就更少。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和中亚，以及公元前4至前3世纪末的希腊语文献，经济方面的内容一点不比阿契美尼德文献多。因此很有必要对公元前2世纪末以降的汉语文献，以及公元2世纪中期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志》进行梳理，从而获得更具实质意义的数据。

所以第一章将以片断系列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节都有一个侧重点，以此反映传统资料中被忽略的信息。我的目标，与其说是写一部因史料缺乏而难以完成的古代粟特商业起源史，不如说是对粟特人的早期情况进行严谨地描述，界定其年代，并提出一些假设。只有把目标缩小，才能在有限篇幅中，对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整整八百年的相关情况给出合理解释。

第一节　古代索格底亚那：一种贸易经济

一、缺少粟特商人的时代：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索格底亚那

公元前6世纪的阿契美尼德文献，首次提到索格底亚那及其居民——粟特人。文献中有关粟特人的个性化记载，说明在出现语言实体以前，他们就有了民族认同意识。如果我们本书所界定的是那些以粟特语为母语的粟特人，那我们就要注意，粟特语从伊朗语中分离出来，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渐次发生的。

我们对粟特地区的确切范围并不是很了解。北面的锡尔河（药杀水）和南面的阿姆河，是它的天然边界。索格底亚那的西部位于阿姆河中游地区，而它的中部，泽拉夫善河谷低洼沼泽地带，人烟却很稀少。布哈拉直至公元5世纪才兴起。索格底亚那东南部，则挨近帕米尔地区。
1



粟特人的南方近邻是巴克特里亚人，他们住在阿姆河对岸，那里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穿过这里，再经兴都库什山通道，就可抵达印度。西南方穿越沙漠，渡过阿姆河抵达木鹿（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就能与伊朗高原发生联系。西北方是花剌子模，该地区被锡尔河、阿姆河交汇的三角洲沙漠所环绕，靠近咸海。由此穿过半荒漠和草原地带，就可到达伏尔加河与黑海。往北渡过锡尔河，就是塞种游牧地界以及山麓地带的农耕绿洲，比如石国（今天的塔什干）。从此地向西穿过草原，可达黑海；东经塔里木盆地天山北缘，可达蒙古，向南走更远，即入中国。索格底亚那东北穿过费尔干纳河谷，经天山通道，即塔里木盆地。天山山麓边缘散落着一个个的居民点，其东端是河西走廊，穿过南部的戈壁沙漠，就进入中国中原地区。

索格底亚那位于农耕世界边缘，它长期与草原游牧民族接触。阿契美尼德人、希腊人和塞种人就是在这里不断发生冲突。从考古发现看，粟特人的内部是一个以肥沃土壤灌溉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高山流下，在东、南部汇聚形成的河流，为当地农业灌溉提供了必要的水源。游牧人的坟冢则修筑于绿洲外围。他们之间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就是农牧产品的交换。

大约在公元前540年，居鲁士征服索格底亚那，并将战线推至锡尔河，但最后在与塞种人的战斗中殒命。从那时起，索格底亚那就被并入阿契美尼德帝国版图，直至公元前329年被亚历山大征服。继任的将军到公元前247年都一直控制着这片地区。公元前247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当地的希腊殖民者后裔宣布独立；而在中亚的另一边，曾将希腊人赶出伊朗高原的帕提亚帝国，却将希腊文化保存在中亚中部，并控制了整个索格底亚那地区。公元前140至前130年，在北方游牧民族（说伊朗语的塞种人）或长途徙至的东方游牧民族（大月氏人）的轮番进攻下，粟特地区频频易主。从那时起，粟特政治史就从我们视野中消失达数个世纪之久。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索格底亚那建立了城邦文明。沿泽拉夫善河孕育出的两条运河，古达尔加姆（proto-Dargom）与不伦古尔（Bulungur）河沿岸，有两座占地超过200公顷的大型遗址——阿弗拉西阿卜-撒马尔干和库克忒坡（K?k tepe），从公元前8或7世纪开始，这里就一直有人居住。
2

 泽拉夫善河见证了早期城邦萨拉兹姆（Sarazm）的发展，它离撒马尔干上游不远，但这个阶段早在一千年前就结束了。
3

 库克忒坡很快就衰落了，唯有撒马尔干，成为索格底亚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千年古都。它与木鹿、巴克特拉一样，都是中亚西部的伟大城市。阿契美尼德人把文字带给索格底亚那，书面语长期使用的都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阿拉米文。帝国消亡后千年，即公元7世纪，我们发现索格底亚那实行的、依旧是继承自巴比伦帝国的管理模式。
4

 只是到公元1、2世纪，粟特文才在一种类似帕提亚语的变种阿拉米文基础上发展起来，
5

 布哈拉书体与帕提亚书体也很相似。
6

 此外，直至东伊朗阿契美尼德达里克钱退出索格底亚那的流通市场，希腊人的首批钱币才得以输入。某些不足值的希腊钱币，还能在公元5世纪的索格底亚那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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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中亚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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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中亚细图



二、《苏撒宪章》与粟特商业史

索格底亚那的商业史，从《苏撒宪章》算起的话，应始自公元前6世纪。在苏撒宫殿地基处发现了不少碑刻、铭文，描述了大流士一世（522-486）在苏撒修建宫殿的情形，并逐一罗列了阿契美尼德帝国各省提供的材料清单，其目的当然是颂扬帝国的富庶：

所用天青石、玛瑙诸宝石，都出自索格底亚那。
7



这里反映的情况并非贸易经济，而是贡品。但此处被译作天青石和玛瑙的Kāsaka Kapautaka和Sinkabru?很有意思。第一种石头无疑是天青石，古代唯一的矿源就在索格底亚那东南部、帕米尔高原山脚的巴达赫尚。
8

 识别第二种石头要难一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红色的石头，有人认为它是玛瑙。
9

 但古东方世界所用的玛瑙，都出自印度的古吉拉特（Gujarat）。
10

 据此有人会猜测，有人通过贸易将大量玛瑙输入索格底亚那省，而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命令他们必须将玛瑙供应给王室。否则就无法理解离古吉拉特那么远、又被阿契美尼德其他省份隔开的索格底亚那，为什么要负责供应这些宝石。上引材料非常珍贵，因为它是有关粟特长途贸易的第一手资料。
11



Sinkabru?一词只在《苏撒宪章》中被提及，语言学家对它的语义推断也仅仅是通过颜色的辨别。
12

 除天青石外，巴达赫尚还出产一种在古代和中世纪都比较出名的红色石头，即所谓的巴达赫尚“红宝石”，其实它是石榴石。但如果Sinkabru?是石榴石的话，就很难在装饰材料清单中搞清它的用途。有必要指出，sinkabru?一词已传入了西方语言：朱砂就是由它衍生出来的。
13

 我们在此谈论的，很可能就是后者。很显然，Sinkabru?用于宫殿壁画当中，它与天青石一样，是绘画中的常用品。
14

 最后还须强调，如果sinkabru?真是玛瑙的话，那我们在用玛瑙探寻印度通往其他地方的贸易路线时，就要格外小心。
15

 在做出索格底亚那与古吉拉特之间存在此种贸易的假设之前，必须先确定索格底亚那附近没有其他种类的玛瑙矿，因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宝石。对此我们也不能肯定，所以无法保证苏撒文献能用于粟特商业史的分析。

也有其他文献提到粟特人，但均与贸易无关。
16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东方省区所贡方物，都有人做过各式精细的分析，但都没有触及贸易问题。

三、天青石在塞种世界的传播

《苏撒宪章》只表明是粟特人在控制天青石，却未提供商人的身份，虽然我们不知道后来是谁在传播，但可以通过考古发现重构天青石的扩散过程。自从巴克特里亚人加入长途贸易，并出现在伊朗或印度南部毗邻地区，之前所作的考古分析就都付之东流了，这可由《克泰夏斯》里印度某位巴克特里亚石商人的材料来证明。但对于传播天青石的粟特人，我们只有一条材料。
17



然而有一个地区比较接近粟特人的地界，那就是锡尔河北部的塞种草原。巴克特里亚人位于中亚南部，而粟特人至少控制了本国的天青石市场，这样想似乎并不过分。可以假设，在塞种所居草原将天青石传播开的，要么是粟特人，要么是塞种，而不会是（仍然不能肯定）其他民族。

相对而言，有关锡尔河沿岸塞种与粟特人频繁接触的材料有很多。
18

 这有几件物品可以证明，其中就包括阿契美尼德图纹的地毯，
19

 它们是在阿尔泰山山麓巴泽雷克（Pazyryk）冰冻大墓中发现的，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3至前4世纪。
20

 从工艺来看，这张地毯出自粟特或大夏的某个作坊，可见曾经存在一个城市作坊。但就染织技术而言，似乎又出自草原游牧部落，如此一来，就只能从地理角度解决起源假设的矛盾。
21

 文献对于证实粟特人与塞种之间的关系极为有利。但在考察塞人墓的过程中却惊人地发现，天青石并未传到北方，确切地说，天青石根本就没出现过。
22

 后来为提高贵金属产品的质量，萨马提亚人（Sarmatians）又使用了另一种蓝色石头——绿松石。

由于环境因素，天青石似乎是唯一可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进行考察的对象，但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仅用一种标准进行评判，价值当然有限。但我们注意到，如果认为Sinkabru?就是巴达赫尚石榴石的话，也会得出否定结果，因为它的分布范围似乎并不广。

从巴泽雷克墓葬中，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流通物品，却无法作出商业方面的分析。以巴泽雷克地毯为例，它可能是巴克特里亚总督所派使者送给游牧酋领的礼物。由于缺乏“朝贡、掠夺或外交，任何一种方式都能将物品运出”的事实，我们无法通过稀有物的传播，得出商业贸易存在的结论。如果我们注意到廉价的天青石珠也是通过草原传播，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还无法对粟特人和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贸易展开讨论，要知道在这里我并未涉及本土贸易。如此一来，我们对阿契美尼德时期粟特贸易所作的假设，也没有任何根据了。

四、亚历山大与粟特贸易

随着亚历山大东征，我们有关古代伊朗东部地区的资料又极大丰富起来，可仍没有一条与粟特人的长途贸易有关。
23

 但我们可以假设，这次征服或许就是商业贸易形成的根源。

中国古都长安，在“粟特文古信札”中被称为“胡姆丹”（Khumdān）。而Khumdān是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古都的粟特语转音，当时读作“Xianyang”（咸阳）。它离长安（今天西安）不远，公元前200年遭废弃。因此，粟特人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咸阳作都城时知道的中国，却一直用胡姆丹称呼新都，这样才把旧都名称保留下来。结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24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人与粟特人的首次接触与亚历山大的征服和破坏有关，且必然发生在咸阳废弃以前。
25

 在最终进入中国之前，为躲避马其顿军队，粟特人可能很早就逃到塔里木盆地。

这种看法是极富争议的。亚历山大的征服虽然严酷至极，却并未将数千流亡者逼迫到非踏上征途不可。有人会问，当他们逃至马其顿人势力范围之外的费尔干纳和石国时，不就能安顿下来了吗，为何还要克服重重困难前往中国呢？从根本上说，这种假设颇有希腊中心论之嫌：亚历山大的征服无疑是件大事，但对这个曾被屡次入侵、饱经劫难的地区来说，我们却不能将结果简单归结为亚历山大的征服。

可以确切地说，粟特人有关中国的知识和语汇，仅仅是在公元3世纪末或前2世纪期间通过中介身份获知的。与我们一样，粟特人用秦
26

 （cyn）人的名字称呼汉人。中国和Khumdān地区，粟特人则称之为秦尼斯坦（cynstn），或“秦国土地”。人名、都城名和国名都是一个意思，与此同时它们传到了索格底亚那。认同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秦王朝的统治时期，是马其顿入侵后的一百年，即公元前221到前206年间，这就排除了亚历山大时期所有接触的可能。那时秦人已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秦朝对蒙古草原的匈奴人进行有效打击，还修筑了万里长城。汉文典籍还清楚地表明，匈奴人用“秦人”一词指代后来的汉王朝，
27

 由于“秦”字会带来负面记忆，因此“汉人”绝少用它。匈奴人似乎是最适合的中介，匈奴帝国在应对秦、汉两朝进攻的公元前2世纪逐渐形成，至少名义上延伸到了中亚。其声名是通过西部相继兴起的几个中介民族传播的，其中就有匈奴的西部藩属乌孙人和塞种人。与中亚其他民族一样，粟特人也是通过草原和塔里木盆地不同民族的间接传播，于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得知胡姆丹和秦的称号。

综合上述成果，收获甚微。对《苏撒宪章》的考察，就粟特贸易的广泛性而言，并未找出任何可供分析的材料。欲证明这片地区的天青石交易是由潜在的粟特商人进行，结果也是否定的。仅据粟特文书中Khumdān一词，我们尚无法证明粟特人早期与中国有过直接联系。这些负面结论可以从时间上对粟特商业网起源的年代作出限定，这种假设至少是可行的，即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或亚历山大征服时期，它都没有存在过。我们必须跨越两个多世纪，才能找到第一手资料。

第二节　汉文史料中的粟特本土贸易

由于汉语文献的存在，我们始能对前2世纪初的粟特商业史进行真正的分析。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军队控制了甘肃和塔里木盆地东部，到108年将西界推至费尔干纳地区。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不同程度地干预。由于汉王朝与中亚的频繁接触，我们从中得到有关这个地区政治、民族和经济状况的重要信息。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各种资料中的地名识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给这些文献的利用带来很多麻烦；
28

 在此基础上，才能围绕研究贸易问题，对汉籍中的索格底亚那和诸城邦作进一步辨识。

一、对索格底亚那的辨识

有两部史籍涉及中亚：一是司马迁的《史记》，二是班固的《汉书》。
29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它的作者是汉朝宫廷的伟大天文学家司马迁，他卒于公元前90年。在记述有关中亚历史的卷123，司马迁把公元前130年经过这片地区的汉朝使节和外邦人士的资料收集起来，特别是张骞的报告。张骞是第一位穿过塔里木盆地的中国使节，公元前125年被征召回国。第二部史籍，是成书于《史记》之后近二百年的西汉官方史书《汉书》。本书是班彪和他的儿子班固、女儿班昭，从公元36年开始，先后利用宫廷档案，于公元121年编撰完成的。《汉书》有很多地方和《史记》相似，但它把《史记》卷123分为两卷，卷61和卷96。它补充了《史记》成书之后的大量历史资料，同时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周边国家和中国的交往情况。
30



司马迁和班彪记述了外交出使的情况，但他们的关注点却远远超出外交使命中的军事、政治背景。这些资料虽然只是对当时历史的概述，却没有其他史料可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讨论。《史记》对此有所记载：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
31



我们又读到：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
32



《史记》最后还提供了如下材料：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
33



这些文献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世纪末，中亚确实存在各种商业活动。问题的关键，仅在于识别文献中的地名和族名。有一些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大夏（巴克特里亚）和安息（帕提亚），其他则存在歧义。特别是大宛的例子，绝大多数注释者都认为是费尔干纳，但也有人说是索格底亚那，
34

 而以石国
35

 为中心的康居，一些学者认为包含索格底亚那在内，其他学者则不这样认为。
36

 结论很清楚：如果大宛就是费尔干纳，那么住在大宛西部、帕提亚以东的精明商人就只能是粟特人，而我们也就有了探讨粟特商业史的基本文献。一项地图和地形的对比研究表明，从亚历山大征服到阿拉伯地理学家时代，所有文献都将此地明确称作索格底亚那——即包括锡尔河中北部和阿姆河中北部地区，而只有在大宛和帕提亚之间才能找到索格底亚那。这里只关注“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路线，而非大宛以西的所有陆路通道。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它能将我们引入相关争议和辨识的细节中去。
37



考古学和地理学能证明大宛就是费尔干纳。根据汉籍记载，居住在大宛的都是早已定居的游牧民族，他们尤其擅长马战，据说也从事商业。史料清楚记载他们种植葡萄和小麦，拥有优质牧场和良好的城邦体制。自从在费尔干纳墓葬中发现汉代丝织品以来，确切说是从公元2世纪开始，库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Kugai-Karabulak）才被纳入广阔的交流网络。
38

 此外，像阿克西肯特（Akhsikent）这样的大型城市遗址也被发现了。它属于古代农业文化，公元1世纪开始兴起，4世纪发展到顶峰。因为锡尔河水量过大，无法用于灌溉，所以当时的农耕人口主要呈锥形分布，并沿运河扩散开来。他们不但种植稻米，还进行葡萄栽培。而在河谷西南部发现的中国物品和钱币，则大多是进口的。
39



费尔干纳地区发现的水稻、葡萄、牧场、城镇以及中国商品，均证实中国文献对各国地理方位记载之准确。后来的史书更进一步证实了古代大宛（费尔干纳，也作破洛那
40

 ）的存在，
41

 而这里的牧场要比索格底亚那好得多。

上引《史记》原文就提到了索格底亚那和粟特人。费尔干纳以西通往帕提亚的道路上，有与费尔干纳居民操不同方言、却能听懂并随时准备锱铢必较的粟特商人，他们以显著的特征（贪婪、高鼻、深目、多须）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这些特征在后来的唐代史书和绘画中还有反映。当时粟特人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王国。在以政治、军事报告为基础的中国正史里，有关西域的篇章内容并不会特别关注被剥夺政治主权的索格底亚那和撒马尔干。因此，即便记载了费尔干纳和帕提亚之间的粟特民族，也不过是顺带一提。

二、商业联系

汉文史料不但提供了有关粟特商人的第一份观察资料，而且对中亚、尤其是粟特与中国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作了分析。这种联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
42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整个进程又大大加快了。当时为了从后方夹击匈奴，中国正在寻找联盟。中亚北部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对中华帝国心脏地带和黄河河谷构成严重威胁。为了维护帝国统一、获得“殊方”奇物，中国人试图在新占塔里木盆地西部形成防御型的缓冲地带。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43



尤其在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使节携带大量丝绸往来这片地区：

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44



张骞出使乌孙，所携：

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
45



这条材料也提供了“使节”人员的某些细节：

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
46



最重要的，是中亚各国对待汉匈使节的不同态度：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
47



中亚人对待汉使的态度以及汉使自身的态度，本来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中方文献却把它当成两个问题。官方史料从汉人角度出发，极力希望发展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关系。汉人似乎在抱怨汉使的所作所为，他们把本来馈赠给西方游牧军事贵族的国库币帛自由出售，以中饱私囊。同样，西方人轻慢的态度也让中国官员感到震惊，他们竟为了利益而让汉使倾其所有。但关键是使节所表现出的、随时准备冒险的热情。这种热情表明，中国财富遭到恶待的同时，使节的情形完全不同。真正的商业流通是在官方外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以官方外交为代价的：中亚人想从服务中获取报酬，而中国使节希望用政府的丝绸换购西方的珍宝，并通过在中国转售而致富。中方文献所称的劫掠或缺乏尊重，实际上是商业组织的一种形式。在游牧军事贵族和中国外交活动的边缘，商业上的接触还给中亚商人以及汉地来的投机分子带来好处。

商业接触让丝绸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配成为可能，否则它很可能会流失。丝绸脱离外交领域而进入商业交换圈，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如果丝绸能掌握在游牧贵族手中，通过社会内部流通，它们最终都会变成商人的财产，商业由此应运而生，但史料并未提及这一过程，我们对它也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前引史料也证明，公元前2世纪末，以中国商品为主的中亚本土贸易得以确立。但与中国运往东部匈奴的大宗丝绸相比，本土贸易数量依然有限。
48

 我们这里讨论的贸易形式，之所以能够被证实，主要归功于中国外交中所用的财物。

史料中数次提及位于大宛至帕提亚道上的粟特人。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上述贸易之外。因为粟特人处于贸易中心的外围，所以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通过商业来获得本无机会得到的中国宝货。这与巴克特里亚或帕提亚等直接和游牧精英进行接触的情况又不一样。

从中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即粟特人似乎被由官方外交建立起来的联系排除在外。索格底亚那当时在外交上并无地位，所以中国文献不会专门记载，却会不经意地提及其商民特征。当汉使过境时，态度倨傲，粟特人就与随行的仆人以及供需人员进行交易，之后会满怀热情地返回中亚进行贸易。他们和使节下属人员的接触，赤裸裸地在经济层面表现出来，即敲诈尽可能多的丝绸，以此交换在中国市场值大价钱的异域商品，而把高层次的外交留予他人。作为草原世界以前最后一块城市化区域，以及汉使携带宝货西行的必经之道，粟特人充分认识到他们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三、公元前2世纪的考古资料

汉文史料无可争议地显示出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提到了中国人到来之前另一个商业群体的存在。在中亚诸商业民族中，粟特人无疑是最不发达的。与近邻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相比，他们似乎属于低收入民族：《史记》明确指出，巴克特里亚市场充斥着来自不同渠道的商品，
49

 帕提亚帝国商人同时也从事海上长途贸易。这表明中国商品的到来，并不会无中生有地在索格底亚那创造出商业活动。由于汉文史料并未明确它所提到的贸易性质，所以只能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本土贸易的起源，而它在丝绸大量流入之前就已存在。然而对粟特商人和巴克特里亚商人形成的假设，考古学也无法作出确证。巴克特里亚的考古发现真的很少，但在帕米尔高原山麓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城镇，艾哈努姆城（Ai Khanum）的发掘结果却表明，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城完全与外界隔离。
50

 同时发现的未经加工的天青石料也说明，当时有天青石在印度次大陆散播。
51



在索格底亚那，由于打入公元前2世纪地层的钻头深度有限，以致无法归纳提供相关的信息。在撒马尔干发现的唯一希腊时期非军事化的建筑物，却是个黍仓。但我们注意到撒马尔干希腊地层出土的大量绿松石碎片和一些玛瑙珠子。
52

 绿松石生产于公元前2世纪前期城堡手工工场。其他地方的绿松石，则出自花剌子模以及费尔干纳的门障苦盏（Khujand）地区。
53

 即使有这些发现，仍然无法推知长途贸易的存在。
54

 当然，我们对易碎商品的交易情况知之甚少。撒马尔干发现的一系列未曾中断的大批高质量陶瓷产品，
55

 可以证明有一大批生活水平较高的人存在。这可能是商业存在的一个因素，但对所涉人员却一无所知，就考古确证而言，我们还须作进一步假设。最后还要指出，撒马尔干发现的古代钱币极为罕见。
56

 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时代的索格底亚那，在落入月氏人手里以前，也就是在张骞报告前的数十年，基本上是农业经济而非商业经济。相比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商业而言，索格底亚那的大规模贸易在中国商品大量流入的公元前2世纪末，很可能还没发展起来。相反，汉文史料似乎并不认为它的光荣诞生是以本土或区域贸易为基础，撒马尔干苦盏地区的绿松石生产可能就是一例。总之，对年代的框架已作了充分阐述。

第三节　边界上的索格底亚那：纪元初的商业路线

从粟特文古信札写于公元4世纪初的日期来看，距离中亚民族首次接触中国物品，已经过去5个多世纪。在汉文史料和考古资料之外，还要加上西方的古典文献。纪元前后两三百年的历史，已因“丝绸之路”的研究变得愈发明晰，毫与疑问它是此间最真实的图景。事实上，在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一个以丝绸为中心、以巴克特里亚印度商人为中介、道经帕提亚所辖伊朗的大规模贸易。粟特人是否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呢？

一、南方商业民族

中西文献有关公元初的商业描述基本上一致。《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
57

 和中国的《汉书》都证明中印之间存在有组织的南部贸易，它必须经由印度河上游和巴克特里亚之间的通道。对于来自罽宾的某位使者（大概来自犍陀罗或印度西北部），
58

 《汉书》引用了公元前25年议郎杜钦的一份上疏：

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
59



外交联系确立后的一百年，北印度商人就沿着陆路到达中国都城。那里的外国商人也被屡屡提及。
60

 《航行记》有载：

在极北海水交汇处，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秦尼（Thina）。此地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向印度出口丝绸、纱绵和布料。陆路经巴克特里亚到达婆卢羯车（Barygaza，即今天的布罗奇），海路沿恒河到达南印度（Limyrikê）。但要到那个地方很不容易，因为很少有人从那儿来。赛里斯地区恰好位于小熊星座（Ursa Minor）下面，而且据说它是本都（Pontus，黑海）和里海对岸的毗邻地区，里海海水由这里注入了……
61



有关这一贸易、还可引用其他材料。希腊、拉丁文献经常提到巴克特里亚人，他们在印度洋周边商业氛围的带动下，与印度人和斯基泰人也产生了联系。公元1世纪末，狄奥·克里索斯托（III，32，40）记载了亚历山大里亚剧院观众中有巴克特里亚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一些印度人的身影，而（V，72?73）在罗马，也曾有巴克特里亚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出现。希腊、拉丁文献中之所以有巴克特里巴克特里亚的材料，只是为了强调罗马帝国的荣耀早已传入偏远民族的耳中。因此在后来的《奥古斯都史》
62

 里能看到有关他们的材料。这些资料能引出重要的讨论，却会让我偏离现在的主题。
63

 只需指出纪元初的若干世纪，通往中国的商业干道会经过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而到达索格底亚那就够了。

巴克特里亚商人无疑参与了这一贸易过程，它还从帕提亚帝国的另一条路线获得更多利益。
64

 亚历山大里亚地理学家托勒密于公元150年撰就的《地理志》，所描述的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商人所走的某个通道，显然就是从幼发拉底河到巴克特拉，然后越过通向中国的高山。
65

 托勒密将中亚值得注意但含混不清的信息归因于前辈泰尔人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著作中的商人。
66

 地理学家在得不到大量数据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旅行记录，或在游历上花费大量时间。托勒密的整个坐标系统都是以资料信息为基础的：
67



通过商业就能了解这条路线的情况。他〔马里诺斯〕说有一个马埃斯，也叫做提提亚诺斯的，是个马其顿人，他和他父亲一样是一名商人，虽然本人从未到过赛里斯，而只是派了一些人去，他却用笔记录下了这一切。
68



既然和索格底亚那南部地区的优势密切相关，特别是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西北部，那我们就必须对粟特商业作出分析。

二、北道

有关纪元初粟特商业的证据，不但凌乱，而且分散。最清晰的记载是在《汉书》当中：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
69



这段话摘自西域都护报告，说的是公元11年康居王携礼物遣子侍汉的事情，报告建议中止与康居的关系。注释者还补充了公元前29年康居的另一个类似举动。
70

 如果《史记》中的康居是公元前2世纪锡尔河中部的一个游牧小王国，那我们就无法将它等同于索格底亚那，
71

 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使节出使期间，康居包括索格底亚那在内。

事实上，一方面，《史记》记载了康居北部与大宛接壤；另一方面，《汉书》又表明康居北部毗邻安息，即帕提亚王国。大月氏在张骞西使时，并不处于核心地区。那时的康居从费尔干纳一直延伸到木鹿附近的阿姆河流域，并把索格底亚那囊括在内。这条信息的年代，则可通过帕提亚帝国弗拉特五世（公元前2年-公元4年）的钱币确认，
72

 即张骞通西域至纪元初康居占据了索格底亚那。后来的《后汉书》
73

 又进一步表明索格底亚那就包括在康居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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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接替过程发生在公元前11年，即大月氏最后一批移民抵达巴克特里亚后不久，那么《汉书》提到的有商业倾向的康居使者，很可能就是由索格底亚那商人带的路。换句话说，在罽宾商人的例子中，杜钦强烈谴责的冒牌使者，其实就是粟特人所雇佣的。

《史记》提到的商业民族，包括粟特人在内，全都历经险阻前往中国。在外交活动的护翼下，粟特人的大范围贸易确切始于纪元前的数十年。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使节才与粟特小商贩进行商业接触。

汉文史料未作过多涉猎，其他文献更未明确提及粟特商业的存在，考古资料则比较分散。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阿姆河北部大规模贸易的真实状况，对中亚其他地区也知之甚少，因为丝绸并没有保存下来。来自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器物，比如埃及的彩色玻璃珠
75

 或小青铜像，主要发现于巴克特里亚北部，再就是花剌子模、索格底亚那、苏对沙那和费尔干纳。
76

 其数量，根本无法与南方印度出土的数千枚罗马钱币相比。而且，琥珀也是那个时候从波罗的海传入中亚的。
77

 最后，从东方运抵中亚的一批货物，也从那里运往黑海草原。最近在撒马尔干北边出土了一座纪元初的王墓，里面发现一块中国银镜和其他珍贵物品。
78

 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有某种商业背景，但很可能是通过外交渠道输入的。从公元1世纪末开始，在黑海北部墓葬中就不断发现了产自中亚、或途经中亚的物品。
79



考古资料只能证明贸易开拓的谨小慎微，对于中亚阿姆河北部和黑海地区之间通过草原之路联系的情况，则能在中国和希腊文献中直接找到：公元2世纪初的《后汉书》，只描述了这条线路的一小段，
80

 而3世纪的《魏略》，
81

 才表明这条道一直通向大秦：

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
82



阿兰就是阿兰人，大秦则为东罗马帝国。对托勒密来说，他对里海北部地区的情况了若指掌。他是第一个将里海断为内海的人，有一条陆路可绕北而行。同时他还罗列了一张注入里海的河流名单。
83

 此外还对费尔干纳和塔里木盆地的情况作了描述，只可惜有关泽拉夫善河谷的资料太少。托勒密对索格底亚那的认识存在不少错误，但他对粟特以南以北地区情况的了解则好得多。《后汉书》认为木鹿是帕提亚的门户，还认为有另外一条道穿过泽拉夫善河谷，最终通往木鹿。
84

 之后，《魏略》又再次描述了从大宛到帕提亚的路线。
85

 在希腊-罗马宝石工匠中，我们找到了唯一能证明中亚、黑海之间存在相对稳定商业往来的证据：所知各种不同的蓝宝石中，最好的当数斯基泰蓝铜矿，它经黑海输入，这一点与巴达赫尚的天青石一样。公元1世纪，老普林尼在著作中写道：

最好的〔蓝铜矿〕出自斯基泰〔……〕它也分公母。与蓝宝石不同，它有时也含金色粉尘。实际上，里面的斑点会闪现金光。
86



天青石中的黄铁矿较符合这一描述。天青石在草原之路的正常流通，必然要经索格底亚那，然后再到黑海，粟特人很可能参与其中。

古代中亚史的创新突破让纪年变得更加准确，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翻公元前1世纪的早期断代。当时的粟特人继承了前一世纪在中国的冒险事业，和中亚南部的其他商业民族一起，沿陆路前往塔里木盆地。当时有很多条路穿过中亚，它们把印度、伊朗、草原与中国联结起来。最明显的有三条，第一条经巴克特里亚向南，第二条经锡尔河往北，第三条经索格底亚那。从天青石先沿泽拉夫善河谷，再朝北道流出可以看出，三条道有共同的交汇点。有关康居商人的材料提醒我们，不能低估粟特人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泽拉夫善河谷和北方诸道可能存在的天青石交易中。如果大规模贸易通往南方，而粟特人控制了第二条道，即使通过远距离控制，他们至少也参与了公元初几百年的商业发展。中国出于政治谋划而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接触，由此打开的商业缺口，并不会因为联系不够而完全丧失。但考虑到目前所掌握的文献状况，这个说明非常重要，因为最小的发现都有可能对既有模式形成挑战，与南方周边民族的冒险事业相比，我们没必要去别处寻找粟特商业网的源头。

第二章　关于古信札

粟特文古信札是粟特商业史中一组独特的收藏品文献，通过它们，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逻辑框架才能搭建起来。事实上，从甘肃发往撒马尔干的粟特文2号古信札，是这组文献中唯一能够证明粟特商业网存在的信件。它不仅是粟特小商贩集合的象征，更是从社会经济结构得出的网络术语概念，该结构旨在对商业运作进行远距离操控。除此之外，这些材料还是粟特人的早期商业文献。粟特商业以网络的高级形态突然出现，一扫之前的晦涩形象。第二章的目的，旨在充分利用古信札信息的同时，还试着将迷雾驱散。

第一节　古信札与粟特网

一、粟特文2号古信札

2号古信札是研究粟特商业史和4世纪相关历史最重要的文献，它里面提到的匈奴人（xwn），在洗劫洛阳后的六十年，又横扫了罗马帝国边境地区，因此内容值得全文征引：

致尊贵的老爷拔槎迦（Varzakk）——迦那迦（Kānakk）（家族的）那你答拔（Nanai-thvār）之子，千万次的祝福和屈膝致意，就像对待神灵那样，他的仆人那你槃陀敬上。而且，老爷们，能看到您康乐无恙，对他来说，那将会是一个好日子。老爷们，（当我）听到您贵体康安的好消息时，我觉得自己也精神倍增！

而且，老爷们，酒泉的遏末娑支（Armat-sāch）平安无事，姑臧〔武威〕的遏娑支（Arsāch）也是一样。还有，老爷们，一个粟特人自“内地”〔即中原〕来此已有三年。我将胡耽娑支（Ghōtam-sāch）安置好了，他一切安好。他去了Kwr’ynk（居延？）
87

 ……现在没有人从那边来，所以我可以写信告诉您那些去“内地”的粟特人的情况，他们近况如何（以及）都到过哪些地方。而且，老爷们，据他们说，最后一位天子因为饥馑和火灾逃离了洛阳。有人在宫殿和城市里放火，宫殿被付之一炬，城市〔也遭到了毁灭〕。洛阳已不复存在，邺也不复存在！而且，……匈奴人（？），他们……长安，所以他们占据了（？）它（？）。……远至南阳（？）并且远至邺城——（同样）正是这些匈奴人，〔他们〕昨天还是天子的（臣民）！而且，老爷们，我们不知道留下来的中国人是否能将匈奴人〔从〕长安、从中国驱逐出去，或者他们（是否）能够在那里夺回自己的国家。还有，〔……在……有〕一百个来自撒马尔干的自由人，……在……有四十人。此外，老爷们，自从〔……来自〕“内地”……已失的（织物）（？），你们的〔……已是〕三年了。

从敦煌直到金城〔兰州〕，在……卖，亚麻布正在销售（卖得很好？），而不论是谁弄坏了织物和羊毛织品（？）……

还有，老爷们，至于我们——住在从金〔城〕（？，＜也可以复原成“姑臧”＞）到敦煌的这些人，无论是谁——我们仅仅是保住了性命，只要……活着，而我们是没有家的，年事已高行将弃世的。若这一切不会（成真），我就不会准备给你们写信告知我们近况如何。而且，老爷们，如果我写信告诉了你们中国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定会）令人不胜伤悲：对你们来说，那里已无利（可图）了。还有，老爷们，自从我送索勒（Saghrak）和芬阿喝（Farn-āghat）到“内地”已经八年了，而我们得到他们的一封回信也已是三年前的事了。他们当时平安无事……，但现在，自从最近的不幸发生后，关于他们在那边过得怎样，我〔没〕

有从那边收到只言片语。此外，四年前我又派走了另一个名叫遏帝呼槃陀（Artikhu-vandak）的人。当商队离开姑臧，阿呼〔沙迦〕（Wakhushakk）……在那里，当他们到达洛阳，不论那里的〔……〕，还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我还〕派了那斯延（Nasyān）去敦煌，他到了“外面”（即出了中国地界），又进入敦煌，（但是）现在他未经我的允许就走了，他得到了不小的惩罚，在Kr’’cyh遇袭致死。

拔槎迦老爷，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的权威庇护之下！度路越飒槃陀（Dhruwasp-vandak）之子毕娑（Pēsakk）从我这里拿走5〔……〕4个斯塔特，他把它存了起来，但没有过户。从现在起，您应该原封不动地得到它……这样没有我的允许，……度路越飒槃槃陀……

那你答拔〔老爷〕，您应该提醒拔槎迦，让他取出这笔存款，你们俩都清点一下数目，如果后者想要拥有它，那么你们就应该把利息加到本金里，并把它过到另一个账上，而您应该把这个账目交给拔槎迦。如果你们两个都认为让后者保管这笔钱不合适，那么你们就先保管着，再把它交到任何一个你们认为合适人手中，这样这笔钱可能就会变多。不过，请记住，有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如果他能一直活着并长大成人，除了这笔钱他没有别的任何指望，那么，那你答拔，当听闻得屈（Takut）已离开众神（与世长辞）时，诸神和我父亲之灵将给予您支持！——当得悉槃陀（Takhsīch-vandak）长大成人，就给他娶个妻子，别把他从您身边送走……日复一日，我们都在担心被谋杀、被抢劫。当你需要现金时，可以从中拿出一千或二千斯塔特的钱。

而且，温拉莫（Wan-razmak）帮我往敦煌送了属于得屈的32囊的麝香，他应该把它们转交给您。当它们交至您手上时，您应该把它们分为五份，其中得悉槃陀应该拿走三份，毕娑（应该拿走）一份，您（应该留有）一份。

此封信写于车斯?万领主十三年，塔格合米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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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和年代

1907年，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在敦煌以西90公里处，几乎是位于中国最西边的一座废弃的汉代烽燧（编号T.XII.a），发现了一组密封信札，它们是在阻塞烽燧过道的一个垃圾堆里发现的，上引信件即其中之一。
89

 信件以粟特文写就，有部分残缺，
90

 1931年始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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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是争论的焦点。
92

 事实上，第二封信提到了中国都城洛阳遭劫一事。历史上，洛阳城曾三度被洗劫，时间分别在公元190年、311年和535年。虽然综合纸张、文字、质地等众多因素可以排除最后一个日期，
93

 但究竟是断在190年还是311年，都颇费思量，因为材料中提到的事件（洛阳和邺城被烧、饥荒、皇帝奔逃、匈奴的角色）也与其他事件相符。但总地来说，中国311年发生的事件比190年更符合信中的内容：尤其是皇帝311年的出逃，确有饥荒背景；而公元190年的皇帝离都，是相国董卓所逼，饥馑是到了193年才发生。因此我们只能把信件年代断在313年。

当时中亚商人要到中国，必须经帕米尔高原、于阗，特别是楼兰，然后才能到达离古信札发现地不远的中国境内。印度化的楼兰王国仍由中国驻军控制。
94

 罗布淖尔边上的楼兰王国，那时是一座容纳各色族群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中有印度人、中国人、粟特人，当然也有巴克特里亚人。商人从敦煌进入西晋地界，穿过2号古信札提到的一些城镇，酒泉、武威/姑臧、兰州，然后进入当时混乱不堪的中原地区。

三、邮传网络

这些古信札是一起发现的，但它们却来自不同的地方：1、3号古信札是敦煌的同一个人所写，可能是寄往兰州。2号古信札写于河西走廊，寄往撒马尔干，但我们还不能确认具体地点。5号古信札发自武威。对于其他信件，我们还没有任何信息。

信件中地道的粟特文以及不同的来源地，证明存在一个邮传系统，它是在粟特人的背景下收发邮件。传送这些信件的人，从一个粟特人聚落到另一个粟特人聚落，而不包括其他民族聚落。例如，与粟特文信札一起的，并没有汉语或印度语信件。我们不知道信使是否是专职人员，但有可能是执行邮件投递任务的商人。既然材料提到有人在等待这些粟特文信件，那么邮件的传递肯定相当频繁。而且地址上的邮戳也相当规范。最后，第1、3号古信札都是同一位女性缪你（Miunai）所写，第一封寄给她的母亲卡蒂萨（Catisa），第二封寄给她的丈夫那你塔（Nanai-dhat），还有女儿塞纳（?aina）的附言。女性所写私人信函的存在，说明联系是频繁、定期的。第4、5号古信札都具有商业性质，而且和1、3号古信札一样，都要求对方尽快回复。因此，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是一个区域邮传网络，它主要用以维持聚落间的经济和家庭关系，而且发展得很好。

保存完好的5封信里，有4封地址不详。可能信使本人知道信要送到哪里，所以不需要收信人的地址，又或者都要送到同一个粟特人聚落，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楼兰。
95

 2号古信札明确寄往遥远的城市撒马尔干，它也是唯一用亚麻封皮和丝绸双层包裹的信件。残缺的亚麻封皮上有“……寄往撒马尔干……”的字样，这对粟特商业史而言非常重要〔见图版I，插图1〕。收信人的名字写在信件背面。这一系统有两个地址：不妨作一假设，信件先会送到楼兰的第一个人手中，他负责将这封信送到撒马尔干。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负责邮件投递的人并不亲至撒马尔干，而是来往于甘肃、楼兰之间，他很可能在楼兰找到商队将信带至撒马尔干。但同一封信也提到把麝香从敦煌送往撒马尔干：邮政传递和商品运输在此分离，而后者速度可能更慢。通过外观、地址和内容判断，2号古信札与其他信件的明显区别，在于它的范围更大。这些信札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网络，一个是区域网（包括甘肃和楼兰王国），2号古信札提到的则是在撒马尔干和甘肃之间运作的国际网。

四、作为整体的商业网

2号古信札显示，商业社会内部似乎存在三个等级：那你答拔的儿子拔槎迦在撒马尔干，那你槃陀为甘肃和中原之间商业网的负责人，最后是本土代理，比如酒泉的遏末娑支、武威的遏娑支，或者胡耽娑支、芬阿喝、索勒、遏帝呼槃陀和那斯延。后几位年纪较大，都有定居的城市，比如遏末娑支和遏娑支。其他几位则是新派来的。

拔槎迦和那你槃陀的关系并不明确：材料似乎是上下级关系，并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即便如此，也没必要太过重视，因为这是套语习惯使然。而且，那你槃陀似乎几次都以平辈身份写信给拔槎迦。拔槎迦的父亲可能部分继承了了那你槃陀父亲的遗愿，后者则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拔槎迦，
96

 这样就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家族关系。位于这一结构最底层的，可能是三个以‐sāch（娑支）结尾（Armat‐sāch, Arsāch和Ghōtam‐sāch）的下属名字，对此也可用同样方法解释。除遏帝呼槃陀之外，拔槎迦好像都认识这些下属，因为当那你槃陀提到他们时，并未强调其身份。那你槃陀也不受拔槎迦和那你答拔的约束，而单独与撒马尔干保持联系。
97

 此外他还将麝香送给了后者。

材料还几次提到了时间。那你槃陀特别告诉通信人，他八年前派索勒和芬阿喝出去，三年前才收到来信。由于政治变动，三年未能收到来自中国的消息，这是很不正常的。至于更早的事情，可能只有部分梗概。考虑到那你槃陀信中所涉撒马尔干商业的重要性，书信也不可能每三、五或八年才往来一次。该信札具有报告或评估的性质，它陈述了他们商业的成功，概括了商业网运作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第一部分还提到事件发生的时间。书信第二部分内容与4号或5号古信札内容相似：作者很关心撒马尔干的商业近况，而信中处理问题的周期也很短。

拔槎迦是否对商业网的中国段感兴趣呢？那你槃陀寄给他的评估报告相隔了很多年，这个事实表明，拔槎迦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虽然中国的分支机构都隶属那你槃陀，但人员配置情况拔槎迦是知道的。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你槃陀的领导下，粟特商业网的扩张是通过人员而非总额、损失或利润等词汇表达出来。信中有关严格意义上的商业部分（23?25行）只限于甘肃地区，与相关人员的情况相比，资料还太少。后者可能与家族有关，即便如此，这封信也不具有家庭性质。考虑到上述事实，那你槃陀控制的金字塔自治结构似乎很完整。我们只能通过29?31行的文字来确认拔槎迦与甘肃和中原的商业的确存在联系：“老爷们，如果我写信告诉了你们中国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定会）令人不胜伤悲：对你们来说，那里已无利（可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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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那你槃陀的同事或亲戚写给拔槎迦的一封回信，以答复拔槎迦希望了解甘肃及其他中国段商业路线的贸易情况。
99

 拔槎迦离开这个地方已好几年，并盘算着返回那里，出于这个原因，他必须掌握当前的情况。那你槃陀则独立管理他在中国各城市的商业网点。

第二节　本地居留点

一、5号古信札

古信札提到每天都在进行的、彼此有联系的若干例子。5号古信札就谈及粟特小商人的日常事务，
100

 这与2号古信札提到的横跨数千公里的联系完全不一样。

致尊贵的主人萨般达（Aspandhāt），祝福您〔并〕向您致敬。（对那个）希望能看到您健康（和）安全、幸福、无恙、心满意足的人来说，那一天会是个〔好〕日子。〔来自〕您的仆人〔发黎呼到（Frī-khwatāw）〕。〔对我而言〕，那天〔也仍〕是美好的，如果〔我自己可以亲眼见到〕您，〔并〕能就近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就像〕对神灵（致以敬意）那样。

日（复）一日，〔我从〕内地（中国）听到的都是糟糕的——而非令人高兴的（消息），无论我写了什么有关〔阿忽蜜多（Akhurmaztakk）（？）〕的内容，他自己是如何离开的以及他所……的。我已成了孤家寡人一个，请注意，我如今待在姑臧这儿，我没有到处乱跑，也没有商队（？）从这里（派出）。在姑臧（有）四包“白货”等待分发，还有2500（单位）的胡椒等待分发，以及两普罗沙卡（prasthaka）的n（..y）t，五普罗沙卡的rysk和二分之一斯塔特的银币。当翟突斯（Ghāwtus）此前离（开）姑臧时，我那里也跟随着他。我到了敦煌，（但是）因为迷路（？），我被迫滞留在外面（中国境外）。（要是）……翟突斯当时看见（=找到？）了一条平坦的路，那么，我当时也就会带走那些“黑人”。许多粟特人那里都打算离开，（但是）他们不能离开，因为翟突斯已经翻（过）了山。我当时（？）（本想）留在敦煌，但是他们（指那些粟特居民）却毫无指望。我现在可是指望着（？）来自您的’pr’k的仁慈（？）呐，因为我还在姑臧效劳于（？）……。〔他们……〕我，他们还让我……，他们得到我的……，他们用我们的增加（它）……，而且，我现在的处境非常悲惨，这……

我听说了这些事，曷萨狼（Kharstrang）〔欠（？）〕您二十斯塔特的银币，他这样声称（？）：“我（会）把（它）带来的（？）。”他把银币给了我，我称了称，总共（仅有）四个半斯塔特银币的重量。我问：“如果他〔送了〕二十斯塔特的银币，你为何只给我四个半斯塔特呢？”他这样说：“萨般达在路上碰到我，他把（它）给了我（？）。他这样说的：‘这是七个半斯塔特的银币。’每四个我可以得到四驮的’st（k）[.]（m）。”那些“黑人”拿走了银币，因为他们这样说：“我们（？）没有钱。”（照他们的说法），（最好是）我比他们更应该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如果）您听说了阿忽蜜多是如何加害于我的，您也会留意这一点的。

寄自您的仆人发黎呼到。此信于第3个月的第30日写于姑臧。

背面的地址：

致尊贵的主人，商队首领萨般达。——〔寄〕自您的仆人〔发黎呼到〕。

二、贸易诸端

四封信中都列出了所交易的商品。2号古信札里的亚麻布（？）、织品和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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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古信札里的金子和酒，5号古信札里的胡椒、银色金属和难以识别的商品（rysk，米？’spytc，白铅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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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4号古信札里的樟脑。
103

 商品中没有提到丝绸，可能只是信件残缺所致。但不管怎样，丝绸既由包裹2号古信札的布料替代，那它就是商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期尼雅以西发现的写本
104

 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目前没有来自中国的商人，因此丝绸债务的调查也无从展开〔……〕一旦有商人过来，调查就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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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楼兰王国西部地区，丝绸发挥了重要的经济作用，而供应商只有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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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信札提到的商品名类繁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奢侈品，从寄往远方的信件内容来看，这似乎很平常。
107



4、5号古信札都对甘肃东西贸易平衡问题作了分析：从西方带来的金和银，而准备运往西方的胡椒、银、酒、米（？）和白铅粉（？）。输往撒马尔干方向的只提到成囊的麝香。这一清单与其他文献中的数据高度吻合，不论是涉及酒类和胡椒交易的尼雅同期写本，还是后期的粟特资料，比如吐鲁番的称价钱帐，我都会在第五章进行分析。

直接表明数量的地方很少，有时必须用计量单位进行换算。最明显的例子是2号古信札里的麝香和5号古信札里的胡椒。麝香的单位明显是以囊计，一囊平均有25克麝香，因此那你槃陀要派送0.8克纯正麝香。通过假设，我们可以用银价算出麝香的价格，因为它在中国边镇的价格变动不大。公元743年的吐鲁番，1分或0.41克麝香的均价是110个中国钱币，或3.43个银币（当时银子和中国钱币的比值是1:32），这样一来，每克麝香就要支付8.4个银币。
108

 价格不变的话，那你槃陀总共从敦煌送出每囊4克，价值相当于6720个银币或27千克的银子，这笔数字非常可观，其中3/5完全由他儿子继承，用于社会教育和成长的支出。而与同时期所得数据相比，这个数字也无偏差：
109

 在西方香料市场，麝香价值相当于三到五倍同重量的黄金；1972年尼泊尔附近的麝香产区，其价格也高于同重量的黄金。以目前1:20的金银价比计算，27千克白银相当于1.35千克的黄金以及0.8公斤的麝香，该质量比值是可以预期的。

胡椒的例子要棘手一些。“粒”自然不能作为计量单位，“2500粒胡椒籽”的提法非常可笑，因为它的数量只有一点点。但当材料须要单位时，通常会用“斯塔特”表示，这是从中亚希腊化时代就开始使用的单位，缩写为s，有时也用全称（5号古信札里是styr）。
110

 中亚地区保留希腊时代的重量单位，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公元8世纪：公元6-8世纪，索格底亚那商人把金属重量以德拉克玛、斯塔特的形式打在银盘上。如果银盘完整的话，只须用阿提克计量法，就能简单推算出1斯塔特和1德拉克玛约等于16克和4克。
111

 这套系统4世纪时仍在使用，古信札里的styr就差不多等于16克。斯塔特在这里作为计量单位，相当于40公斤胡椒。而在尼雅写本中，胡椒以德拉克玛为单位，差不多等于10公斤胡椒。
112

 我们举的每个例子，都是昂贵不菲、重量尚可接受的物品。我们还找到了印度的普拉沙（prastha），但它质量太重，无法用于本例。
113



古信札中的斯塔特也是货币单位。尼雅写本可以证明此种制度的存在，写本中的金斯塔特明显和钱币有关，但里面的德拉克玛和斯塔特也用来计算重量。
114

 我们必须把styr和用于称重的styrch区分清楚。提到了styrch，但2号古信札第42行并无材料，而上下文则清晰地表明了这次货币交易：

度路越飒槃陀（Dhruwasp-vandak）之子毕娑（Pēakk）从我这里拿走5〔……〕4个斯塔特，他把它存了起来，但没有过户……

有人建议将该斯塔特与同期可能被称作斯塔特的索格底亚那银币等同，而后者是幼提德谟斯4德拉克玛银币
115

 的布哈拉仿币。
116

 既然是寄往撒马尔干，2号古信札的作者只能用撒马尔干钱币、至少是粟特通行的货币来计算。但幼提德谟斯的4德拉克玛银币在布哈拉绿洲以外地区十分罕见。为了支付眼前的开销（57行），那你槃陀随便就让对方拿走1000或2000个斯塔特，他的态度充分证明其单位价值很小：如果它的确是重量为12克的布哈拉4德拉克玛银币，
117

 那你槃陀让他在12或24千克银币中作选择的话，他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而那仅仅只满足了流动资产的需求。

公元5世纪的撒马尔干银币被称作“弓弩手”，其单位价值并不高（只相当于4世纪的0.6克银）。
118

 它占据了撒马尔干的整个货币流通市场。根据那你槃陀提到的styrch，我们可以将银币合理分作20份，由此将那你槃陀慷慨给予的重量从12公斤减至0.6公斤。顺便提一句，styrch这个尚未证实的名称，并不一定要把styr包括进来，可以把它理解为很小的单位。Styrch和styr，可能就相当于法语中的“小硬币”（piécettes）和“硬币”（pièces）。在后来的回纥文书中，stir显然有“钱币”的含义，而它又是借自粟特文。

此外，4号古信札提到了rwδk，铜（3?8行），可能是指在那里通行的中国铜币。

三、粟特人聚落

古信札反映了商人聚落内部家庭联系的重要性。当然，这六封信中，可能有三封是同一个大家庭成员发出的。1、3号古信札是缪你发给她母亲和丈夫的，信中提到了“家庭委员会”中一个名为芬克迅（Farnxunt）的成员，而6号古信札就是芬克迅所发。这是个很常见的名字，如果是同一人的话，我们就能对家庭成员的角色分配作更好的思考，尤其是女性的经济地位。对此，3号古信札提供了一些商业信息。
119

 但缪你似乎是处在她丈夫和家庭委员会的双重监控之下，没有迹象表明她能对资源进行亲自处理，却可以单独出行。另一方面，6号古信札中的芬克迅显然是敦煌的家族首领，虽然信息不多，却也表现出男性掌握经济大权的商业性质：令人感兴趣的是，缪你和她女儿发出的3号古信札，明显出自两人之手，很可能是女性的笔迹，但也可能是一前一后写上去的。此外，撒马尔干的那你答拔，似乎扮演了那你槃陀之子监护人的角色，就像芬克迅和缪你的关系一样。商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就是一个大家庭，最大的权力属于宗族头领和家庭委员会。成员之间互相扶持，无疑增强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但这不排除有关系紧密的小家庭为自身谋利的商业行为存在：缪你就提到了她丈夫的业务。最后，1、3、6号古信札中的下层组织也证明，不同粟特移民聚落之间存在着通婚现象。

第1号古信札第10行提到了一位祭司，
120

 这不禁让人怀疑，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存在一个特别重要的礼拜场所，而负责管理的就是祭司。但难以弄清3号古信札（8和12行）中“权力者”（’yps’r）的确切身份：它和上引第一封信中第4行里的“税务官”（β’zkr’m）一样，有可能是指粟特人聚落的内部组织。
121

 2号古信札（19?20行）提到人员数量，在中国的某个城镇，有100个撒马尔干自由民，而在另一个镇还有40人，这说明存在很多聚落。
122

 古信札可以证明，这些聚落主要由商人和商队组成，也包括寻找处女地的大批农民：5号古信札里可怜的黑人，极力要回到西边去，他们也许是农民，至少从其别称来看，就与当时中亚流行的颜色标记有关，即黑皮肤的农民。
123



与中国官方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假设古信札已被玉门关军政机构没收而3号古信札反映的又是一个女性的厄运。她在敦煌被遗弃，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习中国的礼仪并为中国人服务。聚落成员芬克迅躲避中国士兵，似乎是由于商业债务问题。
124

 中国商人和粟特商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竞争。
125

 由于中国人一直用“胡”来指称西北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和楼兰王国的中国商业机构名称（“吞噬胡人者”、“破灭胡人者”、“镇压胡人者”、“凌迫胡人者”），
126

 显然就涉及词汇问题。粟特人显然被中国政府所隔离：那你槃陀通过粟特人获知消息，缺少与中国官员沟通会带来的新鲜和准确。

四、聚落地理

楼兰王国与南道沿线发现的粟特人遗迹，不仅能从古信札中提到的地名以及信札发现地得到证实，也能通过楼兰发现的粟特写本残卷得到确认。
127

 用其他语言书写的文献也提到了粟特人：3世纪后半期或4世纪初的安得悦（Endere）（Kh 661）文书，提到了那你拔达（Nanivadhag’a），转录的佉卢文可能隐藏了一个粟特名那你槃陀（Nanaivandak）。
128

 这份文书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以于阗王的在位年份来标注日期的。现在，不仅那你槃陀成为见证人之一，买主自己也被称作sulig’a，
129

 他还有一个粟特名拔吉槃陀（Vag’iti-vandak）；
130

 而卖方中有一个堪巴那斯（Khvarnarse）的伊朗名。
131

 卖驼契很可能是在于阗写成，再由粟特买主带到安得悦。不管怎样，都证明于阗有粟特人聚落存在，我们至少找到了其中两个名字。

我们把古信札时代粟特人聚落的方位，都绘入了下面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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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古信札时代的粟特商业遗存



标示地点有：

1）古信札提到的地方（有粟特名的黑点）；

2）粟特文书发现地或提到粟特人的地方（灰点）。

楼兰既属于1），也属于2）。在XIIa烽燧发现了粟特文古信札，在楼兰西南50公里处的方城（LM）发现了很多文书，其中就有LM II ii 09。安得悦的某份文书提到一位粟特人。根据于阗王在位年代标记日期的同一份文书，也说明于阗可以加入图中。公元3世纪的鄯善国边境则用黑线画出（根据Brough，1965）。这里也提供了尼雅和精绝（Cadota）的信息。

第三节　中国边界的粟特商业网

粟特文古信札很快就将甘肃和内陆中原的粟特商业网呈现出来，但凭此就能勾勒出中国的整个粟特商业网吗？答案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获得，比如粟特僧人在佛教东传中用到的宗教文献、若干碑碣、正史中有异域风味的胡名，以及以钱币为主的考古材料，这些都与中亚和中国的接触有关。第一章我们展示了从外交到商业的交通路线，虽然迹象稍显薄弱，却可利用这些资料对下一阶段中亚商业网向中国方向的拓展予以描述。

一、年代参照点

在古信札中，我们不但讨论了穿越中国地界而未驻停、往来边境和京师之间的外商使节，也对大批市镇中有妇女、儿童聚落结构的聚居区作了分析。前引早期出于商业目的来华的康居使者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聚落的情况，但在古信札之前的一个世纪，一位见证者提到了他们：公元227年，汉朝灭亡后的纷乱时代，位于甘肃中部的月氏和凉州的粟特聚落首领，都争相欢迎中国内陆远征军的到来。

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夺戈先驱。
132



这个时期的康居胡，只可能是粟特人。因此，聚落首领和入侵者的谈判显然非常重要。材料虽未点明这是个商人聚落，但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假设。而这里的“月氏”可能并非当地的“小月氏”，而是“大月氏”的远亲，后者很早以前就离开甘肃，侵入巴克特里亚。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贵霜帝国（中亚和印度北部大月氏的继承者）的商人聚落进行探讨，而所有资料都表明，通往中国的各条路上，都有贵霜人的聚落。
133

 材料中的信息基本和年代有关。虽然粟特商业到公元1世纪尚未发展起来，但如果相信托勒密的数据，至少到3世纪初，粟特商业就已在距离索格底亚那3000公里外的地方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二、中国周边地区的商业网构成

自《汉书》提到康居商业之后，中国断代史就很少提及粟特文古信札以前的情形。《三国志》表明，在三国曹魏（220-265）统治时期，康居使节还能维持每年的进贡。
134

 《晋书》也提到了265-274年间的康居使者。
135

 吴王（265-290）也与中亚保持正常往来，并于285年授予费尔干纳统治者国王称号。
136



其他资料则基本出自中国政府要员的传记，而所有正史都有列传。某些上层官员都有西方血统，审查他们的系谱，就能确定时空参照点以及社会晋阶策略，有时需要追溯至古信札时代。从未有人以这样的目的对这些潜在材料以及记载传主信息的大量墓志进行探究，在此我会举一些例子。
137



安同是北魏首任统治者拓跋珪（370-409）的政治顾问，其传参见《魏书》：

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
138



辽东位于朝鲜边界。在同书中我们还了解到，出任拓跋珪的政治顾问以前，安同曾是一位商人，
139

 其父亲则是某位商人之友，虽然不清楚他是否也是商人。

另外一例，是《新唐书》里的唐朝战将李抱玉（767-777），我们可以看到：

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晋、魏间，家于安定，后徙辽左，以避乱又徙武威。后魏有难陀孙婆罗，周、隋间，居凉州武威为萨宝。
140



收入《梁书》列传的康绚（464-520），也自称是汉代康居王族质子的后裔，后来降为平民，定居甘肃。他的家族迁徙甘肃、蓝田（长安以东）之间，然后南下进入湖北。
141



列传和世系并非全部真实，
142

 有些内容会出于某种目的而被修饰。所拟构的中国东方大族成员世系，没有谁会越出4、5世纪甘肃之外。所谓的王室先祖、汉朝质子，都是出于家族名望考虑所建立的与辉煌时代的虚构联系。但它却保存了公元3、4世纪那个动乱、离散年代的回忆。就算世系不存在，但古信札清晰描绘的艰难岁月，仍然会被后来拥有外国血统的家族重新忆起。这些模糊的记忆保存在聚落的整体回忆当中，他们把东汉早期居留中国的信息，传给4世纪末以降陆续到来的新移民。虽然很多细节会出现纰漏，甚至经人粉饰，但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历史演进从未遭到质疑。

安、康两族类似的例子，凸显出中国西部聚落的多样性。安姓家族来自安息；只有康姓是粟特人。
143

 粟特商业网最独特的地方，是它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与西方商贸往来的最初几个世纪，它并非唯一的中介，更没有垄断权。除粟特人聚落外，2号古信札还提到了洛阳的印度人聚落。
144

 如果把粟特文古信札排除在外，我们就无法将4世纪以前若干世纪的中亚粟特人从其他定居民族中区分开来。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使我们无法低估其他民族的作用。虽然《后汉书》记载了：

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145



却无法证明这些“商胡”就是粟特人，他们应该是“康居胡”，但也排除粟特人的可能。

通过这些文献，我们看到外国聚落在中国扎根的全过程，尤其是在甘肃，2号古信札就提到过这里的粟特人聚落。幸亏有这些谱系，我们才能把正史提及的使节和古信札里的聚落联系起来。“使节们”完成首次任务之后，就在中国、特别是在甘肃和京师定居下来，并在不断涌入的西方移民基础上建立新的聚落。汉文史料虽未对这一殖民进程作出评价，但根据公元前25年杜钦所讲的一些刻薄话，我们依然可以作一番描述。这些所谓的王子其实是商人，他们很希望靠近供货商，这样就会让渴望返国的真王子大吃一惊。中国的印度、波斯聚落史，在使节和商人时期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从前一共同体到后一共同体的渐进运动而已。

三、经济背景

商人混入使团或伪装成使节，这样就能跨越诸多山道而在中国立足。其目标，是将商业从完全依赖中国外交的幻想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猜测，中国的物品、尤其是丝绸制品，在公元前1世纪时就已形成一个高需求的市场；而中亚商人为了避免价格的大幅波动，只能从源头上去寻找这些商品。《史记》中的一句话对此颇有启示：

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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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别的数据帮我们理解这一殖民进程。艰困的2世纪结束以后，3世纪的甘肃和敦煌地区无疑从农业和商业发展中获益不少，而这一发展是以灌溉技术进步致使农产品过剩并发生转变为基础的，这些变化大大提升了该地区的中西转运能力。《晋书》有关经济的部分文字，对此过程作了描述。联系公元230年的凉州（甘肃武威）刺史，我们会读到如下记载：

魏明帝世徐邈为凉州，土地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及度支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锦犬马，通供中国之费。西域人入贡，财货流通，皆邈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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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里和“西域诸胡”有关的，还有：

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
148



作为中国甘肃和塔里木盆地汉人聚落及驻军支付赔偿的中介物——丝绸，我们可以了解它给粟特人和其他居民带来的好处。只要汉朝控制塔里木盆地，军队和官员就能得到以丝绸支付的薪俸。如果从中亚运来，这些丝绸要比钱币或谷物轻得多。因此商人们能够找到大量丝绸，并用西方商品进行低价换购。“丝绸之路”的始发段可能并不具有商业性质：仅仅是因为中国实行特殊的货币制度，它才能够存在，并衍生出大量的商业活动。
149



2世纪中期中国人退防东部以后，为了继续获得丝绸，商人们不得不散住在甘肃和中原地区。那时的丝绸价格相当高昂。

第四节　中国的聚落

2号古信札突出了重大事件对粟特商业网的影响，比如饥馑导致洛阳粟特人聚落的消亡。通过这封信，我们不但可以对粟特人在中国的扎根史作一个连贯性的描述，同时也能对公元4世纪中国粟特人聚落的演化情况进行观察。

一、中国的状况：年代问题

使节所处商业和外交的模糊地位的正史记载，为我们确定动乱时期中亚和中国是否仍然保持联系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参考有关这段时期的各种断代史，而在4世纪的中国，史书都是按政治内容划分的。因此，历史和王朝数量一样多。
150

 整个公元4世纪，使团来往只限于两个较短的时期：公元331年，甘肃王允许费尔干纳使节过境，除其他东西以外，还可携带棉制品和珊瑚至后赵（329-352）石勒的宫廷。
151

 再就是公元376和383年，中亚又派出几个使团（费尔干纳、康居等）到苻坚统治的北方地区——前秦王廷。
152

 之后联系中断了50年，直到435年才得以恢复，往来次数却比之前更加频繁。引人注意的是，粟特使团分别于公元435、437、439、441、457、467、474和479年出现在北魏王廷，而撒马尔干使节则在公元468（两次）、473、476、479、480、487、491、502、507和509年单独来朝。他们甚至到达中国南朝统辖地区：公元441年，一个粟特使团抵达刘宋王朝的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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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这些数据是远远不够的：王朝编年史的本质，是将政治的稳定度预设至最低，而不是用以记录中国4世纪的纷乱世局。通过这些资料，我们虽然可以推断贡道开放的情况，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出于动乱的考虑，商人们可能不再入贡。

很有必要把外交陈述和其他资料结合起来。佛教典籍因此就变得异常珍贵。仔细翻检译经僧所制表格，就会发现在310-380年间，并无朝圣者到达或离开中国。东汉时期（25-220）的10位西方僧人中，有4位是印度人；220-316年间有15个西方僧人（其中4个是印度人），还有3个中国巡礼僧方向相反；380-420年间有27个西方僧人（17个印度人）和51个中国巡礼僧；420-589年间有32位僧人（其中22个印度人）。
154

 从4世纪末到5世纪结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380年开始，大部分僧人选择陆路：这样，我们就能对383-435年间的中断情况作一假设。

对上述聚落和家族来说，公元4世纪无疑是个纷乱的岁月，他们从北中国的一端被抛到另一端。安同传就注意到家族逃避骚扰的史实。西方人历经千难万险，被迫游走于甘肃和辽东之间的记忆得以留存。2号古信札和西方使团不再出现的例子证明，在4世纪中期大约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西部商业网络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个零散化的阶段。但从佛教经甘肃重新流入中国，以及上面提到的家族迁徙轨迹中，我们发现两个问题，一是这些零散化的时间不会超过4世纪末，二是甘肃和中国内地的情况完全不同。

二、公元4世纪的塔里木盆地与甘肃

塔里木盆地的一份残件表明，在古信札写成后的二十年，粟特人仍然出现在洛阳。该文书提到330年一名粟特商胡运送谷物的事。
155

 时间大致相同的另一份粟特文残件，很可能是在楼兰发现的。
156

 但须注意的是，公元4世纪与西方中断联系的就只有中原内地。塔里木盆地各城镇因此免受对北中国和西部中亚入侵带来的打击，同时还与印度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鸠摩罗什（Kumārajīva）才能于4世纪中期和他母亲一道，来往于龟兹和犍陀罗之间，并最终成为佛教入中国最伟大的传播者之一。

粟特文古信札证明4世纪初商业网在甘肃大量汇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后来会衰落，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古信札写成之时，一支东罗马帝国使团抵达刚刚在甘肃宣布独立的前凉（313-376）王朝。
157

 可以这么说，经过前3个世纪的发展，以及前凉王朝把它和干戈扰攘的中原隔离开，整个4世纪，甘肃和塔里木盆地东部绿洲地区完全处在繁荣和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
158

 佛教也传播到那里。而一条重要材料显示，这一时期之末，有大批粟特商人前往那里：

粟特国，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之西〔……〕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凉州，现在的武威）贩货，及克（439年为北魏所克）姑臧（即武威），悉见虏。高宗（452-465）初，粟特王遗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159



和313年一样，439年的粟特商人并未停止脚步，依然大量前往甘肃，材料也反复强调了他们的持续出现。同时还提供了一条额外信息：古信札写成后的一百年，粟特商人不仅经常出没甘肃各大城镇，还一直和祖籍国保持联系。也就是说，商业网经历了4世纪的危机，还完整地幸存下来。它与撒马尔干的联系并未破裂，即便中断过，也已经恢复。

因此，有人希望获取更多有关4世纪甘肃粟特人聚落的信息。可惜的是，史料缄默无言，考古资料也未提供任何信息。虽然在吐鲁番窖藏中找到一些4世纪的萨珊银币，
160

 但从唐代开始，这片区域就再没发现任何西方钱币。
161



从一开始，粟特人聚落就是塔里木盆地、甘肃和中原地区外国殖民运动的组成部分，而这场运动很可能发源于印度-伊朗边缘地区（犍陀罗、巴克特里亚……）。在汉朝最鼎盛的时期，粟特商人和他的南方近邻一样，派遣了大批使节前来中国。中国政府和军队退守东边之时，为弥补损失并继续满足市场需求，粟特商人在沟通中亚和中国交通线的每个地方，都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城镇殖民网。对此，4世纪的危机实际上起到了过滤作用，它留出甘肃聚落给入华外国人居住。到4世纪末联系恢复时，粟特人已成为最主要的商人，《魏书》和所有后来的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知道，粟特商业网的构成包括两个阶段，而2号古信札描述的无疑是商业网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粟特人有关聚落历史的持续记忆非常有趣，即使是用模糊、虚构的语言追溯至危机以前，它也说明我们所要探讨的，并不是断裂的现象，而是暂时退缩的离群索居。而在阿拉伯入侵之前，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市场。

第三章　与印度通商

粟特文古信札不但提供了粟特商业线向中国拓展的信息，还透露了粟特商业另一分支的情况。正如我第一章所言，粟特商业网在中国的发展，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商贸背景下发生的，它囊括了索格底亚那以南地区的国家。粟特人似乎是公元初出于商业原因而在中国定居的位处最北端的民族。我到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粟特商业网是如何进入让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居民获益的南方商业路线的呢？它实际引出粟特人与印度贸易的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还要考察古信札中尚未用过的材料。

第一节　粟特商人、贵霜商人

一、康僧会

同样是中文文献让我们触及这个问题。慧皎（497-554）所著《高僧传》共14卷，它包括公元1世纪中期至519年间500位高僧的传记。虽然未能免除为圣徒言行渲染粉饰的习惯，它却是一部较为可信的著作。
162

 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康僧会传：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

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
163



从康僧会的姓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粟特人，因为康是康居的缩写。中国有很多以此种方式命名的外国人。3世纪中期，康僧会提到了他的先辈安世高，他写道：“有菩萨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
164

 由于这些姓氏在当时的汉名中较为少见（尤其是安姓和康姓），我们就能推断出这些僧侣有西方人的血统，专门记载家族姓氏的中国专著加强了我的假设。
165

 此外，一位来自南京的官员也提到康僧会来自胡人地界（即来自西北）。
166



康僧会生于公元3世纪初，他博通六经，华化程度很高。公元247年到达南方首府之后，他成为主要的译经僧。
167

 传记还提到公元2世纪印度的粟特商人家庭，同期也有粟特家族定居中国。康僧会虽是一名孤儿，但他知道自己的粟特人出身，这说明印度存在一个保持认同的结构性粟特移民团体。从汉文史料中，我们找不到更多有关那片地区粟特人的资料，却从中了解到更多有关东南亚大陆和半岛的西方人，而不仅仅是粟特人的情况：
168

 除康僧会的亲戚之外，在东京湾（Tonkin）还发现了其他胡人。
169

 公元245-250年，又提到出使苏门答腊（Sumatra）的使节康泰
170

 ：

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失羁靽，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
171



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使节往来十分频繁，其中还有人带来月氏马匹。
172

 在离森巴瓦岛不远的桑厄昂岛（Sangeang）（在小巽他群岛），发现了一件2或3世纪的铃饰雕刻，上绘两个身着中亚月氏服饰的勇士和一匹马。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这一时期包括印度大陆和东南亚半岛在内的印度世界存在着马匹贸易，
173

 而从事交易的商人们纷纷前往那里。大约在公元255年，有一名月氏僧人在安南宣传佛教。
174

 至于回程贸易，商人们会寻找各式土产，来平衡结算，最明显的莫过于古信札提到的印度尼西亚胡椒和樟脑。须注意的是，公元初的几个世纪，胡椒并非直接通过海路，而是经陆路到达中国，这可从它的名字“胡椒”看出来，因为“胡”这个字指的就是中亚出生的人。
175



上引康僧会的传记和其他材料，都证明粟特人确实与印度、东南亚进行交易。即便是这样，也很难想象粟特商业网曾涉及此地：就算有西方人来过的痕迹，仅凭孤证也不足以证明商业网的存在。再没有像2号古信札那样的材料来支撑这个结论，印度也没有其他资料能让我们得出存在一个正规商业网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接触都会频繁出现。

二、粟特人与印度的接触

康僧会简短的传记告诉我们，粟特家族定居印度已经好几代了。我们的眼光自然就转向了印度史料。

要给印度文献断代确实困难。不少著作经人不断编辑，时间甚至超过千年，它们提供的信息来自不同时期。但就总体而言，许多材料完成于公元之初，或采用了当时的情报。这些材料都提到了窣利卡（Cūlika），只是和商业背景无关。
176



我从这些材料中举出最具代表性的一例，《摩诃婆罗多》提到了窣利卡：

吐萨拉（Tu?āra）、耶槃那（Yavana）和塞种，与粟特人一样，都位于右翼。
177



这条材料提到的库鲁斯（Kurus）军中的粟特人（Cūlika），与印度人所知的居于印度西北诸民族的构成情况完全相符，他们是在巴里卡（巴克特里亚人）和甘菩遮（Kamboja）之后被提及的，
178

 当时正与希腊人（耶槃那）、塞种联合，和潘达瓦（Pā??ava）激战。这种情况也和我们所了解的公元前2或1世纪的政治背景一致。在往世文学中，粟特人也是西北众多民族中的一支。
179



虽然印度文献提到了他们，但我们从中无法找到有关粟特商业的信息。当然，印度作者没有任何义务熟悉这些知识（可能是由希腊人或塞种入侵者带来的），也无资料表明承担贸易的是粟特人，而非印度人、巴克特里亚人或犍陀罗人。最后还须强调，印度人不但不了解粟特人，而且对索格底亚那也不甚了解。将往世书与中亚文献中的地名进行比勘，就发现彼此之间并无共同之处，尽管有人试图将它们糅合在一起。
180



印度文献几乎不涉及粟特人。巴克特里亚人的情况则稍有不同，
181

 他们将自己的名字赋予某些出口印度的商品，
182

 文献有时就把它们当做外国人引用。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还必须寻找其他材料，这时，粟特文古信札就再一次显现其特有的价值。很明显，古信札描述了粟特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对此我在前面已略有触及，而这种矛盾恰与他们和印度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鲜明对比：
183

 遭到杀戮之后，洛阳的粟特人聚落和印度人聚落经常一块儿提及。
184

 这些印度人要么来自印度西北部，要么是楼兰的印度化居民，他们讲的是尼雅文书中的印度俗语。送信人很可能是去楼兰，第一封信的收信人叫c’t’ysh，根据楼兰文书，该名可比对为卡蒂萨（Catisa）。
185

 她的女儿嫁给一位粟特人，这就证明楼兰粟特人和印度人之间存在家族关系。

传入粟特语而保留在古信札中的印度语有：

-s’rth源自梵语sārtha：“商队”（2号古信札，1.36）；

-s’rtp’w是梵语sārthavāha经巴克特里亚语（以?ao
186

 结尾）传入的：“商队成员”（5号古信札，地址）；

-prstk源自西北（犍陀罗语）印度俗语prastha：是一个数量单位（5号古信札，II.9?10）；

-mδwy源自西北印度俗语mūlya：“价格”（4号古信札，1.5）；

-δykh源自西北印度俗语lekha：“信件”（5号古信札，1.32，1号古信札，1.12）；

-pδ’pδ〔y〕h源自于阗所用的梵文pitpalī：“胡椒”（5号古信札，I.9）。
187



通过外来语证实的联系非常重要，而且还具有商业性，正如表示“商队”和“价格”的词汇所标示的那样。

东京湾（Tonkin）和敦煌的印度人与粟特人之间的联系，可通过史料加以证实；两个地区之间的历史，则可用两份资料集予以澄清。

第二节　印度西北部的居留地

一、佛教文献

第一份资料集早已问世，但有关商业方面的内容，尚未进行系统考察。汉初传入中国的佛教，首先由中亚和印度高僧宣扬。佛教传统是将圣僧姓氏和行传都保留下来，这对于那些渴望研究入华西域人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史料。有一些僧人姓康，这是典型的粟特姓氏。虽然他们出身康居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直接来自康居。迄今为止，史学界未对这些康姓僧侣的籍地而非族源提出异议，但对他们是否直接来自索格底亚那还是有疑问的。

我们对这个时期索格底亚那的佛教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保留下来的粟特文佛经年代较晚，而且是通过汉文而非梵文转译的。
188

 从考古学角度看，佛教到达阿姆河的时间，正如特尔梅兹附近的卡拉忒坡（Karatepe）证明的那样，是在1世纪末和2世纪初，但目前证实到达索格底亚那的时间却是在公元7世纪。康姓僧侣都出身于粟特家族，但这些家族已外迁至巴克特里亚或兴都库什以南，确切地说，那片地区是大规模商业和佛教传播的交汇之所。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安姓僧人，尤其是安世高。
189

 他的汉姓让人想起帕提亚帝国。与其说他是波斯王子，不如说他是2世纪中期统辖印度?帕提亚边界地区、信仰佛教的安息王子，因为当时佛教在木鹿尚未确立。4世纪之前，而非我们之前认为的公元2世纪，佛教似乎都未传入木鹿。
190

 中文材料一般译为“安息王嫡后之子”，也可译作“安息王族嫡后之子”，因此安世高也有可能来自印度西部的印度?帕提亚王国。
191



汉语文献有关康姓僧人出身的记载和下面的解释相符。当然，关于僧侣家族的信息很少，而发现的材料都明确表示僧侣祖先来自康居，换句话说，这些僧人实际上都出自移民家庭。康僧会的情况就是如此。此外还有其他康姓僧人，比如“其先出自康居”的康孟详
192

 或是康宝意。
193

 他们在移民过程中都学会了印度方言，因此可以不经粟特中介而将佛经译作中文。从康僧会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是商人家族的一次移民，其他僧人的例子应该也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一个事实是：伊朗语族的安姓或康姓僧侣，在把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相对而言，2、3世纪的印度人在这一领域却不大引人注意，对此该作何解释呢？
194

 最可能的假设是，有康姓或安姓血统的僧人之所以能远行至中国，乃是因为他们所属团体往常往来于这条路线；数量不比佛教徒少的印度僧人，可能出自组织性不强的商人家庭，这样的家族传统让他们难以适应在不同语言地区旅行。
195

 在索格底亚那和帕提亚王国佛教尚未得到确认之前，这是理解康姓和安姓僧人发挥作用的唯一方法。佛教文献在涉及宣法康姓僧人时，曾提到若干安姓僧人，其中几位在致力佛经翻译之前，全都是商人：安玄于181年到达洛阳并剃度出家以前，也一直是商人。
196



二、印度河上的粟特语题铭

第二部文献集最近才发现。中巴友谊公路的工程启动后，在上印度河河谷，主要是吉尔吉特下游〔见图版I，插图2〕几个荒凉地区，系统发掘出一系列的岩刻题记。例如，某些岩石上绘有舍利塔或巨角塔尔羊，还有大量印度婆罗钵文和佉卢文岩刻笔迹。这些题铭中，以粟特文最多，总数超过650处。其中，以夏提欧
197

 （Shatial，约550处）、达丹达斯（55）、欧希伯特（Oshibat，26）、索尔（Thor，19）、塔班（Thalpan，8）、罕萨?海德奇石（Hunza-Haldeikish，6）、坎巴里（Khanbari，1）和坎普塞（Campsite，1）为代表。
198

 与410处婆罗钵文、12?15处佉卢文、9处巴克特里亚文、2处帕提亚文和2处中古波斯文题铭相比，夏提欧村的粟特文题铭数量最大。
199

 在伊朗语范围内，除了上面提到的夏提欧村帕提亚文和中古波斯文题刻以外，综合各处只发现12处巴克特里亚文题铭。
200

 其他语言则以坎普塞的希伯莱文
201

 和夏提欧村的汉文题刻为代表；同时还找到印度语和当地的方言题刻。

粟特文题刻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姓名方面的信息：某乙的儿子甲，某乙的儿子某丙的孙子甲。
202

 最长的题铭如下：

（我），那色波（Narisaf）的儿子那你槃陀（Nanai-vandak）于第十（天）来到（这里），并祈求圣地K’rt之灵的恩赐……我会很快到达塔什库尔干，并见到（我）兄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203



婆罗钵文的梵语题刻中，也发现了几条粟特人的材料。
204



毫无疑问，这些都岩记都是商人所刻。
205

 由此也证明了公元3世纪粟特人在印度的重要性。从古文字学角度来看，上印度河的某些粟特文题铭，比古信札的年代更早。但也有一些粟特文题铭的时间晚至公元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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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那你槃陀之外，最常见的姓名是xwn，匈奴人；有16处题铭都提到它，它们主要集中在夏提欧村，欧希伯特和达丹达斯也有。
206

 这些xwn体现的都是粟特人的父系关系，比如拔槎迦（Varzakk）之子xwn，
207

 或那你槃陀之子xwn。
208

 从历史上看，在匈奴人征服索格底亚那之前出现族属人名和地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之后才是粟特人和游牧征服者和平融合的时期。我会在下一章证明，此次融合的时间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末，更可能是在5世纪。这可由下面的史实证明：在夏提欧村，至少有8人的名字与米国（Maymurgh，弥秣贺）有关，
209

 该名首见于5世纪中期的《魏书》。它在古城基础上的发展，无疑与发掘出的同期更古老的一条运河有关，即达尔加姆（Dargom）运河（或它的延长部分）。印度河上游最长的汉语铭文，提到北魏时期到来的一个中国使团。
210

 如此一来，与4块3、4世纪的题刻相比，有24块5世纪早期的题铭。通过多项标准测定，题刻文字不会晚于7世纪初，
211

 突厥人名的缺失则将7世纪初以后的年代排除在外。

还有一个迹象更能说明问题，但必须承认它比较薄弱：有16块题铭提到xwn，却没有一块将xwn作为父名。你只能找到X之子xwn，而绝看不到xwn之子X。这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但它会让人想到，粟特商业在上印度河结束之际，正是匈奴人与粟特人关系紧密之时，尽管向上追溯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代，但它却结束得那么突然。将xwn用作父名是完全可能的：m’ymrγc就经常在这个位置出现。
212

 因此，最晚的铭文可能刻于米国出现并经历一代人的时候，而匈奴人与粟特人的融合早在上一代就已发生。通过以上假设我们可以推定，5世纪上半期粟特人就从上印度河地区消失。须注意的是，发现于同一处的婆罗钵文题铭，时间从3世纪一直跨越至7世纪。

三、贵霜帝国的粟特人

大规模国际贸易的主干道，穿越索格底亚那南部地区，经帕米尔高原或巴克特里亚与中国和印度相接。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初期，这条通道向南的出口在政治上一直属于贵霜帝国。

在中亚历史上，贵霜帝国的历史，尤其是年代问题最富争议。由于缺乏外部纪年的比较，迦腻色迦（Kan?ka）纪元——以最重要的君主名字命名，其统治年数曾用来确定某些碑铭的年份——开始的年代有公元78年
213

 到232
214

 年的各种说法。经过数十年的争论，钱币学、新碑铭的发现，以及对旧材料的重新释读，最终将时间定于公元127年。
215

 我在第一章曾指出，贵霜帝国源自巴克特里亚的属国大月氏，1世纪后期它控制了印度北部，到2世纪初，其疆域甚至把塔里木盆地和于阗囊括在内。
216

 公元232年，在萨珊波斯的进攻下，贵霜帝国丢掉了兴都库什以北地区。

贵霜帝国间曾是印度北部、巴克特里亚以及索格底亚那南部（它可能从未被占领）稳定、繁荣地区的代表。佛教不断发展，在此期间一度传至阿姆河流域。正是通过贵霜帝国，佛教才得以进入中国。有充分理由相信，帝国的繁荣让第一批粟特商人选择移居巴克特里亚和北印度的贵霜诸城。而与贵霜帝国辉煌的城邦文明相比，当时索格底亚那的发展水平还很一般。
217

 我提到的诸多联系，不论是商业还是宗教，都得追溯到这一时期。而此时中国最大的商人，主要是贵霜商人。

因此到4世纪为止，塔里木盆地真正通行的，一直是贵霜帝国的犍陀罗语：在所有大绿洲，都能找到用犍陀罗语和佉卢文书写的文书。
218

 部分借自犍陀罗语的粟特商业词汇，可能已在不同地方出现：例如，粟特商人似已融入以西北印度商人为主的国际联系当中，而2世纪初的于阗，作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可能已有一段时间了。可以想象，这些联系产生于撒马尔干到巴里黑，然后再到塔克西拉（Taxila）和印度的交通路线上。
219

 在“商队成员”一词的传播过程中发现的巴克特里亚语中介，也能由此作出解释。相反，索格底亚那希萨尔山以北
220

 贵霜钱币的极度缺乏，则难以证明索格底亚那有大量外国人存在。

印度河上游的粟特文题铭，似乎是中亚贵霜帝国遭到萨珊波斯进攻，败亡后数十年才出现的。巴克特里亚题铭的缺失，则可能与萨珊波斯的征服有关。为了躲避萨珊波斯的控制，粟特人不得不选择极东的山道，而巴克特里亚人也只能将贸易地重新定于木鹿。但不管怎样，粟特商业在这片地区还持续了两个世纪。

第三节　第二分枝

一、科斯马斯的证据

拜占庭的一部文献，科斯马斯远航印度的《基督教风土志》，使我们得以对接下来6世纪印度大规模贸易的发展进行分析。科斯马斯曾经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香料商，后来成为西奈半岛（Sinai）的僧侣。他于547-550年间写就《基督教风土志》，将印度洋的贸易状况准确传达给读者，而他本人却从未坐船到过那里。
221

 作为玛尔·阿巴（Mar Aba）的聂斯托利教信徒，他和尼斯比斯学院（Nisibis）的波斯基督教界的关系异常密切。
222

 其著作固然有其他的写作意图，但同时也拟构出一幅6世纪上半叶通过印度洋输入贵重商品的画卷。诸多商品中，科斯马斯提到了丝绸，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丝绸通常在陆路被提及，但他提到的商品往往都以海上贸易为特征。这样，丝绸就成为海陆长途贸易的流通评价标准。科斯马斯的文献因此就具有了很大的启发性。丝绸的商业价值丝毫未因其他昂贵商品的多样性而被削弱：

如果有人为了可怜的商业利益而毫不犹豫地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丝绸，获得丝绸，他们又怎会为前往那得见天国之处而迟疑呢？
223



其他两段也提到丝绸。科斯马斯在卷二测定亚洲里程的文字中作了如下说明：

因为被提到的这个国家（Tzinitza，秦尼扎，即北中国）文字地理位置极度偏左，这使得途经各个国家的陆运丝货到达波斯的时间相对较短，而由海路经行则漫长得多。因为到达秦尼扎之前，需穿越的路线自塔普拉班岛向东，路程相当漫长，距离甚至比波斯湾的长度还长。此外还须补充的是，从波斯湾口到塔普拉班岛，还要穿越整个印度洋，其总路程是相当长的。所以，那些由陆路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会大大缩短其旅程，以上便是波斯始终存有大量丝绸的原因。
224



后来在对锡兰（Ceylon）的描绘中，科斯马斯一件件商品地陈述了该岛的商业联系，他这样写道：

锡兰会得到来自中国和其他遥远国度的丝绸、芦荟、丁香、檀香木和其他产品，它们又会送到这一带的市场，比如种植胡椒的马累（Male）和出口铜、芝麻以及制衣布料的卡里亚那（Calliana），因为它也是一个商业大镇。此外还会到达出产麝香、蓖麻和安德罗斯塔奇树（androstachys）的印度，再到波斯、荷马里（Homerite）国和阿杜勒（Adulé）。
225



科斯马斯准确地区分出丝绸贸易的两条路线：中亚商队的陆上丝路和途经锡兰的海上丝线。但重要的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等级关系：对丝绸来说，最主要的是中亚商队能走的陆上丝路。波斯通过两个途径获得丝绸：一是由中亚民族带给他们，二是前往锡兰购买。印度西北部和巴克特里亚那商人，再也不能将遥远产地的大量丝绸供应给波斯港市：信德（Sind）的丝绸也来自锡兰，而非巴克特拉。
226



对粟特商业来说，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古代唯一穿过巴克特里亚、北印度，然后再转海路的通道，已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其中对丝绸运输最重要的一条，就掌握在粟特人手中。因此，主干道不再经帕米尔高原或巴克特拉折向南方，印度、安息和巴克特里亚商人后裔，也不再是大批前往中国的交通主体。汉文史料阙载，以及4世纪危机过后他们被其他人所取代，这些都能由科斯马斯的文献证实。至少从6世纪上半叶开始，我们既会谈到粟特人对中亚陆路中国商品的掌控，
227

 又会涉及穿越中印帕米尔高原和印度河古老交通线的衰落情形。

二、一次衰落

前述印度河上游最后一批粟特文题刻的时间，恰与传统观点所持犍陀罗衰亡时间相吻合。它位于上印度河以南的天然出口，在公元5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初衰落。然而，犍陀罗于6世纪中期衰亡的最新观点，打破了两个年代可能相近的结论。
228

 此外，印度河上游的印度文题铭一直持续到7世纪中期。嚈哒帝国向索格底亚那南部地区的扩张，覆盖了索格底亚那通往上印度河的路线，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夏提欧村粟特文题铭为何消失。

但不管怎样，题铭消失并不意味着索格底亚那和印度的联系终结。恰恰相反，6世纪的粟特艺术受到最后一波印度图像学的影响。
229

 与此同时，木鹿的佛教聚落也与克什米尔保持联系。
230

 印度河一线不但是唯一从印度通往索格底亚那的道路，更是印度、索格底亚那和中国之间三角贸易的一条较佳通道。

西行更远的巴米延，作为穿越兴都库什山区旅者的中途停留地，在6世纪发展得很快。公元7世纪中期，一心前往印度的中国高僧玄奘，穿越整个中亚地区，并对雕刻于悬崖上的两尊大佛作了描述。
231

 他指出佛教和商业在那里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商人在佛教信徒中占了大多数：

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徵祥，示祟变，求福德。
232



7世纪初正是这些商人和印度进行沟通，其中可能就有很多粟特人，以及来自木鹿和巴克特拉的商人。他们是否和以前一样重要呢？除上印度河题铭之外，有关中世纪早期索格底亚那和印度商业联系的资料还相当有限。

6世纪之后，我们就可以引用佛教文献中不空金刚的汉文记载。据称，他的母亲出自康姓粟特人家庭，其父则来自北印度。
233

 不空金刚705年生于锡兰，他是将佛教密宗传入中国的众高僧之一。因为年轻时就和堂叔到过南海，因此很可能有商人背景。另一条晚出的证据则带有传说性质。公元8-9世纪的一份吐蕃文书《于阗国教法史》（Li-yul chos-kyi lo-rgyus），讲述了500粟特（Sog-dag）商人前往印度，途中在大山迷失的故事。
234

 它描写于阗，却在敦煌被发现；它并非历史陈述，却贯穿着佛教譬喻的虔诚风格。对吐蕃人而言，粟特人就是越过上印度河，前往印度的商人缩影。但该情节更可能出自另一份更古老的佛教文献。当新罗僧人慧超726年穿过犍陀罗时，就在残缺的文字中提到了当时的粟特人——汉地兴胡。
235



有关商业的物质遗存很少保留下来，可能只有现存日本奈良的两块上錾粟特文的檀香木，才能证明粟特人后来加入海上贸易。
236

 另一项证据比较模糊：仅凭中国沿海发现的粟特人物品，我们无法断定他们是沿海路到达那里的。
237

 据报道，暹罗湾发现的赤陶浮雕，时间可上溯至公元7世纪，从外形和“弗里吉亚帽”判断，他们是来自国外的佛教徒，但另一方面又与粟特人的中国代理很相似，所以他画的可能是索格底亚那商人。
238

 可以确定，他们画的并非萨珊波斯商人。粟特人虽是最佳人选，但这些形象更可能是东伊朗旅行者的代表，究竟是哪个民族，还难以明确。

在695年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义净就提到7世纪后半期印度的粟特僧人。但证据依然模糊：他们是往来中国的老商人，在中国皈依佛教之后，才前往印度的。
239



调查结果不尽如人意：公元4、5世纪穿过印度高山通道的粟特人，要比之前多得多。但从长时段看，由于资料分散，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5世纪后的发展状况，而印度的粟特商人也只是众多商人的一群。有人注意到，粟特商人从未在这个时期的世俗文书中出现过（行会或商人的题词、《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
240

 等）。6世纪以后的粟特图像中，印度的影响似乎减弱，并被本土风格所取代。
241

 如果不是史料缺乏的话，我们应该可以透过这片死气沉沉的景象，看到6、7世纪北印度经济衰退的景象，对此玄奘曾给出证据。但有人对印度经济的衰退与否提出过质疑。
242

 另一股商人势力，即萨珊波斯商人，则坚决维护他们在印度和南方海域的势力，因此和那些地区波斯商业的发展相比，粟特商人只能停滞不前。

古代的粟特贸易，似乎只是以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商人为主导的大规模贸易中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公元2世纪的印度和巴克特里亚均臣属贵霜帝国，而贵霜帝国大部分的佛教、城邦和商业文化，已然成为犍陀罗和南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文化形式。粟特商人对此肯定要加以吸收，这可由词汇和文献资料加以证明。来往于塔克西拉和楼兰的粟特商人，不但是犍陀罗和巴克特拉商人的学徒，而且在这一时期佛教向远东的传播过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贵霜帝国的全盛期结束之后，很早就表现出极强进取心的粟特人和印度人一道，确立其在于阗-中国京师贸易之路上的主导地位。公元3世纪在他们的聚落整个河西走廊都显得异常重要。粟特文古信札、吉尔吉特题铭和高僧传的材料可以互相补充，以此印证贵霜帝国统治下，最早商业网所具备的生生活力。公元4世纪的入侵，让学生最终超过了老师。


第二部分　商业帝国（350-750）

第一部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中叶，粟特商业的鼎盛期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此前一百五十年的动乱和蛮族入侵，虽然知之甚少，却深刻地改变了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尤其影响了粟特人及其商人的利益。从6世纪初索格底亚那被纳嚈入哒帝国，特别是6世纪中叶整个中亚被第一突厥汗国征服，以及百年之后中国军队的挺进。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粟特商人在庞大陆路商业网中所占据的优势。而从撒马尔干到四川，再到蒙古，处处都是粟特人的表演舞台，由此可资利用的信息较先前几个时期大大增加了。比如商业文书中，我们就有中文和粟特文的吐鲁番称价钱账以及贩卖契约。因此有必要指出不同史料的融合、互证之处，并利用本地信息来描述粟特人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简言之，要识别出粟特商业的各种结构及共同特征而不失于偏颇，不然就会失去历史的意义和趣味。因此，我先要分析粟特商业在东方几个重要地区的情况，然后再利用这些材料对商业结构进行探讨。

第四章　索格底亚那：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对国际性的粟特商业来说，可先从地域入手，区分出它在亚洲不同区域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这项工作依据的材料，并非出自索格底亚那，而是来自周边国家，主要以中国史料为主，同时也有西方拜占庭的资料。本土文献的缺失主要归因于索格底亚那的土质，它虽然肥沃，却是容易腐蚀纸张和羊皮纸的酸性黄土。然而要写一部粟特商业史，仅仅依靠文献材料是无法完成的。对于已经遗忘的索格底亚那商业史，考古成果和政治史可以提供一个基本的经济框架，但我们知道，它于4世纪断裂之后，仍以惊人的方式在延续，这一点非常重要。索格底亚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粟特商人能在6到8世纪的亚洲交通路线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一节　大入侵

一、分期问题（350-450）

我们对4世纪后半期和6世纪中叶第一突厥汗国建立期间的中亚政治史知之甚少。若干分散但能确证的文献表明，4世纪后半期有一批东方入侵者进入中亚。《魏书》中的一段文字提到游牧民族，尤其是嚈哒人的先祖于360年左右进入中亚：

嚈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许水南二百余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
243



《通典》在沿用《魏书》原文的同时（通常都会保留下来），又补充了离开阿尔泰山的时间，即后魏（452-466）文成帝即位之前的80到90年。
244



拜占庭作家描述了大敌萨珊波斯帝国的部分军事和外交情况，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匈奴人进入中亚的时间约在公元350年。事实上，这个时期正是埃米恩?马尔策林在著作中首次提及波斯人的东方劲敌匈尼特人的时候。
245

 而把“Huns”变为“Chions”的额外字母“i”，也可能与伊朗圣书《阿维斯塔》（Avesta）中匈奴人同化为匈人的情况有关。同样在西方，蒙古时代“Tatars”一名，也是因为吸收地狱之河的名称才演变为Tartars（鞑靼）一词，据说鞑靼人就出自那里。对于匈奴人和匈尼特人的身份，是根据印度、伊朗发现的入侵民族清单来识别的：印度人写作“白匈奴”（White Huns）和“红匈奴”（Red Huns），而波斯人则用“白匈人”（White Chions）和“红匈人”（Red Chions）表示。
246



公元356年，沙普尔二世与东方匈尼特人作战，
247

 最后以结盟告终：
248

 匈尼特王戈龙巴特（Grumbates）参与了359年沙普尔二世对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城的围攻，
249

 而361年又让匈奴人攻击邻近的埃德萨城（Edessa）。
250

 亚美尼亚文献又显示，在368年至沙普尔二世去世（379）期间，萨珊王朝在东方数次被统治巴里黑的“贵霜王”击败。
251

 30年来各种联盟向背的编年记录，让我们得以窥见东伊朗极其艰困的军事处境。入侵索格底亚那，也被纳入南侵沙普尔的行动基地木鹿，以及巴克特里亚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蹂躏当中。木鹿发现的这段时期的一些钱币，上刻沙普尔“皇家住所”等字样的mnyst’n??ysy，完全证实了国王留在东部前线的希腊文献记载。
252



还未发现反映下一阶段中亚状况的文献。对375-425年近半个世纪南方萨珊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文献资料只字未提。402年穿越帕米尔高原的中国高僧法显，并未提及有何动乱，不管怎样，他要游历至遥远的东方。
253

 但钱币表明木鹿一直都有萨珊人出现：那里发现了沙普尔三世（383-388）、瓦赫兰四世（388-399）和伊嗣侯一世（399-420）的铜币。
254

 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平稳，木鹿才能于424年荣升为景教主教区。
255



其他材料也证明瓦赫兰五世统治后期（古波斯典籍中提到的传说中的瓦赫兰·古尔，他的在位时间是420-438年）木鹿附近发动的重要战争。由于穆斯林阿拉伯文献有关瓦赫兰·古尔确切的史实存在不确定因素，而这又受到晚期萨珊传说的影响，因此有关这一块最可靠的资料还是钱币：瓦赫兰五世时期大量的德拉克玛，都是统治后期在木鹿铸造的，
256

 这证明了当时城邦在萨珊防御政策中的重要角色。钱币则直接支付给军队。穆斯林阿拉伯文献把国王在木鹿的出现及其活动，归结为“突厥可汗”的一次大进攻，“突厥可汗”并非这个时期应该出现的角色，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来自东方或北方的游牧势力。
257

 一个新的纷乱时代开始了。

二、索格底亚那的考古资料

4世纪的入侵并未让索格底亚那变成一片焦土。考古发掘触及的地层，对年代的确定用处不大，即便有，也只限于相关的几个地方。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新的特征，而它与匈奴人到来所导致的分裂有机联系在了一起。

如此一来，古代定居民族和本土游牧民族在绿洲边境共同生活的局面，似已不复存在：绿洲边缘的游牧大墓也已消失，一般墓葬中发现的大量民用陶瓷，也证明他们已被同化。
258

 陶瓷样式的发展极富启益，本土样式一直都有发现，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地层中，特别是在布哈拉绿和卡什卡河（Kashka Darya），发现了一个陶瓷模具。
259

 前一时期的陶瓷新样，不论是三角洲地带（德泽提阿萨文化）抑或中道（考奇文化），都带有典型的锡尔河地区特色。那里的人们，似乎是因为匈奴人的出现而到索格底亚那避难，抑或是返回惨遭蹂躏的居民部分遗弃的农耕土地，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就有陶瓷。
260

 相反，德泽提阿萨（D?ety-asar）文化地被大量舍弃，而锡尔河中部的坎卡城，也逐渐缩小至原先面积的三分之一。

来自北方的人群增加了当地人口数量，但土著并未消失。
261

 锡尔河沿岸薄弱的农业区将索格底亚那和草原分开，不论入侵给它造成多大破坏，
262

 索格底亚那都从南迁人口及其劳动付出中得到了好处。

三、在巴克特里亚

南方的情况似乎更为困难。我们感兴趣的时段，南巴克特里亚却无大范围的考古发掘相支持，巴里黑仅仅是作为试掘对象而已，而目前手头可利用的资料只有一份残件。另一方面，重要的地表发掘，使我们得以利用陶瓷对巴克特里亚东部的人口变动进行评估。
263

 此外，由于前苏联的考古发掘，巴克特里亚北部相对比较出名。所有数据都表明，该地区在4世纪后半叶至6世纪期间迅速衰落。公元4世纪前半期，即匈尼特人入侵前贵霜?萨珊时期，一些地方也曾一度繁荣。
264

 但5世纪的城市建设却渐渐衰落了。例如在护沙河谷，也有部分灌溉网遭到废弃。
265

 昆都士（Kunduz）的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到焦土层。
266

 而在昆都士南部和东南部11公里处的防御村查卡拉忒坡（Chaqalaq-tepe）的中古地层中，也看到了三个烧焦的土层（4世纪末和5世纪前半期），虽然它还加筑了两层防护。
267

 在巴里黑，对扎尔格兰（Zargaran）遗址的考古初探显示，萨珊时代的两个系列层被废石层分开。
268

 西边迪尔伯琴和埃姆什的多处遗址，也于5世纪中期被废弃。在铁尔梅兹和达尔沃琴遗址4、5世纪的老城区上方，发现了大量公墓；
269

 铁尔梅兹附近（卡拉忒坡）的佛寺曾遭到沙普尔二世军队的洗劫，
270

 废弃以后变成墓地。
271



对东巴克特里亚陶瓷的综合研究表明，在我们感兴趣的时期，传统人口聚集区也被废弃。
272

 对巴里黑地表进行的发掘工作，似乎完全证实了那里的考古初探，
273

 此外还证明贵霜-萨珊和穆斯林征服期间，这片地区的人口数量曾一度减少。
274

 巴克特拉平原和阿姆河中部地区似乎经历过比东部更严重的一次衰落。
275

 对后者而言，曾经人口稠密的地区到突厥时代几乎都成了荒漠（塔卢坎平原和昆都士平原）。
276

 就算到突厥帝国时期已完全步入正轨，阿姆河北部属国的低地河谷也没多少人居住。
277



虽然整个历史图景没有争议，但对考古发掘和研究结果须加以修正。公元630年左右，中国高僧玄奘自北向南穿过这片地区，对一个佛教遗存，尤其是拥有三千僧众的巴里黑——这说明当地农业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提供给他们——以及半座被废弃的城镇作了如下描述：

其（缚喝国）城虽固，居人甚少。土地所产，物类尤多，水陆诸花，难以备举。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
278



同书对撒马尔干的描述是“多居人”，二者差别很明显。细心体会玄奘对巴克特里亚的描述，就更能明了衰落的迹象。这个地方疫疾横行，佛寺的宏伟也只属于过去：巴里黑的“新寺院”屡遭劫掠，当地僧人的素养也不高。
279

 玄奘所述背景，当地正处于恢复时期：巴里黑又再次成为当地重镇，自然是后来穆斯林时代的事了。公元643年阿拉伯人到来，却没遇到任何抵抗。
280

 和顽强抵抗阿拉伯人的北邻索格底亚那相比，这段时间该地区完全处于低潮状态。

第二节　5世纪粟特人的复苏

公元5、6世纪的索格底亚那，无可争议地经历了一次伟大的农业扩张，人口数量迅速增长。撒马尔干南部超过3/4的城镇始建于这段时期，但后来大部分都被废弃了：位于泽拉夫善草原，以及泽拉夫善和达尔加姆运河之间的131个人口中心，有115个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其中只有52个一直保存到中世纪末。
281

 这个时期撒马尔干以西，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瑟底痕地区，就是在泽拉夫善沼泽河谷逐渐发展，人口日多。
282

 这与卡希尔绿洲（鄂库尔干，即之前的那色波）的情况相同：不同时期的460个地点，有350个在4-6世纪之间有人居住。
283

 纪元初的几个世纪，沙漠不断推进，到公元6世纪，布哈拉绿洲西部地区通过灌溉向西延伸了22公里〔有关该地区及后来的地点、运河和城墙等，参见书内折图1〕。
284



一、农业财富

在指数核查基础上所作索格底亚那的增长纪录，某些方面是有问题的：特别是确定一些大型农业工程的建造时间尤其困难，比如绿洲边缘地区的大运河和城墙。直到公元9、10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才发现它们的影响，而这些大型集体工程是在粟特历史上两个明确的时间段修建的：前阿契美尼德时期以及公元5、6世纪。既然地形、地貌排除了其他所有供水形式的可能，那么撒马尔干地区的主运河达尔加姆肯定从建城伊始就一直存在，至少它的第一河段是这样。
285

 但由于缺乏地形标准，要判定其他运河的时间就很困难，至少缺乏陶瓷的明确断代。既然有人口增长的事实，那肯定就有新灌溉的土地和新开凿的运河。
286



粟特村庄也因修建大围墙而获益不少，它既能抵御游牧部落的进攻，也能防止流沙的侵袭。
287

 作为环绕布哈拉绿洲、周长超过250公里的庞然大物，墙围的年代可追溯至5世纪末，
288

 但它不是当时唯一修造的城墙：穿越索格底亚那北部、从布哈拉延伸到费尔干纳的长城，也是这个时期修建的。
289



在一个半世纪的岁月里，索格底亚那已成为一个异常充实的世界，人们开始征服自然，把草原、沼泽和沙漠统统变作农田。索格底亚那的农业发展到极致，并非是以城镇化为代价，因为根本没有人员流入农村的迹象，而当时索格底亚那的城镇数量正在不断增长。

二、城市拓展

泽拉夫善河谷的古老遗址建立了新城，城市网因此得到深刻的改变。布哈拉、沛肯和喷赤干，都按照希波达米安（Hippodamian）的规划快速发展（矩形城墙，直角街区），建造模式还能在萨珊波斯东部看到。
290

 公元4到6世纪的这段时期，是卡尔什绿洲那色波发展的全盛期（占地150公顷的鄂尔库干，
291

 无疑是5世纪初期索格底亚那最大的城市，由于北部不断缩小，撒马尔干的总面积一度减至70公顷）。
292

 它从6世纪开始衰落，这恰与绿洲内部的人口分布相一致，粟特其他城市的发展对此也可算是一个弥补。

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在撒马尔干，更具体说是在喷赤干。
293

 该城发现于撒马尔干以东50公里处，于5世纪中期修建，其规模很快就超出它的城市构架和城墙范围。
294

 5世纪末新建的一排新堡垒，脱离了一开始就设计好的矩形规划圈，而把整个郊区包裹起来，从而将城市的总面积从原来的8公顷增加到13.5公顷。虽然速度不快，但城市一直在发展。到公元7世纪末，东北墙垣外出现一个小型集市，而南部也出现了工匠聚集区。撒马尔干城有一座很高的城堡和一排内堡，它们建于5世纪后半期或末期，与此同时这也证明了前期（退至北边第三个遗址）城市和强力政府的衰落：一百年之后，整个高原再次被占领，而新的壁垒又在原希腊城墙基础上重新建立。
295

 5公里的长城，总计占地218公顷。此外，撒马尔干那时也从防卫总计20平方公里的部分绿洲围墙中得益不少。
296

 而在泽拉夫善河谷另一头的沛肯，靠近古堡的一座占地11公顷的镇子，也被纳入边长330米、面积11公顷的外墙之内
297

 〔见图版VII，插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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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7-10世纪的泽拉夫善河谷



大入侵之后，索格底亚那的经济、人口充满活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和乡村都发展到了顶点。虽然巴克特里亚的很多地方被长久舍弃，但作为后来者的索格底亚那，已成为中亚最主要的农业财富和人口中心。

第三节　繁荣的政治根源：从匈奴到嚈哒

然而，粟特人复兴的力量根源是什么呢？这里当然是指城市和农业的复兴。与一般观点相反，索格底亚那非但没在匈奴入侵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人口和政治灾难下衰落，反因当地居民作出重大贡献并维持了三代政治稳定，最终得以在公元350年至5世纪后半期匈奴人大入侵之后快速发展。

一、索格底亚那的匈奴人和寄多罗人

一开始是粟特人与锡尔河难民的融合，再由于5世纪初数十年的稳定，灌溉网得以重新修复。与此同时还诞生了新的公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弥秣贺（米国），汉文文献证明它可能出现在公元457年。
298

 《魏书》有一段文字提到索格底亚那被匈奴攻占一事，而457年占据撒马尔干王宝座的是匈奴人忽倪，匈奴王系的第三位国王：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
299



这些匈奴人只可能是寄多罗人。对于中亚史，通常都希望把寄多罗人的时间推得更早，即公元4世纪末，但所有资料都认定在420-440年之间：只有一次对钱币文字的误读，破坏了年代的连贯性。
300

 5世纪20年代末，寄多罗人开始在巴克特里亚扩张，之后才被木鹿附近的瓦赫兰一世能扼制。由于西面受阻，基达拉便率军南下，攻占犍陀罗。他把一个儿子留在那里，
301

 然后又返回北方，夺取了索格底亚那，时间可能是在公元440年之后。事实上，“Kyδr”（基达拉）的名字几次出现在撒马尔干（第三组）的“弓箭手”钱币上。虽然无法确知这些钱币的年代，但第四组钱币可能出自5世纪后半期和6世纪。
302

 粟特城邦直至441年才派使节前往中国，再到457年中断。在公元440年至嚈哒势力崛起期间，寄多罗人就来到索格底亚那，从456年开始，才正式从幕后登上历史舞台。当时的拜占庭作家普利斯库斯，就提到索格底亚那西部草原上的寄多罗匈奴人。
303

 可能就在这一时期，粟特姓氏吸收了匈人（xwn）的名字，这才能在印度河上游的岩刻题铭中看到。

5世纪40年代萨珊人的军事行动，以及456年嚈哒人向吐火罗斯坦边境的扩张，把寄多罗帝国一分为二，一为南边，一是索格底亚那。这也能解释粟特人商队为什么突然从吉尔吉特消失：这条路上的最后一代粟特商队成员就出自匈奴人（xwn），但其子孙再没去过那里。寄多罗人从巴克特里亚带来了技术和人口。幸亏喷赤干、沛肯和布哈拉拥有小规模的城市社区，
304

 区域整合最终才得以完成。这些社区是人口扩张形成的，它能抵御邻近的萨珊人和嚈哒人，后者从456年开始，就一直想把他们从巴克特里亚基地赶出去。5世纪后半期的另一个取得成功的例子，是完成了提升撒马尔干堡的艰巨任务。
305

 公元440-470年间，索格底亚那建起新城和围墙，这一发展肯定与强大的新兴政治力量出现有关，因为它能独立调动群众来完成这些伟大的工程。为了解救关在中国的囚犯，寄多罗王国派出使节团。
306

 由于寄多罗人的贡献以及当地的长期稳定，被寄多罗人、嚈哒人和萨珊波斯人因劫掠巴克特里亚而引发的战争
307

 的孤立的索格底亚那，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最终超过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中亚国际贸易中心的竞争对手——巴克特里亚。

这个优势也表现在文化和社会方面。诚然，正如玄奘所述，巴克特里亚保存了大量佛教寺院，而它们才是文化生命强有力的象征。穆斯林时代巴尔马克家族所扮演的古代巴里黑“新寺院”住持的角色表明，巴克特里亚精英已和佛教僧侣融和了。此外，玄奘还在描绘中赞美了当地的书写文化，他认为这比索格底亚那优越。
308

 但许多迹象都指出，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转移：所有证据都认为前一时期粟特艺术文化较劣，城市发展时期的索格底亚那却成为艺术繁荣的代表之一，其中一些特征则与4世纪和5世纪前半期巴克特里亚的文化有关。
309

 喷赤干的第一批壁画与巴克特里亚迪尔伯琴最新发现的壁画非常相似。
310

 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还在模仿巴克特里亚的风格。
311

 最后，巴克特里亚的地名，特别是布哈拉和撒马尔干之间的贵霜匿，也在索格底亚那出现。这一影响可能与巴克特里亚流亡者的出现以及寄多罗王朝工匠的转移有关，从南方被驱赶出来以前，该王朝曾将两个地方连在一起。后来索格底亚那的城市精英，就继承了印度?贵霜帝国以来就已形成的，贵霜?萨珊时代还一直保留的优雅情趣以及生活方式。

对粟特商业史来说，经济文化现象是至关重要的：汉籍把泽拉夫善河谷称作“商队之河”，此后，粟特商人长期支配并控制了中亚地区的重要消费中心，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城镇和城市精英。正如史料中看到的，粟特商业不再依托大规模的外向型贸易经济，现在它可以依靠本土的坚实经济了。

二、嚈哒银币

公元509年，嚈哒征服了这个寄多罗。该王朝早在470年就日趋没落，在萨珊王朝和嚈哒人的进攻下，变得愈发衰弱。
312

 虽然文字材料没有提到这次征服事件，但从509年开始，出使中国宫廷的粟特使节被嚈哒使节取代的事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取代另一个群体的事件：456-509年之间并无嚈哒使节派出，而当时却有大量粟特使节；随着粟特使节的消失和大量嚈哒使节的突然出现，局面瞬间发生了逆转。征服虽有冲突，但很有限：研究该问题唯一可资利用的遗址——喷赤干，它的城墙和二号寺庙部分遭到破坏，后来马上恢复，并在外墙增设了一个长期驻守的三层兵营。
313

 五十年后突厥人的征服结束了，但没造成什么损失。总之，在突厥人征服前一个世纪，索格底亚那很少有战争发生，这个结论是根据目前并不完整的资料得出的。

占领索格底亚那之后，嚈哒人变得异常富有。他们屡次打败萨珊王朝，还在484年的战役中杀死了卑路斯。继任者卡瓦德一世（484，488-497，499-531）成为嚈哒人的保护对象，他们几次三番将他送回伊朗王座之上。几十年来，至少是在不朽者库思老统治（531-579）初期，萨珊王朝向嚈哒人进献了大量贡品。卑路斯被迫一次性支付差不多由30头骡子运送的银币，现在阿富汗市场还发现成千上万枚银币。当时萨珊王朝很大一部分货币，确实供应给中亚和伊朗东部地区。粟特人从中获利不少。萨珊先知书就提到伊朗劫掠者中有粟特军队。
314

 粟特使节被嚈哒使节取代，说明粟特人仍在中国活动，只是换了主人而已。处于嚈哒政权中心的粟特人，使得这些银币在整个嚈哒帝国流通。到帝国鼎盛时期，他们至少在名义上控制了从木鹿到吐鲁番以及犍陀罗的整个中亚地区。当时萨珊银币成为整个中亚地区的普遍支付手段，甚至包括河西走廊，
315

 这一局面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在新兴的内部市场，粟特商人将嚈哒银币作为他们扩大事业规模的资本积累。

第四节　殖民扩张

粟特经济活力的一个表现，是粟特地域向北部的延伸。公元5、6世纪，除了托勒密提供的数据，以及汉语文献指出的匈奴与康居之间的朝贡关系以外，有关粟特人殖民活动区的信息几乎不为人知。

一、在石国

5世纪粟特人的发展，使粟特文化能在下个世纪传播到石国?易剌克地区。由赤枝（?ir?ik）河谷和安格伦（Angren）河谷构成的这片地区，成为锡尔河中段右岸、天山以西山麓地区（塔什干绿洲和安格伦河谷）的一片绿洲。
316

 作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接触的人口稠密地区，那里一直都有城邦存在：直到公元8世纪，坎卡（150公顷）一直都是中心城市的所在地。
317

 公元6、7世纪的石国文化，曾受粟特人的影响，这可用各种资料来证明。

这些地区的货币流通数量非常巨大。因此石国钱币可以在喷赤干大量发现，
318

 正如在石国发现粟特钱币一样。
319

 塔什干绿洲的很多小地主也发行钱币，他们有一个粟特头衔xwβ，“地主”。
320

 除了上印突厥吐屯（tδwn）头衔的一种极为少见的钱币之外，
321

 其余都是粟特文。该图像将粟特和突厥特征融为一体。
322

 由于政治分，石国基本是由大量粟特化贵族进行统治。贵族房宅均按照粟特模式修建和装饰，
323

 而远离主干道的农庄和遗址则保留了更古老的文化。
324

 最后，和其他人一样，7世纪的中国人把来自石国的商人当成是粟特商人。
325



公元6世纪，西北部讹答剌（Otrar）绿洲所使用的灌溉方法，很可能源自索格底亚那或花剌子模等古老的南方农业文明。技术进步与突厥帝国的出现密不可分的，它将这些地区统一起来，并在讹答剌设立一位负责管理石国的吐屯，这样技术就得以传播开来。
326

 与此同时，帝国还扩大了粮食生产需求，从而让不断延伸的灌溉区域、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城市化圈子运转起来，这些都得益于南方引入的技术。
327

 开德尔（讹答剌附近）发现的雕版则表明，精英的粟特化已大大加深了。

虽然没有忽视本土传承的作用，但从6世纪开始，以粟特文化为特征的区域，就在粟特传统地区以外逐渐形成并向北方扩展。

二、在七河流域

在石国东北部的七河流域，粟特人的影响更深。塔拉斯平原、吉尔吉斯阿拉套北部山麓，甚至伊塞克湖地区，都应把5、6世纪的城市化发展归功于粟特人。
328

 但这个过程和上述南部的石国或讹答剌完全不同：它纯粹是殖民化和农耕扩张、城市文化向北发展的事件。

通过一些材料，我们就能勾勒出它们的发展模式。纳尔沙希引用尼沙普里的观点，认为塔拉斯附近札木卡特城得以建立的政治原因，
329

 是和一部分布哈拉民众的政治流亡有关，他们支持贵族（迪赫干）反对阿布鲁依（Abrūī）的暴政：

过了一段时间，阿布鲁依的势力增大，于是就对这个地区实行专制，人民苦不堪言。迪赫干和富（商）逃离这个地方，前往突厥斯坦和塔拉斯，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市。他们把它叫做“哈穆卡特”（?amūkat），因为逃亡集团的领导人是大迪赫干，他就叫做哈穆克。
330



七河地区的粟特居民点很可能是贵族开辟的。从碎叶（Suyab）/阿克?贝西姆（Ak-Be?im）到纳瓦凯特（Navaket）/克拉斯纳亚·勒卡（Krasnaja Re?ka）的考古发掘证明，城堡周围的城镇是按照粟特模式建造的。

粟特居民点是沿着500到1000米的山麓东西排开，由于水源充足，它还能从栽培小麦、葡萄树以及果园的灰色土壤中获得利益。平原和高原的草原环境，大大缩小了可耕地面积，转而以畜牧业为主导。
331

 对于这些城镇的发展历程，我们知道得还很少。在纳瓦凯特，城镇是通过长长的围墙范围来辨识的，它划出一块20平方公里的区域（就像在撒马尔干），里面能看到灌溉系统的痕迹以及城镇本身的旧墟：它们占地有100公顷。
332

 从一开始，当地人民似乎就以从事商业、农业和军事的面貌出现。

对七河地区粟特居民点进行总体定位，首先就要把他们看成是商业聚落，就像“丝绸之路”上一个又一个的蹒跚脚印。但这个假设经不起推敲：大的粟特居民点之间相距不到12公里，
333

 又集中于现在比什凯克（Bi?kek）和伊赛克湖之间的狭小地域。仅凭当时的商业技术，无法证明在如此短的距离内，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驿站。地点的选择首先表明这些是农业居民点，贵族可以在处女地上建造房产。虽然某些材料、特别是纳尔沙希的文献证明可能是商人的富裕个体，但在城镇兴起之初，建立聚落的却并非富人。粟特居民点所形成的城镇网，完全适应草原或天山方向的贸易发展，但只能排在农业发展之后。

即便如此，也不会贬低这些城镇在粟特商业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公元630年，玄奘游历了从伊赛克湖到撒马尔干的整个地区。返回中国以后，他这样写道：
334



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
335



在他眼里，石国和七河地区也是索格底亚那的一部分。他同样认为这个地方大部分是商人。对于碎叶和塔拉斯，他说：

素叶水城。诸国商胡杂居也。

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
336



至于从碎叶开始到整个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

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337



向草原地区的拓张，让粟特商业区的面积翻了一倍。在粟特文化向北推进的后期，粟特人成为城市前沿的创造者，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和草原世界接触。伊朗、印度文化的融入，使精致的城市文化更为丰满，加之它距离游牧世界如此之近，以至二者会逐渐融为一体。

粟特人的财富以及中亚西部发生的、对索格底亚那有利的人口和经济变化，都是中世纪早期粟特商人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史实。位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障西极以及草原周边的地带，都已成为中亚的重要市场，接踵而至的是几次大入侵所带来的残暴和破坏，以及南方萨珊王朝对游牧民族的抵抗。粟特商人可以趁机不断扩大其影响，他们走在先辈穿行的古道上，尤其是前往中国的道路，凭借更充沛的活力完成了这一点。

第五章　在中国

入侵导致粟特人内部商业区数量成倍增长，而东南方所有竞争的消失，让粟特人在东方、甚至中国的商业中占据优势。古代商业网并未弱化，而是在深度重构之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扩张。对这次扩张的描述，主要根据中文史料，包括商业记录、记事和官方文书。实际上，从公元640年开始，中国就着手征服中亚，692年之后则逐步巩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虽然中国军队从未推至索格底亚那，中国宗主权也完全是名义上的，但汉语文献却有大量粟特人的记载。中国5-8世纪有关粟特商人的文本、考古资料，差不多和其他所有粟特人的史料一样丰富。但在利用这些材料之前，先有必要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第一节　汉文史料中的粟特商人

如何才知道中文史料里谁是粟特人呢？公元6世纪以前，回答起来相对容易，正如我们所见：粟特人有康姓，康是康居的缩写，它在古代将整个索格底亚那囊括于内。由于康姓很少见，并不属于古代的中国姓氏，
338

 而它又常与表示西戎之义的“胡”字连在一起，且日渐成为伊朗语西方蛮族的专称，如此就能确保识别不误。6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很少使用“粟特人”这一表达，而它恰恰就是Sogdian的译名。一般认为，从魏至唐的入华粟特人都有可资辨识的姓氏：除“康”之外，我们还发现“安”、“何”、“曹”、“石”、“米”和“史”。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姓氏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来自撒马尔干（康）、布哈拉地区（安）、泽拉夫善河谷中部（贵霜匿地区，何国）、泽拉夫善河北部（从瑟底痕的西曹、劫布呾那的中曹一直到苏对沙那的东曹）、渴石（石）、泽拉夫善河东南部（弭秣贺，米，某些时期还包括喷赤干）
339

 和独莫水河谷（史）的粟特人身份。

很少有作者会脱离这个假设，因为它确实可以大大简化研究的难度。但现实毕竟更为复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除“康”姓之外，可能还有“米”姓，
340

 其他姓氏虽然少见，但经证明也在非粟特人中出现过：没人会认为终结汉朝历史的曹操是一位粟特人。其次是社会学原因：几代人自然融入社会，让这种过分依赖家族姓氏识别粟特人的方法出了问题，而通婚的结果，可能已让粟特人完全华化。

这样，许多往来中国的曹姓巡回音乐家，通常都被认为是北索格底亚那的土著。
341

 但他们更像龟兹人，之所以姓曹，是因为这是龟兹最伟大的音乐家族之姓，他们将印度歌舞传入中国，从魏至唐曾风行数世。
342

 当粟特音乐在中国出现，并在官方宴会中演奏时，它绝不次于龟兹乐。前往中国途中、操不纯正的混合梵语演唱的曹姓巡回音乐家们，并非来自索格底亚那，而是来自龟兹。在这个例子中，以姓氏作为凭判标准就错了。

安氏家族的例子同样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安姓被用来指代布哈拉土著之前，这个在古代中国鲜见的姓氏，主要出自与汉朝同时代的帕提亚王朝（安息）居民。但定居中国的许多外族家庭，都声称自己是第一波殖民浪潮的后裔，确实，这次浪潮会在中国留下后代。
343

 那我们真要彻底地将中国大批安姓粟特人排除在外吗？
344

 如果认为大部分安姓都不是粟特人，而是帕提亚或萨珊波斯臣民，那我们对6世纪以降粟特语所扮演角色的情况就知道得太少了，其实粟特语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突厥帝国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作为生活用语、而非礼仪用语的婆罗钵语和帕提亚语，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外，索格底亚那移民不断涌入，而在聚落中历经数代、祖先真正源出印度?帕提亚的安氏家族却并不多。随着粟特因子的增加，那些未经华化的民族很快就被胡化。

可资利用的历史编纂，依然建立在部分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姓氏标准可以提供线索，但不能确定族性，更不用说某些史料已证明他们属于另一个族群。
345

 实际上，对汉语文献进行反复核查实属必要。还有其他更可靠的标准能证实姓主确是粟特人，至少从源头上说是这样。名字的使用也一样：一个音译为汉语的粟特名可以用粟特语解释，至少说明该家族上一代仍把自己看作粟特人。另一个是婚姻标准：当一个康姓人与史姓或安姓人结婚，那双方可能都是粟特聚落成员。第三是地名标准：如果某家族有这些姓氏，并声称祖辈来自5世纪前后的西方，此外还有胡名，又在墓中找到和西方伊朗语族有关的一些物品或图像，那我们接触到的很可能就是一位粟特人。除了礼仪用语和长安上层萨珊王朝流亡贵族的小圈子外，伊朗语族移民文化在塔里木盆地、中原地区影响的缺失在这儿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把这些人的出身限制在索格底亚那地区。最后，有关粟特人的大量术语，实际上都保存在唐代文献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8世纪出现的“九姓胡”。
346



记住这些必要条件，而文献资料仍然很重要。不能说已做得很彻底，即使是一部书的篇幅，仍远远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我们可以尝试用地理学的方法辨识粟特商业拓展的几个区域，之后再分析扩张所具备的历史特征。

第二节　塔里木和甘肃

一、南道

我为古代商业网所绘制的粟特聚落图，已明确标示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旁通南道。楼兰王国和敦煌、于阗当然是南道最重要的地方。目前尚存争议的4世纪后半期和5世纪前期的某个特定日子，楼兰王国遭到废弃，这很可能是罗布泊四周沙漠不断推进所致。
347

 王国退至南部山麓地区，中国人称为鄯善。沙漠行进阻塞了于阗和敦煌间部分南道地区。像尼雅
348

 和喀拉墩
349

 等曾经住人的地方，也渐渐被遗弃。公元400年，法显在游记中描述了敦煌、鄯善之间令人畏惧的沙漠地带，以及是一个贫瘠不堪的国家。
350

 毫无疑问，这是中亚交通路线地质断裂所致。公元5世纪，北道继南道之后兴起，发端于印度河上游通道，经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龟兹，缘塔克拉玛干沙漠迤北而行。沙漠南缘的鄯善地区，最著名的粟特殖民活动开始了：

贞观中（627-649），撒马尔干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

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

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

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毗萨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
351



这段材料，《新唐书》表述得更简洁。可以假设在沙漠化最严重的时候，粟特人与其他人一样抛弃了这个地方，因此和古信札里的北部楼兰古城没有联系。而在七河地区，殖民地的开拓者都是贵族。由于北边的山麓地带和季节性洪流，使这里的地理状况可以进行比较。上引文献似乎倾向于从军事方面对聚落进行解释。当然，与其他的未知目标相比，比如对农业区的再征服，或对7世纪刚恢复生气的商业路线进行监控，对中国人来说目前最紧要之事，是获得军事上的优势。萨毗城的方位也表明，它和群山之中的游牧民族有贸易往来。不管怎样，石城镇的粟特人一直存在，原因是到7世纪末，首领仍由具有粟特姓的人担任。
352

 石城后来被称为若羌。
353



南道下一个重镇当然是于阗。这里有关于粟特人的各式证据，
354

 主要包括粟特语文书残片
355

 、一枚刻有Farn“运气”粟特名的印章，以及提到有关粟特姓氏的汉语文书。如果于阗语商人sūlye一词的本义是“粟特人”
356

 的话，那么证据的总量会翻番，而粟特人对于阗画像的影响也能从中得到提示。
357



粟特人的身影出现在南道。我们对他们的贸易活动一无所知，而在史料中也找不到任何其他外国商人，尤其是巴克特里亚商人的信息。即使能找到，南道粟特人的数量也比北道要少。粟特商业网第一条路线至此只能屈居第二，而目前的文献也无法证实粟特人是否自4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

二、北道的文献记录

公元6-8世纪，七河流域与甘肃之间渐渐形成粟特人员的持续往来的局面。有关粟特人的数量，除了敦煌吐鲁番以外，其他包括索格底亚那在内的地方的情况都无从获知。事实上，20世纪初的考古探险队（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斯文赫定、大谷光瑞……）都先后穿越这些地区，并从中国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中得益达半个世纪。在详论粟特人参与本地商业活动之前，有必要熟悉一下基本文献。

位于这个地区中心地带、吐鲁番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地，发现了大量商业文书，这得感谢当地人为死者置办纸质丧衣的中国风俗。由于沙子和干燥的气候条件，这些纸衣服得以保存下来。1959年到1975年期间，先后发掘了456座坟墓。其中118座墓，共发现27000件残片，并以此复原了1600部中文文书，行政、私人文书各占一半。5%的文书年代标记为502年以前，30%的文书年代起讫是公元502-640年（高昌国），65%的年代为唐朝640-778年。
358



11世纪初封存于莫高窟17洞的敦煌文书，年代要晚于吐鲁番文书。大部分经济文书都从公元9世纪、特别是10世纪开始。只有一份契约年代较早，可上溯至8世纪中期，
359

 内容是关于一个粟特人和他的女性胡奴。敦煌文书由大量习字练习和散落的残件组成，语种多样，尤其是粟特文和回纥文，其中一些涉及商业。
360



我们对其他城镇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虽然过所和祆教纳骨瓮可以证明是粟特人的遗物，
361

 但有关汉语文献中的北庭（Be?balik）和粟特?阿拉伯语文献中的五城（Panjikath），
362

 只能通过其他地方的商业文书间接获知。中国学者对库车也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找到相关文献。却在周边地区发现一些文书，比如在城镇以北负责检查行商过所的瞭望塔中发现的汉文契约
363

 和龟兹的旅行授权书，
364

 此外还有玉其土尔（Duldur aqur，简称D.A.，或作夏克土尔）寺的僧侣佛经和军事邮件。
365

 伯希和找到一些未经编辑的商业信函，好像和佛教僧侣的农牧业经济有关。
366

 不管怎样，龟兹绿洲肯定有粟特人存在。
367

 此外，还发现大量散碎文献，比如阿斯塔那出土的吐鲁番粟特文卖奴契，或用其他语言写成的文书，
368

 总之都富含大量粟特人的信息。既然当地文书记载了那么多的粟特人，自然就可以认定图木舒克（Tumshuq）绿洲有粟特人存在了。
369



另一方面，作为这些丰富文书的补充，考古并没有多大帮助。粟特祆庙并未在敦煌找到，它可能早被当地的河流冲走，
370

 相反却发现了摩尼寺庙。
371

 钱币学方面，可资利用的只有几枚未经史料证明的萨珊银币。
372



虽然如此，该文献集是有关粟特商业和粟特人在天山东部殖民化过程最完整的记载。它证实了粟特商人往来于七河流域、库车、吐鲁番、甘肃和丝路北道地区聚落之间的情况。

三、粟特人聚落

所有大片绿洲都有粟特人聚落，很多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且举一例，宗教文献
373

 就提到过吐鲁番、哈密和敦煌的祆祠，它既尊奉粟特人的马兹达教分支，也因对粟特神祇的敬意而举行相关仪式。

虽然天神崇拜尚未被马兹达教同化，
374

 但吐鲁番出土的一些6世纪文献，记载了与神祇有关的献酒、牛和谷物。
375

 而后来被粟特基督道院占领的吐峪沟（Toyuk），7世纪时很可能就是一座粟特祆祠。
376

 敦煌文书亦证实石城周围有祆祠：

祆神右在州（敦煌）东一里，立舍，画祆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
377



这段文字写于8世纪中期，其真实性可由其他写本
378

 和公元9、10世纪的文本相印证。可能到964年，一直都有祆祠供奉的记载。
379

 焉耆（Qarashahr）也报道了新发现，粟特纳骨瓮、上刻粟特铭文的银碗、两件木椟（包裹标签？），以及粟特人在那生活的吐鲁番文书。
380

 最后，也有文献提到7世纪哈密的祆庙：

火祆庙中有素书（画）形象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翟）槃陀因入朝至京。
381



粟特祆庙是有组织的粟特人聚落大量存在最有力的证明。1号古信札中提到过祭司。其他文献也有涉及。在被唐朝征服以前，哈密很可能是受粟特人控制，因为除了祆庙之外，史料也提到了那里的胡商组织。当地一些权贵也有粟特名或姓：翟槃陀有粟特名，Vandak，“奴仆”，由于他的突厥姓，可以断定他是一个突厥?粟特混种。
382

 敦煌保存了一份8世纪中期珍贵的名簿，里面提到了从化乡安城的粟特祆祠。
383

 然而大量文献都涉及吐鲁番，这就让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对粟特移民予以把握。

四、农民、工匠

吐鲁番带粟特姓者从事各种职业：
384

 农民、制革匠、客馆接待员、主胶人、酿酒人、铜匠、屠猪人、手艺人、制革匠、官吏、钉骆掌者等等。
385

 没有哪份职业能离开他们，粟特聚落也有若干以粟特姓命名的地方，比如家寺。
386

 这不但是商业聚落问题，而且关涉社会各阶层的移民进程。敦煌、吐鲁番的粟特人，也不仅仅是弃商改业者的贫穷后裔：上述罗布泊4个粟特人乡镇以及七河地区殖民化的相关文献都表明，后来的移民就社会性而言，和一开始完全不同。

的确，一旦把握住该地区的粟特人，我们就会把他们视为农民或手艺人：
387

 在6世纪敦煌一件最古老的税收登记中，我们从15位普通农民的姓氏中寻出两个粟特人。
388

 后来，751年敦煌一份服役者的冗长名籍，也透露了从化乡的大部分居民都是粟特人和农民。
389

 吐鲁番大约668件文书中的一件，记载了土地再分配的问题，而那些土地之前是分给那些所谓“流亡者”的家庭。
390

 他们大都有粟特姓名。我们发现粟特人在这里占有大片田地。
391



某些粟特居留者，既是手艺人，又是商人，比如酿酒人安胡到芬（Khudayfarn-“主人的荣耀”），他8世纪定居敦煌，为地方行政执役，既从事生产，也会在市场上购买大量啤酒和酒糟。
392

 这种例子可能有很多。

五、商人

商业无疑是大多数粟特人的生业。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很多。

有必要将入华著籍的粟特人和兴胡、
393

 商胡区分开来。前者可能也是商人，正如吐鲁番文书中提到的两位康姓粟特人被传供“商人役”。
394

 他们在许多中文契约中都略现身影，要么在这儿卖一头骆驼，
395

 要么在那儿买一个奴隶或一匹马：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练主

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卅四

保人兴胡罗世那年四十

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四五

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
396



契约中每个人都有粟特姓，但有几个的华化程度较其他人要深：其中两个粟特人应是吐鲁番的“百姓”（即普通市民），另外两位是著籍者，卖方身份既为民兵首领，那他也应该是著籍者。因为都是唐朝居民，所以契约用中文写成。在目前所知唯一年代为639年的粟特语商业契约里，又再次遇到身份问题。它这样写道：

此买奴券对行者、居者、
397

 国王、大臣均有效、有信服力，任何持有该女奴券者皆然。

在中国人眼里，兴胡就是外国人。在未服役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为商业流转和支付商业交易税而请求授权许可。中文契约中的粟特入籍者，通常都以保人和见证人者的身份出现，其商业活动可由大量文书证明。阿斯塔那公墓发现的文书中，就有和法律诉讼有关的纸鞋残片。
398

 曹禄山和曹毕娑这两个粟特人，曾经就275匹丝绸的纠纷问题，对长安的汉族商人李绍谨提起诉讼，这件事很可能就发生在665-673年间的高昌。两位粟特商人的族属，可由“禄山”，Rox-shan“明亮的”这一波斯名来确定，他们带领成队的骆驼、毛驴和牛群一起，从阿力麻里（Almalig）行至天山北部和塔里木盆地。732-733年的另外一个例子里，一支规模不大的粟特商队，仅由1位商人、2名役夫、1个奴隶、10头骡子和1匹马组成。以吐鲁番为基地的所有粟特人，都在甘肃边界（瓜州、酒泉）和龟兹之间进行往返贸易。
399

 那些没有留下文书的地区（龟兹、北庭），也可由商人往来的事实，证明粟特人确实存在。有一份文书特别强调了粟特人控制吐鲁番奢侈品贸易的情况。

六、称价钱账

阿斯塔那文书（编号73 TAM 514：2，11份残件中的一份）里有一份清单，在几乎一年时间里每两周记一次，时间为公元610-620年。
400

 以下残文是正月头十五天的称价钱账：
401



起正月一日，曹迦钵卖银二斤与何卑尸屈二人，边得钱二文。即日曹易〔婆〕（……）卖银二斤五两与康炎毗二人，边得钱二文。次二日，翟阤头卖金九两半与（……）显祐二人边得钱：（……）。次三日，何阿陵遮卖银五斤二两与安婆（……）（……）钱五文。即日，翟萨畔卖香五百七十二斤，鍮石三十（……）。次五日，康夜虔卖药一百四十四斤与宁祐憙二人。边：（……）（……）卖丝五十斤、金十两与康莫毗多二人，边得钱七文半（……）五斤与（……）得钱七十文。次八（……）二人边得钱四十二文。

得钱总数：147文。

文书证明粟特人几乎垄断了整个商业：材料中共有35笔商业交易，其中29笔至少涉及一位粟特人，13笔交易的买卖双方都是粟特人。此外，我们发现有源自龟兹的白姓、吐鲁番车姓、汉姓宁和高车翟姓。而粟特姓是康、何、曹、安和石。交换的商品除丝之外，都是西方常见物：金、银、香、番红花、铜、药、硇砂、石蜜（蔗糖）。全都是奢侈品，数量有时还不少：这里的商税是用萨珊银币交纳，而不是中国价值极低的铜币。

这条文献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它无可辩驳地证明，粟特人主导陆上商业的推论并没有错，这并非历史编纂的悬想。吐鲁番和索格底亚那相距1500公里，奢侈品交易均由粟特人控制。而位于吐鲁番和索格底亚那之间、距离吐鲁番仅400公里的塔里木盆地北部重镇龟兹，文书只提到两位居民。该文献之所以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用实例证明了这一历史假设，即粟特人与中文史籍中的康、安、米、曹、史、何等姓是有联系的，至少在塔里木盆地是这样。虽然有一些被中国书吏无意中曲解了，但大部分粟特人都有粟特名。
402

 其中一些甚为清楚，比如，康婆何畔阤在粟特文里为Vaghivandak，“诸神之仆”；再比如“莫至”，粟特文是Makh?简称为Makh，意为“月亮”。

丝路北道沿线的粟特移民，社会结构复杂，地理分布较广。他们遍布整个地区，代表了社会各个阶层。商人只是整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但无疑机动性是最强的。他们频繁往来于七河流域与甘肃之间，在长期居留中国、已被唐朝政府批准入籍的粟特商人基础上，进一步向东扩展。他们完全垄断了规模庞大的商业贸易。

七、甘肃聚落

这里没有出土商业文书，我们手头有关甘肃聚落的主要信息大多来自墓志。材料虽少，却足以证明粟特商人在河西狭长走廊的众多商镇中居于首位。

事实上，甘肃在4世纪的危机中幸免于难，一直到5世纪及以后的若干世纪里，它都是重要而且有组织的粟特人聚落的庇护所。作为入华的首选之路，甘肃通常成为粟特人家族进入中原的重要舞台。大批拥有粟特姓的人，都表示他们的籍贯是在甘肃各个州县，其先祖却来自伊朗语国家。其中一些无疑是早期居留甘肃的印度?帕提亚人后裔，
403

 其他人则为粟特人的后代。但所有具备粟特文化属性的移民，都已淹没在其他血统的伊朗语族之中。

另据《北史》记载，
404

 公元6世纪中期，一位升至北齐大臣（550-577）的普通外商安吐根，其曾祖于5世纪中期从索格底亚那迁入甘肃（安息胡人），并定居酒泉。

从古代商业网形成伊始，甘肃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4世纪的危机以后，聚落因新兴的粟特移民而得以振兴。地处甘肃中心的昔日小镇凉州，也成为汇聚中国人、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天水就曾发现一具石棺床。
405

 之后，粟特人聚落从甘肃延伸到京师，伴随而至的是一个迁自甘肃、在以后若干世纪都发挥巨大作用的家族：唐代皇帝称自己是西凉世家之后，该家族于公元400-421年间统治甘肃地区，在魏和隋朝的荫护下实力不断上升，并于618年夺取了政权。
406



虽然缺乏商业文书，但并不妨碍对甘肃作出与西部地区同样的观察：粟特商人在贸易中所起到的作用，不会比敦煌、吐鲁番的商人低，他们或许是跟中国商人共同分担，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甘肃的粟特人聚落年代久远，粟特人就是从那里入侵突厥草原商业空间的，之后我还会详述。至少在6世纪，河西走廊是中国唯一可以用西方银币——卑路斯（Pērōz）人用以来向嚈哒人进贡——作为法定货币支付的地区。
407



第三节　粟特商业在中国内陆的传播

粟特人向东方的移民扩张，最后到达中原地区。公元7-8世纪，文献、传说、史料都一再提到胡商，在族谱或秩闻中也偶尔有见，甚至在东部沿海省份也有。小贩、马夫、士兵、官吏、杂技演员或是巨贾，粟特人成为大唐时期文学、绘画中的经典形象〔见图版 Ⅳ，插图1、2、3〕。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地区的聚落，京畿地区、西北毗邻突厥地区、甘肃地区、东北黄河流域富庶河谷等中国经济中心，最后是地处边缘的四川地区。南方的一些大城市，比如地处大运河终点
408

 、南方最富庶的城市扬州，也有粟特人聚落，我们找到一些可能是粟特商人的孤立材料，比如安姓商人乘舟在扬子江上往来贸易。
409

 但粟特商人聚落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地区。南方，尤其是港口城市，则是留给其他商人的。从8世纪开始，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沿海路在南方登陆，并在南中国所有沿海地区建立蕃坊。唐代大量传说都反映了居留地的双重模式：很多故事写的要么是寻找奇珍异宝的胡人富商、波斯巨贾，要么是装成在市场卖胡饼小贩的王子。
410



一、两京

在京都长安和洛阳，宫廷成为外邦文明影响最大的地方。公元658年，中国成为名义上的宗主国之后，它不断获得来自粟特城邦的贡品。史官在史书中记下了粟特使节和他们带来的各式奇物，一般认为这些使节是假冒的。严格来说，唐王室只承认粟特城邦入贡的方物，而不包括费尔干纳、花剌子模或吐火罗等国的贡品，只考虑粟特贡物的话，那我们可以给出以下诸物：侏儒、乐师、舞者、马、狗、狮子、豹、番红花、石蜜、撒马尔干金桃、各式药草、氍毬、丝织品、青黛、黑盐、明珠、石英、玛瑙、黄金、黄铜、鸵鸟卵、玉饰品和甲胄。
411

 这些令人惊异的贡品催生了大量图像，以插图形式出现在诗歌绘画中，其中一些流传至今。这张贡品单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它和严格意义上的商品究竟有何联系？通常认为这些贡品是商品的一种重要形式。数量不会太多，但通过交易，可以保持与皇室之间的联系以方便贸易的开展，
412

 但背景仍然具有外交性。然而，中文史料对这些奇珍异宝的高度重视，本身就反映了更多现象。对异域方物的热衷，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得到满足，而不仅靠外族的定期入贡来实现。

情况只是表象，真正的经济状况表现在，中国上层贵族效仿李唐王室对西北贡献的开放意识——李唐皇室就声称他们来自那里，形成了对中亚产品和能工巧匠的极大需求。公元7-8世纪，上层社会的女性都穿西域服饰，他们的伴侍皆着突厥服射猎
413

 或打波罗毬——一项来自中亚的运动项目。
414

 当时穿鹿皮靴和窄袖长袍成为一种时尚。墓葬艺术品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贵族的墓葬装饰品里，有很多来自西域龟兹、撒马尔干或石国的大量歌舞乐人雕像。玄宗皇帝和杨贵妃曾让他们最喜爱的将军安禄山跳起粟特胡腾舞。
415

 杨贵妃也学会了这种舞蹈，
416

 玄宗皇帝也知道如何击打龟兹羯鼓。
417

 在官方仪式中，康国乐和龟兹乐是与唐乐一道演奏的。每当这种场合，都会请到西域识宝商人、技工或表演者。宫廷里的这种生活表明，在当时确实有很多西方艺人〔见图版 Ⅲ，插图1〕。

我们对京师贵族粟特侍从的细节，了解得并不多。2号古信札里提到的洛阳粟特人聚落，已极为久远。公元6世纪的粟特新贵，其墓葬极为华丽，里面的石榻经过精心雕琢、绘制和装饰：这是我们所知当时长安两位粟特人的情况。
418

 这也是唐代鼎盛即将到来的前兆。我们还知道，那个时候的时髦贵族们，为了寻觅西方珍稀商品，经常麕集于长安西市。这个地方占地100公顷，四周以围墙环绕，按网格状排列，汇集了经营各色产品的商人。放高利贷的粟特人起到很大作用：
419

 在8世纪后半期和9世纪初期，他们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放债者，政府也因此不得不采取措施来限制汉人的欠债数额。
420

 长安共有5座粟特人祆祠，其中3座毗邻西市，1座靠近东市。
421

 总的来说，在长安所有的粟特人中，差不多有2/3的住所靠近西市，或紧邻东市。
422

 东市坐落于高雅的住宅区附近，周围都是客栈和其他娱乐场所，在这里，客人由年轻优雅的胡姬服侍，不止一位诗人和醉酒的贵族子弟歌颂过她们。大诗人李白（701-761，祖籍碎叶）就曾这样写道：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

君今不醉将安归？
423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长安外国人娱乐生活的诸方面。饮食也不例外，就我们所知的西方食谱6世纪就传到了中国，比如“胡炮肉法（à la hu）”就是撒上胡椒烘烤而成的。
424

 在唐代故事中，最著名的要数卖胡饼的西域商人。
425

 从宫廷掀起时尚开始，胡化浪潮就涌入中国。唐代正月十五所点的灯饰，很大程度上是受中亚诺鲁兹（Novrūz）节的影响；
426

 中国星期日历的使用，也表明粟特天文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427



然而，与商业有直接联系的粟特人，远不止长安这些：那里还有僧侣、传教士、士兵，最重要的当然是使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确切数目，但从以下事例我们知道了公元785-787年寓于长安的西方使节的总数：公元8世纪，通往中亚的通道被截断30年之后，仍有4000人需要靠政府的给养生存。李泌为控制国家赤字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政府停止西域使节的供给，每年节省50万缗钱。
428

 其中肯定有几百个粟特人。

相比之下，洛阳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规模较小而已。那里的粟特人也住在市场附近。当洛阳成为举足轻重的东都时，粟特人的势力扩张表现得尤为突出，武则天（684-704）当政时，政策又倾向于佛教和中亚事务。在距离该城不远的龙门石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题记。公元689年，洛阳香行社出资修建第1410窟：其社官、录事及三名成员都有粟特姓，
429

 这绝非巧合，从古信札里的麝香到吐鲁番税务记录中的香料，都充分表明香料在粟特商贸中所起的作用。

二、中国各省

中国北方各大城市都有粟特人的身影，尤其是唐王朝的经济中心，黄河下游洛阳地区的丰饶平原，向北可通往游牧地界。
430

 其间大大小小很多城镇，都有粟特姓的人存在。如果只考虑聚落，而不包括虽有粟特姓、却可能已被华化的个人的话，那么只有开封、安阳（相州，即古信札中的邺）才有粟特人，吉美博物馆就藏有这些地方的粟特人石棺床。

此外，通往蒙古的沿线地区也有粟特人，如北方第一大城市太原
431

 （并州），它同时也是李唐家族的发源地。
432

 太原有一个粟特人墓、
433

 当地一篇有关佛祆融合的葬仪文献，
434

 以及粟特人的大量参考资料，数量如此之多，几成粟特人的钟情之所，可能是因为粟特人融合日久，抑或从这里可以直接穿越鄂尔多斯到达中亚。

粟特人选择大城市，是因为在3-7世纪复杂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它们一直以首府面目出现；而小城市的粟特人聚落，虽然也和粟特商业有联系，但极有可能是目标的不同所致。当时黄河冲积平原是唐朝控制的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地：商人们当然希望能离生产中心近一些，以绕过帝国首府的中间商。有时他们也会发生冲突，这可由一桩诉讼案来证明，案中两名粟特商人曹禄山与曹毕娑将京师商人李绍谨告上官府。

北方的情况又有不同。事实上，唐王朝为了安置外商聚落，在边境军事区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又以中国东北边境平卢节度使治镇、朝阳/营州的例子最为显著：《旧唐书》明确记载，唐王朝于717年重建该城时，在那里安置了伊朗语族商人（商胡）。
435

 政府更普遍的做法，可能是让粟特人与中国人一样进行人口登记，从而监视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
436

 外商用银币支付交易也得到了政府授权。
437

 粟特人之所以能在中国各省份扩张商业势力，甚至控制京师的部分商贸，乃是中国政府有意加强外商在贸易中的作用所致。一般认为，中国士子对商业的消极态度是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改观的，因为它促进了11世纪宋代商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但实际上，自取得政权之后，唐王朝就一直依赖外商提供的高效服务，而前隋（581-618）统治者的态度则显然保守得多。一个活跃的商业市场，无疑可以降低唐朝军队边地驻防的高昂成本。

三、四川和西藏的粟特人

在四川益州/成都，最著名的是一个粟特商人家族融入汉族上层的例子，何妥与侄子何稠因此而被裁入正史。
438

 在公元6世纪第二个25年里，何妥之父因通商入蜀，后来成为建康（南京）梁王室成员的随从。据说他精通大秦的金线织丝技术，并以此身致巨富，世人都称他为“西州大贾”。其子可能继承了父业，才成为“切玉专家”的。年轻的何妥，曾就读于贵族子弟的专门学校国子学。这位异国商人之子，儒学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并因此位居北朝官员之列。

何妥的侄子何稠，自幼受家族熏陶，少年时就随何妥进入长安。他先在国家宝石管理部门得到一个初级职位，后来负责王室的御饰工作。隋朝建立，他供职太府监，掌管营造器物。由于他专业知识丰富，曾经在宫廷作坊处仿制出“波斯国尝贡、以金线与镶珠圆饰做成的金绵锦袍”，皇帝为此龙心大悦。公元6世纪90年代初，何稠因再度发现代替瑠璃的化学制法而名动一时，当时的瑠璃制作方法已经绝迹很久，匠人也逐渐放弃了探寻其西方制法的耐心。
439

 在隋二世炀帝（604-617）统治期间，他又以营建巨大工程而名盛（建新都，开掘大运河），遂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入唐以后被降职。

其他文献也证明成都有粟特人聚落。那里曾发现一座祆祠。
440

 此外，成都地区可能还有一个和粟特有关的地名：有两部波斯文献，10世纪完成的《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与11世纪中期加尔迪齐的《历史的装饰》——二者复述了10世纪初布哈拉大维齐贾哈尼的地理资料，描绘了一条由多用途堡垒站构成的路线，如果认同《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编者的解释，那从长安一直向南延伸，就会到达长江和巴格舒尔（Baghshūr）等重要的商业城市。巴格舒尔意为“咸水池”，经考证位于木鹿附近。但在距离成都不远的长江流域，我们发现过一个很大的盐水井。
441

 虽然将巴格舒尔（Baghshūr）认作是益州/成都并非不合理，
442

 但贾哈尼提供的信息通常都采自粟特文献。

四川的粟特商人，可能未经甘肃通道，而是从其他途径进入中国的。其中一条从于阗到柴达木盆地，绕过河西走廊，向南穿越吐蕃地界，到达青海湖（Kokonor Lake），再到兰州，之后，要么到首都，要么直达四川。
443

 就我们所知的例子，至少有一个规模不小、可能由粟特人组成的商队曾途经此路：公元6世纪，200名胡商和600头骆驼、骡子在青海遭汉人劫持。
444

 第5号古信札也提到某商队从敦煌进入阿尔金山（Altun shan），城镇和柴达木盆地由此被一分为二。
445

 都兰吐蕃人墓坐落于鄯善一条穿越柴达木盆地的商道上，里面发现了萨珊王朝的丝绸残片-tirāz，上刻婆罗钵铭文，内容是说丝绸直接出自皇家作坊。
446

 藏语中的“医生”一词很可能源自粟特语
447

 （bitsi源自粟特文βy?，它本源于印度语），
448

 而将医学研究传入吐蕃的人中就有几个粟特人。

另外也有证据表明粟特人与吐蕃人有过接触。大部分的宗教和图像，可能都经于阗影响到整个吐蕃地区。正因如此，伟大的吐蕃英雄白哈尔（Pehar）身上就具备粟特神祇法尔恩（Farn）的所有性格特征，它是通过于阗语的中介形式Phārra传入藏语的。
449

 另一个证据与吐蕃帝国的西部扩张联系在一起。8世纪上半期，吐蕃人和中国军队在印度河上游流域展开激战，之后吐蕃人越过上印度河，控制了索格底亚那南部边境的帕米尔和吐火罗地区，并一直延续到9世纪初。
450

 本书第三章提到的8、9世纪藏传佛教文献，就以该地区为背景：500人组成的粟特商队（sog-dag）在大山里迷路，当抵达印度后，就献了一活人为祭。
451



粟特商业区是在丝路中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条道从撒马尔干一直通向中国北方地区。有前一时期古代商网的基础，再加上粟特人频繁往来于本土和七河流域、塔里木聚落之间，这条商道获得了空前发展。唐王朝利用他们的商业天斌，从而能将势力延伸至东境朝鲜，粟特人遂成为中国北部城乡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仅描述粟特商业的地域扩张以及掌控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分析商业聚落的结构，因为扩张主要由聚落内部的结构决定。

第四节　聚落结构

前面引用的大量文献均已证明，粟特聚落很早就有自己的组织。公元227年，一份粟特人定居中国的材料，就明确提到甘肃中心凉州地区的侯主（“月氏和康居胡侯”）。
452

 这只有在胡人聚落是以等级制度组织的情况下才说得通，而不仅仅是散居商人的集合体。贵霜帝国和月氏的商人也有类似的组织。

出自聚落的文献也证实了如下情形：第1、3号古信札提到了敦煌粟特聚落中的行政官（’yps’r）和税务官（β’zkr’m）
453

 。前引吐鲁番出土的女奴贩卖券，也表明“此买奴券对行者、居者、国王、大臣均有效、有信服力”及“此券在书吏Patāwr要求下，由书吏Patāwr之子书写”。既然国王和大臣都是中国人，那人们（n’β）肯定就是吐鲁番聚落的粟特人：n’β（nāf）意为“聚落”，包括从家庭成员到城镇的所有居民。
454

 吐鲁番聚落也有一名能保障券契合法的书吏。

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说明聚落内部的日常生活状况。顶多能从中国出土的粟特人墓葬图像中看到一些集体仪式、丧宴和庆祝的场景，这些场合将聚落大部分成员召集在一起。墓葬中的丰富内容表明死者都是身份显贵之人，这也证实了墓志铭的记载。
455



其他有关聚落结构的文献均由中文写成，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官僚体制中具体负责外邦聚落管理的萨宝。

一、萨宝

该头衔的确切含义一直都有争议，原因在于留下的唯一材料只能证明萨宝在唐朝政府中的宗教作用。
456

 杜佑在《通典》（完成于公元800年）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萨宝府，萨宝是萨宝府的负责人，也是总祆正。很明显，萨宝府的职务范围在不断扩大。如果不把组织机构从未提及的初级人员计算在内的话，它还有其他三个官职：主祭（祓祝，显系祆祝之误）——可能是祆正的助手，各项仪式的具体负责人——事务官（率）和书吏（史）。
457

 尽管这些头衔有很强的宗教性，但它可能会误导我们得出错误结论，即萨宝主要掌管外邦祭祀，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些官吏被赋予了更大的职责。

在中国法律文书中，萨甫（同词异译）一职始见于北齐（550-577），它同时承担外交事务和外贸大臣的职务。京邑有两名萨甫，诸州有一名萨甫。
458

 隋代（581-618）除了京邑萨宝外，还有处于隋官品倒数第二位的州萨宝，“诸州胡二百户已上皆有萨保”。
459

 唐代（618-907）则部分保留了这项职务。

就我们所知，吐鲁番商业文书里只有两条关于萨宝的材料，第一条是在官方的系列命令当中。公元549-550年，高昌王室发布了关于在农历新年进行宗教祭祀的命令。
460

 这条文献里的萨宝（写作萨薄），只是众多世俗、汉人官吏里的一位祭祀官：其头衔并未暗含任何特别的宗教功用，而只是所有官吏中的普通一员。第二次出现这个词，是在公元619年传付麦粟的系列决定中。
461

 从中我们看到，萨宝的职责是要确保大批麦粟运输的安全，而这些麦粟是政府为商人车不吕多发送的。在职权行使过程中，萨宝与商人聚落发生了密切联系。高昌国的制度是在效仿北魏，而萨宝一职的存在，在确证某些墓志铭信息的同时，
462

 也让人不禁猜测这一职务当时就已经有了。

中国政府在粟特聚落中指派一人为官。类似的例子还存在于公元9世纪的南中国，当时政府以同样方式在阿拉伯?波斯人中设立了蕃坊。正如波斯商人所说：

商人苏莱曼接下来记述：在商人云集之地?anf?（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
463



而在中国北方的胡人聚落里，所有迹象都让人相信，萨宝是从聚落成员中挑选出来的。中国的很多粟特人家族，在陈述祖先功绩时，都曾提到过5、6、7世纪的甘肃萨宝。在此我要说一下李抱玉家族的情况，公元6世纪，其祖三代都担任过甘肃重镇武威的萨宝。
464

 在西安，又发现了一个粟特人墓：死者用粟特文、中文两种语言提到自己曾是武威萨宝。
465

 更有可能的是，某些粟特家族利用词汇转译的模糊性，把萨保（sartapao）当作萨宝（sabao），以此就将本是商队普通成员的祖先转变为官吏……
466



二、名称起源

萨宝一衔本是一个粟特词汇的转译。
467

 该术语以两种途径传入中国。在印度，sārthavāha指商队首领，他是将商队导向目的地的人。随着词义的扩展，也用来指称商人向导。
468

 它曾进入中亚语系，尤其是经巴克特里亚中介引入粟特语。
469

 粟特文第5号古信札就是寄给一位萨保的：‘Dβγ〔w〕xwt’w s’rtp’w‘sp’nδ〔’〕tw，“致尊贵的主人，商队首领萨般达（Aspandhāt）”。印度词汇同样也以萨薄（sabo）的形式进入中国，这在前引吐鲁番写本中可以看到。当然最重要是佛教文学：
470

 里面经常用萨薄指代菩萨，导师。
471

 萨薄一旦进入中国的官阶等级，该头衔就按照粟特人的发音变成为萨宝，而粟特人在外族聚落中人数又是最多的。此外，在中国历史记载中，萨宝水就是指泽拉夫善河。

就这样，中国政府将胡人聚落首领纳入了官僚体制。聚落组织的首领，既是萨保，又是商队首领，他们是商人传统的继承者。萨宝除管辖聚落里的每位成员（nāf）以外，还负责祭祀活动，至少起到监督作用，并在聚落内建立等级制度。中国政府的官级头衔，很可能与粟特文献里的几条珍贵信息相一致：汉籍中的“祆正”与“祓祝”肯定就在1号古信札（第10行）提到的粟特祭司当中，
472

 我们还注意到，祆教仪式要有2名祭司在场，zōt（主祭）和raspīg（副祭）。
473

 而吐鲁番券契末提到的书吏，很可能就是汉籍中的“史”。中国官僚体制反映了胡人聚落的组织结构。

从政治、行政层面而言，萨宝确是作为聚落首领被纳入官员名籍。但例外的是，每个至少有200户居民、相当于一个大村庄的胡人聚落，都要有一位中国官员作代表。而在中国，一般代表中央权力最小的行政单位是县。当地贵族中遴选出来的一县之长都未列入官阶等级，更不用说村长和区长了。因此萨宝不应该处在这样的职位上。只有他负责外族聚落的事实，才能解释这一特殊对待，由此证明经济在聚落中的重要性，而不论成员数量是否成比例。

第五节　中国粟特聚落的演进

一、从萨宝到乡里居民

粟特聚落被纳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保证聚落内部组织完整性的同时，也让外国贵族承担管理责任。这种特殊形式到7世纪后半期似已消亡。在大批墓志中，我们再也找不到萨宝一词，而在此之前其数量绝对不容忽视：我们知道的最后一位萨宝叫龙润，他行使职权是在公元646年之前。在8世纪吐鲁番、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中，我们再也找不到萨宝被纳入中国政治体制的痕迹。它已被另一种体制取而代之。从化乡和崇化乡集中了大量粟特人，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创造是居民和当地中国政府协商的结果，因为从化与崇化意味着“归化”（向中国、帝国及其文明），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入籍。这些乡里居民完全成为帝国臣民，和当地的中国居民一样承担义务，享受权利。
474

 我们已从聚落个体管理过渡到国家的直接管理。
475

 该组织也不限于中国中亚地区，京城有一个地方称为从化坊，那里亦由粟特人管理，比如公元742年的米萨宝。
476



归化乡多半是在当地官员萨宝的管理下，取代了聚落的自治体制。而且，管理200户胡人的萨保也从唐代法典中消失。只有中央萨宝府还保留至8世纪前半期，但功能却变了：由于那个时对波斯宗教严格管制，萨宝的主要职能在后来的文献中只剩下宗教方面的作用。这可能就是8世纪的真实状况，这职务与聚落行政管理已无任何联系。
477



二、华化进程：姓氏、婚姻

我们从敦煌从化乡得到了可以衡量华化进程的数据。
478

 居民姓名与年龄记在一起，这样就能将粟特人中粟特名与汉名的数量比例判别清楚。从化乡超过一半的粟特人都有粟特名（100比90，都是可识别的名字）。按年龄组对姓名进行考察，发现华化进程快速且稳定。60岁以上人群中，有粟特名的人占了大多数（13人中就有10个）。以10年为单位计算，这一比例在逐年下降，一直到最年轻的人群，情况完全相反：年龄在17-20岁之间的人中，没有一个可辨识的粟特名。另外一个观察也说明了这一现象：大多数有粟特名的父辈，都会给他们的儿子起一个中国名（11比3），而那些已有中国名的人，则会依同样方式给他们孩子取名。因此，从粟特名向中国名过渡通常在一代人中就能完成。通过两代人完成的也不少，因为我们发现，在某些兄弟姊妹中，两种名字同时存在。

我们偶尔在少得可怜的粟特文献中也看到相似的情况，粟特人接受中国人给他们的“粟特九姓”。
479

 从古信札和印度河上游摩崖石刻的粟特名中，根本看不出他们来自哪里。让人惊奇的是，前面提到的吐鲁番粟特文贩卖契约，里面的保人都明确了自己的出生地：“在场的有米国人?ūnākk之子Tī?rāt，撒马尔干人Xūtāw?之子Nāmdār，笯赤建人（Nū?kand）Karz之子Pīsāk，何国人Nanaykū?之子Nīzāt”。一个世纪以后，在洛阳又有了新发现：一个叫?atfārātsarān的粟特人有一本粟特文佛经抄本，粟特语题记显示他来自’’n姓家族，中文转译是“安”，这是给布哈拉人起的姓。同样，敦煌伯希和8号粟特文写本题记，也给出了供养人的名字，x’n kwtr’y cwr’kk，或是来自康姓家族的?urrak。

比起姓氏，婚姻更能展现聚落纽带的力量。对于这一块，我们没有姓氏那么多的可用信息，但一项对公元580-650年间中国内陆粟特人婚姻的研究却表明，配偶明确的21例通婚事件中，有19例发生在胡人聚落内部。剩下的两例，一与一位华化极深的粟特人有关，他的父亲曾是北周（577-581）官员；二是一位粟特寡妇，她先嫁给粟特人，后又嫁给了中国人。
480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很难做出概括。虽然可以将某些案例中的姓氏、通婚信息加以整合，但这对从化乡来说是行不通的。

三、华化进程：从萨宝到官员

我们有几个家庭轨迹相对稳定的例子，其家庭成员来自西方，曾担任甘肃萨宝一职，后来成为中国内地的公务人员。中亚的萨宝社会，是招募管理人员、尤其是唐军的主要区域。这可能是经济原因所致：公元640年，唐朝军队进入中亚，中国各州建立起食品、装备和薪俸的流通分配机制。但后者是用纺织物偿付，特别是丝绸。各州府向西部输送大批成卷织物，
481

 无疑夺走了散居中亚和中国内陆粟特商队的生计。到公元8世纪，这些受剥夺的商队又再次被征来搞运输。
482

 这样，担任行政职务就可以成为粟特商队家族的庇护所，而唐朝各州尤其欢迎那些故土被征服的专家们加入官僚队伍。
483

 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方面的原因：唐王朝瓦解结构型聚落，有利于融合进程的加快。

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洛阳发现的康婆（573-647）墓志，
484

 年代为公元647年。康婆可能是康国王的后裔。据说他来自定州（河北），高祖康罗于495年与北魏统治者一道定居洛阳。曾祖情况不详。祖父陁曾为北齐相府常侍。父和出任隋代定州萨宝，后升至皇室奉御。康婆袭其父职，积累了大笔财富，入唐以后出任魏国公府大农。

另一例是康元敬墓志。它也出自洛阳，年代为公元673年。
485

 作为沛肯（Paykent，毕国）的粟特人后裔，他自称来自安阳（邺）。祖父曾为北魏骠骑大将军，后来带他到南方。父亲是“摩诃大萨宝”，不久改授“龙骧将军”。元敬附唐，后封为公爵。两个案例中，我们都看到了改朝换代下的异族升迁。

这些都难以准确量化，我们充其量只知道一些个人或家族。总的来说，虽能确定7世纪有大量伊朗族人离开聚落，通过政治途径融入中国，却难以知晓唐朝极力宣扬的这些事是否比前几代要多。凭借唐代各方资料都极为丰富的规模效应，或许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此外，有部分粟特人并未华化，至少没能通过政治入仕融入中国，虽然散居于中国内地，但他们已完全逸出我们的视野范围。

判断这些碑铭中社会资料的可靠性，给我们造成巨大困难。多数情况下，提供信息的只有一块墓志铭，而无其他旁证，而祖先的名衔却可以伪造。下面列举若干实例：安伽（518-579）来自甘肃武威，他的墓在长安被发现。从文化属性判断，他是一位粟特人：这从墓葬石榻上绘饰的信仰图像中可以清楚看到。
486

 其墓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曾任冠军将军和眉州刺史，那是位于四川南部一个遥远的地区，并不在北魏管辖范围之内。这一头衔很可能是伪造的，顶多只是个尊称，因为他的妻儿据说都来自武威。安伽是同州萨保，这是北周治下的长安附近诸州之一，后来安伽还被封为大都督。

除上述例子之外，大批粟特人从政、从军资料所反映的聚落管理体制变化表明：从社会环境入手对唐代中国北部的粟特人遗存进行分析，比从聚落切入更有必要。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为了维系内部联系，一方面，华化程度不深的家族群体，不论工匠还是商人，都会不断实行族内通婚，开展粟特传统活动；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华化了数代的粟特人，其个人和家庭还会不断与汉族融合。无论是否团结一致，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是胡人，也会如此描述自己，即便他们把中国名衔加诸祖先也不例外。这种新的“结构”并不意味着粟特人影响的减弱，恰恰相反，它帮助粟特人脱离了聚落。

粟特人以不同形式在中国北方地区延续下来，并在7世纪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虽然融入唐王朝的程度要比融入突厥低，但在延绵两个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移民运动中崛起的大多数粟特聚落成员，以世人瞩目的方式，广泛参与各项商业、政治活动。粟特商业网的中国部分，主要得益于粟特人社会层面的多样性。大批粟特人不但出现于新归附的西域和敦煌、甘肃新兴地区，也出现在北部中国的大城市中；既活动于很多商业、手工艺地区，也现身军队和外交场合，这些都是唐朝步入黄金时代的主要动力，而置身其中的安禄山，将会结束这一切。

第六章　结构

本章置于整个工作的中心部分，相关资料则在后面几章给出，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目标：正如我所指出的，要使粟特大规模贸易的外在研究具备充分、合理的历史性，必然要有大量分析，分析对象则是构成商业拓展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我把散落于粟特文和外部文献中、勾勒粟特人贸易内部结构的信息收集起来，包括索格底亚那和境外聚落的社会结构，还有商人社会本身（比如大小商人间的社会对比，以及商业、企业内部家庭组织的问题）。我还会探讨经济结构中的交易、货币、商业法规和大、小规模贸易的平衡问题，以及与粟特人所面临的交通运输、遥远路途有关的地理结构问题。

第一节　社会结构

中世纪早期的中东社会里，粟特人社会是最为人知悉的社会之一。重大考古发现已发掘出城堡、农村和若干城市片区，这就使索格底亚那的城邦研究明显区别于伊朗的调查。例如，那里很少发掘出城镇，尤其是萨珊王朝时期的。这些考古资料足以补充文字和来源多样的片断史料，包括征服后的汉文、前伊斯兰时期的粟特文以及穆斯林阿拉伯文史料。信息整合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理想类型，告诉我们粟特社会在阿拉伯征服之前的鼎盛时期是如何运作的。

一、商人集团的重要性

第一个任务，是要概括出索格底亚那及之外粟特人聚落商人的等级特征。要达成这个目标，外部资料里的证辞必须协调一致。

最古老的是汉语文献。求法僧人玄奘，曾于630年穿越天山北部的粟特居民点，他这样写道：

父子计利，财多为贵，〔……〕力田逐利者杂半矣。

之后，关于撒马尔干：

异方宝货，多聚此国。
487



唐代正史主要都在重复玄奘的观点，一涉及天山北部城镇，就明确指出那里几乎都是胡商。对于粟特人则指出：

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488



这些观点可由其他对粟特人的观察加以确证。正如亚美尼亚地理学家、希拉克的亚拿尼亚在《地理学》
489

 中所言：

粟特人都是富裕、勤劳的商人，他们居住在突厥斯坦和阿里安那之间的土地上。
490



同期汉文史料的类似记载，很让人吃惊。一个半世纪以后，哈里发马赫迪（Al-Mahdī，775-785）在他巴格达的宫殿里，与来自吐火罗的诗人白沙尔（Bashshar）有如下讨论：
491



马赫迪问我：

你是什么民族？

我答道：

主要是骑马人、对敌人异常严酷的吐火罗民族。

他说：

据说粟特人很勇敢。

我答道：

不，他们是商人。

马赫迪并没有反驳我。
492



这三条各自独立的材料本身就包含了如下史实，即存在一个足够重要、结构完整的大商人集团，这给遥远的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阿拉伯征服时期，征服者给予商人特别的恩典：722年，穆斯林军队俘获了苦盏（Khujand）的粟特叛军，贵族和商人被分作两组，而只有第一组的人被处死。
493

 索格底亚那存在强大的商人集团，这是毫无争议的。

将三条证据汇集在一起，就成为研究大规模粟特商业的最好理由之一。粟特文2号古信札证实了商业网的存在，也使它的历史学分析成为可能。亚洲各地史料反映的情况，说明了商人社会阶级的存在以及用社会学分析的合理性。

然而，当包括邻居吐火罗人在内的外国人发现商人在粟特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时，粟特人自己怎么样呢？我们手头可用的粟特文献集，主要是8世纪的索格底亚那，即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发现的穆格山文书。它是粟特大贵族迪瓦什梯奇（Dēwā?tī?）的档案，他曾经反抗过阿拉伯人，是喷赤干城主，并自封“粟特王”。档案主要由一些涉及反对阿拉伯人和农业区管理的信件组成，也包括一些契约（结婚、购置墓地等）。“商人”（γw’kr-xwākar）一词只在文书中出现过一次，与围困在苦盏（位于苏对沙那和费尔干纳之边境）的粟特人有关：
494

 文书A9是给迪瓦什梯奇的一份报告，里面描述了东方的政治情况以及该城的投降情况。文书写道：

新闻如下：苦盏完了，所有人都不再信任埃米尔，不论贵族、商人还是工人，14000（全部），他们全部撤离了。
495



这条材料表明，有组织商人社会集团的存在，并不是外部简单的观察结果。
496



二、商人的社会地位

图像是另一个信息来源。由此我们可以勾勒一幅粟特社会极力表现的自画像。富含大量信息的壁画已被发掘出来，喷赤干的壁画尤其引人注意。但这些壁画对粟特社会现实的外部描摹和社会打算呈现的内部图像之间造成一个鸿沟。事实上，图像呈现的是贵族文化而非商人文化：传说中的战争场景、马背上的披甲英雄，甚至宴席间佩带长剑之人。贵族画像与喷赤干一幅表现阿拉伯人攻占撒马尔干以及世界之王主题图画的宗教、政治图像一道，融合印度神话鲁斯塔姆（Rostam）史诗及其他多种因子的优雅文化而最终独领风骚。如此一来，不从细节探寻的话，我们就无法找到和商业有关的东西：喷赤干的一幅壁画（16区，10室）里，赴宴者惯常佩带的长剑已被腰间的一个黑包所取代。
497

 考古学家指出，出席者着装异常奢华〔见图版　Ⅴ，插图1和图版　Ⅵ的规划〕，还认为这是商人的宴会。

宗教图像也能提供信息。坐于驼形靠手宝座上的
498

 众神之一“伴驼神”，经常出现在索格底亚那的画像和钱币中，学界一致认为它是商队的财富之神。
499



有一条材料，尽管晚出，却给出一条有趣的信息：

布哈拉有一个卡什卡特（Kashkathān）家族。他们手握权力和高位，尊贵异常，还获得布哈拉人民的拥戴。他们本非迪赫干（dihqāns），而有外国血统。但他们是一个优秀的商人家族，因此而致富。
500



这条信息虽出自公元10世纪，讲的却是8世纪初的事。似乎它已给商人的社会地位作出准确定义，他们在社会中地位很高，却未被贵族同化。

有时，商人与贵族之间差别甚微。在唯一受环境影响而作过此项研究的城市——喷赤干，贵族修建的庄园从一开始就把各个独立的店铺圈入外墙之内，然后租给工匠和店主。
501

 粟特贵族并非纯粹依靠地租生活的地主。他们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各方财富汇集于此，交易不断，完全割断了与乡村的联系。
502

 但在唯一被认为是喷赤干商人的住所，发现了一幅商人饮宴图，它表现出与贵族庄园相同的特征：建造一个距离宫殿非常近的市场，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别墅的规划范围〔见图版　Ⅵ，插图1〕。
503

 需要注意的是，喷赤干位于泽拉夫善河谷深处，它并非整个国家最重要的商贸城市，因此，这些社会资料应当出自一个与其他大规模贸易相比关注较少的地区。

在七河流域和罗布泊附近，我们知道粟特居民点的建立者是贵族。这些聚落并非开展商贸活动设立，而主要是为了农业殖民。在商业领域，没有一条史实能让我们得出粟特贵族参与该国商业发展的结论。贵族带到这些城市的农业财富，的确为商人的奢侈品开辟了重要市场，
504

 我们也想得到，土地税会被用作长途贸易的资金。但不知道贵族自身是否会开展大规模贸易。唯一提供给我们部分答案的材料，也显得模棱两可：粟特文2号古信札19-20行，提到了“撒马尔干的100个自由民”（100”ztpyδrk sm’rknδc）。从词源学上解释，此处的“自由民”原意为“贵族之子”。虽有可能、却不敢肯定它是否失却了本义。同条材料是寄给“尊贵的老爷拔槎迦（Varzakk）-迦那迦（Kānakk）（家族的）那你答拔（Nanai-thvār）（之子）”。但经证明，迦那迦（Kānakk）似乎是一个常用的专名头衔。
505

 仅凭这个例子，还很难说明该名称是头衔还是族名。考虑到目前可用的文献，我们既不知道粟特贵族在商业移民中可能发挥的具体作用，也无法了解商人在索格底亚那社会等级中的地位。

三、商人的活动范围与社会等级

大部分粟特商人做的可能都是小买卖，在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他们只往来于3、4个乡镇。648年，北庭米巡职请求贸易公验：他年纪30岁，希望能带2个奴隶（奴哥15岁，奴婢12岁）、1只铁勒驼和15只羊到吐鲁番集市交易。
506

 732-733年，吐鲁番著籍粟特人石染典请求过所，其目的是为了能在吐鲁番、哈密和敦煌的乡里之间自由穿行。
507

 在古信札时代，商人就专门往来于甘肃-楼兰的贸易通道上。

其他商人则以长途贩运为主。暂且不提摩尼亚赫（Maniakh）的例子——他曾组织了一支从阿尔泰山到拜占庭的远征队，之后我还会详述其事，
508

 这里只举那你槃陀（Nanai-vandak）一例就够了。他曾从姑臧/武威写信至撒马尔干，与曹姓商人状告长安汉商李氏的案子相比，本例的活动范围是从天山北部伊犁河谷地区的阿力麻里（Almalig）到长安，而非本土！交易所涉及的275卷丝绸，相当于15千克的纯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509

 吐鲁番文书偶尔也会提及索格底亚那粟特人的交易情况：

咸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州前庭府队正杜交用练拾肆疋，于撒马尔干兴生胡康乌破延边买取黄敦驼壹头，年十岁……
510



此外，也有一些商人会在汉文书上用粟特文签字。
511

 最后，阿拉伯文献也记载了从中国长途贸易回来的粟特商人，
512

 这里的中国如果不是指中原内地的话，至少说明他们是知道吐鲁番的，因为粟特人称吐鲁番为“中国人城”（?īnān?kath）。

全部的问题，就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对此我们可以在公元7-8世纪粟特人的贸易中看到。一方面，大商人很可能在古信札的时代之后，组织并控制了粟特人的贸易集团；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材料对他们和商业文书提到的贸易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评价。
513

 有一条材料能够证明索格底亚那大商人的存在，这和大部分商业文书描述的小商人完全不同。公元706年（回历88年），沛肯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一名俘虏打算用5000匹中国生丝为自己赎身。
514

 这名囚犯曾组织商人进行反抗，还为将来突厥人可能的援手而与他们联络。他无疑是商业自治城邦中专门负责中国贸易的主要商人之一。

除了这条材料之外，外部资料中还没有哪一条可以把粟特大商人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也观察过活动范围较广的流动商贩，他们有时也经手大宗贸易，但绝大多数都是穿梭于城镇之间的小商人。有关粟特商人社会等级的重要部分，无疑已逸出了我们的视野。
515



这些组织可能都有家庭基础。我们也找到几条家庭组织在粟特贸易中发挥作用的证据。除古信札证明有家庭联系外，印度河上游题铭也暗示了家庭成员中有粟特人：三代之中有五人，再就是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两个兄弟，最后是一位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
516

 西方粟特贸易的发起者摩尼亚赫（Maniakh），父业也由儿子继承。后来一份涉及粟特商人的材料，也谈到一个运作中的小型粟特?回纥家族网。
517



我们对粟特人商业社会结构的探讨，至此不得不戛然中止。主要原因是缺乏能够帮我们认识黄金时代粟特人商业集团结构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大、小商人，以及各种移民聚落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法律、政治结构

一、粟特寡头政治

在亚洲，粟特人的政治结构非常特别。很多方面它都让我想起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商业自治。索格底亚那并未统一，诸粟特城邦都在共享泽拉夫善及邻近河谷地区。撒马尔干则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它有时也试图控制某些小国，
518

 国王自称为“粟特王，撒马尔干君主”（sγwōy’nk MLK’sm’rknōc MR’Y）。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贵族阶层，在他们的城堡周围，遍布着人口众多的粟特要塞和村镇。贵族则从城镇、农村的土地和房产中征收大笔税金。

每个城邦的国王，都享有“同级首席”的地位。朝代原则在索格底亚那根本不占主导，至少7世纪末到8世纪初是这样，我们有关于这个时期的一些资料：已知喷赤干的三个统治者中，都没有父死子继的现象，却在撒马尔干发现了两例，一位被人民罢黜，第二位通过选举上台。
519

 至少有一例粟特国王直接干预商业的事件：公元650-655年间，这位国王被要求为西征唐军提供粮食。
520



城市聚落n’β-nāf在索格底亚那有自己的独立权，法律文书对此有具体规定。城镇可以聚落名义租出某些地产，比如喷赤干的桥梁，就把征收过桥费的任务委托给二人，他们只须在年终结报时提前支付150德拉克玛的银币即可。

从喷赤干税务室、聚落发送至达尔干（Tarkhān）和瓦吉芬（Vaghifarn）。当收到这个通知，你就要预先支付（实际上是“给”）每年从赭克（Chak）桥收入的150德拉克玛。请保存这份通知作为证明。喷赤领主（the khūv of Panch）迪瓦什梯奇（Dēwā?tī?）14年，忽尔雅兹尼奇（Khuryaznīch）月。粘土封缄。
521



就法律层面而言，这座城市似乎表现出与国王无关的、全权行使责任的道德个性。在国王签发的契约中，他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并与其他人一样受规章制约。
522

 而在某些地区，钱币仍以聚落的名义铸造。
523



没有材料能让我们将强大的商人集团与粟特政治结构直接挂钩。虽然证明不了，但作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假设却极具诱惑。粟特社会的上层，明显是由寡头政客所占据，但对于他们的社会本质，我们还在努力探究当中。有人认为它是由迪赫干贵族家族的联盟组成，他们在乡村拥有私产，还与商人家族有联系。不管怎样，当阿拉伯攻占布哈拉城邦时，卡什卡珊的商人家族带头反对伊斯兰化。
524

 同样在沛肯，阿拉伯文献中著名的“商人之城”，甚至连名义上的统治者都没有，商人们似乎是集体行动。吐鲁番的聚落（nāf）也与高昌/吐鲁番的汉族国王一道被征引。

二、粟特法律

我们共有4份粟特文契约，它们提供了有关粟特社会法律方面的信息。前3份是在穆格山喷赤干国王档案中发现的：一份公元710年3月25日的婚契，一份墓地购置契（7世纪末8世纪初之间）和一份作坊购买契（约710年）；
525

 第4份，是吐鲁番的买奴契，时间是在639年。
526

 契约文书释读如下：

岁在神圣的希利发（Ilteber）高昌王延寿十六年、在中国说是猪年五月廿七日、粟特历Khshumsafich（约为六月）。在高昌市场众人面前，张姓Uta的儿子沙门Yansyan用波斯铸纯度很高的银钱一百二十文，向Tudhakk的儿子Wakhushuvirt，买了来自Chuyakk家族的女人在突厥生的撒马尔干的女奴，名字叫做Upach。

沙门Yansyan买回的女奴无欠债，不再是原主的财产（？），不能追夺，不得非难，作为永久财产包括她的子孙后代都被买下了。因此沙门Yansyan及其子孙后代，可以任意支配女奴，包括打她、虐待、捆绑、作人质、出卖或赠送。如同世传家生奴、旁生奴及用银钱买回之财产一样，卖主对此女奴不再有约束力，脱离一切旧有关系，不得再过问。此买女奴券对行者、居者、国王、大臣均有效、有信服力；拥有此券者，即可收领、带走此女奴。写在女奴文书上的条件，就是这样。

在场的有：米国Chuzakk的儿子Tishrat；撒马尔干Khwatawch的儿子Namdhar；笯赤建国Karzh的儿子Pesak；何国Nanaikuch的儿子Nizat。

此券经书吏Pator许可、经女奴同意、在买主要求下，由书吏Pator之子Ukhwan书写。

Pator签名（？），高昌书吏

背面书写：

给沙门Yansyan的女奴契约

这份文书处于波斯传统法律——可追溯至巴比伦法，后为阿契美尼德法官所继承——和中国法律之间的过渡形态。契约古老的书写格式属于前者，
527

 但文书也糅入了中国的一些条款，特别是提到必须经Upach同意。实际上，贩卖奴隶在中国受到严密监视，它只有在严格的管制框架下才能进行，这里对契约形式作了修改，这样才能真正适用于粟特人聚落和吐鲁番国王。喷赤干的桥梁租赁合同也证明，当时的索格底亚那通行着一套相对复杂的法律和商业规则。

最后，在穆格山婚契中再次发现平民中“兴胡”和“著籍者”的对比。
528

 粟特法律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将粟特人的流动情况记录下来。

此外，我们尚未发现任何一件粟特法律文书。虽然知道撒马尔干绘画题铭中有相关材料，但手头一件都没有。
529

 而远在南方经证明属于某发达商业组织的叙利亚文献，却保存了有关萨珊王朝商业规则的一些片断资料。法律也充分考虑到了在破产情况下对长途贸易风险（船只失事、火灾、没收或遭劫）进行赔偿的办法，为了避免商、侣分散，把商品的集体收益和收益分配组织起来，确定商业利率，并为他们提供信用担保和销售补偿。
530

 我们只能假定粟特人中存在这些规则，但缺乏证据。

第三节　粟特商业经济

一、货币

虽然希腊时代的货币形式一直沿用到5世纪，
531

 但后来瓦赫兰五世（Vahrām V）（420-438）钱与铸于索格底亚那的钱币却完全不同。布哈拉绿洲的钱币系列，是以萨珊波斯钱币为原型的“布哈拉·胡达（Bukhar Khuda）”，它在木鹿铸造的，一直使用到13世纪。要确定它的流通时间比较棘手：可以考虑两个时期，5世纪末
532

 或6世纪
533

 。撒马尔干钱也曾受伊朗的影响，卑路斯（Pērōz）被嚈哒人击败之后所支付的钱币以及仿制的德拉克玛都曾盛行一时，到公元7世纪，更受到布哈拉·胡达钱币
534

 和中国方孔钱的影响。

萨珊模式的渗透，不能只通过卑路斯失败之后、萨珊王国入贡的大量钱币来解释。布哈拉·胡达钱币的诞生，以及它在萨珊王朝侵袭范围以外地区的传播，证明存在经济而非军事上的影响。入侵暂时终结了使用长达6个世纪的本土钱币，而引入了邻近的伊朗和中国的货币体系。公元7世纪，一些城市竞相仿制中国钱币，正如一些城市仿制布哈拉·胡达钱一样。王公们并未垄断钱币的发行权：钱币是以娜娜女神名义在喷赤干铸造的，这表明它们是由城市神庙发行的。
535

 我也提到过以城市共同体（nāf）名义发行的钱币。

由于货币价值快速流失，
536

 流通被限制在本国内部，本土货币制度始终有效并长期存在。他们在货币上标明面值，却与真正的价值不等。
537

 一份资料清楚地表明，了不起的粟特商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使用无价值通货的必要性，这样做是生怕商人打包携带出国：

钱币就该是（这样），别人才无法将它从我们这里或城市带走，我们也才能用（这些）钱在彼此间继续开展贸易。
538



粟特钱币只是弱小城邦发行的记账所用的代用币，目的只是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展开交易；萨珊银币与之不同，它代表王朝权威的工具，其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比较准确。小批量铸造的粟特钱币在大规模贸易中的作用很小，在中国也鲜为人知。

公元6-7世纪，粟特人在大规模贸易活动中所用货币，是萨珊波斯的德拉克玛。中国发现最重要的萨珊钱币窖藏也因此得以展现：乌拉阿尔忒窖藏有947枚萨珊和阿拉伯?萨珊钱币，其中567枚是库思老二世（KhusrōII）（591-628）时期的钱币，281枚是库思老二世（KhusrōII）型阿拉伯?萨珊钱币，此外还有13根金条。它们在匆忙之中被藏于某山口岩石裂缝里面，该通道穿过阿莱（Alai）高大的山谷，并把费尔干纳和塔里木盆地联结起来，由此我们知道，7世纪从中亚到中国的商人和难民们随身可能会携带什么东西。

639年，一名粟特人在吐鲁番卖了一个奴隶，他要对方用“波斯铸纯度很高的银钱”支付。根据传说，这些银币是放在亡者口中，用以支付卡伦送亡者渡过冥河的摆渡钱。
539



虽然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数量极为有限，但随着粟特商业活动的展开，它们得以在更广阔的区域流通，这些可由文献资料加以证明。由于波斯和巴克特里亚商人数量不多，史料就很少、甚至从未提到过他们，只有粟特人能从陆路把这些银币带来。

萨珊银币的通行，并不只是银重的关系：在中国，它们偶尔也被当做货币工具。
540

 和广州、东京湾一样，公元6世纪末的河西走廊是把银钱作为法定货币少有的几个地区之一。
541

 而唐代，它们在京师的流通，也给当权者控制市场带来了麻烦。
542

 唐代财政条例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流寓中国的西方人，第一笔税金必须用银币支付，两年以后才能改变支付方式。
543



总的来说，粟特大商业在没有使用本土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得非常顺利。大规模的物物交换从亚洲一端到达另一端，所易之物都是需求量很大的奢侈品：贵金属、丝绸、香料、香水。但须注意的是，在西方人看来是以物易物，中国人却认为是货币交易：在中国，粟特商品是用丝绸支付的，而丝绸在中国曾一度被当作货币使用。

二、粟特商品

上一章提到的吐鲁番称价钱账，是一份很重要的材料，从中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粟特人在前往中国的道路上，每天都在交易什么商品。一份残件，居然给我们提供了商业运作几个月的细节。

所交易的商品完全符合粟特商业的基本架构：金、银、鍮石、硇砂、番红花（或姜黄）、丝线、草药、石蜜、香水。只有丝来自东方；其他输入中国的商品都是典型的西方之物。所有这些商品都异常珍贵，即使是鍮石，也是波斯所产。
544

 粟特人在石国有一个重要的银矿。
545

 番红花可能来自邻近的吐火罗地区，因为那里产量极丰。
546



清单中还要加上麝香，这是粟特人自古信札时代以来就开始贩卖首府，而在10世纪初阿布·赛义德的文本中，就反复提到粟特商人将麝香作为商品带到中国。

我们还要将奴隶算进来。出自吐鲁番的唯一粟特文贩奴契，就与一位年轻的突厥女孩有关。吐鲁番文书有多处提到粟特奴隶。尤其在中国的都城，一些粟特人专门买进年轻女仆、乐人、歌手和舞者，安排在长安的时尚街区取悦于人。

西方拜占庭的一条文献也注意到，在粟特商人经营的各项事业中，丝绸贸易占了大宗。考古发掘也表明，粟特人在出口粟特和萨珊银制餐具方面曾发挥作用。在伏尔加河上游森林周边地区，这些物品通常用来交换波罗的海的琥珀、毛皮和奴隶。
547

 在中国也找到过这样的餐盘。

从这些清单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并不专营某种商品——而是交易任何能在亚洲内陆产生价值的东西。在特定时期，这些多样化产品主要用来交换丝绸。

三、丝绸在粟特贸易中的地位

丝绸在粟特人贸易中的独特地位，和它在中国被当做货币的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的货币流通是按照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在进行。金属货币内在价值的缺失以及数量的逐年减少，再也满足不了经济生活的需求，这个时候，一卷丝绸和一蒲式耳谷物就名正言顺地充当起货币工具。
548



丝绸流入西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抵御游牧民族的外交政策：我在第一章已暗示过，它在公元前2世纪中亚长途贸易的诞生中起到驱动作用。二是非商业因素。汉代之后的公元7世纪和8世纪上半期，是丝绸由陆路传入西方的第二个伟大时代：当时的唐王朝，增加了巨额预算以支持帝国向西拓展。公元750年左右，丝绸和麻织品占国家收入的55%，谷物占了35%，而货币只占9%。在8世纪前半期，纺织物的20%被用以控制西部地区，每年总计达五百万匹布以上。
549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敦煌到碎叶的各个乡镇，到处都遍布着士兵和汉族官吏。丝绸以薪俸和各种开销形式，大量涌入塔里木盆地。敦煌一位高级军官的例子（P.3348号背2B中）显示，公元745年的头6个月，军队欠他120担谷粮，总计超过8公吨，但都换成钱币或用丝绸支付。如果用钱币支付的话，军队会将160公斤铜运进敦煌，而那只够支付一位军官……
550

 该现象对粟特商人来说有两个结果，一是正面的：丝绸的运输成本会减半，这是因为粟特人只须负责后半程的运输任务，即从塔里木盆地到索格底亚那，而前半程的运输会得到中国政府资助。二是负面的：自从政府控制从首都到塔里木盆地的丝绸运输，定居于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的——甘肃聚落的粟特商队就知道，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最艰难的时候到了。融入中国政界的粟特家族，凭借甘肃萨宝的出身改变了曾经从事的职业，这难道是偶然吗？

因此，很有必要根据西域有无充裕、廉价的丝绸，来对粟特商业史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从汉代以降几个世纪的稳定，让西方商人得以进入并在中国定居，从而建构起他们的贸易网。公元3-5世纪，丝绸仍然在流通——这在第2章所引尼雅文书中有所反映，文书提到了3世纪后半期来自中国的丝绸商人。这种贸易是在成本上涨的艰困环境下进行的，而文书内容明显有残缺。
551

 4世纪的混乱年代结束以后，粟特人成功建构起了他们的贸易网。根据航行至印度的科斯马斯的记载，6世纪初期，有大量丝绸通过陆路流通。这个成功完全是商业性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早与中亚隔绝。突厥帝国诞生之后，通过武力手段将原本用于外交的丝绸推向市场，从北中国送往6世纪50年代新崛起的游牧政权那里。从640年开始，被唐王朝征服的塔里木盆地，最终也为丝绸的政治功用打开通道。到8世纪60年代，粟特人一直都把上述异国珍品卖给中国军队，用以交换军士们的薪俸——丝绸，而当时中国控制这片区域的力量早已崩溃。中国很需要粟特人维持它对中亚的掌控，这个时期的粟特人，无疑获得了丰厚的利润：8世纪初，敦煌与撒马尔干之间的丝价明显翻番。
552

 这既非商人之间的交换，也不是国与国的贸易，而是中国与粟特商人之间需求平衡的结果。

后来唯一可用的丝绸，要么由本地生产，要么由唐朝运往蒙古利亚回纥人那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840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桩极为重要的经济事件：在科斯马斯和公元9世纪之间的这段时期，不论是贸易规模还是贸易价值，海上丝路都逐渐取代了陆上丝路。粟特人能在中国大规模商业活动中持续保持主导地位，得益于中国行政体制保证下丝绸的持续输出，后者在550-760年间，不断将非商业用途的大量丝绸装船运至西方。但公元755年，突厥?粟特酋领安禄山发动叛乱，把北中国拖入战争，波斯商业趁机跃起。

第四节　粟特人与竞争者

我专门研究粟特商人，所引材料自然会提到其他商人。也许有人想知道，这些不同的群体是如何共存并展开竞争的。某些民族有能力与粟特人的商业组织抗衡，其他民族的竞争则不超过本土，或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

一、塔里木盆地的社会团体

众多的本土竞争者中，于阗商人占第一位。他们的确是兼具商业优势——宝石——和地理优势的一个典型：当地产玉，而且是出产石榴石、天青石的巴达赫尚以及富庶中国之间最大的城市。和粟特人一样，于阗人也是唐代识宝的大商人。
553

 同时还可能是与吐蕃贸易的主要商人；
554

 而且，于阗是最主要的毛皮市场。
555

 就算是4世纪
556

 以降就一直存在的粟特商人，也无法阻止于阗商业的迅猛发展，即使其贸易范围并没粟特人那么大。虽然没有文献描述过这两个群体的关系，
557

 但我们可以猜想，于阗人肯定运用政治手腕将粟特人从长期独立的这个城市驱逐出去，而这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我们也可以想象彼此之间是合作关系。公元8世纪后期，一个名为米亮的商人将玉石从于阗卖至长安，他很可能是粟特人。
558



粟特人在丝路北道的优势最为明显。很少有材料表明有其他商人存在：7世纪初的吐鲁番称价钱账中，有29位粟特人参与的交易里，两次提到一位龟兹人。龟兹所出经济文书其实与农牧业有关。
559

 在喀什噶尔以东的巴楚（Maralba?i），我们又再次找到一些塞种的商业契约。
560



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中国商人的缺失，他们只在几件材料中出现过。前面确实提到一个粟特家族与中国商人的诉讼案，但它只是个例外。我们对中国商人在755年以前，即唐代前期扮演的具体角色知之甚少。中原王朝为了刺激中国各地、甚至远到东北的经济生活和经贸发展，就将西方商人（商胡）召集起来。只是在王朝后期的文献中，才看到中国商人的身影，
561

 而与大本营的联系被切断，又与安禄山叛乱相从过密的外商，其作用也日益衰减。米亮是在中国大商人的指引下，才把玉石卖至长安。

二、西方近邻

粟特商人鼎盛之际，他们曾经的老师——巴克特里亚商人后继无人，愈发衰弱。吐火罗商人在汉文史料中只是偶尔被提及，从他们所得到的不同待遇可以看出，其力量其实微不足道。在长安，生产上等玻璃（和进口？）似乎是他们的专业。
562

 在塔里木盆地很少发现巴克特里亚文书。另一方面，汉语文献中提到了一些巴克特里亚人。我们所知吐鲁番文书中的850多个粟特人名，只有2个吐火罗人（如果我们把罗姓包括在内的话，就有26人，而其中只有10位是真正的吐火罗人）。数量真的很少，尤其是和粟特人相比的话。

这些材料并非和我们的主题无关：大约10位罗姓人中，至少有4位明显在商业场合出现。其中一条尤其值得注意：公元685年中国政府颁发了一件过所，从中可以看出吐火罗人是与粟特商人一道出行的。其中一位吐火罗人叫磨色多，年龄35岁，途中带有1名男奴、2位女奴、2头骆驼和5匹骡子。另一位吐火罗人叫拂延phut jian（“佛之恩泽”？），年龄30岁，带着2个奴隶和3匹骡子。他们是一位叫康尾义罗施的粟特人所带商队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另外两个粟特人。他们没一个会说汉语，所以只能等译语人那你潘（或你那潘）帮助他们申请前往吐鲁番。有5位来自这片地区西州（Turfan）、庭州（Beshbalik）、伊州（哈密/Qomul）和焉耆（Qarashahr）的居民为之担保，他们很可能是驻停本地的商队，因为4人都有粟特姓。他们从西边来，打算东入长安。
563

 其他商业文书也提到吐火罗人，公元733年，罗也那在吐鲁番为一个粟特人起草了一份卖马契约。被称为“兴胡”的一位吐火罗商人，与其他粟特人一道见证了此次交易。
564

 最后，同年度的过所名单中，就有一个粟特人和所雇役夫罗伏解的名字。
565

 这些巴克特里亚商人始终都与粟特人联系在一起，似乎离了他们无法自立。

在离巴克特里亚更近的小勃律，发现了12处巴克特里亚人碑铭。公元6-7世纪，在突厥统治下的吐火罗东北部，发现了一些钱币，上面就有粟特人的印记，
566

 这似乎表明粟特人控制了当地经济。

接下来，我还要对花剌子模的长途贸易进行分析：它确实存在于西部草原，但在东方没有任何发展。
567

 花剌子模的商业活动，包括在8世纪粟特人的商业组织当中：8世纪中期，花剌子模银币开始使用粟特铭文，但铜币所刻铭文仍然是当地语言。从政治角度无法理解这件有意思的事：唯一的解释是，花剌子模被纳入了粟特经济圈，尤其是贸易领域；该事实说明用于大宗贸易的银币与铜币之间存在反差。

三、最大的劲敌：波斯人

粟特人在商业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有两个民族能够与之竞争：波斯人和犹太移民。

有关粟特商人和萨珊王朝的外交关系，之后还会详细分析。
568

 从5世纪开始，波斯人就建立了海上贸易网，而在9世纪与中国贸易期间，网络延伸至最远。大量考古信息和史料都证明波斯人商贸活动的重要性与实力。在粟特贸易扩张的同时，波斯商贸也在拓展，波斯商业网在粟特贸易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作为对手存在。
569

 从商业地缘角度来看，粟特西南形成了一个商人阶层，该阶层是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支持下产生的，这种状况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粟特人控制的陆路贸易而言。

我们在印度河上游的粟特人题铭中发现一些萨珊商人、甚至更遥远的叙利亚商人的名字，
570

 这至少证明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互惠与合作。第三章所引科斯马斯一节，虽然表明6世纪前半期两个贸易区的部分辐射范围相互隔离，却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中国的丝绸可以通过索格底亚那运至波斯。
571

 就地理位置而言，木鹿和布哈拉是贸易联系必然要涉及的两个中心。在木鹿发现的物品也证明了与索格底亚那接触的重要性。实际上，在埃尔克卡拉（Erk Kala）城萨珊时代的遗址发现了一些粟特陶片。这是公元5、6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有座巨大的房子，在它的垃圾堆中居然找到一些粟特文、巴克特里亚文和中古波斯文的写作练习。
572

 考古学家给出一个很好的理由，认为那里有一所语言学校，从而证明木鹿与中亚之间存在联系。十字架铸造模的发现，也说明景教在中亚的传播过程中，木鹿发挥了重要的舞台作用。
573



除了考古学证据，我们还在文献中发现木鹿曾经是萨珊王朝进入中亚的桥头堡。从钱币学角度又发现，萨珊币型正是从木鹿传入索格底亚那，并在那里扎根的。

有充分理由相信，木鹿是波斯商人和粟特商人的一个重要交汇地，这可以在某些文献中得到确认，因此它比上述间接证据更具优势。虽然这些文本偶尔也对7世纪末的事情作些说明，但它们最早都是在公元10世纪出现的。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会利用其中某些细节。
574

 在此我们只需注意最重要的几条：10世纪初期，历史学家塔巴里详细记载了公元699年一支木鹿远征军对抗布哈拉的情况，同时还指出当时的粟特人是木鹿市场上最大的债主，但这种情况不知延续了多久。
575

 穆斯林时期的文献也证明索格底亚那有波斯商业的存在。
576



就我所知，汉语文献并未记载任何一位经陆路抵达中国的波斯商人。而阿拉伯文献却记录了8世纪下半期一位东伊朗商人到中国旅行的事。
577

 因此，波斯人也有可能加入了前往中国的粟特商队。此外，8世纪中期的一份吐鲁番文书，提到一位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商人。
578

 众所周知，南中国有大量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特别是从8世纪开始。然而萨珊波斯帝国衰落以后，逃到中国的波斯政治流亡者，远比经陆路前来的波斯商人要多。

波斯人和粟特人似乎处在一种相对分离的状态之中，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发挥作用，却只在特定区域发生联系。公元568年，当粟特人打破平衡，意图在波斯商业区立足的时候（我会在第8章具体谈到）萨珊政府坚持将其驱逐，并重新回复到原来的状态。该情形一直持续到8世纪上半叶，当时波斯商业网和粟特中心地区都被并入穆斯林哈里发的同一个政治体系当中。

四、粟特人与犹太人

犹太商人无疑是中世纪早期近东历史上最著名的富商巨贾。有关他们的情况，目前只有一份材料，
579

 即邮政官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中的一节（9世纪中期），它记述了犹太商人从西班牙经海、陆两道到达中国的行程。第一条陆路通道要经马格里布（Maghreb）、埃及、巴格达、法尔斯（Fārs）和印度才到中国。第二条比较直接：

他们或者选择罗马国后面的斯拉夫国而行，再至海姆利杰（Khamlydj），即可萨突厥（Khazars）城，再经过久尔疆（Djordjan）〔里海〕，再至巴里黑（Balkh）与河中地（Transoxiana），再至九姓回纥可汗驻地，再至中国。
580



少有文献可以证实这条材料。中国有两份孤立的残件可以证明犹太人的存在：目前所知最古老的证据，是敦煌的希伯来手稿（9世纪）
581

 以及丹丹乌里克夹杂粟特文的犹太?波斯语残件（8世纪）
582

 。第一件曾被当做护身符使用，第二件则在于阗附近发现，时间为8世纪后半期，是一封有关牲畜、可能也包括布匹和奴隶贸易的信件。这些是中世纪早期唯一发现的犹太?波斯语文书，很多都是粟特语里的词汇（有表示“奴隶”和“竖琴”的词）。在阿拉伯入侵以前，并无粟特语文献能证明河中地区存在犹太人。但有一份波斯文献《甜蜜之书》（Qandiyya），记载了中国的犹太人、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撒马尔干发挥重大作用的史实。遗憾的是，这条材料没有时间。
583

 至少从6世纪开始，波斯木鹿地区就有犹太人墓地了，
584

 此外，呼罗珊的一些城市也有强大的犹太人社区（例如巴里黑附近的尼沙普里和迈马那）。
585

 印度方面的犹太人，也可由印度河上游通道的岩刻题铭，
586

 特别是比鲁尼的一篇文章来证实。
587

 最后，从8世纪末开始，可萨汗国城邦就一直统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北部草原，那里还有强大的犹太人聚落。
588



东西向的贸易网，也可能是由来自南部的不同聚落所构成。虽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资料难以尽信，但它描述的很可能就是9世纪中期的真实历史。
589

 历史学界通常认为：拉丹尼特（Rādhānite）犹太人的商业网络这一名称，很可能就是以萨珊王朝首都泰西封附近一个地区名字命名的。
590

 由此可以推断，该商业网是波斯商业运作的犹太复制品，而拉丹尼亚（rādhāniyya）可能只是从伊拉克流散的犹太人网络的古代名称。在这个框架内，如果和更知名的萨珊商业网一道考虑的话，犹太网的真实性便不容置疑。
591

 我们并不知道粟特人和犹太商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犹太商业网的盛名完全得益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作为伊拉克中心地区的邮政长官，他是谈论这些商人的最佳人选。但要明白，即便没有相应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史料，粟特人仍然是犹太贸易网经行区域的真正主人。直到9世纪初，陆路大宗货物的贸易仍控制在粟特人手中。此外，其他地区也可能被犹太商业网取代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前几个世纪商人们对宗教的中立态度以及可萨人的皈依犹太教。人们之所以知道10-11世纪它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重要性，完全要感谢开罗藏经库（the Geniza of Cairo）
592

 里的文献记载。

综上所述，中世纪早期的欧亚大陆是商业网异常密集的地区，通过独立、合作、交汇和连锁等方式把这些商业网绑在一起，这样就能覆盖整个大陆。在亚洲，粟特、波斯、叙利亚以及印度的商业网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但就局部地区而言，大商人集团也离不开小规模的商队。商人们肯定会让大规模贸易网点的联络通畅，正如他们在木鹿、长安市场、克里米亚、伏尔加河上游和蒙古北部地区为粟特商人所做的一样。

第五节　路程掌控

一、商队贸易

粟特人既是商人，又是携带者。至于萨宝在聚落中扮演的角色，不论是中国人将其作为出身显贵的聚落官员称号，还是粟特文古信札和吐鲁番汉文文书，全都说明了粟特人在商品运输中的重要性。在中国军队向西北和东北地区扩张时，粟特人似乎起到了异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593

 但对于粟特运输的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

成队骆驼组成的商队贸易，无疑是中亚贸易的经典形象，但文献却勾勒出更为复杂的情形。

对此，商业文书和其他文献都存在明显反差。商业文书只记录小型商队，最多包括40个人，以及众多毛驴、骡子和马组成的商队，但通常数量都很少。不论是文学性的汉语文献还是阿拉伯语文献，都提到过成队骆驼和数百名商队成员。龟兹商队的过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7世纪中期龟兹北部日常交通上的好例子：伯希和在某座烽燧底部发现一组木简，该烽燧坐落于龟兹西北6公里一座峡谷的入口处，这是通往阿克苏的山道。
594

 它是隔着一定距离所建烽燧群中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监控商队。商队要从一个站点到达另一个站点，必须提供标示队伍组成的过所证明（商队首领的名字、人员和负重牲畜的数量、日期以及出发和到达的贸易站点）。经研究，这些过所的时间是公元641-644年。下面就举几个例子：一支由20人、3头驴和1匹马组成的商队；另一支商队有6个男人、10位女人和4头毛驴；第三支有32个人和4匹马。龟兹这些与当地小宗贸易有关的信息，得到了极为罕见的粟特文资料的充分证明。公元732-733年石染典的商队，是由4个粟特人、1个役夫、2个奴隶、石染典自己，以及10头骡子组成；733年他又新添一匹马。
595



古信札则提到数量更大的一群旅行者（5号古信札，13-14行：“很多粟特人准备离开，（但）他们无法离开……”），第1、3号古信札中提到的从敦煌到楼兰的商队，规模也够大，这就能确保一位独立旅行女子的安全。
596

 同期于阗的一份文书也记载了一支由319头牲畜载运4326卷丝绸的商队。
597

 后来，不论哪种文献都会提到有数百人的商队。前述吐蕃佛经里的500名粟特商人，不用再回顾，因为它是典型的“证道故事”（exemplum）而非客观现实。我们可以思考青海地区被中国人劫掠的由240名胡商和600头骆驼组成的商队，
598

 或是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法德兰所记公元921年，把他从花剌子模带到伏尔加河上游的大型商队。
599

 历史学家塔巴里曾提到，公元722年，有一支粟特商团从中国返回，
600

 纳尔沙希在他的《布哈拉史》中也记下了同一件事。
601



存在两种旅行方式一点不奇怪。最早提出商队设立的材料出现在印度，“商队”一词最早就有军事护卫的概念，它是出于安全考虑组成的一支旅行队伍。可以假设，粟特商人在安全地带，或组小队、或单人行进，但为了穿越险区——或是地形使然（敦煌与丝路南道或者是柴达木盆地之间的沙漠），或是政治因素（阿拉伯军队侵略时期的索格底亚那或古兹地界）影响——粟特人都会考虑重新编组。

同样的实用主义观点解释了材料所涉及的各种驮兽。其中就用到了骆驼：一位来自敦煌的女性，在第1、3号古信札中写道，一位祭司答应给她提供一头骆驼，这样她就能加入商队前往楼兰。
602

 此外，一些汉文献也反复强调了骆驼在沙漠地区的优越性：

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603



唐代图像中有大量骑上驼背前往中国各大城市的西方人。商人陶俑虽然少见，但大批乐人和那些带着骆驼、马匹到中国的马夫们，无疑都是粟特商人的代表，尤其是后者〔见图版　Ⅳ，插图3〕，他们身着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见图版　Ⅳ，插图2〕，骑在满负包裹的骆驼背上〔见图版　Ⅳ，插图1〕。
604

 索格底亚那北部也饲养骆驼，公元751年中国军队袭击石国的过程中，就曾俘获大量骆驼；
605

 在乌兹别克草原，也经常见到驯养过的巴克特里亚骆驼。突厥将军暾欲谷（To?uquq），就曾为袭击索格底亚那后带回来的骆驼而感到骄傲。
606

 公元673年，吐鲁番的一名粟特人，就将一头10岁的黄驼卖给一个中国人。
607



但骆驼绝非唯一的交通工具，上引龟兹和吐鲁番文书都表明，商队里还有马匹、驴子和骡子。在某些地区，比如印度河上游通道，就不能用驼背载物——只有牦牛才能到达那里。不管怎样，没有哪支大型商队能在荒僻之地找足牲口。有时货物还要人背，而在悬崖两边用厚板搭起来的“悬度”，就曾给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留下深刻印象。
608



二、粟特伦理与商栈精神

作为延绵数个世纪的大规模商队主人，粟特人不得不解决一个时刻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往来城镇之间的日常驻留问题。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经过长时间努力，对此已有了解决办法：商业网将伊朗、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商业主干道全都联结了起来。伊斯兰商队客栈的起源，是东方建筑史上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时至今日都未能解决。虽然提出了很多假设，
609

 但由于缺乏萨珊帝国区域贸易组织的相关材料，使得重构工作异常困难。
610

 在研究粟特商业过程中，提出有关粟特人起源或影响的问题是很自然的。

在索格底亚那，我们所知在同一位置修建的客栈或建筑物中，没有一栋能确定属于前伊斯兰时代。因此，如果沛肯门前的拉巴特（ribāt）城堡用于商队客栈的假设被证实的话，它就只能是8世纪末在荒地上建造的
611

 〔见图版Ⅶ，插图1和2〕。在克孜勒库姆沙漠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撒马尔干和锡尔河三角洲之间的一个商队驻停点，它表明公元8至9世纪期间，曾经历一个从简单宿营到长期停驻的发展过程。
612

 另外，在石国南部坎卡（Kanka）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时期的一个客栈下面，发掘者推断，同一位置发现的粟特人建筑物遗迹也是一个大旅舍。
613

 但仅凭此次发掘，还不足以证实信息的可靠性。目前的考古成果，还提供不了任何有关前伊斯兰时期索格底亚那商队客栈的信息。
614

 从语言学角度看，粟特语中唯一可与商队客栈对应的概念“客栈”、“旅馆”，是从汉语中借来的（tym源自中文“店）”。
615

 因此它并非本土所产，我们也无法将中国的旅馆和商队客栈联系在一起。当《维山达拉本生经》中的粟特文版本翻译者试着传达“旅客招待所”——由皇家慈善机构建于城门之前——这一印度词汇时，他不得不生造出一个虽然没有、却非常必要的半粟特、半印度语词汇，pwny’nkt’k（“福舍”）。
616



这样看来，粟特人的商队客栈并不存在。但矛盾的是，穆斯林商队客栈的设立，似乎有东伊朗地区、尤其是粟特的渊源。伊本·豪卡尔用了很长篇幅来描述这个地区旅行者的住宿方式：

河中地区的任何地方，但凡有地产农庄的，都会夜以继日地践行这一习俗。

这的确是他们的竞争目标，这导致财富消失、房产荒芜，而一般人为了超过别人不断积累，炫耀财富，奋历艰辛而增其所有。我也注意到粟特的一个住所遗址，它的入口处用横梁挡住。
617

 很明显，这扇门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关上，过路人可以自由入住：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这里偶尔也会挤满一二百人，甚至住下更多的牲畜和下人；他们帮牲口找料，为自己寻觅食物和大量寝具，这样就不会用到自己的毛毯〔……〕再加一句，伊斯兰土地获得的大部分财富，只用于个人娱乐开支〔……〕相反会发现，河中地区的居民把财富用来盖旅馆（ribā?āt）、修公路，出于圣战需要修建瓦夫克〔宗教公产〕，或做慈善、修石桥。虽然都是小人物，却很少有人不这么做。没有集会场所，没有常用取水点，没有可居住的村庄——这里可能没有足够空间的旅馆来容纳蜂拥而至的旅客。
618



对“商队旅馆”的概念描述，植根于河中地区的伦理观念当中，因此也是前伊斯兰粟特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伊本·豪卡尔并未说明旅馆（ribā?āt）的建筑形式根据考古结论是否完全可靠。9、10世纪出现的穆斯林商队旅馆，源自方形穆斯林城堡。后者将前伊斯兰时代的道德规范运用到新的建筑形式当中，最终于9世纪诞生，它们分布在边界地区，是统治者为了对抗异教徒而修建的。

对之前一时代的情形，苏联学者认为粟特城堡庭院过大，是出于为商路沿线提供住宿的考虑，我认为很有道理。有学者对扎门也作过专门研究，粟特商业线在那里分成两道，一条通往石国，另一条到费尔干纳：该地有一个边长100米的大围场，从中挖出了公元7世纪的陶器，这正与伊本·豪卡尔的记载相符。
619

 在我看来，他对庄园生活的文献描述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慷慨炫目的慈善工场和屋舍，似乎是在索格底亚那占主导的贵族商业生活领域中的对应物。我们注意到出于同一目的传治肯特，粟特贵族会在装饰华丽的大厅中迎纳招待，这同样是贵族宅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20

 潜在的观念是一致的：贵族有义务现身，并让客人住在家里。经济需求和贵族的生活方式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商人和商队都能使用庭院和城堡，这种情况在索格底亚那很多。

还可假设，庄园和商队客栈的联系并不体现在建筑上。
621

 而是具有实用性：其中一户会为了给行人提供住所而效仿另一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粟特人当然不需要客栈，因为足够强烈的社会责任已把商业和贵族文化融为一体。

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商队通常使用帐篷。一份关于七河地区-蒙古北部之间突厥邮传系统的文献表明，这个系统同时也是突厥汗国各后继政权下的商人和官员长期往来的行走路线，文书已明确提到草原上有为急差和旅人住宿而临时搭建的帐篷。
622

 至于长期居留的制度，则从未规定过。同样，公元921年伊本·法德兰所在的外交使团，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原（Ust-Yurt）到达伏尔加河上游的保加尔人王国时，情况还与前几个世纪粟特人和花剌子模商人一样，直到14世纪，沿线才出现一个接一个的商队客栈〔见地图8〕。
623



就技术角度而言，粟特人并没有为了发展商业而尽力改善道路。有一个例子特别明显：撒马尔干以北、东曹国和石国之间的“饥饿草原”，因为干旱而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它迫使旅行者必须沿突厥斯坦北部山麓一直走到扎门，从那里尽快行至费尔干纳或锡尔河，再到天山以西山麓，最后才抵达石国。有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可以从撒马尔干直通塔什干：从9世纪开始，这条道路沿途都有蓄水池，因此行程两天之内就能走完。
624

 但这是在伊斯兰时代，考古资料表明，改善过的道路下面都是从未开发过的土地。
625

 在极其繁忙的贸易路段，粟特人也未实施什么改进工作。第二个例子可以证明第一例：木鹿和布哈拉之间的路线，一直都是往来伊朗的必经要道，它也是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主干道之一，从9世纪开始，就有许多道路维修的年代标记。在那以前只有若干水井——因无其他路线可选而显得异常重要。
626



根据文献对粟特商业内部的某些特征进行分析，就发现从8世纪开始，粟特人的商业性就越来越弱。从商业需求来说，该地区缺乏组织是最令人吃惊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索格底亚那商业组织的简单性——以家族为中心——与南边更远的萨珊波斯法律的复杂性形成鲜明对照。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比较被歪曲了：至少桥梁租赁契约表明，索格底亚那存在复杂的司法形式。此外，粟特人仍有办法解决他们界内的商队贸易问题。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假设，550-750年间标志粟特商业黄金时代降临的意外结果，即从中国转运大批丝绸到西方，比起严格的商业基础，其实具有更多的政治基础。


第三部分　商业与外交（550-750）

粟特人口中心一直向东延伸，从撒马尔干到七河流域——从天山到罗布淖尔——从甘肃到中原地区的大城市。沿绿洲、山脉和沙漠周边地区，粟特商人始终与毗邻的游牧世界保持联系。事实上，粟特商业网的中轴线，就是在与南、北草原游牧民族的不断接触中拓展延伸的。由于对以前游牧王国的情况知之甚少，粟特人在突厥帝国所扮演的角色相对来说就显得比较清晰。公元6世纪，当突厥控制了从中国到拜占庭之间的广袤地域时，粟特人自然就处在最佳位置，他们可以利用政治、宗教，尤其是经济手段协助新征服者管理整个帝国。有很多重要资料告诉我们粟特商业是如何协助突厥获得政治支配权的。突厥-粟特社会环境形成于中国西北边境，并在中国经济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安禄山的大叛乱，他们最终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第六章就是探讨突厥化粟特环境中政治、商业相互交织的联系。粟特商业网通过草原之路，一直延伸到拜占庭，在地域上达到了极限：突厥化粟特环境植根于草原以西的粟特商业扩展当中，与此同时，也引出了本章主题。

第七章　突厥化粟特环境

对中国人来说，粟特人是突厥草原上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充当游牧民族的顾问，并在突厥汗国迭更变换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立定脚跟。从6世纪中期到8世纪中期，突厥可汗就一直控制着迄自蒙古的整个草原。这是什么条件造成的？从石国到甘肃都有粟特人的事实——即沿着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接触地带——就能作出一些假设。粟特人可能是从索格底亚那进入草原世界的：这是最简单和直接的逻辑假设。但也有迹象表明，粟特人与突厥人的首次接触很可能发生在更遥远的东方，而粟特人是凭借甘肃的贸易中心而跻身突厥语族之列的。公元6-10世纪的历史，见证了突厥和粟特的文化融合，而在此之前，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先驱历史阶段，对此进行考察，我们就能明白粟特商业何以能在突厥人中居于垄断地位。

第一节　突厥化粟特环境的起源

一、突厥帝国

公元6世纪40年代末，在游牧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突厥帝国骤然崛起。
627

 阿史那氏的布民可汗（即汉籍的土门可汗），先是支持草原上的霸主柔然，后于公元552年发动叛乱并将其打垮。第二任继承人木杆可汗（553-572），征服了中国北方的所有草原地区，而他的叔叔室点密（拜占庭文献中的Sizabul，552-575/576）则控制了西部草原。公元560年，室点密在取得萨珊君主库思老·阿诺谢万（KhusrōAnōshervān）的协助后，击溃嚈哒并攻占索格底亚那。至6世纪70年代末，西突厥控制了远至克里米亚的所有大草原。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局面更加混乱。公元583年，西突厥汗国宣布独立，而继位之争一方面受制于中国，一方面则为几个主要属部所操纵。7世纪初，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576-603）曾一度统一整个汗国。而东面在隋王朝的巨大压迫下，终在630年后宣告瓦解。西方尽管也发生了叛乱，但情况相对稳定。公元630年以后，汗国分裂为几个部落联盟，其中包括中亚的十姓部落以及西方的保加尔人。公元659年后，中亚正式纳入中国的管辖范围。自7世纪70年代起，可萨人从阿尔泰山西迁，夺取了高加索北边草原。而在东方，突厥第二汗国先后经骨咄禄（682-691）、默啜（691-716）和毗伽（716-734）三任可汗再度崛起。公元744年后又被回纥汗国所取代。715至740年间，突骑始占领了西部，却丧索格底亚那于阿拉伯军队之手，后受唐王朝打击，独立权也丧失了。公元755年的中国动乱，促成了七河流域葛逻禄的萌兴。8-10世纪，可萨汗国主宰了从西部草原到东边花剌子模的遥远地界，此外还皈依了犹太教。
628

 之后，可萨汗国实际成为东欧大规模贸易的枢纽。
629



公元560年，随着索格底亚那在突厥推翻嚈哒过程中被征服，真正的粟特?突厥融合开始了。这有大量例子证明。7世纪末，喷赤干诸王之一的奇金啜毗伽（?akin?ur-Bil’ga）就是突厥人。他的继任者迪瓦什梯奇（Dēwā?tī?）虽然取了伊朗名，但据《尼沙普里史》所引族谱，他其实是突厥人的后裔。
630

 还有现存唯一粟特文婚契，也是关于突厥人和粟特贵族的女性结合。
631

 这种融合现象，在粟特人聚落和石国可以得到更好地说明。我们在克拉斯那亚·里卡（Krasnaja Re?ka）墓地找到一些墓葬，里面的夫妇和马匹都是按照突厥风俗焚化入土的。这种融合在图像方面表现得也很明显：库吉卢克?托贝（Kujruk-tobe）的条幅修饰版上就有着突厥服饰和发型的人像，面貌亦有蒙古人特征。
632

 阿弗拉西阿卜的大型壁画也表明，突厥武士在一位国王或一位未知神明跟前围坐，中国使节和粟特贵族则列队前趋。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粟特的大型城镇中心，和农村地区一样都说伊朗语。然而在一些偏远地区，突厥族群的比重日益增高（比如石国、吐火罗和七河流域的山区），尽管他们在文化上仍服从主流粟特传统（突厥控制下的吐火罗斯坦，所铸钱币上就有粟特字样）。
633

 6、7世纪的确见证了一个混合文明的生成，至少在统治阶层内部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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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为突厥帝国作出各种巨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文字。事实上，在突厥、回纥汗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除了8世纪初上层贵族使用如尼文引发短暂的民族排外期外，突厥文献一直都是用适合突厥发音的粟特字母来书写的。
634

 今天的蒙文和满文都出自粟特文。在公元6世纪末，突厥帝国的最早文献是用粟特文书写：最古老的布古特碑铭也是如此。
635

 突厥汗国肇兴之初，《周书》就记载“其书字类胡”。
636

 粟特语也是突厥汗国的官方语言：公元568年，一支突厥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使团给君士坦丁堡的公牍是用“斯基泰文”书写，而且是由粟特出身的使节摩尼亚赫携来。
637

 毫无疑问，在这些斯基泰文字中应该能看到粟特字母。

随文字传来的还有粟特佛教。突厥最古老的佛教，曾受到粟特和中国的影响。
638

 布古特碑铭显示，佛教早在帝国最初几任可汗统治期间就存在了。
639

 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使者摩尼亚赫就是佛教徒的名字，
640

 其家族在室点密汗庭颇受礼遇，儿子也在那里成长，很年轻时就被突厥使馆授予二等官衔：一切都表明，该粟特家族已完全融入突厥等级制度之中，不仅享有官阶，头衔也能世袭——尽管突厥帝国这时仍属草创时期。

其他例子则表明，粟特人在年轻的突厥帝国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这些例子并不限于帝国西部。
641

 7世纪初期，大臣裴矩向中国皇帝进言：

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
642



另一部汉籍更明确地指出，公元630年东突厥的败亡，应归咎于粟特人和其他诸胡：

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
643



我们在突厥汗国也找到几个粟特要人的名字。有人会提到安遂迦，他是6世纪末可汗中国妻子的情人。根据史料描述，他是一名胡人（西部伊朗语族）。
644

 粟特语作为官方用语使用以及它对古突厥语的影响，证明大部分胡人都是粟特人。

不过粟特人在突厥帝国中占据的位置并不限于上层。他们大量聚居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东突厥汗国。文献还提到和其他部落处于同一等级的胡部。
645

 远至西北的突厥帝国中心，可能也有粟特人聚落的存在，但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
646



粟特人不只在行政、军事和外交领域中大量涌现，还以普通商人的身份出现。正如我上一章所描述的，突厥帝国是粟特人拓展的区域之一，粟特商业分别从帝国以西七河流域以及东部吐鲁番、甘肃的粟特聚落渐次铺开。

二、商贩与征服者

首先提到Türks的是中国的正史，它不但将其译作突厥，还直接提出了突厥?粟特的商业核心问题。

〔突厥〕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大统十一年，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陁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土门遂遣使献方物。
647



安诺槃陁当时的汉语发音为那般达（Nakbanda），
648

 毫无疑问他是个粟特人，安姓就暗示了答案。就时代而言，我们不能排除安姓仍为木鹿居民或安息人所使用，但他的音译名字可以作为证据。从中我们就辨认出粟特人名阿那希塔?般达（Anāhitā-banda）“阿那希塔（女神）之仆”，这是粟特人名学中业经证实的名字。
649

 酒泉位于甘肃，2号古信札的第5行提到遏末娑支（Armat-sāch）就住在那里。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条提到突厥的文献，同时还提到了一位粟特人及丝绸贸易。

这出历史剧在公元5世纪游牧部落相争时就已拉开序幕。公元490年，建牙北庭的高车部落可汗试图与魏王室达成协议，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也就是草原霸主柔然的时候，可汗就曾利用过胡商：

十四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
650



“越者”就是粟特名Wāt?“微风”的音译。
651



所以，粟特人和突厥人的联系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丝绸贸易让突厥人开始接触中国人，而充当特使的正是一位粟特人。关于统治部落阿史那氏起源的史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些早期的联系：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柔然），世居金山，工于铁作。
652



平凉位于甘肃与长安之间。我们知道，所有最早的突厥可汗之名都不是突厥语。
653

 统治突厥帝国的部族，均来自中国西北边境一带的混杂环境，在那里，土著、匈奴人、伊朗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已共处若干世纪。《隋书》有关“杂胡”的材料也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在此情况下，才能理解早期粟特人在突厥人中所起的作用。

这条信息对于了解粟特?突厥接触发生的过程至关重要：它表明粟特人在七河流域建立居民点以及突厥征服索格底亚那之前，两者的联系就已得到发展。粟特商人出现在大草原，一般认为是在突厥人到来之前，时间不会晚于公元5世纪。粟特人与游牧民族的古老联系发源于甘肃的粟特人基地，而突厥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从一开始，这种联系就带有商业性质。

我们也可换个方式说明以下假设：正如大量文献的历史背景揭示的那样，公元6-8世纪的粟特?突厥融合藉突厥结盟而得以进行，而这种融合不过是早先粟特人与其他游牧民族联系的更新，这在史料中只留下些许痕迹。至迟从5世纪开始，商业可能就在上述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我想从康居王国开始就存在这种可能，如此便能解释托勒密为何懂得那么多有关巴克特里亚道以北地区（尤其是塔里木盆地以北山区）的知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想象存在一个定位草原、拥有大批中国丝绸的匈奴人的粟特商业活动，恰与古信札所涉贸易相对应。但考虑到这些相关地区没有出现商业文书，这种设想还停留在假设阶段。
654

 尽管如此，根据5-6世纪的可用材料，大草原上存在由粟特人控制并在甘肃之外运作的贸易区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这可由几条珍贵的考古材料加以证明。

在蒙古靠近呼和浩特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商人弃尸，他随身携带很多商品，其中就有拜占庭和萨珊波斯的银杯。
655

 通过列奥一世（457-474）时期的一枚金币，我们可以推断他穿越亚洲内陆的时间是在5世纪下半叶。没有找到能证明他是粟特人的东西；考虑到我所说的甘肃粟特人，确实走过那片区域，结合他的装备及纯粹的西方商品，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这个案例非常有趣，随身携带的货物之所以保留下来，说明他是在未遭劫夺的情况下只身旅行，最终孤独死去的。他只是个小商贩，然而却带着贵重商品。对于希望看到的草原粟特商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很好的例子，而他旅行的时间——即便只知道时间上限——恰与史料呈现的历史背景相符。萨珊银币在该地区也有发现：它们铸于卡瓦德（41年，公元525年）和库思老一世（14年和41年）时期，突厥崛兴时被埋入地下。
656

 最后，再往东到今北京西南150公里处的定县，有一座建于公元481年的舍利塔，在里面的宗教供奉物中，找到了的41枚萨珊银币，其中4枚属伊嗣侯二世（438-457）时期，37枚属卑路斯（457/459-484）时期，最晚一枚的时间是在钱币埋藏的前九年。
657

 突厥人从粟特人那里借用了大量词汇，其中就有表示“债务”（bor?源自粟特文pwrc）和“钱币”（回纥文stir源自粟特文styr）的语词，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658



粟特人之所以能在天山北部和东部开辟出贸易区，当归功于高价商品的小规模贸易以及粟特人有关游牧民族的丰富知识。正因有了这些知识，才使得粟特人在与游牧民族的外交联系中不可或缺。而在遥远南方西藏高原的牧民中，汉人也会雇佣粟特人。
659

 突厥帝国的崛起，突然就将一直谨慎存在的粟特商人推向了政治前台。

必须注意的是，在之后一段时期，我们缺乏可以更好地了解粟特商业如何在突厥部落中占据主导的突厥语商业文书和考古资料。据说离贝加尔湖不远的突厥帝国以北地区，到处都有粟特人的居民点，但这些都是后来回纥时期的事了。
660



最近在中国发现的图像资料，证明了粟特?突厥商业的历史真实性。目前已发现一系列的丧葬浮雕。
661

 这些浮雕出自粟特人墓葬，展现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有几块浮雕表现了和游牧民族的贸易场景，其他几块则描绘了粟特人的使节形象
662

 〔见图版　Ⅱ，插图1、2和图版　Ⅲ〕。

我们还找到一些突厥商贸的政策依据。7世纪上半期，突厥人在高昌王国（吐鲁番）设置了商贸监察官和税务官。
663

 公元8世纪，毗伽可汗曾对突厥人说：

当你们驻于郁都斤（?tüken）森林时，如果派出商队和护卫，便能免遭不幸。
664



三、突厥丝绸与粟特贸易

传统中、小规模贸易并非最主要的贸易形式。粟特人有能力介入中国人和突厥人之间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当中。这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延绵接触的一个组成部分。
665

 当时的经济生活后来就与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希望全方位了解粟特商业扩张的人来说，考察军事力量平衡所带来的经济交流非常必要。但要把两个时期分清楚，第一个时期是550-580年，正好和突厥帝国的建立时间一致；第二个时期经济关系稳定了下来，粟特人的作用也在日益增长。

一条材料显示，突厥帝国的贸易也被粟特人控制了。我曾提到过摩尼亚赫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原因，该资料引自米南德的《历史》。
666

 这部书实际是以片断形式保存在10世纪的汇编资料中，特别是《使节行录》（Excerpta de legationibus）里的文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对米南德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后来出于生计开始写《历史》，这部书试图模仿阿伽提亚斯（Agathias）的著作；之后可能又走上外交生涯。本书的时间范围是从公元557年到582年。片断10给出了如下信息：

突厥的力量日益壮大，原先臣服嚈哒而今归顺突厥的粟特人，请求突厥可汗遣使至波斯，让波斯王允许粟特人在其境内把生丝卖给米底人（Medes）。室点密表示赞同，随后就派出一支由摩尼亚赫带领的粟特使团。
667



该情节对西方的意义，我将在下一章进行分析。先了解一下该外交使团的突厥背景。在木杆可汗统治期间及之后的15年，突厥人为控制北中国，介入了北周、北齐之间的战争。他采取“两面讨好”的手法从中获得巨利：北周、北齐各自付给突厥缯絮锦彩10000段，让他保持中立或是谋求援助打击对手。
668

 为了讨取突厥的欢心和军事支援，两国不惜将国库耗空。摩尼亚赫和粟特成员建议突厥可汗卖给波斯帝国的丝绸（后来任务失败后，又出售给拜占庭帝国），就是中国支付给突厥的。事实上，帝国的粟特人向突厥王子提议，可将中国支付的大批丝绸中的多余部分用来谋取双倍利益。即使忽略概数，大宗丝绸的转运也维持了三十多年，直至隋朝将其终结。
669

 米南德文本不应放在前几章分析过的典型粟特贸易背景中理解，而要在粟特商业、政治精英融入突厥等级制度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而且将突厥凭借武力得到的中国丝绸纳入考虑当中。粟特商业网向西方的发展，完全得益于突厥丝绸的获得以及粟特军事和商业精英在经济上的暴利，即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将丝绸运至遥远的中亚北部。

公元7世纪，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两方，改变了由突厥?粟特社会背景下中国丝绸运往西方的局面。再也没有拜占庭文献能让我们了解这段时期商业网的另一端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原王朝的岁贡并未停止，而是分散到各个自封的可汗手中。西突厥从中也分到了一份。与此同时，粟特人又找到了其他的获利之源。

第二节　鄂尔多斯马

除了武器和毛皮交易——公元642年，西突厥一个酋领将38000张貂皮送往汗庭
670

 ——突厥人的另一宗大买卖就是马匹交易。这在汗国崛兴伊始就已存在，公元553年，有50000匹马输入西魏。公元6-8世纪，中国人发现他们的军队急需突厥战马。公元6世纪，突厥的马匹数量特别充足，由于中国实力渐衰，马匹贸易成为7、8世纪中国?突厥关系的一般形式。唐王朝创建了一支前隋没有的骑兵，战马就由突厥供给。
671

 618年唐王即位时，仅有马5000匹，到7世纪中叶，马匹数量就超过700 000匹。
672

 而在643年，延陀部曾送给唐朝50000匹马和其他牲畜。
673



除记录在案的官方贸易外，马匹交易一直是以中、小规模的形式存在。有一个地方还因马匹交易而声名鹊起，那就是黄河大拐弯处的鄂尔多斯——长城以南唯一的草原地区。

一、史姓家族：萨保、译者与饲马人

固原，唐时称原州，位于从甘肃到京师的路上，走平原可避免穿过渭河、兰州一带峡谷。在长城的掩蔽下，大片牧场与唐朝军马场都集中于此。1982到1987年间，中国考古学家发掘了两个粟特家族的7座坟茔。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处，也是仅有的中亚家族式石棺墓地，作为科学发掘对象，它可以帮我们重构入华粟特人的移民家族史。
674



其中一位墓主叫史射勿，墓志记载了史氏先祖的姓名和职业。他的家族来自西域。曾祖妙尼和祖父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其父认愁，一生变故迭生，大起大落，但未记载他的职业。史射勿在隋朝从军，卒于610年。他的儿子史诃耽，是唐朝的官方译语人，也是我们知道的唐代第一位翻译。他退休后返回原州，669年逝世，终年86岁。最后是侄儿史铁棒，他管理原州附近一个较大的帝国军马场，卒于666年。另一个可能也属于史姓谱系的成员史道德，亦葬于该地，他负责相同职务，死于678年。我们还有史道德叔叔史索岩的墓志，他先在朝廷军队供职，后来到了原州军队。我们知道他妻子姓安，史诃耽的妻子姓康。我们还知道这个家族很多成员的姓氏，但其墓葬尚未开掘。虽然一些墓葬遭受严重盗扰，但还是有一些考古发现，尤其是放在死者口中的萨珊银币和拜占庭仿制金币。在史诃耽墓中，还发现了婆罗钵文印章。

“史”是汉语对史国（Kesh）的称呼，即今撒马尔干南边的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abz）。史射勿墓志也提到了家族的西方渊源。其名并非汉名，而是外来名的转译（“射勿”当时应读作?iah-mut，即文献里出现过的粟特名?imat）。虽然后几代的名字基本汉化，但更早的宗枝、第五代和第六代的史诃耽及子史护罗，名字仍未汉化。入华五代以后，实行的仍是粟特人的内部通婚：史妙尼的玄孙史诃耽，娶了一位康姓女子。钱币和印章表明，他们仍然维持与西方宗教
675

 和贸易的联系，这也包括第六代的史铁棒。祖先商队向导一职与后代官方翻译一职，都表明了粟特人内部的成员身份。我们见到的是粟特家族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而这是一个说明商业家族如何排除官方对商人出身的种种抑制，一面长期维持原本身份，一面又加官晋职的典型案例。这和李抱玉家族的情况非常相似，为加强古信札和甘肃萨宝的说服力，我曾数次提到这个家族，但这一次我们必须剥去勋臣家族赋予它的极富传奇色彩的资料外衣。中亚萨宝是唐朝政府、尤其是军队可以征召的社会阶层之一。家族某些成员在军马场从事管理职业以及他们在鄂尔多斯南部聚落的地理位置，均表明这些家族正处于前述突厥?中国联系的交结点上。他们似乎与突厥汗国粟特胡部的情况一样，是为中国人服务的粟特人。但没有必要强调突厥化粟特人和华化粟特人之间在贸易和军事方面存在明显对立。史氏家族的例子表明，至少7世纪的情况是变动不居的，但都属于同一范畴，确切来说是唐朝?突厥关系在中国的社会地理交叉点。

二、六胡州

史氏家族所居南边固原地区，以及北边横山、灵武地区，三面被黄河大转弯处所环绕，7、8世纪的中国人称之为“胡苑”。鉴于很多突厥?粟特家族在那里融合定居，中国政府遂于679年设置了“六胡州”。
676



这个聚落的起源，必须在630年后突厥帝国大量降附的上层粟特人中探寻。康苏密（粟特语Sumiti源自中古印度语Sumitta）630年降唐，随之而来的，还有曾到突厥避难的最后一代隋朝王子。康苏密被任命为鄂尔多斯的安北都督府都护。与此同时，安朏汗也率领5000人降附，继被任命为维州刺史。由于汉族和突厥势力的频相进退，历史上这个地区的政治、行政状况异常复杂。整个时期有粟特姓的人随处可见。721年六胡州叛乱，所有渠首都有“粟特姓”（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其中还有一些粟特名，特别是“神奴”，即粟特語Bagavandé“神的奴隶”之译语）。这些粟特人虽被高度突厥化和汉化，但最初的身份仍然保留了下来。其他在中国军队里供职的粟特人，则负责镇压叛乱以及让叛军归顺。此外，汉语文献偶尔也会将“胡人”与当地其他居民相区别。
677

 更重要的是，突厥文献称该地区的胡人为“六州粟特人”（alty?ub sogdak），
678

 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将8世纪胡人与粟特人勾连起来的一个显著例证。

马匹的饲养和贩卖，是鄂尔多斯粟特聚落人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六胡州唯一的自然资源就是大片草场，它为唐军提供马匹。例如在714年，朝廷就打算在六胡州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马匹交易。
679

 727年，一个完整的马匹市场机制在鄂尔多斯建立。
680

 市场每年一度的马匹交易，都会牵涉数以十万计的丝绸。
681

 突厥?粟特人控制马匹交易的情况，也在图像资料中反映出来。其实，很多唐代雕塑都表现了身着粟特服饰的人，他们或乘骆，或骑马匹，纷纷云集京师。他们通常被当作为商人。但有时则是鄂尔多斯的粟特马夫，这类人物在唐代京城颇为常见，而鄂尔多斯距离京城也并不远〔见图版　Ⅳ，插图3〕。

因为出身游牧民族的缘故，突厥?粟特人聚落和固原史姓的原生粟特聚落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双方都希望住在中国和突厥之间最有利可图的心脏地带。但我们也找到参与马匹交易的其他粟特人的例子。吐鲁番始自728年的一份文书，提到一个叫米真陀的粟特人，他负责在河西市场为军队购买战马。
682

 上一章提到的几份吐鲁番买卖契约，则涉及一匹或数匹驮畜的小规模购买。而在另一端，唐太宗（公元626-649年）命令工匠把6匹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过赫赫战功的战马刻成雕塑，并赋诗以赞颂：这些马就有“叱拨”（Cherpādh）（“四足动物”）的粟特名。
683

 8世纪中叶，李唐继业者唐玄宗也得到了6匹费尔干纳的骏马，它们都有粟特名。

第三节　从安禄山到回纥人

安禄山叛乱展现了北中国突厥化粟特人所具有的影响力。

一、叛乱史

安禄山出生于公元703年，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
684

 他的父亲安延偃是在突厥军队供职的粟特军官。他的母亲出自突厥最重要的一个部族阿史德氏。“禄山”就是粟特语Rox?an，“明亮”一词的转译，在中国也能找出使用这个名字的粟特人。这个家族可能是716年阙特勤当权后逃到中国避难的。安禄山被叔父安波注收养，后来就在中国东北军镇市场工作，据说他是那里的一个互市牙郎。他是否是译语人并不重，
685

 有趣的是，中国人认为边市译语人是粟特人所从事职业中最典型的。某些文献偶尔也会指出，安禄山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安禄山后来从军，在与契丹人的战斗中声名鹊起；742年，他出任高丽、契丹边境的平卢节度使。
686

 时任宰相的李林甫偏爱蕃将，认为汉人的王公贵族会削弱他的威势，因此在他的庇护下，安禄山得以步步高升。
687

 在发动以他名字命名的叛乱之前，安禄山控制了中国东北部的所有军队，到他死后很久，一直都有人祭祀他。
688



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发动叛乱，756年7月攻占京师。他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后者于757年1月继位。在回纥人的帮助下，甘肃的唐军一路平叛，11月收复京师长安，12月收复洛阳。759年10月，洛阳再次落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之手，在杀死安庆绪之后，他自立为王。叛乱最终平息是在763年1月。七年叛乱将唐王朝摧毁殆尽，各地藩镇纷纷独立，李唐王朝再也没有恢复中央集权。最远的省份，尤其是塔里木盆地和突厥斯坦地区，则完全丧失：当地的军队被召回平叛，而南方的吐蕃和北方的回纥则趁机瓜分中间的唐朝属地。

二、突厥化粟特环境与帝国秩序

安禄山叛乱无疑证明了北方大部分突厥化职业军队突然在京城政局势力中崛起的事实。其中一些军官是伊朗?突厥或突厥?伊朗相互通婚所生的杂胡。除安禄山和他的家族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他的继任者史思明。
689



商业领域也发现粟特人的身影。前引例子已然表明，曾见证安禄山、史思明成长的营州城（今朝阳），是中国政府在混乱不堪的高丽边境设立的一个重要据点，717年唐王朝重建此城时，就将商胡安置在此。
690

 安禄山在这些地方出现并非巧合。
691



因此，在8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边境集市都有粟特人的身影。没理由认定他们是唯一扮演该角色的人，但在整个南部草原内，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粟特人一样活跃。

我曾指出叛乱的经济背景和职业士兵有关，而绝对与农民无涉。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粟特人在贸易期间所起的作用。叛乱在是伊朗?突厥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它有着极为明确的军事、商业背景。

由此可以断定，安禄山叛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文献表明这个军事集团和北中国的粟特商人社团关系密切。它的范围并不限于东北，而是动用粟特商业网络为前期的叛乱作准备。成书于叛乱之后50余年的《安禄山事迹》，记载了如下一段材料：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天，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钱袋、腰袋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
692



因此，这场叛乱涉及东北粟特商人环境，而不仅仅和军镇有关。这段文字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实，即粟特?突厥军事环境与粟特商人社团之间的联系并未破裂，反而结合得更加牢固。第二条材料，记载了安禄山试图将另一位于阗?突厥混血胡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争取过来的事件：

至是（753年2月），〔安禄山〕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
693



很明显，安禄山试图利用中国为数不多的胡人凝聚力，这也是他靠商业网筹集资金的手段。某些迹象表明，在安禄山鞭长莫及的地区，也有人企图暴动或支持他。公元756年，六胡州的粟特人就试图控制陕西，翌年，当安禄山之子逃离洛阳时，身边就有鄂尔多斯六胡州粟特人陪伴。此外我们还知道，757年凉州发生的叛乱，是由一个叫安门物的人领导的。
694



另外还有一条同样有趣的信息：安禄山军队里的某些军士，有粟特人的柘羯（chākar）头衔。《新唐书》记载了755-756年间叛军进兵的情形。书中描述了唐将封常清“使骁骑拒之，杀拓羯数十百人”。
695

 一年后，叛军所控地盘延伸至黄河以南，其中一个军团把睢阳城团团围住，该城由忠臣张巡把守。在围城过程中，“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
696



最近在安禄山继任者、同时也是副手的史思明墓中，发现了上述观点的一条惊人佐证，他声称自己同时是中国人和粟特贵族的皇帝，因为他有一个把中国皇帝称号加在粟特皇族身上的混合头衔，昭武（Jamūk，“宝石”）皇帝。
697



这样，安禄山和他手下将领的叛乱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特征。很显然，北中国有一个完整的粟特?突厥社会结构。我们知道，吐鲁番的粟特人、甘肃的萨宝、鄂尔多斯的粟特养马人，以及京师大大小小的商人和将领，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即北中国的胡人社群。

在回纥人的帮助下，唐王朝得以维系西部的统治。在势力最盛的时候，安禄山也只控制了三分之一个中国。存在大量粟特聚落的西域得以幸免，而且他对征服西域没什么兴趣。
698

 唐太子就是从塔里木盆地召回军队，而在甘肃地区组织反攻并重新夺回政权的。一旦为皇帝选定逃亡地，李唐家族的古老联系就再次被提及，唐王就曾宣称自己是甘凉李氏的后裔。
699

 经常提到的，还有李氏一族的游牧背景。例如，唐太宗（626-649）就称自己是天可汗，他还梦想统治一个汉人与游牧民族平等共处的帝国。唐朝依靠的军队大部分也突厥化了。
700



汉人的反制行为相当残忍。唐朝军队反攻夺城之后，便下令屠杀安禄山曾经任用过的胡人。这件事在幽州众人皆知：

〔高〕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
701



从更大东围来看，上层精英对胡人态度地剧烈转变，也鲜明地反映在唐诗中。从叛乱前对外族的偏爱，一变成为后来的极度仇外。
702



对胡人的这种新态度，直接导致叛乱后入华粟特人第二阶段汉化进程的加快。

三、同化与掩饰

胡人开始掩饰自己的出身。这种现象以不同方式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但又分成几个阶段。在叛乱发生之前，就有粟特家族存在了，尽管没有掩盖其西方出身，却巧妙地将系谱与传说中的入华移民联结到一起，而后者是第一位离开中国到达西方的皇帝之子。这种情况是伴随着当时一些人将佛教视为老子在印度传道结果的风气而发生的。但叛乱一经发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对错，只要将粟特名和叛乱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哪怕他身居高位，只须一个简单的责难，带胡人血统的人就会被屠戮，即使是效忠唐室的安禄山亲戚也不例外。
703

 为了逃避这个厄运，有些人宁愿采取更加极端的爱国主义行为。就在756年，安抱玉一家将安姓改为李姓。原因很简单，和安禄山同姓或拥有共同的祖先是一种耻辱。这个做法回溯了四代，比如祖先安兴贵同样也改姓李氏。

[image: ]
地图7　栗特商业的东部扩张



其他无力效仿君主身边胡人改姓的粟特人，只能尽量将自己的姓氏与远离中国西北部敏感区域的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因而，我们就找到几个叛乱后声称自己出身会稽的粟特人例子。唐代会稽是中国南方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河西走廊西部，靠近敦煌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也叫会稽，当时也被称作常乐。某些文献表明，安禄山的祖先就是从那里迁入中原的。声称自己来自会稽而非常乐的粟特人，就是利用两地同名现象掩盖其西方血统的一种方式。

根据安史之乱后完成的康希铣墓志铭，他的祖先就与上古周朝（公元前1121-公元前771年）建立者周武王的后裔康氏有联系。
704

 康希铣的祖先曾效忠汉朝和西晋，后来与离开北方建都南京的东晋建立者（317-323）一道“渡（蓝）河”，
705

 最后到更远的南方，在会稽山阴地区定居下来。这段内容并未提及与粟特人的关系，但如果古代真有先人扎根中国，并有家族安居南方，那么两条材料总比一条有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例：何弘敬（805-865）曾继其父出任魏博节度使。
706

 他母亲姓康，娶的又是武威安氏，这些无疑都证明他是保有出身记忆的粟特人。然而，他在墓志中极力掩盖自己的西方血统，一方面，当他的父亲承认自己来自鄂尔多斯，也就是7世纪的六胡州粟特人所在；另一方面，何弘敬却说自己来自南京东南方的庐江。直至9世纪，这个家族仍与粟特人实行内部通婚，但却一直隐瞒他们的血统。

但我们在同姓宗族中发现了反例，里面的记载毋庸置疑。长安附近发现的何文哲（764-830）墓志，声称他是“何国王丕之五代孙”，7世纪中期，先祖作为质子被送往中国；他先后娶康氏姊妹为妻。这些都是安禄山叛乱以前流寓中国的粟特人的典型特征。但他父亲何游仙曾协助唐军抗击“叛国大盗安禄山”，762年获“宝应功臣”头衔，还被任命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些都与唐肃宗避难期间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有关。
707



这些掩饰行为的结果是，粟特人很快从史料中消失了，这对观察者来说非常重要。但对8世纪之后北中国粟特人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有充分理由相信，粟特家族在面临种种猜忌的情况下，加快了融入中国社会的步伐。
708



四、回纥人的皈依与精英的融合

平定安禄山叛乱的代价，是将北中国的统治权拱手让给回纥人。在遣退西域守军和吐蕃入侵之后，国境就缩至甘肃以东的中国地区，其外交政策就是利用吐蕃和回纥之间的冲突，来避免中原被侵及长安的再度沦陷，当时的长安离国境线非常近。安禄山叛乱的平定以及相继而来的吐蕃入侵，令原本在古老唐帝国生存的粟特商人社群遭到沉重打击。至少在叛乱发生后的第一个阶段，唐王朝就有了仇外反应。在此背景下，回纥人在粟特人的引导下皈依摩尼教，表面上是绝望之举，实则是富有成效的大胆尝试。这些陷入绝境的群体所作的最后努力，就是寻找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

哈拉巴喇哈逊（Qarabalghasun）的三语铭文，是在9世纪初回纥
709

 可汗的命令下完成的，但他的身份还有争议。
710

 汉语题铭保存完好，但粟特文和突厥文都有残缺。
711

 内容主要涉及762-763年可汗在洛阳皈依摩尼的情形。
712

 粟特人和摩尼教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摩尼教有时竟被视为中国胡人的官方宗教。
713

 摩尼教和景教一样，至迟5、6世纪在索格底亚那创立，后来又传至所有粟特移民聚落，而佛教只传到过粟特移民聚落。只有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才能得到中国北部主要军事力量中教友和同胞的保护，如此一来，刚刚萌生的仇外心理就被中国人切断了。从那时起，回纥人就成为中国胡人的保护者，直到公元840年势力衰落以后，对胡人的迫害才又重新开始。

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出寻求回纥人的庇护对中国北部的突厥?粟特人来说为何如此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促使可汗接纳这些人。这就需要再次回顾整个粟特商业史：回纥当时只是中亚的一个新兴政权。虽然世系很古老，
714

 但他们却是在两百年后的744年，才第一次成功取代了东部草原的突厥人。控制一旦加强，他们必然寻求一个新模式来组织新政权。除满负沉重与卑屈的中国模式外，唯一可行的就是粟特模式。正如我曾指出的，它不仅植根于古老的突厥汗庭，也遍布于游牧民族以及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接触地带。

可汗皈依只是回纥人与粟特移民贵族大范围融合的第一步。这种融合超越了宗教范畴。回纥人不但接纳了粟特移民的宗教，也像突厥第一汗国一样，接受了他们的文字、大部分的词汇以及城市形态。
715

 粟特人对回纥的影响要比对突厥的影响大得多。

如果不经历挫折，此次融合也不会成功。正如之前突厥第二汗国的情况，汗廷中有个健全的派系，誓力维护突厥传统，同时对外国输入的事物充满敌意。公元779-789年间，顿莫贺达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前可汗牟羽以及大批粟特“九姓胡”：

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其宰相顿莫贺达干谏曰〔……〕可汗不听。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在所诱来者凡两千人。
716



但粟特人和摩尼教后来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直至840年回纥第一汗国在黠嘎斯（Kirghiz）人的打击下消亡。
717

 那个时候，他们一直都是回纥与唐帝国之间大规模绢马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718



极盛时期的粟特贸易，始终纠结于特殊的政治史而无法解脱。在各突厥帝国相继崛兴过程中，无论是阿史那氏还是回纥人，中国边境都伴随着日益明显的突厥?粟特同化现象。这种突厥化粟特环境，在中国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贸易联系以及政治生活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商业和政治基本上没有区别，突厥化粟特环境中的商人因子，无疑是大规模粟特商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态势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安禄山叛乱标示了它的巅峰和坠落的开始，幸而回纥可汗皈依摩尼教推迟了它的衰落。突厥化粟特环境为大规模粟特贸易所作的贡献并不限于东方，它还使粟特贸易得以向西发展。

第八章　使节与商人：西行路线

我在第一章指出，中亚大规模贸易很可能是由中国外交活动引发的。以当时的情况，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具备战胜遥远路途的物质（特别是金融和军事）和文化（外交政策与精英形成）条件，后来中亚商人取代了之前的势力，但他们的活动也是建立在古老的外交基础之上。类似的情况又于公元6世纪出现，其结果是粟特人与另一大片地区建立了联系，而该地区曾将中亚和作为消费中心的西部草原分隔开。拜占庭史家米南德记述了粟特人是如何对突厥内部实施影响，并从中获得商业利益的。中亚西部作为粟特贸易的另一出口，只有在外交联系与大规模贸易之间脉络联系分析完毕之后，才能对其中纯粹的商业动机进行探讨。

第一节　粟特人、突厥人与萨珊王朝市场

在5世纪的灾难结束之后、7世纪灾难来临之前的公元6世纪，萨珊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级，从几次大入侵开始，其成员就逐渐成为粟特人真正的对手。有一条材料表明了粟特人的政治意图，即在萨珊波斯帝国中心地区站稳脚跟。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粟特商业向伊朗发展的珍贵线索。

一、萨珊王朝的商业政策

粟特人与萨珊波斯人之间的贸易联系，主要是通过前引拜占庭史家米南德的材料获知的。残件10
719

 对于粟特商业史来说尤其重要。粟特商人为出售丝绸给波斯而向突厥汗国求得支持，
720

 此后又有如下记述：

到达波斯国王面前时，他们希望获得在那儿自由贩卖生丝的允可证明。波斯国王对他们的请求极为不满，也不打算授权他们自由入境，所以就推说第二天答复，之后又一推再推。由于粟特人的一再坚持，库思老只得召集群臣讨论这件事。嚈哒人卡图弗（Katulph）〔……〕建议波斯王不要退还丝绸，而以市价把它们买下来，然后在使节面前焚毁，这样他就不会背上不公之名，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他不会用突厥的生丝。就这样，丝绸被焚毁，粟特人虽然对发生的事情不满，但也只能悻然而归。〔……〕粟特人的领队摩尼亚赫借此机会向室点密建议，培养与罗马人的友谊并向他们输出生丝对突厥会更好，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会使用丝绸。
721



即便是中文史料，也很难找到一幅（比上述情节）更清晰、更全面的可以说明粟特人在商业和政治交汇圈中活动的图景。以突厥帝国作为后盾，他们试图在商业上开辟一条进入萨珊波斯帝国心脏地区的通道，同时在亚洲制订一个洲际规模的商业战略。

其中涉及的丝绸，与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提供的信息完全一致，他曾提到丝货系经陆路运抵波斯。萨珊王朝的反应固然严厉，但也不能过度解释。的确，有些人希望将它视为商战爆发的导火索，即波斯人与粟特人之间名副其实的封锁。
722

 理由可能是568年萨珊王朝攻占了也门，因此将海上通道牢牢控制住，并进而实施了一整套封锁拜占庭帝国、强行涨价的计划；于是粟特人试图从里海北边绕过波斯。这段记载紧跟在上引米南德的文字之后。但这段分析所依据的编年史材料并不完整，攻占也门实际发生在中亚事件之后。拜占庭关于该事件的主要材料是塞奥凡尼斯文献（Theophanes of Byzantium），它清楚地显示，征服阿拉伯南部是萨珊波斯对拜占庭向中亚派出使节的反击，而并非相反，塞奥凡尼斯先对这些使节作了描述，然后用如下惯用语记载了波斯对阿伯拉的征服：“正是这样，使库斯老决心……”
723

 之后又讲述了公元571年拜占庭支持的亚美尼亚人起义。综合这些事件就导致572年的战争爆发。
724

 所以米南德文书无法用商业路线的封锁加以解释；至于陆上通道，科斯马斯的材料证明，这种封锁首先就让萨珊帝国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当然，拜占庭和伊朗人之间的商业战争古已有之。一条汉文史料显示，帕提亚国时期的伊朗人，就曾精心制订过控制商人活动的政策。
725

 大量拜占庭文献也证明，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曾试图避开波斯人的垄断。这场战争与其说是萨珊波斯引发的，不如说是拜占庭引起的。拜占庭丝价的上涨，很可能是查士丁尼冒险操控的结果……
726

 另一方面，贸易一旦受到威胁，波斯帝国肯定会尽一切可能保证本国商人对希腊丝织品的垄断，这就是它在也门进行反击的目的所在。

细审米南德文书，就能确证这一分析。米南德写道，波斯王极不情愿“授权他们自由入境”，这一表述与我们所知的萨珊波斯商业政策相符。

拜占庭?萨珊波斯之间所有条约都旨在明确边市贸易的地点，这不仅是为了关税，有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商人同样也是一名信使、一位使节或一个间谍。
727

 因此，限制活动，阻止他们进入帝国中心地区的努力是很有必要的。
728

 拜占庭?萨珊条约的反复废立，证明这项政策是失败的。普罗科庇乌斯（Procopius）提到了商人的虚伪，他们居然代表拜占庭到遥远的帝国中心泰西封宫廷搞间谍活动。
729

 叙利亚和希腊商人也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印度人。波斯沙王所拒绝的，是臣属突厥的粟特人进入整个帝国的权利。而在南方，穆罕默德的反对者，麦加著名的阿布·苏富扬（AbūSufyān），就在7世纪初前往伊拉克途中提到同一政策，他说：

在这条道上，只要一靠近不许接触的残暴君主，那我们就会处于危险当中，而他的土地也不再是我们进行贸易的地方了。
730



最后，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的一段明显带有外交背景的文字：

库思老的王庭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有5个等待地〔……〕对那些已从突厥领地赫尔旺来的人。
731



相互分散的资料都共同指向试图控制边境的政策理念，更确切地说，是通过颁发在大型边镇贸易的许可证明，来控制萨珊帝国的边境贸易。萨珊帝国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级，因此，波斯沙王禁止粟特商人和叙利亚或希腊商人直接接触是很自然的事，它意味着波斯中介势力的结束以及其臣民被陆路贸易排除在外。这不过是波斯王一贯的商业政策，他既要维护国内的商人阶级，也企图延续他们在波斯商场的特权，以示对波斯商人的厚爱。因此，这个政策与支持波斯商人的萨珊海上政策完全一致。至于前往东方，只有涉及遥远路途和沙漠时，才会为他们配备武器。粟特人肯定被限制在木鹿地区，至少不能冒险从通往赫尔旺的古老皇家道路离开。

之后，国王不得不在廷议中就丝绸问题做出决定。我们一定就能在下一事件中，尤其是“表明他不会用突厥生丝”这句话里，读到突厥统治下的陆路贸易禁令吗？前面一直在探讨大国政治，我们好像脱离了商业领域，波斯帝国的态度是由他们的突厥宗主而非粟特人引起的。文献后来又提到，突厥派遣了第二批使节：

当第二批突厥使节到达时，国王与波斯高官卡图尔（Katulph）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鉴于斯基泰人的不可靠，与突厥建立友好关系是完全违背波斯人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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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第二组政治理由就附加于上述商业理由之上，在它的影响下，突厥与波斯之间的关系日益僵化。为了保护波斯商贸，粟特人被禁止在西境贩卖丝绸，就算把它们全部没收，库思老·阿诺谢万王庭也不会再使用，因为它代表的是新兴对手突厥财富和权力。突厥生丝显然与突厥的一系列胜利后中国的入贡直接相关。它不但是产品，更是一种象征。战胜嚈哒人之后，波斯人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突厥人扩张，一开始傲慢地拒绝使用最具象征意义的扩张工具（丝绸），同时又尽量避免因肆意毁弃而成为开战的理由。
733



这种态度很符合政治逻辑，但要给出经济方面的解释，事实上只有粟特人继续在帝国东部贸易的前提下才行得通。6世纪上半叶，萨珊波斯帝国严重依赖陆上供应，
734

 并无迹象表明，海上交通已发展到让科斯马斯的证据都站不住脚的地步。对萨珊波斯帝国而言，它不可能切断所有经济联系，因为这样它就再也得不到充足的丝绸。粟特?突厥人在帝国经济中心开展的活动虽然宣告失败，但这次尝试表明，呼罗珊道上的粟特商人拥有足够实力谋划向西部的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此次挫折期非常短暂，这项惊人措施背后的深层政治意图很快就瓦解了。米南德证实，公元576年瓦伦丁（Valentinus）使团到来以后，萨珊波斯人和突厥人之间曾有过一次结盟。
735

 然而，即便与突厥的关系有所改善，我也不相信萨珊波斯西部地区有大量粟特人存在。我们没有数据给萨珊王朝的事件下结论，但在君主庇护下存在的一个商人集团，却与将自主权授予竞争对手的行为发生了冲突。此外，我们也无法排除东部伊朗或木鹿地区存在粟特人，这样的假设至少是可以成立的。
736

 不管怎样，6世纪初在木鹿和撒马尔干出现的嚈哒人，就让聚落的成立在政治上成为可能。
737



二、先行者

米南德文书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政治性。为了从经济方面解释，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长时段中考察。

联结中亚至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呼罗珊通道，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它曾是皇家通道，到阿拔斯统治时期，仍然是穆斯林东部的主干道。经证实，早在公元前3000年，那里就出现了商业，
738

 到公元1、2世纪出现第一个高峰期，之后在中国-罗马政治纷争的影响下衰落。其他数据则表明，公元5世纪仍有大量旅者往来于此。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通常被认为是米提利尼的撒迦利亚所著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其中就有萨珊国王卑路斯484年败于嚈哒人的事件：
739



匈奴人涌入波斯人把守的关隘，他们从那里的山区攻入波斯人领地。卑路斯得到警报之后，马上召集军队迎敌。匈奴人告诉了他入侵的原因：“波斯国进贡给我们蛮族的东西太少〔……〕，而罗马国王已经答应让他的使臣给我们奉上双倍贡物，只要我们不再与你们波斯人友好”〔……〕四百个匈奴首领聚在一块儿，与他们在一起的是阿帕米亚（Ampmea）商人尤斯塔斯（Eustace），他是一位聪明人，匈奴人就是听了他的建议〔……〕但商人尤斯塔斯也鼓励匈奴人，即使兵力不足也不要惊慌。
740



这条材料表明，6世纪中后期粟特?突厥与拜占庭互派使节之前，拜占庭和中亚嚈哒人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改变盟友并非查士丁尼二世、突厥人或粟特人的新发明，而是中东外交的古老惯例。
741



商人在两例当中起的作用都很相似，和摩尼亚赫一样，尤斯塔斯似乎才是事件的真正主角。尤斯塔斯可能就是嚈哒人提及的拜占庭诸使之一，从他的行为判断也确实很像。
742

 但在公元484年，卑路斯去世和摩尼亚赫出使期间，主动权从一个阵营转到另一个阵营，起推进作用的其实是粟特商人而非叙利亚商人。

因此，只有在更广阔的双重历史背景下——短期变动不居的政治史
743

 以及商路行旅频繁往来的经济史，才能在差不多最混乱的年代将米南德文书保存下来（4世纪中后期或5世纪中后期）。叙利亚商人公元1世纪和5世纪一样在利用这条路线，后来粟特人继承了这一权利。在嚈哒统治下，政治同盟的变换，使得中亚商人可以趁机潜入伊朗，米南德文书则只对嚈哒败于突厥之手后不久恢复的成效不明显的接触作了描述。

第二节　临近拜占庭

一、米南德文书

同样可以通过米南德文书对粟特商人和突厥政权一道前往拜占庭时的关系进行考察。下面一段文字，是在我研究过的篇章结论基础上接着往下叙述。它发生在摩尼亚赫商使团出使波斯宣告失败之后：

粟特首领摩尼亚赫借此机会建议室点密把生丝卖给罗马人，从而培养彼此间的友谊，这对突厥来说有很大益处，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会利用丝绸。摩尼亚赫说他愿意与使节一道从突厥出发，这样罗马人与突厥人就会成为朋友。室点密赞同他的建议，并派摩尼亚赫和其他人组成的特使团去觐见罗马皇帝，除问候之外，随行还携带昂贵的生丝礼品和一封信。（参见信札文摘里的这封信。）摩尼亚赫带着信件踏上旅程，他行遍各地，翻过高耸入云的大山，穿越高加索，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来到拜占庭。
744



受到查士丁尼二世接见以后，摩尼亚赫在拜占庭使节蔡马库斯（Zemarchos）的陪伴下又再次出发。他们到达突厥汗庭，谈判开始，只涉及外交方面的事宜。文本又接着叙述：

他（室点密）召见蔡马库斯和他的同伴，重申突厥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友谊，并把他们送上归途。由于摩尼亚赫去世，室点密又派遣了另一支使团同行。摩尼亚赫的继任者名叫达格玛（Tagma），官衔为达干（Tarkhan）。当时他作为特使，与摩尼亚赫之子一起被室点密派往罗马。虽然他年纪轻轻，但同样获得父亲曾拥有的头衔，而且还直接排在达干达格玛之后。在我看来，这个男孩之所以得到父亲的头衔，是因为摩尼亚赫对室点密非常友善且忠心耿耿〔……〕罗马特使的到来，以及返程时会带一个突厥使团回拜占庭的消息传遍了突厥诸部落，渠领纷纷请求室点密能带一些部下去参观罗马帝国。室点密表示同意，但当其他部落首领也提出同样要求时，除阔力阿台（Kholiataic）之外，他拒绝了其他所有人的请求。罗马人带他渡过沿吹河（Oekh）并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最后来到一个浩淼的湖边。
745



接下来是关于蔡马库斯回程途中的奇遇，从中我们意外发现，他其实是携带大量丝绸出行（以丝绸为诱饵，目的是将追踪他的波斯军队引入歧途）。
746

 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材料，则直接证明了此轮谈判的成功以及富有成效的丝绸运输：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指出，在亚美尼亚人大起义爆发的571年，出使君士坦丁堡的使团中，有一位名叫瓦尔丹·马米科尼扬的使节携带了大量丝线，
747

 这些都是高加索地区的交易所得。

米南德的另一份残件19，描述了575-576年间拜占庭与突厥之间持续的外交联系：

提比里乌斯（Tiberius Caesar）皇帝即位第二年，即与波斯国王库思老达成和平协议前不久，向突厥派遣了另一个使团，团长是皇室侍卫瓦伦丁（Valentinus）。他受命与侍从启程，随行还有106位突厥人。突厥诸部前后所派使者，当时已居留拜占庭很长时间。其中一些是阿南卡斯特（Anankhast）出使拜占庭时带去的，另外一些是随优提齐乌斯（Eutychius）前往罗马帝国首都的；还有一些是在瓦伦丁前次出使突厥时随之前往拜占庭的（他曾两度出使突厥）。有一些是随赫罗第安（Herodian）和西里西亚人保罗（Paul）前往拜占庭。拜占庭聚集了差不多106位被称作突厥人的斯基泰人，而瓦伦丁从帝国首都出发时，将所有人一并带走。瓦伦丁经西诺普（Sinope）乘快船到达赫尔松（Cherson，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岸）。
748



当时的背景是，室点密死后，突厥和拜占庭之间的政治关系明显恶化，尤其是突厥对克里米亚所造成的实际威胁以及对巴尔干的口头威胁。
749

 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晰。突厥人背弃前盟而转投波斯。由于外交上的不确定因素，粟特人原先规划的大规模联系还无法建立起来，正如不久前在波斯的失败一样。但通过该政治架构，我们也了解到粟特商人的活动情况。

摩尼亚赫家族完全出自我上一章概括的粟特?突厥社会环境。这一事实证明，延伸至拜占庭宫门前的突厥商业外交，完全可以和我们早已看到的，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粟特系突厥人联系起来。这一事实还表明，粟特商业结构具有社会统一性，由此才可以组织最大规模的发展，而不只是匹夫之勇的简单乌合。

人们不得不为粟特人清晰的商业战略感到惊讶。远在数千公里之外，摩尼亚赫也能意识到希腊帝国是西方世界的消费中心，而丝绸是少数能够克服长途贩运困难的商品之一。中国才刚刚把丝绸支付给突厥，摩尼亚赫就建议将大量多余丝绸运往亚洲的另一端。

我们对这一时期粟特、突厥和拜占庭之间外交上的频繁往来知之甚少。尽管粟特人的商业外交似乎以失败告终，但必须强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手头缺乏拜占庭与突厥持续外交的文献资料，而这种接触肯定还没结束。在摩尼亚赫尝试之后，粟特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利用两条通往拜占庭的道路。

二、高加索问题

绕开萨珊波斯帝国的阻挠而通往拜占庭的路线只剩下两条：一是西高加索，二是克里米亚地区。米南德文书所述摩尼亚赫的首次出使以及蔡马库斯使团的返程，都选择西高加索通道，这就促使我们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可能存在的商业联系进行思考。

莫什切瓦贾?巴卡（Mo??evaja Balka）墓葬群的发现证实了这个简单的地理考量，此前学者一直在考古成果以及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的文献中寻找中亚商人往来路线的证据。这个地方在大拉巴河（Great Laba）上游，是库班河（Kuban）左岸的一个属国，海拔1000米，位于通往西高加索重要孔道之一的泽格尔克（Tsegerker）的路上，由此可向南直达苏呼米（Sukhumi）和黑海。
750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方发现了丝织物，它们得以保存下来要感谢山地的气候。其中就有赞丹尼奇锦（Zandanījī），它要么来自索格底亚那，要么出自塔里木盆地。这些织物证实了大宗贸易和中亚有关以及旅行路线要经过高加索关口。
751



赞丹尼奇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史籍所载古代纺织物中少数可以与实物相勘定的织品种类之一。休伊圣母院的大学教堂（在比利时）保存了一张很大的织锦（1.9m x 1.2m），背面的粟特文为：“61乍长，赞丹尼奇……”最后一个词（y’sδh）尚未识别出来。
752

 赞丹那（Zandana）是布哈拉附近的一个村庄，10世纪时它就生产价格不菲的织物，不知是不是丝，但更有可能是棉：

当地的特产是赞丹尼奇，它是赞丹那所织的一种布（Karbās），（确切来说）是一种大批量生产的细布。布哈拉其他村庄也织这种布，但因为首次出现在赞丹那，所以都称它“赞丹尼奇”。这种布出口到伊拉克、法尔斯、基尔曼、印度及其他各地。所有贵族和统治者都用它来做衣服，其价格与织锦（dībā）一样。
753



基于这种认识，把它和休伊丝织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同样的技术特征，由此有人认定，存在两种赞丹尼奇织品。第一种发现于公元7、8世纪；莫什切瓦贾?巴卡发现的某些织物则应归入公元8、9世纪的第二组中。
754



[image: ]
地图8粟特商业的西部扩张



上述结论出来之后，赞丹尼奇锦问题遂成为中世纪东方织物史上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该争议一直延续至今，最近的发现对赞丹尼奇锦的单一性，以及是否属于索格底亚那再次提出质疑，它也许是伊朗织物的中国仿制品。
755

 我当然没办法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但精粗不一的丝织物的生产与否，无疑是粟特商业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特别有助于理解索格底亚那商人与工匠之间的关系。但就本章而言，赞丹尼奇锦是否来自撒马尔干或东部更远的地方一点不重要；它们经过中亚，这才是重点之所在。鉴于丝织物的分散独立，在这些地方发现的中国残卷，无疑极大增强了莫什切瓦贾?巴卡的中亚因子。所获残件包括中文发货单片断、上书汉字的制纸、佛经摘要以及佛像残片。
756



这些丝质和纸质残片并未透露携带者的族属。但有一条材料证明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西部山隘关口，乃是中亚商人、而非其他商人——比如拜占庭或高加索商人的活动使然。高加索本土材料虽然数量宏富，但大多与商业无关。少数仅见的相关材料主要涉及萨珊王朝衰落以前的黑海贸易，
757

 或者是同期高加索以南进行的东西往来贸易。
758

 然而，公元7世纪希拉克亚拿尼亚（Ananias of?irak）的《地理志》（Geography），
759

 因作者对经济和商业信息的兴趣而显得与众不同。作者知道的地区知识，尤其是有关草原、高加索和伊朗的信息，主要出自7世纪。其中会不时穿插有关阿拉伯的主题，但时间绝不晚于8世纪。
760

 希拉克的亚拿尼亚提到了每个地方的特产。
761

 在其中一版《地理志》中，我们读到：

斯基泰有群山和干燥缺水的平原。它有5个国家〔其中有〕索格底亚那，即萨格斯坦和塞种。他们〔一共〕有15个富庶、勤劳的商业民族，居住在伊缪斯山附近，位处突厥斯坦和阿里亚那（Ariana）之间〔……〕15个民族中〔……〕花剌子模人〔是〕〔居于〕东北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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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缩略本中：

粟特人是居于突厥斯坦和阿里亚之间富裕、勤劳的商人。
763



考虑到高加索以北定居民族商业纪录的匮乏，提及粟特和花剌子模人的这份材料就特别引人注意。亚美尼亚的北方和东北方，他们是亚拿尼亚唯一知道的商业民族。我们无法将粟特人和花剌子模人区分开，因为他们都可能与莫什切瓦贾?巴卡发现的丝绸有关。

另一条材料则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拜拉祖里（Balādhurī，d.892）记录了伟大的萨珊王库思老·阿诺谢万（531-579）的建设工作：

他在祖尔赞（Jurzan）土地上建了一个城镇索格达比尔（Sughdab?l），并将一群粟特人和波斯人迁居至此，还建造了防御工事。
764



在粟特人的军事作用与罗布淖尔居民点之间画等号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拜拉祖里可能误解了格鲁吉亚地名索格德卜?埃里（Sagodeb-eli）的本义“伤痛之地”，反据民间词源将其认作是他所知道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
765



另一条通往拜占庭帝国的道路——克里米亚半岛，则更能确证粟特人的存在。

三、克里米亚的粟特人

米南德文书和高加索的发现，还无法构成粟特商业向拜占庭市场扩张的全部资料。所以还要加上目前尚未利用过的拜占庭文书。

一如中世纪的情形，克里米亚在古代便已是草原之路商业贸易的终点站，是突厥帝国的西极。引人注意的是，公元6世纪中期，当约尔丹尼斯主教谈及“渴望获利的商人把亚洲商品带到谢尔索那（Chersona）”
766

 时，就特别暗示了这条交通线路。公元9世纪初期及以后很长时间，索格达亚镇（Sogdaia），即今天的速达克（Sudak），一直都在贸易组织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可·波罗的叔叔和父亲都把它视为基地。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商镇名居然与索格底亚那很相似，难道索格达亚的建立和粟特商业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20世纪以来，该镇的起源问题就一直是大量语文学著作研究的对象。尚在进行的考古发掘，让这个问题愈发明晰。
767

 考虑到粟特文明的重要性以及无法确知的粟特贸易范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的来说是否定的，路途之遥远也说明要另觅他解。过去有人认为索格达亚是一个伊朗名，但从词根*suγda
768

 来看却是阿兰名。其词源解释看似能够成立，
769

 但“圣城”一词当做何解呢（怎么就变神圣了呢？），特别是这个地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克里米亚在7世纪以前的拜占庭文献中广为人知，但其中并无索格达亚一名。7世纪以前的考古结果也无任何发现。
770

 现在有必要对“粟特说”进行重新审视。

东西方的基督教会，都有耶稣的《信徒名录》（Indices Apostolorum）。这些名录简要叙述了使徒的游历和磨难，特别会提及使徒安德鲁在黑海沿岸的旅行。最古老的名录出自公元5世纪，所有手稿都将原作者归于塞浦路斯的圣埃彼法尼。
771

 黑海沿岸经安德鲁布道而皈依基督教的诸民族，已知的最早版本
772

 就提到了斯基泰人、粟特人和塞种人。
773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于托勒密《地理志》的观念对东方世界所作的划分：巴塞洛缪向印度人传教，托玛斯向帕提亚人、米底人（Medes）、西卡尼亚人（Hyrcanians）、卡曼尼亚人（Kirmanians）、麦吉人（Margians）和巴克特里亚人传教，安德鲁向斯基泰人、粟特人和塞种人传教——这一借自奥利金的观念雏形，在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教会史》（3，1）中已经出现。第一份名录在6或7世纪曾做过修改，更准确地说是作了更新。上述三个民族中，斯基泰人和粟特人都被保留下来，而塞种人则换成了格鲁吉亚人。
774

 用中世纪伊比利亚人的名称而非古名进行替换，说明我们见到的是更新后的名单。塞种人一名再也不能让人产生其他联想，取而代之的是当代另一个重要民族格鲁吉亚人。斯基泰人和粟特人为什么都在这一背景中保存下来了呢？“斯基泰人”被保留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个词在拜占庭文献中一直都用来指代北方所有的游牧民族。更让人吃惊的是后世保留了粟特人的名称，对于文献更新，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曾与真正的中亚粟特人有过接触。这种接触无疑于史有证，比如从570年开始由摩尼亚赫开启的一系列使节活动。

清单中安德鲁宣教的民族和地点，主要限于黑海沿岸地区，而在第二版名单里，粟特人是唯一的远方民族。所有关于世界划分的原始理念都被搁置一旁。但在这里，米南德文书也提供了部分答案：蔡马库斯的使节团经克里米亚半岛与突厥首领会合。克里米亚因此就成为进入突厥?粟特世界的通道，这一点足以解释名单中为什么会有粟特人。

单凭上述文献的演变，还无法解释中亚粟特人与索格达亚之间的联系。但到公元9世纪，卡利斯特拉托斯修道院的僧侣埃彼法尼还延续了《信徒名录》的传统，他明确征引《名录》，
775

 试图通过亲身旅行来重建使徒游历的路线。他在830年间写成的《圣安德鲁传》中，对路线做了如下描述：

他们到达大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传播了“上帝”一词。在那里与西蒙分手后，安德鲁离开信徒，独自进入祖切尔（Zichia）。后来又进入上“索格达”（Sougdai）地区。这些绅士很容易被说服，还欣然接受了这个词。
776



这里提到的地点都异常清晰。埃彼法尼以他渊博的文笔对黑海沿岸以及靠近博斯普鲁斯的刻赤（Ker?）和“索格达”等地区做了描述，在他笔下，“Sougdai”很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民族，与最早的成员名单相比，只有粟特人留了下来，斯基泰人则消失了。
777



最后，随着《赞词》的出现，这份悠久的文献传统进入第四阶段。在卡利斯特拉托斯的埃彼法尼文书基础上，拜占庭帕夫拉贡尼亚的致辞者尼塞塔斯（9世纪）《赞词》，是专为圣·安德鲁的游历所作，他在赞词中说那片被称为上索格底亚的地区现已无人居住。
778

 文献中的族名已转化为地名。由于文本传统长期保持一致，可以肯定索格达亚与黑海沿岸的粟特人居民点有某种联系，这从卡利斯特拉托斯的埃彼法尼文书到尼塞塔斯的过渡中可以体现出来。与其他民族不同，9世纪的文献中仍有粟特人的存在。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了。通过对上述悠久文献传统的考察，即从一开始的单一史料到后来依据史实所作的定期更新，我已说明该问题并不限于地名解释，它还包含一个族名。而且，除了那些与中亚粟特人有关的材料外，没有其他文献可以对族名作出解释。

另一份提到“Sougds”的文献，是哲学家康斯坦丁所撰，他被认为是宗教领域的圣西利尔和南斯拉夫的福音布道者。康斯坦丁对克里米亚的了解，很可能得自861年他率使团经克里米亚出使可萨汗国的活动。在一场著名的辩论中，他和威尼斯的教士们就圣书典籍是否应被译作当地方言进行了论辩，他声称：

规定只准使用三种语言，而让其他所有民族、国家既聋又哑，你们难道不为此感到羞愧吗？告诉我，你们是否将上帝看成是庸碌之辈或不希望这样做的嫉妒者？我们知道，很多民族都知道《圣经》，并用自己的语言赞美上帝：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阿布哈西亚人、伊比利亚人、索格达人、哥特人、阿瓦尔人、突厥人、可萨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叙利亚人和其他很多民族。
779



要证明《康斯坦丁志》中的“Sougds”是粟特人也很简单。事实上，我们只知道“Sougds”人知道《圣经》并用自己的语言赞美上帝。有人说“Sougds”与“突厥人”一样是黑海沿岸的民族，都被基督化了，同时还有自己的仪式语言。
780

 但奇怪的是，没有其他文献提到他们……相反，8世纪的索格底亚那已经确立了基督教，对此，我们既有考古资料的支撑，还有文献的证明。更有甚者，基督教文献曾被译为粟特文，敦煌和索格底亚那的发现即为明证。最后，粟特人把基督教传播给突厥人，也就是上文中尚未识别的Turks。景教就是通过粟特商业网传至东方的。
781

 《康斯坦丁志》无疑提到了粟特人，但它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粟特人在黑海活动的证据。所以也能在中亚寻找康斯坦丁所谓的Sougds和Turks基督徒。还有一种可能，他在出使可萨王庭途中听说过他们。考虑到可萨人的商业联系，这一点也不奇怪，那么康斯坦丁提到的他们，就像他提到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一样，都是掌握文字和仪式语言的基督化民族之一。因此《康斯坦丁志》里的材料可以得到完美的解释，而勿须发明完全未知的其他文字和仪式语言系统。另一方面，在从9世纪末开始的一份文献中，粟特人仍以其固有族名而为人所知。这一点再度强化了“粟特说”。

虽然自6-7世纪以降，文献一再提及黑海北岸的粟特人，又虽然用阿兰语词源讨论一个7世纪后的聚落困难重重，但仍然可以假设，索格达亚（Sogdaia）与粟特人（Sogdians）完全是名称上的巧合。不过还有最后一项证据会削弱这个假设。即在塔曼半岛尽头发现的一块粟特陶片，
782

 而该地区正是安德鲁信徒从上粟特前往博斯普鲁斯时曾到过的地方。这是一个镌刻铭文的容器把手，铭文显示它的粟特主人名叫?’βnw?k，即?āfnō?ak“相信永生”，这种铭文在索格底亚那非常普遍
783

 〔见图版I，插图3〕。从价值来看，它不是奢侈品，因此是否是以出口商品辗转易手，就非常令人怀疑，从中国的粟特人像中，可以看到粟特人在自己腰带上挂着这类旅行用瓶。所以把名字刻在瓶上的这个人，很可能穿越过塔曼半岛。对铭文进行古文字学分析，可将年代定于8世纪后半期或9世纪。这一发现独立支持了由文献提出的假设。它们共同构成年代学和地理学上的一组资料群。只有假设粟特人在黑海沿岸出现，我们才能对这批资料进行解释。

公元前7-前4世纪，由陆路重镇和强大的贵族构成的粟特文明，就一直为亚历山大历史学家及其希腊、拉丁后继者所熟知。因此，当早期圣徒传作者希望突出圣安德鲁在北方民族信仰转变中的重要作用时，他自然会与托勒密提到粟特人、斯基泰人和塞种人进行比照。第一条材料反映的是粟特人财富积累的第一阶段，亦即前阿契美尼德与阿契美尼德时期所造成的长久效应。与地中海隔绝后，粟特文明经历了5世纪初的第二次大发展，此时粟特?突厥人使团恢复了希腊世界与中亚的沟通，文明又再度变得光辉夺目。此次复兴，正好让圣徒传作者给传统圣安德鲁宣教的民族名录赋予了当代意义。为了表现与时俱进，名录把粟特人保留在那些能够为圣徒增辉的皈依民族里，其荣光不再诉诸托勒密的传统，而是依托粟特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威望。另一方面，逐渐瓦解的塞种人与斯基泰人正被人们遗忘。粟特人以其精致的文化，造就了一批杰出而有声望的教众。这个传说到公元9世纪又被加工修改，以符合当时的发展，尤其是当时黑海边上的一个粟特聚落，它被称作索格达亚有它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名字源自粟特，也就是携带拜占庭人如此珍视的“亚洲产品”的民族。卡利斯特拉托斯的埃彼法尼把当地居民的特质概括为“容易被劝服”，如果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便对使徒的美化无益。顺带提一句，这种特质和粟特人的宗教适应性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他们按照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求，次第归向马兹达教、佛教、景教、摩尼教或伊斯兰教……

因此，黑海北岸长期存在着一个粟特人聚落。对粟特商业史而言，这条信息异常重要。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出人意料：其他同样遥远的地方，也有粟特人的存在。黑海及相邻拜占庭丰富的市场，有足够的条件吸引粟特商人，米南德文书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索格达亚遗址发现的君士坦丁堡仓库封印以及拜占庭商人们的印章，证明这座城镇的建造时间不会晚于7世纪末，而且也展现该城镇所具有的商业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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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南德提到的贸易尝试与索格达亚最早发现的考古遗物之间存在纪年间断，但他倾向于认为当地一直都有粟特人。索格达亚与粟特人之间的联系表明，摩尼亚赫毫无成效的尝试又开始了，该努力以所有“被称为突厥族的斯基泰人”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而告终。在商业受到严格控制的拜占庭帝国背景下——其背后的商业理由可能与政治因素一样强烈，粟特人遭到了驱逐，而我认为他们随边界的变动先后在突厥和可萨边区立足。随着公元7世纪末边界日趋稳定，拜占庭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南部，而北部仍掌握在可萨汗国手中，粟特人于是就在拜占庭边境北部首个重要港口定居下来。
785

 索格达亚是一个边境集市，就像草原另一端的鄂尔多斯一样，粟特?突厥人和中国人就在那里相遇。在商业网范围内，粟特人先后定居于突厥和可萨地界，而没有受到拜占庭王国严格控制丝路贸易的影响。

第三节　可萨汗国的商业

在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上游之间，有两条通往拜占庭帝国的道路，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通道。7世纪后半叶，可萨汗国就在西突厥帝国废墟上建立了起来。8世纪扩张过程中因掠夺而致富的可萨汗国，在高加索地区与阿拉伯军队发生了冲突。作为9-10世纪的国际贸易中心，可萨汗国此前就已是花剌子模和粟特商人前往拜占庭的必经之地，而不论他们选择哪一条路。有人认为可萨社会内部有中亚商业的存在，但这还需要证明。

一、银器传播研究（餐具、钱币）

可萨汗国北部所藏来自伊朗和拜占庭的银盘、瓶子与水罐，都集中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卡马盆地，而这个地区长期出口大量珍贵毛皮。东方的银盘，无疑是7、8世纪该地区最负盛名的防腐蚀商品。大量银制器物的发现，以及二十五年来的研究进展，完全可以按照商品的来源为乌拉尔河西部森林覆盖地区发现的银盘开列一份财物清单。
786



在乌拉尔河以西的森林地带，一共发现82个来自中亚和伊朗的贵重银盘，它们都是制于8世纪末以前。82个银盘中，36个属萨珊波斯人、23个属粟特人、10个属花剌子模人、8个属突厥人或粟特?突厥人、2个来自吐火罗斯坦、2个来自阿富汗或印度西北部，还有1个来自喀布尔地区。因此有46个银盘出自中亚商业地区。此外，在36个萨珊银盘中，有5个上錾粟特和花剌子模题铭，因此属于粟特或花剌子模商人。总之，82个银盘中，可能只有31只不属于中亚商人，其余的51只则由粟特人或花剌子模人沿途兜售。

如果我们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公元700年以前制造的银盘，那就会得到如下结果：所有41个银盘中，27个属于萨珊波斯人、6个属花剌子模人、4个属粟特人，2件来自阿富汗或印度西北部，2件出自吐火罗斯坦。27个萨珊银盘中，有5个上刻中亚铭文。除了22个银盘外，其他19个银盘可能都经中亚商铺中转。到公元8世纪，数量则上升至总数的3/4（32比9）。

这项研究表明，中亚商人强有力地参与了以俄罗斯东北部森林地区为主的贸易活动：卡马出土的、700年以前制作的东方银盘中，至少有45%曾经其手，从8世纪开始，更上升至75%〔见图版Ⅷ，插图2和3〕。

这些贵重商品可能走得还更远。瑞典沿海诸岛之一的黑戈（Helg?）岛是中世纪早期一个大规模的贸易中心，在岛上的房屋遗址中发现了一尊小佛像。虽然它的考古脉络稍显紊乱，但附近出土的阿拉伯钱币年代却定于742-833年之间。佛像首次刊布时，被当作是5世纪的新疆之物，但它的风格其实更接近7世纪的克什米尔（Kashmirī）造像。
787

 它是否经过8或9世纪初的中亚通道，目前还无法确知，但却是最可能的路线。

卡马盆地的另一个考古遗迹是银币，由于新出论著对萨珊银币和中亚仿币作了明确区分，因此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银币。在钱币领域开展的持续性辨识工作，对大部分银碟属性的重新判定极有助益。
788

 从中所得成果相当丰富，71枚萨珊或中亚银币中，
789

 6枚是花剌子模银币，4枚是萨珊银币的布哈拉仿币，有9枚可能是中亚仿制的中亚银币，最后1枚萨珊银币则打上了布哈拉印记（tamga）。所有银币中，至少有20枚、即28%的银币出自中亚，不论它们是否在那里铸造（花剌子模银币和萨珊仿币）或曾经流通该地区（布哈拉图样）。其他银币的流经通道尚无从知晓，萨珊帝国虽然离得很近，但高加索北部沒有迹象表明它们曾通过该地，因为萨珊银币非常少见。
790

 如果不是帝国经济中枢的话，我们无法通过萨珊银币印模的研究把它和明晰的区域联系在一起。
791

 相反，索格底亚那却提供了大量萨珊银币，尤其是与卑路斯（484）反对嚈哒失败以后的入贡联系在一起，这些钱币在卡马的众多发现中最具代表性（10枚银币和4枚仿币）。
792



这些花剌子模、粟特银币，虽然质量不佳，
793

 但在中亚也很少见，
794

 它们与萨珊银币的混杂，证明了当时的交通走向。其他出土的花剌子模银币，可能也包括在内。
795



大多因有穿孔而被当作珠宝的这些钱币，与银碟一样都是大规模贸易的商品。器物上的铭文也是商人所刻。银器可能是卡马地区财富的外在标志，又或许具有某种宗教意义。只要有所需求，贸易便随之而起，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理解银制品为何会集中于欧洲俄罗斯的东北部地区。在此也不必探讨小规模的物物交换。不可否认，中亚商人能行至极远的卡马地区，但问题并不在此。在毗邻中亚和毛皮生产区沿途的某个地方，北方其他民族同样也可能接管来自中亚的运输。然而钱币和银盘显示，中亚商人也参与了这些交易。

出口银盘和银币是为了换取什么呢？根据穆斯林文献描述，这些地区9、10世纪是毛皮、蜂蜜、琥珀和奴隶的输出地。可以推想，之前的几个时期也是如此，至少毛皮方面的资料是明确的。《后汉书》记载公元2世纪，这些地方就以毛皮作贡品：

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
796



这些商品中，只有琥珀在中亚保存下来（虽然保存情况很糟糕）。最近分析表明，这个时期的索格底亚那和花剌子模，无疑是波罗的海琥珀流通的专属地区。
797

 而琥珀交易肯定是由粟特人实施的，比如在撒马尔干、喷赤干2号宫殿和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798

 都发现了琥珀，年代均为公元8世纪。粟特人与东亚的联系尤为密切，由此可以断定是他们将琥珀传入日本的。此外还发现了小匾状的琥珀，这说明它们很可能是在中亚制作的。
799



二、在可萨汗国

珍贵银碟在可萨汗国的集中度较低，给统计数据的应用带来不少麻烦。这里我们需注意，帝国的6个窖藏中（达吉斯坦、格罗兹尼、亚速海、利马罗夫卡、帕夫洛夫卡和皮埃尔斯皮诺），有4个是部分或全部由中亚或经中亚商人转手的商品组成。因此，亚速海窖藏（顿河河口）有8世纪的粟特水罐；达吉斯坦有7世纪的花剌子模银杯；在亚速海线以北100公里的利马罗夫卡，有刻着粟特铭文的萨珊银瓶；
800

 最后，在皮埃尔斯皮诺的保加尔可汗库弗拉特（Kuvrat）墓中，有萨珊金碟、7世纪的粟特?突厥银盘，以及代表沙普尔二世、上錾粟特文的银盘。因为这些器物和题铭不能用可萨劫掠高加索的史实来解释，所以中亚人在商业上的主导地位又再次得到确证。

其他不经意间发掘到的物品，也证明9世纪初中亚和可萨汗国之间存在商业联系。在萨克尔这座可萨堡垒最早期的地层（约830年）中，先是挖出一张产于撒马尔干的纸片，后又找到一枚7世纪的粟特棋子。在那儿还发现了产于泽提?阿萨尔（锡尔河流域）的陶片。
801

 位于顿河流域的德维察窖藏，埋藏年代稍晚于838年（最新的钱币年代），相对比例较高的钱币铸于撒马尔干，更多钱币则铸于河中地区。830年后所铸钱币中，出自东伊朗和中亚地区的占总数的90%。
802

 这与北方卡马地区发现的窖藏完全不同，经证实它与高加索之外的伊拉克有联系。
803



虽然有关伏尔加河与高加索之间帝国中心区域的信息分得很散，但从商业角度而言，却能够证明这片广阔区域是由外国商人所控制的。我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可萨汗国可资利用的相关材料，可以帮我们排除可萨汗国曾经存在大规模贸易的假设。
804



上述诸路线和边缘地区一道，将中亚商人引入可萨汗国的心脏地带。如此一来，可萨汗国境内就有了长途贸易的商人，他们从可萨人的扩张政策、对拜占庭和萨珊国土的劫掠以及北方各族向帝国输出商品的局势中获得巨额财富。这些商人很可能用所得物品换取东、北方的珍贵商品，而且没有人比他们更擅长在这样的大规模贸易框架下运作。

这一点可用两个拜占庭银盘来证实，一个属于公元6世纪，上刻粟特文的布哈拉变体，另一个属于7世纪，上有花剌子模铭文。
805

 这些铭文和通常认定的拜占庭-中亚-卡马路线无涉，而与南俄罗斯和里海草原的粟特及花剌子模商人有关。该假设使我们得以避免对这些物品作过多的想象。同理，题铭相似的萨珊银盘，在可萨汗国可能也曾经过粟特商人或花剌子模商人之手。

这样的情形可能要追溯到上一章我提到过的突厥汗国内部分工。根据571年米南德的描述，粟特人与西方的大规模贸易，在突厥帝国瓦解以后还继续存在。当时的索格底亚那和花剌子模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接触、融合的地区，而不像高加索那样是以冲突闻名的地带。东西商贸让商人长期滞留于突厥各部落，之后在可萨汗国也是如此。这些商人最有可能用卡马的毛皮和其他商品来与索格底亚那及萨珊王朝溃败后阿拉伯征服者买入的银器进行交换。

第四节　花剌子模人与粟特人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并没有对花剌子模人和粟特人进行区分。在中亚众多民族中，他们同处西部草原商业贸易的主导位置。加之花剌子模更接近西部，因此地域上更占优势。

一、花剌子模的大规模贸易

毫无疑问，花剌子模人利用草原路线开展长途贸易。前引希拉克的亚拿尼亚文书证明了这一点：相比粟特人，他更常提起花剌子模人。公元570年，在首批拜占庭使节和粟特人行将抵返君士坦丁堡之际，根据米南德的描述，只有原是花剌子模人的国王阔力阿台被授权同行。
806

 不论去还是回，都要经过花剌子模。粟特人与花剌子模人似乎有过合作，粟特人凭借其政治背景发挥主导作用，花剌子模人则在利润丰厚的商业中趋机获利。后来到8世纪，由于可萨和花剌子模地界相邻，彼此间的联系就变得异常重要。花剌子模人后来在可萨汗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里最主要的史料采自马斯乌迪（Mas’ūdī），他描述了公元7-8世纪阿斯亚人（Arsiyya）遭遇麻烦之后，是如何离开花剌子模并为可萨王服务的。他们组建精英兵团，并向可汗提供了一位维齐（vizier）。
807

 乌斯秋尔特高原可经阿姆河流域花剌子模的主要中心区，缘咸海向西通往可萨草原，这条路后来也为商栈网提供了重要支持。
808



《新唐书》中有关花剌子模的记载如下：

火寻，或曰货利习弥（Khārizm），曰过利，居乌浒水（Oxus）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与波斯（Persia）接，西北抵突厥曷萨（Khazar Türks），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飓遮城。诸胡惟其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751），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
809



除使用牛车之外，中国人对花剌子模及其商业的情况知之甚少。
810

 在西部草原无疑很重要的花剌子模商业，从未控制过粟特商业网的东段部分。

二、在粟特商业圈

通过某些迹象，我们还能作进一步的推断，至少从8世纪开始，花剌子模就被纳入于粟特商业圈。

表现最明显的是货币。在萨瓦斯芬统治时期（上引《新唐书》为751年的稍施芬）和8世纪下半叶期间，就能看到上刻花剌子模?粟特双语铭文的钱币。
811

 而本世纪末也偶有阿拉伯文掺入，这样就出现了三语铭文。
812

 粟特铭文只出现在银币上，
813

 而不见于同期国王发行的铜币。双语钱币仅仅是为重要交易、尤其是国际贸易而专门铸造的。此外，政治原因无法解释为什么要采用粟特字母。这些钱币铭文为我们指出了商人的具体身份。8世纪中期，粟特人控制了花剌子模地区的国际贸易，这一续至少持续了半个世纪。
814



公元8世纪，基督教在花剌子模建立。我们知道，在离托克卡拉不远的米兹达克斯干（Mizdaxkan），发现了7世纪末或8世纪前半期的纳骨瓮，上面就绘有十字架。
815

 这种基督教具有粟特背景。在威尼斯，圣西利尔就在他冗长的基督教仪式语言名单中，提到粟特人而非花剌子模人。我们还知道，花剌子模的天主教徒（Melkites）直至14世纪，一直将粟特语作为仪式语言，他们则被称作“Soldains”。
816

 最后，遍布中亚中心地区的基督教教堂，8世纪以降一直都位于索格底亚那境内。在塔什干设立天主教的大主教始于762或766年，而在撒马尔干设立景教的大主教则不晚于728年。
817

 基督教文献也证明粟特人在花剌子模的地位不断上升。

突厥汗国粟特社会所产生的力量，为粟特商人打开了通往西部草原的通道。这个初级阶段很快就被超越了，粟特人还建立起广泛的贸易网，这可由希拉克亚拿尼亚《地理志》中提到的索格达亚镇建设，以及北部森林发现的、来自或经索格底亚那的银碟予以证明。该地区的唯一对手就是花剌子模人，他们也被亚拿尼亚的《地理志》和《新唐书》所提及。粟特人外交上的首次意外成功，不仅克服了地理障碍，还将对手挤入次席，从而获得了主导地位，加之有幸接触到突厥和中国的财富资源，实力因此得以增强。到公元8世纪，花剌子模顺理成章地被纳入粟特商业区。粟特商业网西段自然是最后才建立起来的。穆斯林军队征服索格底亚那半个世纪以后，它才逐渐步入鼎盛时期。


第四部分　商业网的破裂（700-1000）

大规模粟特商业的政治方面所赋予它的角色与奢侈品的简单贸易极不相称。但政治本身在增强商业实力的同时，也是一项脆弱的资源。8世纪上半叶，随着阿拉伯对中亚地区持续数十年的征服，吐蕃、回纥势力的扩张以及中国军队的回撤，军事力量的均衡局面被打破。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但对粟特商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文献的命运也一样，760年以前，我们仍有丰富的资料可资利用，既有汉文史料，也有穆斯林著作，甚至还有粟特本土的资源。但76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相关记载却极度贫乏。直到公元10世纪，资料才又逐渐丰富起来，但就地域背景而言，我们很难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伊斯兰控制下的西突厥再度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研究中亚东部的主干材料。

我的分析就在这样的文献背景下进行。第九章利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主要涉及8、9世纪索格底亚那融入穆斯林帝国社会经济网络的情况。第10章则研究索格底亚那和古老商业帝国间的联系是否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萨曼商业是否是粟特商业的直接继承者。

第九章　伊斯兰世界的粟特人

伊斯兰人的到来完全颠覆了我的分析基础。公元8、9世纪，粟特社会各领域都经历了一次重要变革。穆斯林阿拉伯史料就阐述这一变化而言异常丰富。但与之前粟特人势力所及地区的汉文文献和商业文书一样，阿拉伯史料突然被另一地区的资料所取代。后者数量虽然庞大，但都出自我所提到过的粟特商业网薄弱地区——伊朗。不论从地理还是性质上看，记述的角度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是塔巴里（839-923）所著的《先知与君王》，作为一本通史，它概述到915年的历史事件。此书奠定了前伊斯兰时代伊朗史以及伊斯兰教来临与扩展情况的史料基础。对于中亚，塔巴里则完全仰仗艾尔·玛达尼（al-Madā’īnī，752-840？），他是若干亡佚作品的作者，其作品涉及呼罗珊征服及先后统治其地的诸长官的政绩，特别集中叙述了8世纪上半叶的情况。
818

 其他资料，特别是波斯人巴拉米所撰写的《塔巴里年代记》的波斯文译本，
819

 也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有时它会述及伊朗和中亚的细节，而这些在现代阿拉伯文献中根本看不到。尚须提及另一本有关阿拉伯征服的伟大叙事著作，拜拉祖里的《武功录》，它代表了一个独立的传统。
820

 除拜拉祖里（殁于公元892年，希吉拉回历279年）之外，这些作者都活跃于公元10世纪。但对经济史，确切地说是粟特商业史，资料都极度匮乏。与7、8世纪的新疆相比，我们对8世纪中叶以后穆斯林时代的情况知之甚少，
821

 而从8世纪后半期到9世纪，更存在一个难以弥缝的文献缺口。历史著作对征服以后的中亚失去了兴趣，只满足于大笔勾勒中亚的政治发展情况。第一批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雅库比）仅用9世纪的相关情形作了部分补充。面对史料的缺乏，史料编纂的特点——有大量关于呼罗珊和河中地区的材料，特别是在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创立及发展过程中，这些地区在军事方面所起的作用——只能对经济状况勉强进行概述。即使得不出结论，商业领域的研究工作还得继续。在此背景下，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商业作用，还真是一件棘手的事，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必须尽一切之能事。

研究方法和我先前的分析一致。阿拉伯人入侵导致的失序状态，有时可能扰乱粟特商业的正常运作。因此要获知经济动荡的真相，有必要与征服有关的文献叙述结合起来。相反，索格底亚那被纳入庞大帝国的史实，自然会引导我们去研究粟特商业向伊拉克扩张的可能性。但阿拉伯穆斯林文献的特殊性以及早期商业领域情况的极度贫乏，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进攻重新进行思考。城市社会史的确是阿拉伯史料最适合探讨的众多领域之一，不论是城市叛乱还是精英构成，分析价值都一样重要。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表明的那样，商人在形成社会群体和重要市场之一的粟特城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无法直接获得信息，我只得从这个角度发掘粟特商人所在环境的一些情况。史料汇编和本土历史，都可以让我们接触到城市精英的问题。这种混合体裁就包括了我们称之为城市史的文献在内，就像纳尔沙希10世纪完成的《布哈拉史》，
822

 以及包含了宗教精英成员传记的文献材料——它们就隐藏在《历史》一名之后。这些宗教精英居住在或频繁往来于我们提到的那些城镇（比撒马尔干和尼沙普里），而这些文献都完成于11世纪以降的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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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元8世纪的困扰

一、年代纪

就和拜占庭一样，贝都因阿拉伯军队出其不意地攻占了萨珊帝国，拜占庭-萨珊双方经历数十年的战争，早已精疲力竭。在恰迪西亚（637年）和奈哈温（642年）战役之后，最后一任萨珊统治者伊嗣侯三世，不得不领导伊朗东境的抵抗，但军事行动的协调一次都没成功过。他651年在木鹿过世之后，这次抵抗最终瓦解。

在伊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分散的地方政权由阿拉伯不同军队领袖所控制，而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哈里发则尽可能地控制他们。阿拉伯军队第一次入侵索格底亚那，无疑最早是在654年，
824

 而阿拉伯总督只是681年和军队一起，在河中地区过冬。之前仅发生过有限的几次掠夺性攻击事件。哈里发政权自身滋扰不断，以致30年之后才将索格底亚那征服，形形色色的萨珊王位觊觎者乘机在东伊朗地区崛起，然而鲜有成功者。

索格底亚那、花剌子模、石国和费尔干纳，在705至715年间都被屈底波·穆斯林一一征服。撒马尔干也于712年被设计拿下。阿拉伯总督后来又花30多年时间巩固战果，镇压粟特贵族和突骑施的结盟反击，同盟者们丢掉了整个国家，并把战火燃至阿姆河以外的巴克特里亚。在倭马亚王朝最后一任总督纳斯尔·本·赛亚尔治理下，北方诸国名义上的屈服，使战争的前锋线确定在撒马尔干和乌对沙那之间。

阿拔斯革命源于木鹿，它和新王朝一道，让很多随新王朝建立的伊朗人掌权，但出身河中地区的人很少。并波悉林作为王朝的主要宣传者，后来通过屠杀部分反叛贵族并在上撒马尔干修建政府官邸，从而确定了自己在索格底亚那的地位。
825

 公元755年中国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但结束了中国军队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而且让突厥、粟特和阿拉伯军队兵戎相见。对于中国军队撤退的原因，著作通常会提到751年中阿之间的塔拉斯大战，但它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中国虽然舐尝了战败的创痛，但没能阻止他们两年之后重返这一地区。呼罗珊北部和索格底亚那南部（史国、布哈拉）的伊斯兰化也在进行，但证据表明，该进程遭到一个混合了什叶派教义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异派宗教的反抗，并8世纪下半叶迅速发展。

公元806年拉菲·本·莱思在撒马尔干叛乱，表明融入穆斯林帝国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场叛乱一开始是由财税危机引起，后来蔓延到整个索格底亚那地区，马蒙好不容易才从木鹿一步步将其平息。他在巴格达另立山头反对兄长以后，粟特贵族在哈仑?拉施德之子（即马蒙）统治下，成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快就被突厥人取代，这些突厥人是在穆斯林帝国边境雇佣的，当时边境逐渐向北收缩，包括石国和费尔干纳在内。

在尼沙普里半独立总督塔希尔家族治下，自819年以来就一直统治撒马尔干的特尔梅兹的小贵族萨曼人势力也在逐步上升，到874年就完全独立了，这多亏了亦思马因·本·艾哈迈德的个人魅力。892年他把首都迁至布哈拉，控制了东伊朗全境和河中地区。10世纪上半叶是萨曼王朝的黄金时代，该地区无疑是穆斯林世界最繁华的地带——至少从游历过该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溢美之词中可以看到。到10世纪下半期，却逐渐坠入低谷，统治者突厥近卫的严重干预，导致了萨曼王朝的纷争。公元999年，萨曼王朝在反对喀喇汗王朝的过程中灭亡。后者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一个帝国，并成为10世纪泛伊斯兰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代表，而这场运动就发生在萨曼境外突厥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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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概括描述了阿拉伯征服之后索格底亚那政治演变的主要特征。每个小问题都是史料编纂长期争论的对象。鉴于本书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827



地理概念的演变与阿拉伯征服是一致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呼罗珊就是阿姆河下游、萨珊帝国东北部旧地。但就广义的穆斯林时代而言，它时不时地也能将阿姆河以外的索格底亚那和花剌子模等穆斯林地区囊括在内。穆斯林文献把这些地方称作河中区（Māwarā‘a al-Nahr，“河那边的地方”）。该词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古代索格底亚那（泽拉夫善河谷中部和喀什卡河），也包括更北地区（东曹国、石国、费尔干纳，甚至七河地区），以及古代巴克特里亚北部（希萨尔山与阿姆河之间）。除了花剌子模和费尔干纳之外，阿拉伯语Māwarā‘a al-Nahr一词就广义而言，与玄奘称之为窣利的地方完全一致，即从伊赛克湖（Issyk Kul）到史国的地界。相反地，阿拉伯文献中的索格底亚那一词，也仅局限于撒马尔干西部的农业地区〔见展开图〕。

各种关于征服的材料，对经济史都不适用。
828

 但可以选择一些商业信息，与这些地区最重要的苏联考古成果相比较。考虑到材料的政治、军事特征，可以关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掠夺对粟特经济的具体影响，二是在如此动荡的背景下商人所起的政治作用。

二、征服、经济史与商业

征服过程中，有几个粟特城邦特别引人注意——撒马尔干、沛肯、史国和喷赤干——它们为免遭剽掠而预先支付赎金，但有时也难以幸免。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商业在城邦财富中发挥的作用。阿拉伯人的掠夺自然代表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至少对掠夺者来说是这样……粟特城镇的富裕给征服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在706年（回历88年）征服沛肯期间，一个俘虏请求用5000匹中国丝绸赎身，据估算相当于1 000 000迪拉姆，或每匹丝200迪拉姆的高价，其价值是织锦袍的两倍；
829

 屈底波杀死了他。在城里发现的金、银器熔为50000（或150 000）密斯卡尔，
830

 或220和660公斤的贵金属。历史学家也认为：

他们在沛肯收获甚丰。穆斯林军队在沛肯所获得的〔战利品〕，远比他们在呼罗珊得到的要多。
831



须对此作几点评论：第一，没有必要据此认为粟特城邦比呼罗珊富有。沛肯在屠杀阿拉伯驻军后被攻占并洗劫一空，而呼罗珊较大城镇都未逢此劫难，它基本上是通过和平条约获得安全保障的。30年后，一支从未攻过城、掠过地的阿拉伯军队夺取了沛肯，这是因为之前他们完全陷入了本国小规模的动乱。当屈底波715年发动叛乱，进而夺取军权时，他并没忘记要在下令进攻索格底亚那之前，提醒他们自身所处的贫困状态。
832

 第二，对索格底亚那来说，这条材料无疑证明了沛肯极度繁荣。综合各方情况来看，正如阿拉伯和波斯文献所指出的，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不太从事农业生产的城镇，它的财富纯属商业性质。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对粟特经济产生重要作用的是否就是掠夺呢？纳尔沙希在答案中给出了暗示，他写道：

〔屈底波·伊本·穆斯林〕于88/706年征服吐火罗，渡过阿姆河。毕国（Baikand）居民听闻此事，立即加固了城堡〔……被攻占以后，城民趁屈底波离开后发动起义，屈底波又再次夺取该城并将其摧毁……〕毕国居民都是商人，其中大部分去中国以及其他地区进行长途贸易。他们回国寻找妇孺和亲人，用赎金把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赎回，重建毕国，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据说从未有毕国这样的城市，在被完全摧毁、倾空之后，还能在本国居民手中迅速重建。
833



索格底亚那南界的战争，肯定也是当地居民卓有成效的适时举动。我们看到，乌拉尔西部山麓发现的、出自萨珊作坊的银盘和水罐，有一些上面镌刻粟特铭文，但全都与出自中亚作坊的器物混在一起。因此，粟特人从萨珊王朝溃败中获利的同时，似乎还带回一些阿拉伯战利品，尤其是价值不菲的物品。波斯贵族自己也觉得和粟特商人在一起并不安全。屈底波在索格底亚那赎回了萨珊王朝最后一任国王、伊嗣侯三世的外孙女——可能在劫掠沛肯期间——并将她送到伊拉克。之后她成为哈里发瓦立德妻子之一
834

 以及哈里发叶齐德·本·瓦立德（744年）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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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而言，有关劫掠沛肯的篇章稍微让人感到愉悦。塔巴里继续对穆斯林的一夜暴富予以评论：

他们购买武器和马匹，并设法得到一切可供骑乘的动物。他们互相攀比，看谁的穿着和武器更精致，并以高价购买武器，一支矛的〔价格〕都达到70〔迪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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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军队周边的行商市场突然发生通货膨胀，这表明部分货币又回流到当地居民手中……有人会提到1939年在北纬60度鄂毕河中游发现的重达2公斤的巨大的塞穆鲁头像。这个8世纪初期的粟特工艺头像，是阿拉伯军队所掠赃物中的一件，他们洗劫了一个索格底亚那寺庙，并砸碎里面的塑像。后来被粟特人买下来卖到北方
837

 〔见图版Ⅷ，插图1〕。

除上述几个劫掠的例子外，粟特城镇一般是从投降协定中获利的，这些协约规定了投降和入贡的费用。712年撒马尔干的投降条约，其原件和波斯文译件分别被8世纪一位鲜为人知但见识广博的作者伊本·阿萨姆·库菲和巴拉米保存下来。
838

 投降的代价是马上支付2 000 000迪拉姆
839

 和3000个精壮奴隶。每年固定纳币200 000迪拉姆。下面给出一些有趣的换算比率：1个奴隶值200迪拉姆；1件大衣（可能用织锦）值100迪拉姆；
840

 1件小衣服，60迪拉姆；1块（段）
841

 丝绸
842

 ，28迪拉姆。最后，1密斯卡尔的金子（4.4克）值20迪拉姆。这些数据提供了几条信息。有关丝价的数据表明，公元750年的敦煌，1卷生丝价值460铜币，
843

 而32个铜币相当于1个银币。通过简单计算就知道，敦煌1卷生丝值14.3个银币。但投降条约里提到的很多块/段生丝，指的是整卷中国丝绸，它的长度大于宽度。
844

 撒马尔干与敦煌相比丝价也翻了一番，从14迪拉姆涨至28迪拉姆。上面提到的沛肯富翁，有5000卷丝绸，或140 000迪拉姆，这就是说，他一人就拥有撒马尔干预付丝绸总量的1/14。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凑齐这些数额对撒马尔干的粟特人来说并不困难。

这一时期，粟特经济也完全融入了中国经济圈。丝绸是大笔支出的主要中介，而在塔巴里所记其他事件中，丝绸也被大量使用：驻守索格底亚那（回历121年，公元738-739年）的突厥将军库尔苏勒，就把丝绸作为军队的薪俸，
845

 而在751-752年（回历134年）掠夺史国期间，丝绸也成为主要的剽劫物。
846



沛肯城的迅速恢复以及相当数量的入贡，都应拿来和喷赤干的考古数据作一比较。该城征服期间的命运，结合三种史料就能弄清楚。多亏有征服方面的记载，我们才得以了解迪瓦什梯奇在领导粟特贵族反抗阿拉伯人中所起的作用。
847

 穆格山文书的发现——迪瓦什梯奇档案——增进了我们对喷赤干外交、政治与经济生活以及公元710后十年周边环境的了解。
848

 最后，该城是中亚考古最发达、发现最丰富的地区，我们可以把它和穆格山文书结合起来。

部分撒马尔干贵族前往喷赤干避难，并支持迪瓦什梯奇的政治活动，他于是就在721-722年自称粟特王。人口的大量流入必须要新建一个贵族居住区。722年统治者死后，阿拉伯人便将喷赤干摧毁。
849

 考古资料显示，到740年为止，这个地方已被废弃15年，此后修复和营建等重要工作也开始了。重建豪宅，自然包括以前的仪式厅和非穆斯林的陈设。同时还恢复了一座宫殿，但墙上再也没有出现本来应有的装饰。总之，贵族风格的豪宅比例从42%降至24%。
850

 公元740年以后，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先重要却逐渐消沉的社会生活，而在760-770年的一段时间，仪式厅和豪宅都遭废弃，前宫殿遗址则为社会底层所占。
851

 因此，重建工作进度缓慢，而且只在政治稳定时才进行。这可与8世纪40年代的事件联系起来，按编年史的记载，纳斯尔·本·赛亚尔灵活统治期间，呼罗珊曾一度繁荣。
852

 总督接受其条件的同时，
853

 与粟特人也成功和解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喷赤干重建的背景。但事实是，这次重建非常缓慢，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我很容易在喷赤干和沛肯的对比中给出解释。后者虽位于军队往来的必经之道，但依靠大量的商税，它很快又重建起来——纳尔沙希非常明确这一点。前者坐落于孤僻的河谷之中，虽然农业丰饶，却缺乏重要的商业联系；当地贵族不得不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来积累重建所需的资金，但他们却于8世纪60年代离开了本镇。

喷赤干和沛肯同遭剽掠却命运相反，突出表明商业对索格底亚那经济活动的重要性。有关征服的文字材料，和中文史料描绘的粟特商贸情形完全一致。穆斯林阿拉伯文献则进一步提供了商人的大量细节。

三、粟特人：阿拉伯军队的金融家

萨珊王朝基础建设的破坏以及极端松散的穆斯林宗主制下各省的分裂，都可能让粟特商人从中获益，因为他们不再受萨珊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对此我在前面已有提及。相反，军事行动却阻碍了商业活动的开展。我们无法对细节进行查证，但由于征服的材料得以保存，我们遂能掌握大致的情况。从这些记录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粟特人遗址的建立，即古代中亚萨珊王朝一个防卫森严的大镇——木鹿。

一个很有意义的章节，表明粟特人在阿拉伯征服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塔巴里在他《历史》一书中，详细记述了699年从木鹿出发进攻布哈拉的一支远征军：

倭马亚·本·阿卜杜拉，是阿卜杜-麦利克掌管呼罗珊的总督，他让布卡亚负责进攻河中地区〔……〕又花大量金钱购买马匹和武器以作准备，他欠了粟特人及其商人大量债务〔……〕阿塔布·利克瓦·古达尼为了陪伴布卡亚人，也欠下债务，当他无处可去时，债主抓住他并将其投入监狱；布卡亚为他偿清债务，他才得以释放。
854



可见，粟特人是7世纪末木鹿市场的最大债主。但他们居然敢囚禁远征军将军的副官。粟特人资助后者，希望从掠夺中得到偿还。阿塔布·利克瓦虽然遭到囚禁，最后也没撕毁合同而动用武力。一条珍贵材料表明，粟特商人作为金融家，全力支持有利可图的军事行动，而这些行动直接针对索格底亚那。由于其他例子表明两城居民互怀敌意，因此木鹿的粟特人可能并非来自布哈拉，而是撒马尔干。

根据这一事件，我们可为7-8世纪之交发生在索格底亚那南部的事件提供一份完整的商业解读。
855

 木鹿的粟特商人可能出于税收的考虑
856

 资助阿拉伯人征服索格底亚那，其目的是为了将商业税从10%——商人在敌境（dār al-?arb）所付税率——降至5%——来自征服地区的商人所付税率。这一点很有可能，就算对阿拉伯势力控制下的边境地区评价稍显乐观，却无文献可以证明。

萨珊王朝衰亡以前粟特人在木鹿的地位稳固与否，目前还无法确知。在萨珊王朝最后一任统治者去世和布卡亚远征之间耽误的半个世纪，已给粟特人充足的时间强制迁居。木鹿即使有大量其他聚落存在，也当是更早的定居者，因为粟特人在这里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857



萨比特和侯莱斯·伊本·库特巴两兄弟作为胡扎的客户，塔巴里提到了他们的开拓事业，据说他们是7世纪木鹿粟特人聚落的首领。
858

 这两人与粟特君主的联系极为密切，能将他们拉到自己一边，
859

 正如让木鹿的阿拉伯人将军事重任交给自己一样。
860

 他们对商业可能也感兴趣。塔巴里通过萨比特之口说出下面这句话：“我们有〔一些〕来自巴里黑的商人。”
861



但阿拉伯语“有我们的商人从巴里黑来”（Inna linātujjāran kharajūmin Balkh）的表述模棱两可，据此我们无法得出确切结论。
862

 而且也没有材料证明两兄弟是粟特人和木鹿聚落的首领。
863

 相反，有人可能会发现，材料里数次提及的家庭成员，都未曾受到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化的影响。他们都带阿拉伯语名，如果来自索格底亚那的话，这看起来就很有问题。两兄弟叛乱时，木鹿总督没收其家产，抓住其家人。他们的财产是在呼罗珊而不是索格底亚那，家人也没撤至阿姆河以外。同份报道还说，他们在当地一直保有家族身份并承担军事职责，这更说明他们是贵族而非商人。

巴格达宰相、著名的巴尔马克家族，是我们可以列举的另一个出自呼罗珊的贵族圈子，他们为征服者服务，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塔比特去世之后，他在阿拉伯军中服务的将军堂兄为了报复他，将所有特尔梅兹的阿拉伯人处死，却宽恕了伊朗人……
864



四、粟特商人的政治角色

尽管资料比较分散，但我们却能对粟特社会里，最主要是商人环境中的亲阿拉伯派进行研究。一般都赞同这种假设。
865

 粟特人政治态度的不断转变，可能与专营中国贸易和木鹿贸易商人间的冲突有关，而木鹿的粟特债主资助阿拉伯军队在索格底亚那展开军事行动，使这种看法更具吸引力。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需要细读若干文献。

塔巴里的一段文字，描述了自719-720年（希吉拉历101年）以来就与阿拉伯势力保持友好关系的萨马尔干居民是如何强烈抗议的，其中就反映了这样一个派别的存在。在这一事件中，虔诚的哈里发乌玛尔二世，曾应撒马尔干（ahl Samarqand）民众代表之请，解决撒马尔干征服后的问题，起因是阿拉伯人征服者没有信守诺言：屈底波违背条约协定，拒绝离开这里，还驱赶当地居民。在双方军队之间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总督遵照哈里发的命令，驱逐城里的阿拉伯人，而让粟特人收回自己的房产。根据胜利者的要求，要么签订一份条约，要么用武力夺取撒马尔干。相比冒冲突的风险，索格底亚那居民更愿意维持现状，并在阿拉伯人和粟特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来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这段插曲应放在政治背景而非社会背景中看待。如果撒马尔干被武力攻占，索格底亚那
866

 居民会冒和沛肯同样的风险——喷赤干不久后就经历过——条约控制下的城镇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政治上被总督挟制的粟特人，很快就打退堂鼓，在一个简单的解释之下寻求庇护，而总督为此下了很大赌注。他们接受阿拉伯人而非其他人的友谊和信任，本身就很有趣，但不能根据之前向乌玛尔二世的抱怨进行过度解释。唯一可以考虑的，是激进派与稳健派之间的对立，前者在驱逐中丧失一切——即城市定居者；后者意识到武力使用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粟特乡间（al-Sughd）拥有财产的贵族，他们没有失去什么东西。无法想象这里会有亲阿拉伯的党团，城里亦然。对于索格底亚那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商人政党——一个倾向中国，另一个倾向阿拉伯——的说法，尚无证据证明。
867



阿拔斯革命之后稍晚，布哈拉又爆发了反对并波悉林的起义。
868

 纳尔沙希描绘了起义的情况，布哈拉人支持阿里的后代，但遭到并波悉林、布哈拉·胡达及周边贵族军队的镇压。城市居民和乡村贵族与农民明显对立之际，就很难把握其中的主题，对于他们，也出现各种不同的解释。这绝不仅是支持倭马亚起义的事件：起义领袖谢里克·本·谢赫·麦赫里，比较了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本应避免的不同弊端……
869

 很明显，布哈拉的阿拉伯人和粟特人正在融合，却无商业材料供我们专门研究。

最后，引用两个细节来突出商人的具体作用。当阿拉伯军队在费尔干纳俘虏并屠杀流亡者时，他们却格外宽恕了商人。
870

 塔巴里提到了他们从中国商品交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有人在两种解释间犹豫不决：一种是阿拉伯士兵渴望赎金所带来的财富，一种就政治性的解释而言，提到了阿拉伯人保留商人的政策。无论如何，可能并不存在一个亲阿拉伯的商人团体，而是一个亲商人的阿拉伯团体。
871

 第二个情节是在纳尔沙希著作中发现的：屈底波·本·穆斯林攻占布哈拉以后，驱逐了半数的居民，其中就有卡什卡珊族。纳尔沙希评论道：

布哈拉有一个卡什卡特（Kashkathān）家族。他们手握权力和高位，尊贵异常，还得到了布哈拉人的拥戴。他们本非迪赫干（dihqāns），而是有外国血统。但他们是优秀的商人家族，并因此致富。当屈底波设法瓜分其房屋和财产时，他们把房产统统给了阿拉伯人，并在城外修建了七百栋别墅。
872



大商人与穆斯林势力的公开敌对，这一事件会持续下去应该没什么疑问。商人的屋宅长期以来都是城里的异教中心，他们公开表示对皈依伊斯兰教的憎恶，阿拉伯人将别墅大门作为战利品放在清真寺。纳尔沙希的时代仍然可以找到它们，但头像都被切掉了。
873



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索格底亚那商人家族的政治态度——虽然是在布哈拉，但由于与木鹿之间存在贸易，因此他们的态度要好得多——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对穆斯林阿拉伯人怀有强烈、持久的敌意。木鹿的粟特人几乎得不到索格底亚那的支持。
874



活跃、富裕的商人，如果不是在有关征服的史料中起到特殊的、可辨识的政治作用的话，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确对粟特城邦的富裕作出了巨大贡献。幸亏他们的活动和农业财富，索格底亚那方成为8世纪上半叶中亚陆路最富有的地区。但和汉语文献相比，阿拉伯文献并未给出更多信息。萨比特和侯莱斯·伊本·库特巴兄弟也不是这样的商人。我们至少通过沛肯的富商证明他们的存在。

第二节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中亚商人

萨珊王朝的战败与阿拉伯的入侵，部分瓦解了由伊朗贸易保护政策设立的关卡。从7世纪下半叶开始，粟特人就从中获取利益，并把贸易路线推至南方。更重要的是，随着索格底亚那被纳入阿拉伯帝国，边境问题不复存在。因此可以期待在阿姆河以南看到粟特人的身影。

一、阿姆河以南的粟特人

史料里不时会出现来自索格底亚那的人。但须注意的是，对一无所知的人短暂一瞥，就要区分出征服后名字当中带有窣利地名或族名（nisba）的人是来自阿拉伯、波斯还是索格底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族姓决定某人的出身受到很多限制：出身索格底亚那的人和非粟特人移民，取名都不是按照出身——这是最常见的例子——而是根据生活中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以长途旅行为例，旅者返回本镇后，别人可能会以他游历过的地名来称呼他。在埃及文献中，窣利可能指某个曾到索格底亚那旅行的人，而他本人并不一定就是粟特人。
875



有个时代更早的插曲，说的是一个地道的粟特人趁萨珊帝国瓦解之际与伊拉克贸易的事。萨马阿尼在一本书里，描述了粟特商人将商贸活动向西的计划作了调整，在《谱系之书》（Kitāb al-Ansāb）中，他在阿兹拉克亚尼名下写道：

族名来自布哈拉人的琐罗亚斯德教（majūsī），名阿兹拉克延；这是一个离开布哈拉去和中国贸易，后又前往巴士拉的商人。

之后他遇上阿里，皈依了伊斯兰教，
876

 既然这件事发生在661年阿里去世之前，那么时间也能大体确定。提到先知之婿引发了对证据的质疑，一个家族经过很长时间就会把自己编造成一个早期威望较高的信仰转变者。然而，捏造自己的商人先祖7世纪时曾到过伊拉克，其实也并不荒唐，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节。’

还有其他例子表明，7世纪新生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中心地区也有粟特人存在。其中一些人与军事职务联系在一起，这是汉文史料中粟特人的另一专长。这样，各方材料就巴士拉大批布哈拉人聚落的描述方面达成一致，
877

 阿拉伯总督第一次围攻布哈拉以后，便将所有扣为人质的弓箭手都驱逐出境。

图像显示，粟特人虽在712年围攻撒马尔干过程中第一次见到战争武器，
878

 但他们却以发石机和弹弩专家的身份屡次在文献中出现。公元813年（回历197年）激烈围攻巴格达城期间，一位人尽皆知的撒马尔干迪，被当地居民、也是他的受害者钉死在十字架上。
879

 而在745-746年（回历128年）阿拔斯革命的战斗中，一个布哈拉的同业者就专门负责木鹿的抛射器。
880



其他各处也散落了一些粟特人的信息，例如，创立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阿布·哈乃斐的随从中就有公元8世纪的伟大神学家和法学家，还有一例是把俘获的粟特贵族带至麦地那的一位木鹿前任总督：被迫成为农奴贵族们起来反抗，并在自杀之前将总督杀死。
881

 但里面并无商业方面的材料。
882



塔巴里著作提到751-752年（回历134年）阿曼出现的一位粟特人，他提出一些军事建议，却没说他在这里干什么。这片地区虽然荒凉，却因为生产珍珠而吸引大量商人前来。
883

 如果意识到粟特奢侈品中珍宝珠玉重要性的话，就不会对一个粟特珍珠商人感到惊讶。在这里，也许有必要回顾一下纳尔沙希关于沛肯商人的论述：

毕国人全都经商。他们和中国以及沿海国家贸易，富裕非常。
884



如果这条材料和印度洋有关，那有人就会猜测，萨珊王朝势力衰弱之际，粟特人通过加强海上力量取得进展。上述阿曼粟特人可能就符合这一背景。

在此也有必要提及独有的文献传统，因为它给出了9世纪伊拉克粟特商人的例子。阿布·赛义德在他10世纪（916年前后？）完成的《印度及中国游记》里——有时也说属于商人苏莱曼，记载了一位满载货物前往伊拉克的呼罗珊人，在那里登上了驶往中国的船只。
885

 这段材料也见于马斯乌迪的著作，他明确表示呼罗珊人来自撒马尔干：

据说来自河中地区撒马尔干的一个商人，满载货物离开撒马尔干来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带上本地特产，一直到达巴士拉（Bassora），又乘船去阿曼；然后由海路到达吉打（Kedah）〔……〕这名商人为了从吉打到达广州，又登上前往中国的船只。
886



在阿布·赛义德和马斯乌迪的书里，这段史实被明确定在878年之前，那一年正是广州遭劫和外国番坊遭到屠戮的日子。
887



萨珊王朝所设关卡虽已消失，却还没有被新兴穆斯林帝国的地方贸易保护政策所取代。虽然粟特人也偶有出现，却只是经木鹿前往伊拉克路上有限的例子罢了。另一方面，木鹿的粟特人聚落也没有被削弱：公元745-746年动乱期间，就有文献提到木鹿的布哈拉·胡达宫殿、粟特人大道和布哈拉人街区。
888



研究结果能指导我们对其他遗迹进行考察，特别是位于通道另一端、连接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地名。

二、巴格达的中亚商人

曼苏尔762年修建的巴格达城，因阿拉伯文学作品中有关城区、街道和结构的大量记载而声名卓著。呼罗珊军队在阿拔斯的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得以在城中建立居民点。
889

 那么粟特人呢？就我所知，只有一份涉及粟特人的材料可能与我们推测的商业有关。889年，雅库比在他《国家》一书中写道：

叙利亚门附近的市场规模巨大，里面有各种产品、粮食出售。它向四面延伸，连锁店铺到处都是，储备充足，并配有各式街道和庭院。它延伸进一条宽敞的林荫道，与另一条以定居居民血统命名的长街道交叉，不论从哪里都能到达哈卜·伊本·阿布杜拉·巴尔克郊区。即使是今天的巴格达，也没有这样宽广、重要，能够配备街区、市场的郊区。居民则来自巴里黑（Balkh）、木鹿、骨咄（Khuttal）、布哈拉、阿斯比沙布（Asbīshāb）、伊斯塔汗杰（Ishtākhandj）、喀布尔沙赫（Kābulshāh）、花剌子模：每一区域群体都有军事或民政领袖。
890



此外他又提到“粟特人的特许权所和粟特人哈尔法什的房屋”。
891

 雅库比的描述反映了最迟786年的情况。
892

 街区自762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一开始是曼苏尔（754-775年，回历136-158年）授予呼罗珊战士们的军事特权集资而成。雅库比的描述也表明，士兵的居留地逐渐为来自大呼罗珊周边地区、特别是索格底亚那（布哈拉、白水城和西曹国）的商人定居点开辟了道路。
893

 从西布哈拉到东北石国，都有以国名本义为代表的粟特诸国商人。在很大程度上，应将西曹国的发展归功于这一事实，即712年屈底波·本·穆斯林背信弃义地攻占撒马尔干城、驱逐当地居民之后，撒马尔干城主将瑟底痕将其选作代都。有趣的是，在这片商业居留地，即使是中等规模的粟特城镇，也与呼罗珊的大城处于同一级别，比如说木鹿。

在海提布·巴格达迪
894

 11世纪中期完成的、有关巴格达历史的《地形概述》一书中，
895

 对当时的粟特人只字未提。雅库比以后，再无其他文献提及巴格达粟特人商业的存在。
896

 另一方面，呼罗珊其他城邦在巴格达的商业存在，却得到很好的证明。对于粟特人，只知道他军事上的存在，尤其是自马蒙统治时期（811-833年，回历195-213年）。雅库比虽然提到了粟特人在呼罗珊非粟特城镇的商业，以及巴格达和萨马拉的军事实力，但同时也强调，粟特人的军事存在不但是非商业，而且与商业格格不入。
897



第三节　转折点：公元9世纪

一、贵族社会的破裂

阿拉伯征服是逐步展开的，并没有马上将粟特社会摧毁。公元9世纪初，传统大部分粟特精英并未离开，而是在不断反抗。粟特贵族集团的军事，无疑在马蒙及其继任者穆塔西木（833-842年，回历218-227年）统治期间达到极盛。粟特军事贵族从木鹿开始就跟随马蒙，一直到他继任哈里发，并以护卫粟特君主的柘羯（?ākar），
898

 作为巴格达军事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835-837年（回历220-223年）远征巴比克期间，东曹王位继承人阿夫欣（Afshīn）担任了哈里发军队的大将军，其下属布哈拉·胡达，作为布哈拉统治者的继承人，掌管了河中地区的军队。
899

 而在撒马尔干，粟特王乌勒伽的一位后裔短期出任了9世纪初的总督。在萨马拉，雅库比描述了突厥人和可萨人
900

 之外的粟特人聚落，一个世纪以后，伊斯塔赫里和伊本·豪卡尔强调军官由粟特人出任的同时，士兵应当选用突厥人。
901

 如果我们用阿夫欣的例子评价伊斯兰化进程，那这一进程还显得太肤浅。在他死后，从伊拉克的宫殿中发现偶像和异教书籍。
902

 辉煌时代一过，9世纪下半叶就进入社会衰亡阶段，主要表现为中亚大小贵族地主迪赫干的没落。只有几个家族保住了实力，就萨曼家族而言，其势力反而有所增强。而且他们做到了伊朗贵族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只不过是一般贵族——作为哈里发在河中地区的代表。这一时期存活下来的古老家族中，提及次数最多的，是查甘尼延的统治者，他位于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交界处，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3世纪。
903

 马蒙治下的其他强势家族，似乎在迁徙巴格达和萨马拉过程中，把能量耗尽了。比起粟特人，穆塔西木更喜欢在河中地区买到的突厥奴隶，他还处死了阿夫欣（或因饥饿而死）。
904

 东曹王国也于893年宣告结束。
905

 布哈拉·胡达和布哈拉贵族，也于874年
906

 及之后的几年先后失掉权力和领土。
907

 10世纪初，古老的粟特贵族社会业已然消亡或濒于破灭的边缘。迪赫干也有了新的波斯语义——农民。

二、新宗教精英的形成

宗教精英是文献能能见到的另一个社会群体。很快剔除其中的非穆斯林精英非常必要：我们对前伊斯兰时代的粟特神职人员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征服后他们的命运。
908

 但索格底亚那穆斯林精英自身的发展也是件有趣的事。我们通过它的节奏可以对社会演进作一观察。文献方面则本地和国外都有。但伊朗东部有一个独特的地貌，即巨大的卡维尔盐漠（Dasht-e Kavir）。可通行路线的减少以及虔诚者去麦加朝圣的事实，都意味着索格底亚那所有穆斯林精英都得穿越尼沙普里镇，这样才能到达穆斯林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心脏地区。关于这座城市，就有三份源自《尼沙普里史》的不同标题的手稿，《尼沙普里史》的作者是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基姆·尼萨布里·本·拜伊（死于1014年）。
909

 这些都是虔诚信徒，他们给尼沙普里增光添彩，要么住在此地，要么直接过境。索格底亚那的穆斯林精英，如果去过麦加或巴格达的话，肯定会在那里留名，这样就能对这些手稿进行统计。早期的一项研究只完成了部分工作。
910

 在尼沙普里，只有8世纪最后30年到10世纪前半期的数据才可用于定量分析。从原始数据入手，有必要通过河中地区的族名找出粟特人，比如那萨菲、布哈里、撒马尔干迪……

对那些8世纪后30年至9世纪初接受教育、815-883年（回历200-270年）
911

 去世的人，撒马尔干的族名就很少（和8个布哈拉人相比，109个名字中只有3例）。在此期间，布哈拉似乎更好地融入了穆斯林圈，这无疑与8世纪前期富有成效的政治合作紧密相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即9世纪中期接受教育的精英，我们只找到4个撒马尔干人（总共95人——与之相比的有27个马卫集人、5个布哈拉人、4个忒耳迷齐人和4个石国人）。和木鹿相比，河中地区所有纳入交通的城镇还处于较低水平，后来就中断了。布哈拉的同化从一开始的普通层次逐步上升，这就证实了9世纪后30年在那里接受教育的精英的数量（相比有7个布哈拉人、3个石国人、1个东曹国人和1个扎米人，51位长途旅行者中，只有1个撒马尔干人）。布哈拉10世纪上半期培养了很多杰出人士，其中包括12个布哈拉人，而在将近250个宗教人士当中——其族名我已核查过，根本没有撒马尔干居民。这次中断以后，撒马尔干再也不能为穆斯林宗教精英作出贡献了。
912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确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10世纪的撒马尔干，几乎没怎么被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精英所同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适应不了新兴的伊斯兰环境，培养不出新的宗教人才，整个撒马尔干社会已然落后，伊朗诸城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913

 因此，尼沙普里的史料，传达了主要据点中古老粟特社会终结以及转化艰难的信息。在这方面，布哈拉的演进更接近呼罗珊的各个城镇。回想一下，在粟特人的历史背景下，布哈拉是5世纪泽拉夫善河谷下游沼泽地带建起的一个新兴城镇。布哈拉粟特城邦社会的瓦解以及它很快被穆斯林模式取代，或许说明了它没有太过沉重的历史负担，撒马尔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对撒马尔干名人传进行快速检查，比如那些保存在《撒马尔罕宗教学者杰出人名录》中的材料，就能证实这一结果。但要使用出现时间较晚、编排完全不同的这一文献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材料并不完整，而历史方面的内容也较为薄弱。它很少记录时间，与我们论题相关的时代就更少。材料基本由谱系传续和穆罕默德的圣训（hadīth）组成。总的来说，所引早期人物基本不出自撒马尔干，也没在那里受过教育，但这一点还须系统的统计分析予以确证，目前这个工作尚未进行。由于本土荣誉感和统计上的原因，这本集子只收录了部分和该城联系较疏的人名。族名主要突出那萨菲、布哈里和巴尔克希，这些名字直到第二阶段才变成撒马尔干迪。为了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穆斯林的历史记忆，公元10世纪，撒马尔干将先知在木鹿去世的堂兄，库萨木·本·阿拔斯的传说赋给自身。
914

 他的墓建于前伊斯兰时期崇拜仪式的遗址上——库萨木祭祀还保有早期的一些特征——目前仍是该城最神圣的纪念物。

三、粟特文化

公元9世纪，粟特文化也陷入了危机。10世纪，当新的波斯文化及语言在萨曼王庭发展时，虽然周边环境有利，粟特文化的继承却极为有限。这在词汇方面几乎看不出来：只有少量粟特词转换为波斯语。对中国人来说，词语借用似乎是粟特人的一大专长，即那些有关快乐的，特别是肉欲方面的词汇——有人可能会引用“欲望”，rē?，波斯文和粟特文都作rabūkhe（“快乐”，来自粟特文arpūx），也许是ēfude（“轻率的”，来自粟特文āyaβdē“有奸情的”）。
915

 即使这些词在波斯语中很少。

可以推断出上层精英是何时不讲粟特语的。实际上，穆卡达西对河中语言进行调查时，就找到一条有趣的信息：

花剌子模语很难理解。布哈拉人的语言中有重复〔……〕这就是darriyya，最纯粹、最有声望的方言〔……〕词根是dar，表明它是王宫里才能使用的语言〔……〕与之相比，粟特语很独特，它类似于布哈拉农村地区的语言，变化虽大，但能听懂；我经常听到尊敬的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法德勒说粟特语。
916



10世纪后30年，社会上层还有操双语的粟特语使用者，但这种情况很少见。或许我们应该把城里最后一代讲粟特语的人的出生年份定在10世纪的头30年。
917

 而在农村，粟特语延续了若干世纪，其近亲雅格诺比语（Yaghnobi）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河谷地区还有人在说（虽然会讲的人越来越少，但绝对没有只说雅格诺比语的人）。喷赤干发现的一幅画与塔吉克人的农业仪式有着密切联系。
918

 粟特文化在农村地区保存下来，然而，精英文化似已转至东伊朗主题（鲁斯塔姆、亚历山大……）而非粟特人本有的东西。纳尔沙希943年写成的《布哈拉史》一书，就缺乏穆斯林精神，这也许不是巧合。他知道，城市粟特人对过去的真实记忆正在慢慢消退，所以要趁最后的见证者还在世的时候，以写作的方式将记忆留存下来。

综上所述，本能让粟特商业兴旺发达的穆斯林征服，对索格底亚那来说却并非什么机遇。8世纪60年代粟特人定居巴格达，我们不可据此认为，身在首都的粟特商人后来没有任何优势。恰恰相反，与前往巴格达途中的伊朗同行相比，粟特人似乎只是配角，而9世纪他们在那里出现，也只是出于军事目的追随马蒙的事业而已。布哈拉人成功融入穆斯林精英世界之际，9世纪下半叶的撒马尔干人，一方面见证了本国精英的衰落，另一方面则努力培养新的接班人。粟特城邦的地理、社会平衡，经历了一次激烈的变革。新社会抛弃了粟特文化的独特性征而向木鹿和尼沙普里的东伊朗模式看齐。如果因史料残缺而无法对商人集团的活跃程度直接进行检查，那我们可以设想，普通的发展给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伤害，并会影响它的市场——考虑到贵族的财力已被耗尽——以及商业路线和贸易平衡。10世纪有大量史料能够证明这些假设。

第十章　破裂与同化

面对社会动荡，粟特大规模贸易究竟产生了什么变化呢？文献缺乏的9世纪过后，史料又再度丰富起来。8世纪的穆斯林阿拉伯文献很少提及商业本身，自9世纪末到11世纪初，阿拉伯和波斯地理学家
919

 完整概括了河中地区的路线和商业产品，可惜对商人具体身份的记载不多。参读这些材料，就算没有量化统计，我们基本上也能绘出一幅该时期末的大规模贸易图景。这些材料虽然都被研究过，却未能用于特定人群商业史的撰写，所以我回过头来再次利用它们。
920

 同样，考古学和钱币学的成果也很重要，由于10世纪萨曼王朝银币在东方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成果就为商业路线和贸易平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

文献及考古发现无可争议地表明，穆斯林世界最知名的大规模商业之一，就存在于河中地区。萨曼商人也于10世纪期间，将几十万枚银币出口至西北部。他们难道是伊斯兰化的粟特商人吗？难道是大规模贸易的特色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从而看不到他们对前伊斯兰粟特时代的直接继承吗？

文献资料也概述了东方和塔里木盆地，特别是与粟特人聚落的关系。但如果我们希望确立东西方的重要联系，就必须将这些信息与东突厥的资料结合起来。经济方面的信息见诸敦煌商业文书；
921

 政治方面的信息则与回纥
922

 、吐蕃
923

 帝国有关；宗教方面，源自西方的一些聚落长期存在于新疆，以及20世纪初期科学考察发现的相关文书，都证实了这种联系的存在，而这些联系又必须加以阐释。

第一节　粟特人西方贸易的结束

一、10世纪的西方贸易

由花剌子模和粟特商人主导的8世纪结束了，9世纪是伏尔加河盆地与中亚联系在考古资料中最不明显的时代。从可萨?阿拉伯人战争结束的770年开始，尤其到了9世纪，高加索就成为连接草原与穆斯林世界的大通道。毛皮产地发现的穆斯林钱币窖藏，反映了近东而非中亚的货币流通，这可由伊拉克、北非和吉巴尔（Jibal）发现的大量钱币证明。
924

 将来出土的其他窖藏资料可能会改变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但就目前掌握的数据而言，我们只能得出高加索路线在800-870年间
925

 广泛占优的结论。
926



我们还找到一些贸易数量的痕迹。穿越高加索地区的贸易始于公元8世纪末，但水平尚弱，而在9世纪60年代衰败以前，一直都在增长。
927

 这一时期的迪拉姆都来自近东。9世纪末贸易又从中亚开始，
928

 940-950年到达顶峰，大约于1015年衰亡。
929

 10世纪的贸易量是9世纪近东时期的2至3倍。在俄罗斯和北欧诸钱币窖藏中，总共发现超过1 000 000枚的银币，而他们也只代表数额巨大的流通交易中的一小部分。

伏尔加盆地和中亚关系重新开始的标志之一，是伏尔加地区的保加尔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件事发生在公元9世纪。根据更古老的史料，伊本·罗斯塔是第一位谈及912年伏尔加地区保加尔人伊斯兰化的人。
930

 该伊斯兰教于是就有了中亚渊源。伊本·法德兰参加了921年的一个使节团，并细致描述了他在布哈拉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旅程，他指出，在中亚广泛传播的唤礼方式是哈奈菲派，而不是沙菲依特派，后者流行于伊拉克，伊本·法德兰试图创立这个派别，但没有成功。
931

 这样，伊斯兰教未经高加索地区，而是穿越中亚传到他们那里。

从910年开始，萨曼王朝就有能力向巴格达的哈里发提供大量毛皮。
932

 伊本·法德兰加入一个大型商队，在冬天结束以前离开花剌子模，前往保加尔人的领地。其他阿拉伯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也为我们提供了从花剌子模出口到穆斯林世界其他森林地区的商品名单。

穆卡达西开列了985-986年的商品名单：

从花剌模：黑貂、松鼠、白鼬、耳郭狐及其毛皮、狐狸、海狸、各色兔皮、山羊皮、蜂蜡、箭、软木；风帽、鱼胶、鱼骨、〔海狸〕香、琥珀、凯玛克皮（al-Kaymakht）、蜂蜜、榛子、猎鹰、剑、甲胄、卡兰吉（khalanj）木、斯拉夫奴隶、羊和牛群——全都出自保加尔。
933



对花剌子模人，伊本·豪卡尔还指出：

居民财富都出自和突厥人的贸易以及牲口饲养。奴隶是从斯拉夫、可萨和邻近突厥等地输入，此外还有毛皮，像耳郭狐皮、黑貂皮、狐狸皮、野兔皮和其他毛皮；这些毛皮都存放起来，奴隶则提供住所。花剌子模商人进入守护者歌革（Gog）和玛各（Magog）的领地，从那里得到海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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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粟特人到花剌子模人

当10世纪贸易在西北重新恢复时，花剌子模人是唯一被提到的丝路商人，当时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9世纪前30年是粟特商业在西北的最后时光，到了9世纪末，花剌子模人取代粟特人并掌控了商业路线。毫无疑问，9世纪中叶粟特商业的衰落，给地理上最占优势的民族留出了空间。

伊斯塔赫里的文章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此书最晚完成于933年，书中资料为910-930年间所收集，是有关东方穆斯林最完整的地理著作。伊本·豪卡尔于969年游历河中地区，当他在处理有关东方章节中的大量重复内容时，就产生了把西方资料加入著作的念头。
935

 伊斯塔赫里和引用他资料的伊本·豪卡尔陈述如下：

呼罗珊民族中，屡屡外迁、四处游历的就是〔花剌子模居民〕；呼罗珊的城镇，几乎都有大量来自花剌子模的人定居。他们的语言完全不同，呼罗珊没有其他语言与之相似。居民身着短衣，头戴传统样式制成的帽子。至于性格，呼罗珊人说他们很古怪。
936



数百年来粟特人独有的特征——即使是帽子——也被阿拉伯地理学家转给了花剌子模人。我一方面在努力寻找征服以降有关粟特商人、而非和中国有联系的阿拉伯穆斯林文献，此处却将粟特人的角色转到配角身上。这段文字的内容似乎大大超过了毛皮贸易的范畴。

伊斯塔赫里的文书，是穆斯林地理文献中唯一明确指出商人身份的著作。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推断出花剌子模人控制了整个呼罗珊和河中地区的商贸呢？花剌子模人无疑掌控了萨曼帝国最引人注目的贸易活动，这可通过钱币和文献的互证确知。这项权力让他们得以分配运往呼罗珊的部分商品，而伊斯塔赫里注意到这些身着怪异服饰、语言费解的陌生人，却是穆斯林。我们不应忘记地理著作中有关商人的各项参考，尤其是河中地区的资料。可是，不要因为这些商人的民族身份尚未确认，而花剌子模人却被认同，因此得出前者并不存在的结论。花剌子模人是当时最具流动性和异域特征的民族，其他民族则不言而喻。
937



三、西方贸易与经济平衡

花剌子模路线的兴盛及9世纪末索格底亚那的社会剧变，给权力和财富的地域分布造成了直接影响。我所描述的贵族、宗教精英和文化发展，可以让我们将河中地区社会-文化演进的转折点定在9世纪后半期。那时索格底亚那仅是Māwarā‘a al-Nahr，即穆斯林所说的“河外地”，这种变化在布哈拉快而轻松，在撒马尔干则慢而艰困。892年，随着萨曼王朝首都正式迁至布哈拉，社会、文化的发展很快介入政治领域，这一切都以牺牲撒马尔干为代价。在作为象征的萨曼王朝伊斯迈尔（Isma‘īl）背后——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他是王朝的建立者（其实在本世纪初，它就在河中地区建立起来了），国家平衡的一个深远变化被掩盖住了。

一部分中型市镇也于8世纪衰落，而它们都是粟特城市网的基础。中文史料曾记载当地有不少小王国，其中包括弥秣贺（Maymurgh）、卡布丹（Kabūdan）、卡尔干卡特（Kharghankath），可是在10世纪的阿拉伯文献中，它们却被描述为农村地区。公元9世纪更大范围的巨变，也影响到整个泽拉夫善河谷地区。那时布哈拉的城市发展最为迅猛。
938

 撒马尔干的绝对大小没有减少，整体面积却增加了，不过也曾一度缩减。
939

 阿拉伯征服之后，在上城区修建了几座宫殿，8世纪末是撒马尔干的困难时期，粟特富人的房屋就被一般建筑所取代。公元9世纪，城市增长主要集中在阿弗拉西阿卜南部高原，在穆斯林到来前及9世纪末，该地区人口都特别稀少。恢复期过后，陶艺区划在第三道城墙以外的南部。它虽然是10世纪河中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
940

 却并非最具活力的城市。

作为撒马尔干总督的萨曼人，抓住了在西部立足的首个机会。875年哈里发授予他们管理布哈拉的权力，几年之后就迁都了。以布哈拉为中心，他们支配了整个东呼罗珊地区，木鹿的财富和精英也被消耗殆尽。
941

 尤为重要的是，萨曼王朝迁都至最具发展前途的心脏地区：在那里，伊斯迈尔和塔希尔王朝最后的代表侯赛因·本·塔希尔为争夺布哈拉而产生的竞争极富启发意义，后者屡次试图从木鹿和花剌子模攻占布哈拉。
942

 萨曼人的都城，就建于木鹿-撒马尔干道和新兴商业通道，花剌子模-布哈拉-尼沙普里的十字路口。

钱币学成果也表明，这个大规模的商业政策是有意制定的。伊斯迈尔甫至布哈拉，就决定成立一个富藏高质银币的造币厂。但我们从纳尔沙希和穆卡达西处获知，中亚的这些钱币主要用于出口：9世纪初期布哈拉人所需要的，是像粟特货币一样无内在价值的货币。
943

 伊斯迈尔接受了萨曼人用银制造享有盛名的货币的惯例，全力开采石国矿藏以达到这一目的。
944

 其直接影响是大量银矿流失到西北地区。这是王朝组织过程中非粟特人的又一次新经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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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同样的实践也表明，虽然发生了花剌子模道兴盛和迁都事件，撒马尔干仍是河中地区最重要的经济重镇。显然，这些银币一开始只在撒马尔干和石国银矿铸造。只是到后来，布哈拉才有新的造币厂。对比933年以前的伊斯塔赫里文本和伊本·豪卡尔的文本（他大体采纳了前者关于东方的叙述，著作则写于969年）很有意思：伊斯塔赫里说河中地区只有两个造币厂，伊本·豪卡尔又加了一个布哈拉。
946

 俄罗斯发现的窖藏，所出布哈拉钱币是自940年开始的，其质量却处于石国和撒马尔干后的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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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马尔干的经济主导地位，10世纪时还能感觉到，但后来就减弱了。最早的证明是布哈拉造币厂的出现，虽然伊本·豪卡尔的文献也提供了类似迹象。关于撒马尔干，伊斯塔赫里写道：

它是河中仓库和商人聚集所。河中地区大多数商品被运到撒马尔干，然后再散播至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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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豪卡尔并未抄录第二句。他们都强调这个镇的部分财富只属于过去：

这里的居民品质优良：以前他们以骑士之勇为傲，比起呼罗珊其他大部分居民而言，他们面对开支不退缩，敢于投身商业冒险事业，因此财富难免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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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临布哈拉的发展挑战，古老的大都会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东索格底亚那的国家经济平衡已相对衰落了。在这个整体框架中，我们必须学会理解地理学家对河中商业所作的描述。经济和地理平衡已向西部转移。萨曼王朝将布哈拉作为中心，以足值银币为基础，向西北部大力发展。所有这些特征，都清楚地将它和8世纪的粟特商人区别开来。

第二节　河中地区的商业经济

一、地理概述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文献来了解河中地区商业地理的确切概念以及出口商品。

对地理学家提供的河中地区商业信息进行比较，是件很复杂的事，因为彼此间都有借用。很难知道谁看到些什么，因为该学科的奠基作要么没保留下来（巴尔克希、贾哈尼），要么仅以节略本形式存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伊斯塔赫里）。换句话说，佚名所著《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里的独特描述，实际上可能是伊斯塔赫里亡佚的文字，而原伊斯塔赫里的文字又可能抄录自巴尔克希或贾哈尼，对他们来说，又可能全部采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原书。文本链的一端可追溯至982年，另一端则到846年。

《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对撒马尔干的描述，表明了这一困难：

撒马尔干，一个广大、繁荣、快乐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常去那里〔……〕那里有一座摩尼寺，教徒被人称作审计者（nighūshāk）。撒马尔干所产纸张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也生产麻绳。
950



某些信息出自伊斯塔赫里，比如世界各地的商人都常去那里，
951

 其他信息则出自10世纪后半期的文献，比如材料中提到的摩尼寺。

总之，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理传统。通过互相检核，我们可大致勾勒出一幅河中地区的商业经济图。第一个传统由巴尔克希（失去）——伊斯塔赫里（不完整）——伊本·豪卡尔——《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这样一条线来表示。第二个传统的主要代表是穆卡达西，他虽然继承巴尔克希，却补充了个人的观察资料，并开列了一份河中地区与呼罗珊商品的详细清单。

在巴尔克希——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尔——《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的传统中，布哈拉地区的出口商品似乎是棉织物和羊毛毯。
952

 伊本·豪卡尔提供了比伊斯塔赫里更详细的清单。《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还提到羊毛制品和硝石。
953

 伊本·豪卡尔指出，布哈拉的大量市场中还有奴隶市场：

市场一直延伸到城墙以外，每个月都会举办定期集市，那里有大量人群涌向市场；他们贩卖牲口、织物、奴隶，种类繁多的黄铜和青铜制品，花瓶及常用各式器皿。布哈拉和周边地区生产的商品都输出至伊拉克及其他国家，阿拉伯人高度赞誉的所谓布哈拉织物，其实是粗线织牢的重绵材料，再如地毯和装饰用的绝美羊毛悬挂制品、坐垫，以及祭坛纹样的祈祷用毯。
954



他提到塔瓦维斯（?awāwīs）集市，还提到史国的盐和骡子，说是出口至呼罗珊各地。靠近撒马尔干的维德哈尔（Widhār），是高质轻薄棉织物的生产中心，呼罗珊所有大人物都穿它。关于撒马尔干，伊本·豪卡尔还提到了奴隶贸易，但他对纸的情况只字未提（另一方面，他在河中地区的颂词中又提到），
955

 然而《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指出，纸与麻绳都出自撒马尔干。
956

 对于乌对沙那，他举了布特姆山（Buttam）出口到世界各地的硇砂，以及麦尔斯门达（Marsmanda）的铁制工具，这些在遥远的伊拉克就能找到，而且为此举办了大规模的集市。
957

 费尔干纳出产各种矿物（金、银、汞……）以及硫酸盐、硇砂和龙蒿，龙蒿种也用于出口。对于石国，《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和伊本·豪卡尔就它的商业地位达成一致，大量商人涌向那里，但有关交易商品的种类，两种资料都没有具体记载。
958

 我们可以设想，河中地区文章开头能征引的部分麝香，正是通过那片地区进入石国，因为我们在河中地区的商品中找到了吉尔吉斯麝香。传到那里的还有毛皮：它是运往石国北部和东部的突厥产品中经常被提及的一种产品。
959



穆卡达西条理分明地开列了一张很长的商品货单：

来自布哈拉的有：优质衣物、干枣、小毯、旅店地毯、铜色烛台、悬挂物、狱中织成的马具、阿希蒙因（Al-Ashmūnayn）布、羊脂和羊皮、药膏。来自凯尔米涅（Karmīniya）的是方巾；来自达不昔亚（Dabūsiya）和维德哈尔的是维德哈尔布，这是一种素色布，我听巴格达的一位统治者称它为“呼罗珊丝锦”；来自雷宾坚（Rabinjan）的是红毛毡制的御寒披肩、干枣、银铅合金制圆饮杯、兽皮、麻绳、硫黄〔……〕来自撒马尔干的出口品有：银色布和称撒马尔干迪的衣物、大铜锅、优质长颈瓶、木桶、马镫、马嚼子、马具；来自迪扎克（Dīzak）的有：优质毛毡和阿克比亚毡〔aqbiya，单数：qabā‘——长袖外袍〕；来自宾凯特（Binākath）有是突厥长袍；来自石国（al-Shāsh）的有：高级凯依玛克特（al-Kaymakht）皮鞍、箭袋、木桶、购自突厥后经染过的皮、披肩、干枣、皮斗篷、棉籽〔油〕、优质箭头、次等针，以及卖给突厥人的棉花和剪刀；来自撒马尔干的有：卖给突厥人的丝锦和称作穆马尔迦（mumarjal）的红布、西尼兹布〔产自西尼兹Sīnīz或Shīnīz〕、丰富的丝绸和丝袍、榛子、核桃〔……〕来自费尔干纳（Farghānā）和伊斯比杰（Isbījāb）、出自突厥的奴隶、白衣物、兵器、剑、黄铜、铁；来自塔拉兹（Tarāz）的山羊皮；来自希尔吉（Shiljī）的银；还有从突厥输出的马和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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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进一步提到费尔干纳和易剌克（Ilaq）的矿场。互检这些清单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仔细了解到本地贸易、区域贸易和长途贸易等不同层次的概念。其中一些还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例如，玻璃就流行于公元10世纪撒马尔干的伊斯兰时期文化层。而其他产品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还能找到（布哈拉的甜瓜……）。上述多数商品都被纳入区域贸易，即在河中地区、石国和呼罗珊内部流通。特别是硇砂以外的大宗丝织物、手工艺品和矿石。穆卡达西提到的撒马尔干丝绸，明显用于调节和北方突厥的贸易平衡。无法肯定它是否出自当地。棉织品是河中地区更具代表性的产品，而在阿姆河以外，尚未发现与木鹿、尼沙普里丝织品相类似的东西。我曾探讨过赞丹尼奇锦和《布哈拉史》中有关它的材料：这些织物很符合当时的背景。
961

 某些区域商品可能会输往急需供应的伊拉克市场，但文献并未提及此种情况。除了织物和奴隶外，真正属于长途贩运的商品很少。只需把这些文献与伊拉克作家留给我们的东西进行比较就足够了。

二、粟特商品的散播

在远离中亚的阿拉伯、波斯文献中，某些商品一直被认为是粟特人所独有的。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纸。751年塔拉斯战役中被俘获的中国人，很可能在撒马尔干透露了造纸的秘密。实际上，虽然萨珊波斯也有纸张存在，但却极为罕见。
962

 阿拉伯和波斯文献显然认为它是撒马尔干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因此，假冒的贾希兹（Jā?iz）
963

 开列了一份奢侈品的详细清单，这些商品都能在9世纪的巴格达找到，其中还提到了撒马尔干纸。
964

 公元10世纪，穆斯林世界的纸草被纸所取代。
965

 功劳虽可归于撒马尔干的工匠，却无法保证那些商人就是粟特人。表面上很合理，却没有文献支持。

另一件商品就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麝香是哈里发宫廷需求量很大的物品。由于所采信息都出自9世纪，因此雅库比是一位令人产生兴趣的作者，他提供了几套用麝香配制香水的方法，还详细阐明了产品来源、比较了不同种类的质量：

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香，其次为粟特香，然后才是中国香〔接下来他对中国海上交通路线作了描述〕。粟特香是呼罗珊商人在吐蕃买的：呼罗珊人把它扛在肩上，从那里出口至全世界。
966



从古信札时期开始，麝香就一直是粟特人交易的商品。索格底亚那虽无分泌麝香的鹿种，但鉴于粟特商人在麝香交易中的重要性，这种麝香就被称为粟特香。伊本·豪卡尔指出，到公元10世纪索格底亚那仍在从事这项贸易，而阿布·赛义德的一篇文章也回忆起一位粟特商人和他的麝香袋，尽管他正在前往中国的道路上。
967

 撒马尔干对麝香贸易的控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2世纪，图德拉的拉比·本杰明还提到从索格底亚那通往麝香产地吐蕃的路线。
968

 由于麝香具有极高的性价比，所以它很适合长途贩运。在离原产地不远的吐鲁番，1克麝香相当于1.7克黄金。巴格达的价格则更高。

第三种商品就能证明粟特商人的存在。雅库比又写道：

这是德加法尔·胡沙基（Dja’far Khushshakī）告诉我的：在马蒙统治期间，穆阿塔西木（Mu‘ta?im）把我送到撒马尔干的努赫·本·阿萨德（Nū?ibn Asad）那里去买突厥人——我每年都要买很多，马蒙统治期间就聚集了3 000名男性侍从。他成为哈里发之后，就一直在招募新成员。
969



后来穆斯林历史中极为重要的侍从招募，首先就在撒马尔干的奴商中定期进行。
970

 潘德之名——有人认为是哥疾宁王朝建立者娑匐特勤自己起的，该王朝于11世纪控制了东伊朗，征服了北印度地区——提供了若干有关娑匐特勤出身的信息。生于伊塞克湖附近巴尔斯罕（Barskhān）的娑匐特勤，幼时被突骑施诱拐卖给石国奴商。后来在索格底亚那南部重镇那色波接受了侍从（ghulām）教育，
971

 之后才为阿勒普的斤（Alptegin）服务，并获得哥疾宁统治权。由于奴隶贸易资料的缺乏，娑匐特勤的例子顶多只能说明许多为阿拔斯、萨曼或哥疾宁统治者服务的突厥勇士，孩提时都难逃被骗卖给七河流域、石国地区粟特?突厥村镇商人的宿命。通过此例我们知道，奴隶贸易极有可能就是粟特人最后开展的活动之一。

当然，这项贸易在河中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伊本·豪卡尔明确表示：

所征召的奴隶都是〔河中〕省周边的突厥人；奴隶人数如果超过当地人所需，居民就会把他们卖到其他国家；他们是东方所能找到的最好、最机敏、最漂亮，当然也是最昂贵的奴隶。
972



但穆卡达西在描述萨曼地区税务信息时，也具体指出：

税收很轻。但质浑河（Jayhūn River）沿岸的奴隶税却很重。没有统治者的许可证，任何人不能把男奴（ghulām）带过河去；如果有许可证，就能带70-100个过去。无证的女奴也一样，如果他们是突厥人，那每人要收20-30个迪拉姆。而一头骆驼就是2个迪拉姆。
973



从中可以看到，萨曼王朝不但严格控制了奴隶贸易，还征收重税。但奴隶市场仍由撒马尔干控制：

撒马尔干是河中地区的奴隶贸易中心，只有在那里受过教育的的奴隶才是最好的。
974



撒马尔干对古老粟特文化坚定的支持，一方面导致该镇文化、政治的优势丧失，新的精英阶层不再青睐于它，另一方面却似乎对当地发展极为有利。青年奴隶所受教育，不论是当战士还是博王室之欢心，无疑都与索格底亚那好战、精致的古老贵族文化有关。换句话说，并不是希望突厥奴隶所成为伊斯兰教法的专家，而是要他们继承阿夫欣的品质，即少量借自粟特语的波斯语所描述的那种难以捉摸的品质。

总之，在地理学家大量描述背后，一旦花剌子模产品被留置出来，粟特贸易的辐射范围就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几种商品。巴格达所见穆卡达西开列的冗长清单已然缩减。对其他剩余产品，我们可以想象粟特人会在巴格达和帝国其他城市兜售。粟特人为自己预留了一些销售市场，却无文献可以证明。

在提到丝绸的仅有的一份文字记载中，丝绸是用来平衡与突厥人的交易的。它不再从中国运来，而是从西方输入。与粟特时代相比，这时开始的贸易商品，均出自日益缩减的一块地区——突厥内陆贸易区的奴隶和于阗的麝香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那后来与东方粟特人聚落的联系又怎样了呢？

第三节　突厥斯坦内陆地区

反复提及这些商品，尤其是麝香和奴隶，说明到10世纪，还有部分古老粟特内陆区存在。8世纪的灾难过后，某些联系又得以恢复。

一、粟特贸易、回纥商业

正如我第四章所描述的，从760年开始，粟特商业要道之间大部分地区，就直接或间接处于长安和塔里木之间的吐蕃，以及位于塔里木盆地，有时也在七河流域变动不居的回纥控制之下。政治的突然分裂，是粟特商业史上的一件大事，763年以后，北方的粟特人也在试图寻求回纥汗国的保护。某些事实趋向表明，由于吐蕃人的破坏，传统意义明晰的甘肃道遭到废弃，并被回纥道所取代。

我们可以对前一时期的唐朝经济作一扼要说明，它是以北中国剩余粮食丝绸的再分配为中心，集权制国家可以从中获利，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它是以西北军事扩张为导向，并允许外商发挥巨大作用的一种经济模式。到8世纪后半叶，上述情况完全颠倒了。除了西北部的殖民帝国以外，唐王朝丧失了北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等大片产丝地，停止向中央王朝进贡。只有南方还在掌控之中，它与波斯人的海上贸易同被纳入国家经济生活当中，而此前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作为货币中介的丝绸、铜币数量不断减少，南方私人银匠所铸银币却备受青睐。中国商人凭借其不断增长且被认同的社会角色，在社会转捩点的破裂中获利，这就为11世纪的宋代商业文明打下了基础。
975

 但两个世纪的粟特贸易经济平衡被完全打破了。

760年以后，驻扎于甘肃和塔里木南部主要商业路线的中国守军，接二连三地落入吐蕃人之手。756至786的30年间，唐王朝完全忽略了天山最后一批汉人驻军的命运。
976

 几年之后，敦煌的经济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状态。钱币在契约中消失了。
977

 8世纪后半期，粟特型商业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我们可以合理假设，那里的大规模贸易在一两代的时间里已大幅减少。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粟特商业与回纥政策之间的关系。某些文献也证实了它们的重要性：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
978



公元780年，一支由数千头负重牲口（骆驼和马匹）组成的回纥官方商队进入中国，人员有回纥人、粟特人（九姓胡）及其汉族侍妾。随行携带超过100 000卷丝绸。
979

 一位中国官员建议将他们全部杀死，并进言称：

回纥非素强，助之者九胡尔。
980



我们还知道，在此期间及后来一段时间，中国的一些回纥高官和使节都有粟特姓。
981

 从807年开始，有大量摩尼教徒充任使节，他们在长安的贸易也没受到限制。
982

 而粟特人在回纥汗国的地位，也与他们在突厥第一汗国的地位相似。
983

 但即使在突厥汗国时期，回纥人也从贡丝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些丝是在盟友倒戈的危局之下，
984

 中国为购买大量马匹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与之前的25匹丝相比，当时每匹马能换38-40匹丝）。
985

 虽然唐王朝的体制已经崩溃，但马匹贸易使得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回纥汗庭。这一时期的文献不比早期的系统性强，但过了几十年，回纥人还是以38卷丝的中间价格向京师输送了成千上万匹马。
986

 唐王朝每年平均用300 000卷生丝购买回纥人7500匹马。唐朝皇帝尽力减少购马数量以限制财富外流，但这种做法徒劳无功：汉文史料四处洋溢着痛慨之声，编撰者们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987



我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马匹交易所得丝绸，能够弥补政治动乱引发的传统联系的破裂吗？当然，有人会想出一条经哈拉巴喇哈逊和天山北道的粟特通道，它会依据568年事件发生的方式，对索格底亚那及之外的丝绸进行再分配。如果不是太大的话，丝绸量是完全合宜的。

鉴于大规模的经济交换，我们不禁会认为，东方聚落的粟特人完全可能在大规模贸易中再次占据重要地位。但我们没有商业文书可以证明西部的再分配情况，以及分析回纥汗国与索格底亚那之间的联系。唯一可用的文献只有外交或军事方面的内容。中国著作家对西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阿拉伯著者对8世纪后半叶的中亚几乎也一字不提。对粟特人来说，即便有权处理这么多丝绸，但要在8世纪之前重建商业通道似乎是不可能的。780-790年间，粟特人试图压倒回纥人，却受到了明显扼制。
988

 接下来的10年，虽然看到粟特人向商业回归，但也见证了吐蕃和回纥为争夺塔里木盆地北部绿洲的控制权而打的几场大仗。在吐鲁番和龟兹地区，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最终则完全倒向回纥。
989



二、9世纪的政治联系

9世纪的情况又不一样。某些资料显示，东方与索格底亚那又恢复了联系。有些是外交方面的，其他则涉及宗教，却没有商业方面的信息。

在拉达克（Ladakh）坦克斯（Tankse）附近收集的岩石，有一组上镌景教十字架的粟特铭文。其中最长的一条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笔迹出自9或10世纪，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年代，即210年。但文本的释读还存在严重问题。
990

 可以肯定的，只有下面一句：

二百一十年间〔……〕来自撒马尔干的人〔……〕纳什芬（Nōsh-farn）〔……〕前往吐蕃可汗处的信使。

年代并不明确，但有可能指伊嗣侯三世时期，即841-842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现的某些粟特铭文年代，也是通过这种方法获知的。另一个可能是通行于穆斯林索格底亚那地区的希吉拉（Hijra）迁徙时期，时间大概在825-826年。

在同一片岩石群中还发现了一个佛教名、一个摩尼教名以及惯用语prβgy n’m（“以上帝的名义”，相当于伊斯兰教bismilla的粟特语，也是景教的惯用语）
991

 和景教十字架名的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铭文。

根据岩石的发现地，人们不禁会猜测，铭文自从在通往吉尔吉特（Gilgit）狭长河谷的尽头处刻好之后，就有信使从西边来，前往吐蕃中部地区。所选路线与10世纪穆斯林地理文献中的吐蕃道正相符契。

也有人建议对这些资料作出不同解释。学者一般希望看到题铭中有回纥可汗使节去见吐蕃可汗的信息。但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假设似乎很难被接受：因为841-842年不再有回纥可汗，而在吉尔吉斯人将汗国瓦解之前，由于吐蕃毗邻甘州回纥，所以回纥可汗所派使节不可能迂回转赴远道求援。相反，一些线索指出曾有撒马尔干的外交任务：所提到的某位信使出生地以及选好的路线，都会让人认为他们来自西方。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将年代断在希吉拉时期是可行的。同一时期，前伊斯兰时代的中亚宗教也得以在曹国、石国和费尔干纳延续下来：例如阿夫欣审判就是一个明证。七河流域的佛教也一直存在到公元10世纪。
992



9世纪前中期，来自撒马尔干或以北地区的粟特人曾以使节身份出使吐蕃。人们熟知的是第二种说法，即同期有一个往来东西的使节团。

这段文字描述了公元821年（？）塔明·伊本·巴哈尔所率领的一支前往回纥首都哈拉巴喇哈逊的使节团。
993

 虽然使团的政治意图并不明显，但这段叙述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内在的联系，而在当时，回纥控制了天山北部以及石国整个草原地带，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邮传系统。
994



其他证据也表明，9世纪初的回纥汗国卷入了与中亚西部的关系之中。821年，一支回纥军队离开撒马尔干数天之后，就在曹国出现。
995

 13年前，在拉菲·本·莱思的大叛乱期间——此次叛乱燃遍整个河中地区、花剌子模和部分吐火罗斯坦
996

 ——为拉菲提供军队的盟友中也有回纥人。
997

 与此同时，有些人认为是举兵叛兄的马蒙逃到了回纥汗国。
998



这是回纥人深深卷入西方漩涡的时期，也是粟特人在汗国内部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摩尼教徒在回纥使节中所起作用就能证明这一点。它同时也是并波悉林统治下，粟特精英被大批杀害后半个世纪，粟特人独立的最后动乱时期。我们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些现象之间有何联系，但一个诱人的考虑是，粟特精英可能会相信——回纥东边对吐蕃的胜利，以及哈里发的内部纷争——如果索格底亚那定位于东突厥斯坦地区，那么黄金时代可能就会到来。如果确实存在联系的话，那它有经济上的根据吗？其他间接迹象也表明，这些联系得以延续，并不只有政治上的原因。

三、外交与宗教旅行家

为了证明这一点，有必要再次对阿拉伯、波斯文献的内部联系进行深入研究，这一次则要联系他们对于中国的各种描述。

史料里经常看到如下观点：连续不断的商业联系，让阿拉伯和波斯地理学家对东突厥有了一个相当清晰的概念。事实上，只有4位著者部分记述了伊斯兰边境以外的地区，他们分别是11世纪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的匿名作者、马卫集（Marvazī）以及加尔迪齐。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把他有关回纥和基马克（Kimaks）的资料，都归功于了塔明·伊本·巴哈尔的外使团，
999

 而《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马卫集和加尔迪齐则主要归功于贾哈尼的佚著，后者是根据10世纪初行者叙述所撰写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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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记录了1027年契丹使节前往哥疾宁王朝麻赫默德宫廷的事件，马卫集和加尔迪齐无疑扩充了贾哈尼文献的内容。
1001



对于9世纪和10世纪初期的历史，我们能够依据的仅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文献，而它的资料又受限于塔明·伊本·巴哈尔的信息以及贾哈尼的佚著。后者信息既由旅者提供，说明10世纪初联系依然存在，经过8世纪的灾难以后它又重新恢复了。如果我们推断联系恢复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回纥汗国向外扩张的公元9世纪初，当然可以回溯得更精准。我们从贾哈尼有关摩尼教和吐蕃人的描述中，发现了时间不晚于840年甘肃、塔里木盆地城镇的政治商业资料。这些资料并非得自塔明·伊本·巴哈尔，因为他对中国知之甚少。贾哈尼因此利用了一条别人从未见过的商业起源的材料来作为细节参考，时间为9世纪前半期。
1002

 这样一来，即便不能给出明确的交易数据，商业联系已经恢复的假设却能得到证实。

其他文献对这个问题也有帮助。我们还知道了8、9世纪吐鲁番摩尼教史的一些细节。20世纪初探险发现的摩尼教文献，能让我们初步形成一个有关聚落结构和生活的构想。现有资料也表明，和西方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

两封摩尼教信札残片的情况尤其如此：
1003

 从8世纪前半期到大约880年，摩尼教内部对“叙利亚人”的指控以及米诃里亚教/米克拉西亚（Mihrīya/Miqlā?īya）派的分裂，说明这些信札的年代是公元9世纪，而与西方“叙利亚”（或巴比伦尼亚）摩尼教聚落的关系，则贯穿整个世纪。

此外，在吐鲁番又发现了两首摩尼赞诗的手稿残件。由于是用与中古波斯语相近的波斯语写成，又包含了若干阿拉伯词汇，可以推断它们出自9世纪末或10世纪的伊朗西部地区。
1004



在巴格达现存10世纪最伟大的目录书《群书类述》（Fihrist）中，奈丁（al-Nadīm）提到了和摩尼教徒有关的如下情节：

有大约500人聚集于撒马尔干，当他们的秘密活动泄漏以后，呼罗珊统治者决定杀掉他们。当时的中国国王，我认为是通古斯古兹（Tughuzghuz），写信给他说：“我国穆斯林的数量，比你国信奉我国宗教的人还要多。”同时还向他发誓，如果他〔呼罗珊统治者〕杀掉他们〔摩尼教徒〕，他〔中国国王〕就会屠杀他的整个〔穆斯林〕聚落，还会毁掉清真寺，并派间谍深入中国穆斯林，并最终杀死他们。因此，呼罗珊统治者除征税以外，都把他们放了。
1005



这个事件没有注明时间，但肯定比10世纪初穆克塔迪（al-Muqtadir）实施迫害的时间要早，除呼罗珊统治者外，萨曼人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也指出本世纪末撒马尔干有摩尼教僧侣存在。

与景教有关的稀见资料也表明，西方与塔里木盆地的宗教联系一直维持到10世纪。在吐鲁番附近布拉依克（Bulay?q）寺院遗址中，发现了基督教叙利亚?波斯双语诗集残件。在吐峪沟的另一座寺院，又发现一份用叙利亚文书写的波斯药方残件。
1006

 与摩尼教一样，虽然存在但稀见异常的波斯文书，意味着10世纪头几十年是和西方接触的最后时期。

在美索不达米亚景教印行的文书中，我们找不到10世纪以后与当地接触的痕迹。
1007

 主教西奥多修斯一世（853-858）宽恕了外方主教区每四年才觐见大主教一次的惯例，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时每六年寄一次信件就已经很不错了。
1008

 本世纪末的987年，大主教希望恢复与中国宗教界的联系，派出的景教徒沿海路前往，但他们对塔里木盆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1009



有一条被经常引用的材料，可以证明晚期仍与西方甚至遥远的拜占庭保持着联系。
1010

 吐鲁番（布拉依克）发现的一封叙利亚文书信也得到了确认。
1011

 这封写给某位拜占庭高官的信件，是用10或11世纪拜占庭帝国通行的叙利亚文官方格式写成的。因此它可能就是联系得以维持最有力的证据。但细心解读后发现，这封信——寄信人姓名是用叙利亚文“X先生”表示，背面印有箴言——从未寄出，而只是作为模板使用。实际上它只是文集的一部分，而文集中有大量的谚语例证。在公文书里复制一封真实、具体的书信，这在中世纪很常见。虽然没有理由认为拜占庭与吐鲁番之间曾有通信往来，但10世纪初一本包含书信体和文学体式的叙利亚文书籍被引介进来，完全可以想象。

上引《群书类述》有关10世纪而非9世纪初的内容，对东突厥斯坦的清真寺和穆斯林作了描述。从当时在布道东方的一位神秘穆斯林哈贾吉（al-Hajjāj）那里，我们至少还可以找到一例。当哈贾吉之子简要介绍其父的游历时，就声称：

他出发以后，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去了印度，然后第二次抵达呼罗珊；他进入河中地区（Mawaralnahr）、突厥斯甚至马森（Ma S?n）地区，让当地民族皈依上帝，但我尚未发现父亲为他们所写的著作。
1012



此次旅行的时间是在898年左右。突厥斯坦将巴拉沙衮（Bālāsāghūn）和马森地区命名为北庭。
1013



这样一来，宗教文献也证实一直到10世纪初都有联系存在。

四、关于贾哈尼：公元10世纪

在其它阿拉伯穆斯林文献中也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其中一些与商业有关。

我们在前一章看到，阿布·赛义德和马斯乌迪提到一位穿过伊拉克、阿曼，再经海路前往中国的撒马尔干居民。文书接下来记述了这位商人是如何一路到达中国首都并觐见皇帝，因为一个官员冤枉了他，为此还得到公正的裁决。轶闻里的这个商人来自撒马尔干，可能不是巧合，由于家庭的关系，他对中国的风俗和补救措施都很熟悉。

阿布·赛义德还讲了另一件事，同样是来自撒马尔干的居民，这次走的却是陆路：

至于呼罗珊，它和中国接壤。从索格底亚那到中国，要走两个月的路程。两条道路被前后相连的两片难以逾越的沙漠隔绝开，没有汲水处、没有河流，也没有居民。正是这些天然的防御堡垒，让中国免遭呼罗珊人的进攻〔……〕我们遇到一个到过中国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看见一个用皮子包裹麝香的麝香行人。他步行离开撒马尔干，从一站到达另一站，穿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最远曾到过广州（Khānfū），这是尸罗夫（Sīrāf）商人相遇的港口。
1014



对马斯乌迪来说，他于930年写道：

从呼罗珊到中国的里程，按他的路线，大约要走40天，途中会穿越若干农耕国家和壤质软硬不一的沙漠。另一条道负重牲畜也能通行，虽然要花4个月时间，但旅者能得到某些突厥部落的保护。我在巴里黑还遇到一位很不错的老人，他很有头脑，判断力也强，他曾去过中国几次，但从未走过海路；我还知道，呼罗珊有一些人走硇砂山道，从索格底亚那到吐蕃再进入中国。
1015



如此看来，10世纪初还有一些粟特行商存在。2号古信札里的麝香，依旧是商人的最爱，因为它又轻又值钱。

经陆路到达中国的粟特商人，在沿海路到达中国的穆斯林商人看来并不一般。如果马斯乌迪坚持年高识广是确保客观的惯常方式，
1016

 它也意味着曾到中国探险的人们都已老去，再也没有前往中国的远征了。自那时起，海上贸易已成惯例，选择陆路反成例外。香料商科斯玛斯之后的时代，情形与他所在时期正好相反。

众所周知，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是穆斯林详论通向中国陆路的两个阶段。其中只有10世纪初贾哈尼收集的部分信息和商业有关。后出的著作并未给契丹使团以前的历史增加什么数据。为维护10世纪存在大规模贸易的观点，而从穆斯林作者的地理资料中得出结论是完全不正确的。比如上述马斯乌迪文书，就证实了本世纪初的确有商人前往中国，与此同时贾哈尼也在收集他们的口述资料，但那之后的情况，却再也无法从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找到答案。而某些著作，像阿布·杜拉夫的寄给某人的信件risāla，本身就是文学想象。
1017



另一方面，对10世纪初来说，贾哈尼的信息非常重要：它不但提及粟特人，所用地名也是粟特的。对于回纥的领土，《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作了如下陈述：

别克特勤（Bek-tegin）村有5个粟特人的村庄。那里住着基督徒（tarsāyān）、琐罗亚斯德教徒（gabrakān）和异教徒（？?ābiyaā）。
1018



在同份文献中，高昌（Qo?o）的粟特名是支那凯特（?īnān?kath，“中国城”）和别失八里（“五城”），粟特译名作喷赤卡特（Panjīkath）。
1019

 在突骑施背景下（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之间），还进一步对比格利（Bīglīligh）作了如下介绍：

比各利是个大村庄，粟特语为S.m.k.nā.
1020



这样的例子可能有很多。
1021

 贾哈尼文书和那些以它为本的文献，对后期粟特地理论著的可能情况都作了相当细致的描绘，其中还融入了大量突厥地名。与天山西部以及塔里木遥远聚落的联系，不但维系至10世纪初，而且还保留了粟特人的文化特性。

对贾哈尼所用文献作更深入的分析，就能阐明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有人注意到，贾哈尼有关北庭和吐鲁番（高昌）回纥王朝的资料不但准确，而且都出自10世纪初。另一方面，有关甘肃的资料却极为混乱，9世纪初发现的一些评论竟与贾哈尼时代的其他资料混在一起：因此《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虽然提到了吐蕃人和中国人的权力之争，但早在10世纪初，回纥人就取代两个对手很长一段时间了。
1022

 相反，有人发现马卫集在文献中提到的宋代西京洛阳，在907-923年间被称作雍州（Yongzhou），马卫集/贾哈尼把它转写作Y.njūr。换句话说，作为下一阶段河西走廊的中界，高昌的粟特社会只起到部分传统的作用。贾哈尼采访的撒马尔干商人，无法更新有关自身的所有知识。贾哈尼可能只征引了一位前往中国的见证者的资料，
1023

 其他只能借助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马斯乌迪可能也引用了同位见证人的话，因为“很不错的老人，他很有头脑，判断力也很强”让我想起贾哈尼/马卫集的“聪明人”，过了几年，马斯乌迪又采访了他（921-929）。公元10世纪的前30年，与中国的联系正处在破裂边缘，只有粟特商业还继续存在。

五、考古遗迹

考古发掘完全证实了这一发展。我在研究中多次指出，大规模商业的考古遗迹非常稀少。鉴于中国陶瓷的独特性，特别是瓷器的性征，和中国贸易的考古学研究才成为可能。由此也才能对中国陶瓷沿商业路线的传播作出评估。在撒马尔干并未找到10世纪中期以前的瓷片，10世纪中期的残片倒有一块。
1024



这种情况与海路联系的地区完全不同。自萨珊王朝末期开始，中国粗陶罐就已输入阿曼沿岸的苏哈尔（?u?ār）；
1025

 大体上说，阿拔斯王朝时期，中国瓷器在所有近东沿海地区广泛传播，成千上万的瓷片即为明证。
1026



至迟于在公元10世纪，我们找到了可资比较的萨曼银币。鉴于萨曼王朝西北部（布哈拉-花剌子模-伏尔加河）数最最多，而粟特古道（撒马尔干-七河地区-甘肃）未见一例，这种对比是相当惊人的：在中国境内，至今尚未发现萨曼王朝的钱币。考古发掘一无所获，
1027

 回纥文书、尤其是敦煌商业文书都未曾提到这种钱币。塔里木盆地以东地区（在吐鲁番-敦煌-甘肃西部地区）的贸易形式是以物易物，并用原生或染红的棉布或毛织品（raγzi）来平衡交易。
1028

 在敦煌，从8世纪最后30年到10世纪初，中文契约里都是用谷物来支付的；
1029

 在那之后，主要以羊毛和丝绸代替。
1030



综上所述，可用资料都共同指向8世纪后半期粟特商业遭遇的一次严重危机。回纥汗国的大量财富以及9世纪初的向外扩张，让联系得以重新恢复。当时外交、宗教和商业方面的联系都得到了证实。随着840年回纥汗国瓦解及与粟特之间可能存在的大量马匹交易的结束，开始进入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但确切的商业影响尚不为人知。虽然10世纪初商业、宗教联系再度恢复，但它们对经济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却于公元930-940年之后逐渐消失。吐鲁番新波斯文书中有关连续性接触的材料缺失，使我们无法对之后天山以东地区具有经济意义的联系作出评价。
1031

 只有穆斯林商人和佛教朝圣者到过的于阗城，仍然作为交汇之所；而1006年攻占该地的喀喇汗王朝，也只有经过此镇，才能将麝香和丝绸提供给哥疾宁王朝。
1032

 当1027年契丹人提出与之交往的建议时，时为中亚穆斯林之主的哥疾宁王朝统治者麻赫默德为此大为震惊，他不相信有谁能和如此遥远的国度进行贸易。

联系的真正重建是在11世纪后半期。1076-1077年间，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巴格达完成了Dīwān Lughāt at-Turk，即《突厥语大辞典》。他来自喀喇汗王朝东部地区，父亲是位于伊塞克湖东端、与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存在联系的最后一个城镇
1033

 巴尔坎（Barskhān）的本地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则是第一位重提塔里木盆地东西部重要商队联合的人，
1034

 他还提供给我们一幅高质量的东亚地图。

第四节　同化问题

粟特人的优势渐衰，是与商人、士兵、农民和传教士等旅行者从祖籍国到移居地正常流动的终结相伴始终的。与此同时，正如我前一章所述，粟特文化也于10世纪在发源地慢慢消亡，因此天山以外的粟特人也逐渐与当地人融合。这些过程同时发生，让人不由想去了解10世纪新综合体内部粟特文化的同化现象，尤其是商业方面的表现。

一、粟特人、中国人与回纥人

上述与祖籍国有关的文献，反映了粟特人与突厥语族和汉族人逐步融合、吸收的过程。而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该过程几乎与粟特聚落的年代一样久远，而且粟特人还吸收了中国人和突厥人的特征。

我们可以设想，每一波移民潮都会让成员渐渐融入当地社会，这种融合只有在移民结束后才真正完成，而不会被索格底亚那人群、文化的贡献抵消。公元8世纪，粟特商业始终占主导优势。粟特移民包含所有复杂的社会因子，移民聚落自身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来自索格底亚那的新移民又周期性地巩固自身传统。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及鄂尔浑回纥汗国瓦解之后，同化势头才没有被新移民所抵消。

840年鄂尔浑回纥汗国灭亡后普遍产生的排外意识，使中国的粟特人很难获得社会认同。
1035

 此外，从8世纪开始，经海路到达的讲波斯语的穆斯林，完全改变了外国聚落的民族、宗教图景。然而，晚出的一些文献证明，11世纪的中国还存在粟特商人的宗教信仰。最典型的例子在开封，1093年那里还有祆神崇拜，然而它正被周围的佛教慢慢吞并。在一本12世纪以降的绘画著作中，董逌就提到了这幅祆神像，并认为是摩醯首罗（Mahe?vara）/湿婆（?iva）——即粟特肖像学术语中的维什帕克神（Wē?parkar），模仿湿婆形象的风神。
1036

 至于信奉这些神像的是否都是中国人，则难以知晓。

另一方面，敦煌保存了大量当地粟特人的文献。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粟特聚落的瓦解，而是10世纪移民现象消失后仍在延续的资料。我们不再单纯将姓氏作为粟特人华化的依据，但研究各类文献和活动中的婚姻与粟特姓氏仍有很大益处。结论表明，从化乡似乎有部分粟特人受到寺院的保护，这是因为在818-823年间，差科任务主要由敦煌不同寺院半奴隶性质的人来完成——他们大部分是农民，也包括一些技工——这说明他们很多有粟特血统。显然，这些粟特人彼此之间在不断进行通婚。
1037

 到后来，也出现下层社会粟特人的例子：从973年就有，安排成员赴曹家酒店年终酒宴的社司。15位成员中，有1/3来自安姓或曹姓家族，社长和社官也包括在内。
1038



我们还找到若干有粟特姓的人进入政界的例子。吐蕃统治期间（787-848），我们在地方行政官吏和僧官当中发现了粟特姓。可以肯定，之后不久使节中的粟特后裔占了很大比例。大约在874/879年，一个派至中原的使团，虽然两位大使都有汉姓，却在负责管理的官员中发现四位粟特人。
1039

 和吐鲁番一样，我们在于阗找到了出身粟特家族以及把粟特语作为混合语使用的使节。
1040

 最后的例子，是一份保存于敦煌莫高窟的粟特语世俗文书，它是884年某王写给景教教士、告诉他甘州最新外交状况的一封信。
1041



就地望而言，我们在敦煌文书里集中找到了常乐各级粟特官员，常乐就是会稽，既是安禄山先人的故籍，也是中国内地大量粟特人借以隐瞒出身的地方，这一点前面已经申明。考虑到文书提供的资料较少，当地粟特人如此集中，不禁让我们猜测，有一个相当集中的聚落存在。该假设可由莫高窟的一份粟特文书证明。一份毛织物的契约表明，一位粟特商人曾在这片地区，尤其是汉籍所载的常乐（?anglaγ）进行交易。
1042



粟特人完全融入敦煌社会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特征。关于这个情况的最后一例，是文书中提到的一座粟特祆祠：敦煌统治者定期供应一些用品，其中有酒、有画纸，可能是用于行像仪式中所携带的画像。
1043

 只有这样做，政府才能发挥它在宗教活动里的传统作用，而粟特祆教的处境，则与汉人信仰的其他宗教一样。

二、粟特人与回纥人

突厥社会中，粟特人与回纥人的密切关系通常被人指出，而我也阐明了他们政治、经济的起源情况。一项完整的研究，必然要同时考察粟特文和回纥文词汇以及敦煌宗教文书所提供的信息，
1044

 然后还有回纥文商业文书，但这并非笔者需要处理的问题。回纥研究非常重要，但与此处关系不大：
1045

 从中原到东部天山，粟特商业网让位给局域性的回纥网络，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1046

 此处要重点探讨回纥网络如何在粟特社会和商业基础上建立起来。

有必要提及几个具体例子。在敦煌发现的一份珍贵的回纥商业文书，可能是10世纪一位回纥商人的书信。
1047

 收信人是他的一位粟特亲戚，回纥商人向他征询商业指示。敦煌发现的大量回纥文书，从多次提及的相关者和商人姓名看，可能都是粟特人。
1048

 更普遍地说，10和11世纪遣往中国宫廷的使团中，大部分回纥使节都有粟特姓：907至960年间（五代时期），前往中国的53名回纥使节姓名中，有14位“粟特人”、16位突厥人和19位中国人。
1049

 突厥化的粟特后裔，在甘肃诸政权关系中仍保持其重要地位，在粟特文化实体消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粟特人始终扮演的，都是突厥第一汗国时期就已承担的外交协调者的角色。

根据文献学家的研究，我们才知道突厥化进程需要非同族通婚作为家庭基础。从某些双语写成的粟特景教文书中，我们看到作者愈发习惯用突厥语进行思考。
1050

 为强调两种语言在文书中的融合程度，编者将其中一组商业文书称为“突厥化粟特语”。
1051

 这些文书包括信件和商业账簿，和回纥文书没什么不同。而在回纥语文献中，作者有时会提及用突厥语下达的商业指令，这就证明存在另一种语言的可能。
1052



粟特人的东方聚落仍与中国进行规模日减的贸易，却中断了和伊斯兰化粟特人世界的联系。到11世纪，这些联系才重新恢复。

三、阿喇古地区

从塔拉斯到伊塞克湖的七河流域，这片地区粟特聚落的命运完全不同。由于阿喇古地区紧挨穆斯林河中地区，其政治、宗教命运也与之相埒。

从政治角度而言，这个地方位于白水城北边，萨曼帝国极北之地，是突厥诸部落与帝国的缓冲地带。此外它只是象征性地给布哈拉进贡。
1053

 萨曼诸王满足于定期对农耕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偷袭，为了避免游牧民族的侵袭，他们倾向于在边境建立军事据点。
1054

 与东方最后的政治联系无疑于10世纪初宣告结束：《世界境域志》（?udūdal-'ālam）——再次引用了贾哈尼的材料——提到回纥人声称自己在巴尔斯罕（Barskhān）的权利，因为商队可以从这里离开伊塞克湖东境。
1055

 某些突厥部落，也以同样方式皈依了伊斯兰教，同时还与临近萨曼帝国治下的邻近区域进行贸易。就宗教而言，这是伊斯兰势力利用财富而非武力传播的第一个地方。一方面是商人，另一方面是游方教士——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但哈贾吉可以提供一个模范——传播一种最基本的、被什叶派教义影响的伊斯兰教。但喀喇汗王朝在占领河中地区之后，宣称它为正宗逊尼派，其目的可能是为了安抚城市精英。我们不知道佛教几时从七河流域消失，某些寺庙到9世纪还在使用，也可能是在10世纪初。
1056

 尽管有材料表明有些景教教堂曾变为清真寺，
1057

 但它仍和伊斯兰教
1058

 一道发展，大量墓碑表明，它至少延续到公元14世纪。
1059

 从经济的观点看，它和河中农耕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食品生产经济——用谷物换取牲口——和手工经济一样都在发展。我前面提到过一种主要的贸易形式，即奴隶贸易，
1060

 但贸易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就包括货币：在巴剌沙衮（Bālāsāghūn）就发现了萨曼铜币（fals）。它们中间都有中国式的方孔钱，这是该地区古老联系的最后一例证明。
1061

 从8世纪末-9世纪末，与索格底亚那陶瓷生产有关的联系都变弱了，直至10世纪才重新恢复。
1062

 最后，城市化进程也得到加强，它从传统粟特居民点穿过阿拉套（Alatau）北麓地区，最终向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东北部地区发展。

在索格底亚那变为穆斯林文化区的持续互动背景下，粟特聚落的同化问题与祖籍国相比，只是迟早的事。我们掌握的一些文献与碑铭可以和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对这些资料进行校勘，也能详细了解语言方面的同化情况。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七河流域的粟特人同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清楚地写道：

最优雅的方言属于那些只懂单一语言的人，他们并未把波斯语杂糅进来，也不习惯住在其他地方。那些懂得两种语言并和城市平民混在一起的人，发音肯定会很含糊（rikka）——例如，苏达克、坎切克（K?n??k）和阿喇古〔……〕巴拉沙衮人会说粟特语和突厥语。塔拉斯（?irāz）和白水城（Madīnat al-Bay?ā）的居民也一样。阿喇古整个地区的人发音都比较含糊，有人认为从白水城到巴拉沙衮都是这样。
1063



然后又说：

SU?’DA’Q（粟格多）是一个定居巴拉沙衮的民族。他们来自布哈拉和撒马尔干之间的粟特地区，但服饰习俗都与突厥人无异。
1064



11世纪中期，粟特语仍是七河流域所通行的语言，但对语言造成致命打击的双语化现象，却在这个地区普及开来。
1065



碑铭和考古证据也指出了这一点。正如吉尔吉特的粟特商队，其七河流域的后来者在峡谷留下了岩刻题铭，题铭刻于吉尔吉斯阿拉套（Terek saj, Kulan saj）山地南坡的塔拉斯河支流的右岸。语言是粟特言，笔迹接近粟特草体，名字却是突厥人的。铭文数量很少，偶尔发现标记年代，是萨珊王朝最后一朝伊嗣侯三世时期；铭文的时间范围是10-11世纪初，是断断续续刻上去的。最后一个刻于1026年2、3月间。此外，我们还找到一些带晚期书体铭文的瓷器，时间可能是11世纪。
1066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收集信息之后的两百年，方济会士鲁布路克的威廉修士作为圣路易士派至蒙哥汗庭的使者，穿越草原，长途跋涉到达哈拉和林（Qaraqorum），从1253年11月18日到30日就一直待在海押立（Cailac）：

我们到达一座叫做海押立的大城，其中有一个集市，很多商人在此汇聚〔……〕这个地方以前叫做斡尔干努（Organum），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现在它被突厥蛮人所占据。其语言文字也被景教徒用来做礼拜与写书。
1067



海押立既是波斯作家笔下的Qayāligh，
1068

 也是古老葛逻禄人的首都，它位于巴尔喀什湖东部?东南部
1069

 一个聚集了很多粟特人的地区。
1070

 伯希和充分调动其博学闳识，企图把斡尔干努之名和花剌子模故都玉龙赤杰（ürg?n?）联系在一起。
1071

 真正的解决方法与此不同，且能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书中找到。斡尔干努肯定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阿喇古地区，鲁布鲁克的威廉曾绕过这个地方。伯希和所说的花剌子模语，不论是这片地区，还是景教的礼仪用语，都无法证明——在花剌子模，景教徒使用的粟特语——古老的景教礼拜语以及在这个地方消失的古代语就是粟特语，后来被突厥方言所取代。七河流域景教碑中的大量粟特词汇就是一个明证。
1072

 从麻赫默德时期以来，粟特人的整体同化虽已完成，但他们的记忆仍保留到13世纪。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背景下，位于萨曼帝国北部的阿喇古地区依旧是粟特?突厥人的堡垒、突厥奴隶贸易的滋生地以及喀喇汗王朝的诞生、发源地。

从各方面来看，粟特语的反抗时期特别长。在贾哈尼让最后一批粟特商人为他服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粟特语仍通行于阿喇古地区，大概持续到12世纪；作为礼仪用语，可能一直使用到13世纪。其本土产生的同化过程则要早得多。

综合各方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所有迹象都表明，祖籍国与粟特聚落，尤其是天山以东回纥地界聚落的薄弱联系，到930年左右仍然存在。尽管他们在中国的阴谋被挫败，支持安禄山的力量被打垮，但在8世纪下半期和9世纪初期，粟特人还是广泛掌握了回纥的商业大权，并从中国每年进贡的丝绸中牟取巨额利润。此外，在9世纪前30年，他们可能还恢复了回纥草原与祖籍国的联系。但海路的迅猛发展以及粟特人古老商业区内部的战争，让粟特人陷入危险的境地当中。800-840年间，贸易量仅为安禄山叛乱前很小的一部分，之后再次削减：中国朝贡的终结，将东部粟特人聚落的商品范围缩减至本土产品，其中的麝香和奴隶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从那时起，丝绸只从海路运输，或在伊朗生产。之后是索格底亚那的商业过渡期，无论是选择对布哈拉有利的花剌子模道，还是对撒马尔干有利的东北部突厥语族草原道，要作出重新定位还很困难。10世纪前30年，贾哈尼仍然通过商人了解到很多有关塔里木盆地与突厥斯坦的情况，他可以准确征引各种粟特地名和突厥语对称。与此同时，阿布·赛义德的文献还提到中国一个“经典”的粟特商人，马斯乌迪此间也遇到同样的商人。回纥可汗可能会代表他的同教者进行干预，而且还提到了境内的大量穆斯林。最后，新波斯文书也在新疆发现，虽然数量不多。无法肯定这些联系有什么经济意义，但不管怎样，不久之后它们都结束了。

根据10至11世纪文献的描述，撒马尔干的商人活动区主要由西塔里木（远至于阗）和天山以西的突厥地界（样磨、葛逻禄、突骑施……）组成。自9世纪初就对穆斯林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奴隶贸易，和麝香一样都是粟特商业财富仅有的古老遗存——二者都能得到粟特商业史的证明。购于石国和费尔干纳的奴隶，以及出自邻近突厥部落的喀喇汗国，就是由这些部落组成的。商业区业已缩减，一方面，偏远的聚落在930年后屈从命运，被迫同化；另一方面，伊斯兰化索格底亚那附近的聚落，在延置一段时间之后，吸收了它的一些特征。伟大的粟特商业从此消失。

总结

现在可以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了。有关粟特长途贸易的年代顺序、地域范围、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现在都获得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对贸易规模从小到大一步步的发展轨迹仍存疑问。公元前2世纪之前，粟特商业还只具有局部意义。经过3个世纪的发展，先后作为外交礼品以及印度、巴克特里亚商人进口商品的中国丝绸，产生了刺激经济活动开展的商品需求和流通局面。我们注意到，一开始只在中亚南部可能由巴克特里亚商人传播的天青石，后来也出现在黑海以北。这一现象或许表明粟特人的贸易规模正在逐渐变大。粟特人跟在巴克特里亚老师的身后，在中国印度之间往来贸易，进而迁居贵霜帝国、塔里木盆地、甘肃以及中国京师各地的移民聚落，日渐扎根。在公元4、5世纪的侵略和战争中，中国和印度之间，尤其是巴克特里亚那的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这却给粟特商人带来很好的发展机会。索格底亚那成为中亚最重要的人口和消费中心。公元5、6世纪，出于利益上的考虑，粟特商人改变了以往的贸易路线。粟特贸易虽未在下一个阶段走向衰落，但公元5、6世纪的确是他们商业活力最旺盛的时期。然而，经济扩张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先是，粟特人意外获得中国向突厥进贡的控制权；后来中国军队进入中亚，原先在塔里木盆地占据主导的粟特商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与中国军队交易。他们为中国军队及官员提供奢侈品，而以丝绸偿付。在受到萨珊王朝南方贸易保护政策阻碍的情况下，他们先后得到突厥人和可萨人的政治庇护，开辟通往拜占庭的通道。这一时期粟特贸易的扩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权势，有了突厥人的护翼，突厥?粟特社会才能在先后继起的突厥帝国和唐王朝成功维系商业的运转。因此，萨珊王朝没落，索格底亚那被阿拉伯军队渐次征服，以及中国安禄山叛乱带来的政治平衡的改变，给建立在脆弱政治基础上的伟大商业一次致命打击。同期波斯商人发展海上贸易，于8世纪压倒竞争对手粟特人后，一劳永逸地夺取了贸易主导权。然而，大规模粟特商业的终结比较缓慢，可能9世纪初还有复苏的迹象，之后就永远衰亡了。它与中国的最后接触，经证明大约是在公元930年。

在更辽阔的延伸区域，粟特商业涵盖了从克里米亚到朝鲜的整个欧亚草原。各地文献都证明了粟特商人的存在。他们既是东西商贸的担当者，也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重要中介。粟特人的贸易延伸，已远远超出中亚地域的范围。作为贸易中间人，粟特人不仅是贵重商品的贸易者，他们还试图掌控两个经济区之间的所有大小贸易。马匹交易的介入，让粟特人成为中世纪早期东亚重大经济事件的主角。他们也是连接草原和农耕世界等其他伟大商业活动的先驱，比如穆斯林时代的毛皮和奴隶贸易。奴隶和麝香是公元10世纪撒马尔干仍然保留的最后一批长途特产。之后中亚再也不能恢复当初的经济文化地位。蒙古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时期一样，重要的商业交流仍然要经过中亚，但近东的丝绸，再也卖不出7世纪那样的价钱了。

虽然如此，研究结论所呈现出来的粟特商人史还远不够完整。文献的空白造成许多阴影地带，而我论证中的几个逻辑关键点，也只能用迹象表述，而无实据证明。大规模的粟特商业确实存在于历史之中，但确切的起源仍旧是个谜。我阐明了它的起源背景，却仍然不清楚是什么力量让粟特人如此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粟特商人迁至贵霜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原因，可以通过史料弄清楚，但粟特人社会结构的基础究竟是什么，目前仍属未知。知识的欠缺自始至终都限制了工作的开展。同样欠缺的，还有粟特贸易最后阶段社会性方面的所有信息，有了它们，我们才清楚商人阶级在新兴穆斯林社会中的演进过程。在粟特人最辉煌的年代，我们在文献中意外发现索格底亚那地区喷赤干的社会经济信息，该镇位于偏僻的泽拉夫善河谷上游地区。商人外迁的原因和方式，依然是粟特商业史留给我们的巨大谜团。这个阙漏迫使我们只能用商业或粟特商人的名称，而不能用本应更准确的词汇，比如“商业网”。除了2号古信札，粟特商业辉煌时代还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我们研究的是商业网络而非个体商人的贸易活动，即便所涉路程让它极有可能发生。有关大小商人系统互动的认知，或许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我们大都没注意到。从文章中我们知道，在安禄山和室点密的随员之中，既有小商人的参与，又存在粟特?突厥政治结构以及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大商人社团肯定是以沛肯富商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文献的不足，这段史实只能隐没于模糊的阴影当中。

虽然存在这些缺漏，但我一开始所作的假设——粟特商人维系的大商业历史客体的存在，似乎都能得到证实。根据这一名称，我们可以追寻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历程。但由于缺少史料，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史，能以如此规模进行研究的历史对象非常少。粟特商业史的研究勉强逃过此劫，虽然跨越数个世纪，但康僧会、那你槃陀、摩尼亚赫和安禄山确实属于同一条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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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一、主题索引

’yps'r（权力者）56，147，147n.115

”ztpy?rk（自由民）164，166n.30 see also free man（也见“自由人”）

acrobats（杂技演员）137

administration, Chinese（中国机构）57，61，131，135，141，148，150-153，155，161，165，176-178，180，204，213，324-325

agriculture（农业）115，273

alcohol（酒）325

almanac（年鉴）141n.89

alphabet（字母表）18，202，202n.8，203，257 see also writing（也见“笔迹”）

ambassadors（使节）37n.69，64，227，233-234，255，308，311-312，324，326

amber（琥珀）39，175，252-253，253n.80，294

ammonia/c（[化]硇砂；氨）134，174，301，301n.39，302，317

amphorae（两栖动物）33n.50

androstachys（安德罗斯塔奇树）86

animal husbandry（畜牧业）17，115 see also breeding（也见“繁殖”）

Arab conquest（阿拉伯征服）159，161，261，263，267，284，297

aristocracy（贵族），Sogdian（粟特人）113，138，163-164，167，247

armies（军团）24，30，66，95，119，155，161，166，168，177，187n.108，188，200，215-217，219，249，258，265-166，270，272n.32，273，275-276，278，283，285，285n.82，334

Arab（阿拉伯，大食）166，188，200，249，265-266，272n.32，275，334 Chinese（中国人，汉语）24，95，119，155，168，177

Sassanid（萨珊王朝）108

Sogdian（粟特人）111，111n.72

Türk（突厥）218，285，304，304n.52

Uighur（回纥）55，126，126n.22，167，178，184，193n.137，200，202，207-208，215-216，219，223-225，261，292，292n.3，306-308，308n.65，309-311，311nn.77，80；312-313，318-320，320n.110，321，321n.114，322-323，325，325n.130，326-327，330-331

armor（盔甲）219，232n.18

arms（武器）26，29，270n.19

see also weapons（也见“武器”）

art（艺术）6，21n.19，88，110，127n.34，139，144，173，174n.58

Achaemenid（阿契美尼德王朝）2，13，16-19，19n.9，20，20nn.16-17，21，21n.18，22，24，104，170，233，247

Bactrian（巴克特里亚，大夏）21n.19，110

artisans（手艺人）106，110，130，139，145，157，163，240，303，323

artists（艺术家）88n.68，130，130n.47

association（联系）141，141n.91，205，243，321n.113，324

astrology（占星学）140

astronomer（天文学家）25

astronomical（天文学的）37

ateliers（工作间）21，144，251n.73 see also workshops（也见“工场”）

ballistas（射石器）281 see also engines of war（战争武器）

banquets（盛宴）120，148，162

barracks（兵营）111

barter（交易）52n.17，174，252，307，320

beads（玻璃珠）22，33，39

beard（胡须）26，28 see also mustache（髭须）

bilingualism（熟谙两种语言）257，326n.133，328

biography/biographies（传记）3，25，61-63，68，71-72，74，77，88，91，121n.7，142n.96，144n.100，203n.16，216n.61，265，284n.79，288

Bismilla（以真主的名义）310

blockade（封锁）22-29

blue stone（蓝石）18，18n.8，21，40

boats（船）1，26，137 see also ships（船）

Bodhisattva（菩萨）72，151

books（书）3，36n.65，236n.29，245，285，289n.101，315，329

booty（战利品）34n.54，269-270 see also plunder；spoils（也见劫掠物；战利品）

bows（弓）301n.40

brass（黄铜）133-134，138，138n.73，174-175，300

breeding（饲养）214，330 see also animal husbandry（也见“畜牧业”）

bridge（桥）4，168，170，192，194

brocade（织锦）65，145，239，268，271，271，n.23，301-302，316n.95

bronze（青铜）39，99，130，130n.47，176，181，257，271，307

Buddhism（佛教）2，60，68，69，73，77-78，78n.34，83，88-91，141-142，151，n.133，203，221，223，311，323，327

Türk（突厥）203

budget（预算），Chinese（中国的）176

Burmese（缅语）253n.80

?’zkr’m（税务官）56，147，147n.115

caftan（卡夫坦长衣）139

?ākar（柘羯）285，285n.82

caliph（哈里发）160，265，270，276，294，297，303，320n.108

camel（骆驼）58，130，130n.47，131，133，146，163，163n.12，165，180，187-189，189n.121，215，305，308

camphor（樟脑）51，51n.16，73

caravans（商队）4，11，44，48，50，66，76，86，108，126，133，135，146-147，150-151，183，186-190，193-194，208，213，294，308，322，327，329

caravanserai（商队旅馆）7，19nn.9-10，15；138n.73，178n.68，190，191，191nn.129-130，192-193，256

carnelian（玛瑙）18-19，33，138

carpet（地毯）21，138，138n.73，300-301

castle（城堡）113n.81，114-115，115n.91，159，167，192，192n.134，193

castor（蓖麻）86

catapults（弹射器）281 see also engines of war（也见“战争武器”）

cavalry（骑兵）211，219

cemetery（公墓），Jewish（犹太人）127，127n.34，185

ceramic（陶瓷的）34，100-101，101n.20，102，104，104n.39，105n.46，109，n.63，192，254，319，328-329

ceremonial halls（仪堂）163n.15，272

chancellery（大臣）170，202，204

chariot（双轮战车）256

child（小孩）116，160，304 see also childre（也见“小孩”）n 60，154，220，269，305

Christianity（基督教）2，246，257 see also Melkite；Nestorian（也见“天主教徒”；“景教”）

cinnabar（樟属植物）19

cistern（贮水池）194

city（城镇）17，22，33n.49，35，44-47，63，100，103-106，111-112，114，137，139，141-142，145-146，148，161-162，162，n.8，163，163n.15，164，166-169，172-173，178-179，179n.69，182，190，217，219-221，256，269，277，284n.80，286，288，319n.105 see also town；urban；village；（也见“城镇”；“都市”；“村庄”）

clan（宗族）56，163，163n.12，164，199，205-206，213，215，221，278

clothing（衣服）51，184，301 see also garment（也见“衣装”）

cloves（丁香）86

coats of mail（甲胄）138，138n.73

coins（钱币）22n.24，26，28，33n.50，38-39，53-54，54n.27，55，57n.38，66，69n.70，70，84，99，99n.13，101n.22，108，108nn.58-59，111-113，127，133-134，136，141，143，148n.116，168-169，171-172，172n.52，173-174，174nn.55-56，176，181，202，207，212，249-251，251nn.71，73-74；252，252n.75，254，257，271，291-293，293nn.8-10，297-299，307，320-321，321n.112，327

archer coins（弓弩手钱币）55，108

Arab（大食，阿拉伯）250

Arab-Sassanid（大食-萨珊王朝）127n.34，173，251

of the Bosphorus（博斯普鲁斯的）40n.82，244，247

Bukhar Khuda（布哈拉·胡达）171-172，172n.51，277，282，285-286

Byzantine（拜占庭）69n.70，212，251n.71

Chinese（中文）53，172

darics（达里克，古波斯金币）18

dinar（第纳尔）301n.39

dirham（迪拉姆）268，270-271，293，293，n.9，297，305

drachm（德拉克玛，古希腊的银币名）53-54，54n.27，55，99，168-169，172，172n.52，173-174，251

Graeco-Bactrian（希腊-巴克特里亚）22n.24，33n.50

Greek（希腊）53

of Khorezm（花剌子模的）40n.82，181

Kushan（贵霜）101n.22

Parthian（安息，波斯）17-18，32-36

Roman（罗马人）35-36，39-40，43，69，99，144，145n.101，228，230，230n.10，233-236，299

rω?k（铜币）55

Samanid（萨曼王朝王朝）291，293n.10，320，327

Sassanid（萨珊王朝）70，112，127，134，172n.52，173，207，212，232n.19，251，251n.73，252，298

Sino-kharo??hī（中国-佉卢）54n.27

Sogdian（粟特文）54，113，173，252，298

stater（古希腊金币）44-45，51，53，54，54nn.27-28，55

tetradrachms of Euthydemos（幼提德谟斯的古希腊银币）54-55

coins（钱币），bronze（青铜）99，181，257，271，307

of Khorezm（花剌子模的）40n.82，181

coins, copper（铜币）54n.27，134，327

Samanid（萨曼王朝王朝）327

coins, gold（金币）212

Byzantine（拜占庭）212

coins, silver（银币）53，108n.59，111-112，127，134，136，143，173-174，174n.55，181，212，251，257，271，291-293，298-299，307，321 Chinese（中国的）53

colony/colonies（居民点）65，115，124，147，160，164，202，204，206，242，296n.19

colonists, Greek（希腊殖民者）17

colophon（科洛丰）121n.6，154，324n.122

commerciarii（商主）248，248n.66

community/communities（聚落）46-48，&nbsp；55-57，57n.35，60-61，63-64，66，68，70，76，88，91，109，121-122，128-130，135-137，139，142-143，145，147-149，149n.120，150-157，159-160，167-170，174n.55，178，181n.78，185-186，204，219，223，275，282，292，306，313-315，318，322-323，328，331，333

Arab（大食）137

Bactrian（大夏人）46

Chinese（中国人）46

Indian（印度人）46，63，76

Jewish（犹太人）185，185n.99

Persian（波斯人）137，150

Sogdian（粟特人）46-47，56，58，60，64，66，70，122，128-130，135，139，145，147-148，149n.120，150，152，157，160，170，204，219，275，306，323，328

community structure（聚落结构）60，147-148，151

contract（契约）3，58，95，125，125n.20，126，126n.22，127，131-132，140n.85，148，152，154，161，168-170，170n.42，171，175，179，181，194，200，215，274，292n.3，307，320-321，331

conversion rates（换算率）271

copper（铜）54n.27，55，86，134，300-302，

327

cotton（棉花）52，52n.20，67，239，300，302，

320

countryside（乡下）105-106，163，167-168，

179，179n. 72，202，277

court（宫廷）19，19n.15，20，25，29，37，62，67，

69，73，73n. 8，107n.57，110，120，128-129，137-140，144，183，192-193，203，205，210，212-214，216n.63，224，230-231，235，246，256，283，289，303，305，307，313，326，329

Abbasid（阿拔斯）233，251n.71，264，277，281，283

Achaemenid（阿契美尼德）19

of the Earlier Liang（前凉）69

Ghaznavid（伽色尼，鹤悉那的异译）304，320-321

of the Han/Han court（汉朝宫廷）23，25，25n.30，26n.31，29-31，37，60，62，70，&nbsp；177

Khazar（可萨）7，184-186，200，245-246，

249，253-256，285，292，294，333 of the Later Zhao（后赵）67

Mongol, court of the Great Khan（蒙古汗庭）

Mangu（蒙哥）329

of the Northern Wei（北魏）62，67

Samanid（萨曼王朝）289

Sassanid（萨珊）110

of the Tang（唐）19n.15，28，137，139，142，144-145，156-157，174，179，211，220

of the Türks（突厥）2，100，199，199n.1，203，206，209-211，230-231，233-234，236，294，311n.80，327n.140，333

credit（信贷）171

creole（克里奥尔）326n.133

cross/crosses（十字）24，64，65，99，99n.13，

184，188，300，302，309-310，312，312n. 82 cult（祭拜）128，128nn.36-37，129，148-149，151，216，288，323，325 see also worship（崇拜）

culture（文化）2，5，17，27，91，100，101n.20，109，112-116，122，140，162，192-193，273，289-290，296，305，322

Chinese（中国）2，140

Greek（希腊）17

Indian（印度）2

Iranian（波斯人）2

Kushan（贵霜）91

Sogdian（粟特）5，112，116，192，289-290，305，322

cups（圣杯）34n.55，138，138n.73，207，301，320n.108

cups on small pedestals（小座杯）34n.55

Customs（关税）26，29，40，52，95，133，141-142，174，179，230，316

cyanos（蓝铜矿）40

dancers（舞者）138，138n.73，139，175

darics（达里克，古波斯之金币）18 see also coins（也见“钱币”）

decorators of banners（饰旗者）130，130n.47

deities, Iranian（波斯神祇）128，163

desertification（沙漠化）124

see also geographical index（也见“地名索引”）

dihqān（迪赫干）114，163，168，278，285-286

diplomacy（外交手腕）11，21，32，60，157，176，195，207，227，233，236-237

dirhams（迪拉姆）268，270-271，293，293n.9，297，305 see also coins（也见“钱币”）

dishes（餐具）53，53n.24，175，249-250，252-255，270

Byzantine（拜占庭）254

Indian（印度人）250

Khorezmian（花剌子模）250

Sassanid（萨珊）175，250，255

Sogdian（粟特）175，250

of Tukharistan（吐火罗人的）90n.79，161，180，202，250，269，311

Türk dish（突厥餐具）250，253 see also silver plate；silver table ware（也见“银碟”；“银制餐具”）

dogs（狗）65，138，138n.73，142n.96

donkey（驴）133，187，189

dwarfs（侏儒）138，138n.73

elite/elites（精英人士）31-32，62，62n.50，109-110，113，144，202，210，220，223-224，227，256，264-265，284，284n.79，286-288，288n.97，290，296-297，305，312，327

embassy/embassies（使馆人员）11，19n.15，21，25，29-30，32，35，38，60-61，64，66-67，67n.66，68-69，69n.72，70，73，82，107n.57，108-111，131，193，202-223，209，231-232，234-237，131n.56，137，229，233，236，244-245，255，293，310-311，312-313，317，318n.99，321n.113 see also diplomacy（也见“外交”）

emigration（移居他国）72，78，121，129-130，134，164，323，335

83-84，87，91，93，95，97-98，101n. 22，108，110-111，113，131，142，145-146，146n.109，147，149，152，171，173，173n.52，174，176-178，182-183，185，190，193，197，199-200，202-205，207-210，213-214，214n.54，220，223-225，227，229-237，241，241n.42，242，248-249，251，253-256，258，261，264-267，279-280，282，286，292，292.5，295，298n.27，306-309，313，315，321，326，330，333，334

Muslim（穆斯林）261，266，280，282，286

Roman（罗马人）35-36，39-40，43，233，235

Samanid（萨曼王朝人）295，298，298n.27，326，330

Sassanid（萨珊波斯人）171，183，190，227-229，231-232，237，241，241n.43，251，265，267，280，334

Tibetan（藏族人）146，146n.109

Türk（突厥）2，95，97，113，177，193，197，199，202-204，207-210，213-214，214n.54，224-225，236-237，242，255，258，308，326，333-334

empress（皇后）141

engines of war（战争武器）281，302 see also ballistas；catapults（也见“抛石机”；“石弩”）

epitaphs（题铭）60，148，150，152，156，330 see also funerary couches；stele, funerary；tombs（也见“墓葬石榻”；“石碑”；“墓志”；“墓葬”）

excavations（考古发掘）6-7，20，33，101，103，105，114，115n.91，125，159，175，190，190n.126，242，253，272，319-321，321n.112 Ai Khanum（艾哈努姆城考古发掘）33，34n.54

Bactriana（巴克特里亚那考古发掘）22，22n.24，27，32-33，35-39，41，54n.27，61，70-71，77，83-84，84nn.58-59，86-87，99，101，101n.22，103，106，108-110，181，266，268，285，333

emperor（皇帝）29-30，44，46，61-62，65，69，136，138n.76，139，145，203-205，215-216，219-221，235，236n.29，285n.82，309，316

empire（帝国）2，13，17-18，20，23，29，32-33，35-36，36n.63，38-40，43，61，77，&nbsp；Bukhara（布哈拉考古发掘）2，16，18，54n.28，55，89n.76，100，104-105，&nbsp；109-110，114，120-121，121n.6，145，154，163，163n.12，168，171，182-183，188，194，239，239n.34，251，265-267，274，277-280，280n.60，283，284n.80，285-286，286n.94，287，287n.96，288，288n.97，290，293，296，296n.20，297，297n.22，298-300，302，320，326，328，331

?ā?（石国考古发掘）16，23，27，89n.76，112-113，113n.81，114，116，120，139，148n.116，168n.38，175，175n.60，189-190，192，192n.134，193，199，202，266-268，283，287，298，301-302，304-305，311，331

Erkurgan（鄂库尔干考古发掘）100n.17，104-105，106n.51

Gansu（甘肃考古发掘）11，16，24，43，46，48-50，51n.16，52，60-70，91，112，122，125，127，133，135-137，145，150，155-157，165，174，176-177，197，199，204-207，211，213，216，219-221，223，306-307，310，313，313n.84，319-320，326，333

Guyuan（固原考古发掘）211，213，215

Helg?（黑戈岛考古发掘）250

Kanka（坎卡考古发掘）100，112，113n.78，190

Karatepe（卡拉忒坡考古发掘）77，102

K?k Tepe（库克忒坡考古发掘）17，17n.2

Maymurgh（弥秣贺考古发掘）82，107，120，154，167n.33，170，296

Merv（木鹿考古发掘）16-17，38，40，77，85，88，99，99n.13，100，108，111，145，171，182-183，185，185n.99，186，194，205，231-232，232n.19，251n.73，265-266，273-275，275n.40，276，279，279n.57，281-282，282n.72，283-284，286n.94，287-288，290，297，297n.23，302

290，335

Paykent（沛肯考古发掘）7，105-106，109，110n.69，156，166，169，190，190n.126，268-273，275n.40，277，279，281，284n.80，335

Russia（俄国考古发掘）6-7，250，252，293，293n.8，298

Samarkand（撒马尔干考古发掘）1-2，7，11，17，19，19nn.14-15，28，33-34，39，43-44，46-49，52，54-56，67，70，84，95，103-105，105n.50，106-107，107n.n.57，108-110，113n.78，115，120，120n.1，123，138-139，147，154，160，162，164-165，167，167n.33，171-172，172n.51，177，185，186n.107，190，193，197，204n.20，212，232，240，253-254，258，265，265n.6，266-268，271-272，274，276-277，277n.49，281-282，284-285，287，287n.96，288，290，296-297，297nn.21-22，298-301，301n.37，302-305，310，310n.72，311，314，316，319-320，331，334

Semire?’e（七河地区考古发掘）114-116，124-125，127，130，135，147，164，193，197，200，202，204，206

Sogdiana（索格底亚那考古发掘）2

Sudak（速达克考古发掘）242，243n.52

Taiyuan（太原考古发掘）142，142nn.94，96

Zaamin（扎门考古发掘）192，192n.134，193，194n.139

exotic, during the Tang（唐代外来品）138

fabric（织物）52n.20，138，138n.73，145，155，176，182，239，239n.34，240，250，271nn.23-24，300，302，320，324

faience（彩陶）39

fairs（集市）214，228，300-301

family/families（家庭/家族）30，35，43-44，48-49，55-56，57n.35，62-63，68，72，74，77-78，81，88-89，108，120，120n.4，121，121nn.5-6，122，129-132，134-136，136n.68，138，139，144，148，149n.120，150，154，154n.142，155-157，159，163-170，177，179，194，203，205，211-213，216-222，236，275-276，278，280-281，281n.66，285，316，323-326

Otrar（讹答剌考古发掘）113-114

Panjikent（喷赤干考古发掘）105-106，106n.51，109-110，110n.69，111-112，120，120n.1，147n.115，148n.116，161-164，167-169，171-172，192，200，253，253n.81，268，272-273，277，&nbsp；families in China（中国的家族）121，150，211

merchant family（商人家庭）144，169，278

familial connections（家族联系）11，47-48，55，76，166，220

family council（家族委员会）55-56

fiscal matters（财政问题）see also tax（税收）

forest（森林）175，208，250，252n.78，258，294

fort（堡垒）192

fortification（筑垒）106

freeman/freemen/free men（自由民）44，56，164，166n.30

frontier commerce（边境贸易）230

frontier market（边境集市）210n.44，216-217，249

Functionaries（官员）61，66，130，130n.47，149-150，152，155，208，213，324，333 Chinese（中国官员）66，152，213，333 Sogdian（粟特官员）130，130n.47，324 Türk（突厥官员）208，213

funerary couch, Sogdian（粟特石棺床）136，139，142，148n.117，156 see also epitaphs；tombs（也见“墓志铭”；“墓碑”）

furs（毛皮）175，179，179n.70，210，249，252，255，294-295，301，334

γ’tk（大商人）166n.30

garment（衣服）125，145，239，268，271，271n.23，302 see also clothing（也见“衣物”）

garnet（石榴石）19，21，178

garrison（驻军）65，111，223，269

Arab（大食，阿拉伯）269

Chinese（中国人）46，307

Hephtalite（嚈哒）87，95，97，107-111，111n.72，112，136，172，200，232-234，234nn.23，25；251

Gauze（薄纱）140，218

gems（宝石）137 see also jewels（也见“珠宝”）

genealogies（系谱）61，63-64，137

generals（将军）17，216，219 of An Lushan（安禄山的）216，219&nbsp；Arab（大食）274，276

Chinese（中国）38 n.73

Greek（希腊）17

Sogdian（粟特）178，285

Turco-Sogdian（突厥-粟特人）178

Türk（突厥）189，271

ghāzī（信仰）327

given name（名字）122，129，131，133，134，153，153n.138，154-155，212，214

given names, Sogdian（粟特名）122，131，134，153-155，212，214

glass（玻璃）87n.66，145，145n.101，180，302

gold（黄金）21n.22，30，40，51-54，54n.27，65，133-134，138，138n.73，144-145，173-174，189n.121，199，205，207，212，

218，253，268，269n. 13，271，301，304，312 governors（总督）216，263，266-267，281，297

Arab（大食）265-266，280

Chinese（中国）216

Sogdian（粟特）281

graffiti（岩刻题词记）11，79，102n.28，147n.115，154，185，329

grain（谷物）65，68，128，149，168，176，307，320 see also wheat（也见“小麦”）

grooms（马夫）137，189，215

grotto/grottoes（洞穴）126n.22，141，324

hagiographers（圣徒传作者）247

Hanafite（哈奈菲主义）287n.96，293

Hat（帽子）89，295

head（s）/leader of the xian cult（祆正）56，60，73，129，132，144，148-149，149n.120，150-152，156，169，187，270，285，285n.83，294，324

hemp（大麻）176，300-301

historiography（历史编纂）1-2，11，24n.28，28，31，77，121，134，184，239，264，308n.65，312

honey（蜜）134，138，138n.73，174，206n.29，252，256n.92，294

horses（马匹）29，65，73，73n.11，138，138n.73，187，189，202，210-211，214-215，225，270，274，302，308-309，321

hospice（旅客住宿处）191-92

hotel（客栈）191

see inn（见“旅馆”）

house（房屋）26，155，163，166n.30，170，182，191，193，250，272，278，283，294，297-98

hu（胡）72，73，73n.8，89，89n.74，119，122-123，126，129，131，131n.55，132，136-137，140，146-147，149-154，155n.145，157，160，165，174n.55，180，181，188，202-206，213-215，217-220，220n.77，221，223-224，256，308

authorized hu（兴胡）131-132

hu ji（Sogdian barmaids）（胡姬，粟特歌女）73，140n.85

hu with nine names（九姓胡）122，224，308

invited/travelling hu（客胡）131n.55，132

merchant hu（商胡）131，136-137，146，160，188，205

mixed hu（杂胡）205-206，217-218

iconography（肖像研究）28，88，90，113，125，137，138，148，156，162，189，202，208，215，281，323

Chinese（中国肖像）208

Khotanese（于阗肖像）125

Sogdian（粟特肖像）90，113，156，162，323

Sogdian in China（中国粟特人肖像）138，148

Tang（唐）28，137，189

Turco-Sogdian（突厥-粟特）202，208，215

Immigrants（移民）20n.16，63，280，323

Incense（香）78n.34，218

Indigo（青黛）138，138n.73

Inn（客栈）191，301，324 see also hotel（旅馆）

innkeeper（旅馆主人）130，130n.47

interpreter（诠释者）180，212，216

invasions（入侵）17，23，69-70，91，95，97，99-101，106-107，116，119，172，223，227，264，333

invoker of the cult（祓祝）151

iron（铁）205，211，301-302

irrigation（灌溉）16，28，65，101，104，107，113，113n.85，115

Islam（伊斯兰教）2，5，192，263，278，293-294，297，312，322n.116，326-327 see also Muslims；Shi‘ism；Sunnism（也见

“穆斯林”；“什叶派教义”；“逊尼派教义”）

Islamization（伊斯兰化）169，266-267，275，285，287n.96，293

itinerary（游记）184，193，318n.99，321n.114，329n.153 see also routes（路线）

jade（玉）57，140，178-180

Jamūk（昭武）114，114n.88，219，219n.73

Jewels（珠宝）138，138n.73，144

Judaism（犹太教）186，200 see also Jews（也见“犹太人”）181，184

killers of pigs（屠夫）130，130n.47

king of Sogdiana（索格底亚那王）161，167，272

kurgan（库尔干）17，21，21n.19，39，81，100-101，105n.47

land revenues（土地税）164 see also income from the land；revenues from the land（也见“土地收入”；“土地税金”）163，167

languages（语言）2，5-6，16-17，19，23n.26，26，29，45，58，62n.50，67n.63，77-79，116，121-122，127，146n.109，150-152，154，182，202，204，245-146，257，257n.98，289，295，308，308n.65，326，328-330

Akkadian（阿卡德语）19n.9

Arabic（阿拉伯语）3，5-6，99-100，126，159，165，169，183，184n.95，186-187，192n.133，219n.73，230n.13，257，261，263，263n.1，264-265，268-269，271n.24，273，279，283，289n.100，291，295，295n.18，303，312，314，316

Aramaic（阿拉米语）17，18，202n.8

Armenian（亚美尼亚语）6，98，160，229，235，236n.29，237，245

Bactrian（巴克特里亚语）11，16-17，20-21，21n.19，22n.24，27，33，33n.50，34-38，46，74-77，79，84-85，87，91，103，109-110，125，132n.59，151，163n.12，169n.41，170n.42，173，180-182，189，206，243，266，268，285，289n.99，333

Elamite（埃兰语）18，18n.7

Gāndhārī（犍陀罗语）76

Georgian（格鲁吉亚语）237，242-244

Hebrew（希伯来语）79，184，185n.101

Indian（印度语）6，214，228

Iranian（伊朗语）2，16-17，20，22，58，58n.44，62，64，70，78-79，81n.43，89，89n.74，98，116，119，122，128，128n.35，133，135，143，153，156，170，172，191，200，202，206，217，229，240，242，249，266，276，279，285-286，288，290，296n.19

Judeo-Persian（犹太-波斯语）184

Khazar（可萨语）184，186，200，245-246，254-256，285，292，294，333

Khorezmian（花剌子模语）257，295

Khotanese 46n. 7，58n.42，124，125，125n.18，146，146n.109，178，179，321n.114，324n.122

Kuchean（龟兹）120，126，139，179，187

Old Persian（古波斯语）5，18n.9

Pahlavi（婆罗钵语）58n.42，121

Parthian（帕提亚语）17-18，32-36，36n.63，38，77-79，87，121，121n.6，135，185n.99，205，229，243

Persian（波斯语）5-6，13，18n.9，36，79，85-86，90，98-99，137，137n.72，145，150，167，167n.33，173，174n.56，178，181-183，183n.91，184-186，191n.130，209-210，228-229，230n.10，231，233-236，241，245-246，261，263，265nn.5-6，267，269-271，271n.22，279，286，289，291，303，306-307，312，314-315，321，321n.113，323，328-329，331，334

Prakrit（巴利语）52n.17，76

Sanskrit（梵语）76，81，121，146n.109，310n.72，321n.114Sogdian 5，45，121，202，257，230

Syriac（叙利亚语）171，314-315

Turkic（突厥语）3，5，199，202，204，214，318，322，328，330-331

see also Türk（突厥语）

lapis lazuli（天青石）18，18n.8，19n.9，20-21，21n.22，22，24，33，40，178，333

law/laws（法律）3，79，90，132，153，159，165，169-171，194，203，280-281 see also codes of law（也见“法典”）

lawsuit（诉讼）132，143，165，179

leather and hides（皮革）130，130n.47，

301-302

see also deerskin；goatskin；139，256n. 92，294，302；skins 130n.47，294，302，316（也见“鹿皮”；“羊皮”；“皮子”）

leopards（豹）138，138n.73

letters（信札）11，13，22，22n.24，34，43，45，45nn.3-4，46-47，47n.8，48，48n.9，49，49n.10，50，50n.13，51-52，52n.20，53，53n.23，54，54n.26，55-57，57n.35，58，58n.40，60-61，63-64，66，68-71，73-76，81，91，98，124，126，129，139，141-142，144，146-147，147n.115，151，151n.131，154，161，164-166，175，184，186，188，202-203，205-206，213，235，303，310，310n.72，313-315，317，324-326，335

linen（亚麻布）44，47，51，52n.20

lions（狮子）138，138n.73，145，163n.12

literacy（读写能力）56

liturgical language（礼拜语）121-122，246，257，330

livestock（家畜）184，294，300，327 see also cattle（牲口）30，128，294

loans（贷款）126，126n.22

see also moneylenders（也见“放债者”）

loan words（借词）76

see also borrowings from Indian languages（印度语借词）55

loess（黄土）17，97

magi（穆护，古波斯僧侣）289n.101

mail（邮政）47，138，138n.73

see also letters；postal system（也见“信札”；“邮传系统”）

mandarin（官话）148-153，186

Manichaeism（摩尼教）2，151n.133，223，225，313，315

Market（市场）20，30，32-33，33n.49，53，64-65，70，73，111-112，116，131，137-141，143，164，164n.18，165，174，177，179，183，186，210n.44，214-218，227，242，248-250，264，270，274，283，283n.77，290，300，302，304-306

frontier market（边境集市）210n.44，216-217，249

market of Turfan（吐鲁番集市）6，52-53，70，

95，111，121，125-126，126n. 22，127-128，128n.36，129，130n.46，131-134，136，140n.85，141，141n.89，147-149，151-152，153n.136，154，165-166，169-170，173-175，179-181，181n.78，183，187，189，204，208，215，219，261，304，309，313-315，318，320-321，321n.112，324

marquetry（镶嵌细工）19n.9

marriage（婚姻）3，56，120，122，153-154，154n.142，155，161，169，171，200，212，217，323，326

marsh（湿地）16，65，104-105，288 see also swamp（沼泽）

marten（貂皮）210，252

Mazdaism（马兹达教，琐罗亚斯德教）128，128nn.35，37

see also 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

medicinal herbs（中草药）138，138n.73 see also medicinal plants（也见“医用植物”）

medicine（医学）146

Melkite（蔑耳乞，希腊天主教徒）257，257n.98

see also Christianity（也见“基督教”）

merchandise, Chinese（中国商品）33-34，48，52，65，86n.65，87，139，160，171，187，187n.108，207，218，249，301，333

merchants（商人）1-5，11，13，20，20nn.16-17，24，26-28，31，32n.48，33，35-38，41，43，46-48，50-53，55，57，57n.35，60-62，64-67，69-73，76n.23，78，78n.34，79，81，81n.44，84-87，87n.66，88-89，89n.74，90，90n.79，91，95，97，109-110，112-117，119，125，127，129-133，135-137，137n.72，139，143-147，149n.120，150-151，157，159-166，166n.30，167-169，171，173，175-177，177n.66，178-183，183n.91，184，185n.102，186，187n.108，188-190，193，197，199，204-207，213，215，217-219，223，225，227-234，234n.24，236-237，240-242，248-250，252-258，261，264，268-270，273-275，275nn.40-41，45；276-279，279n.57，280-283，284n.80，290-293，293n.7，&nbsp；294-295，296n.19，298-301，303-305，307，316-317，319-322，322n.116，323-325，325n.130，327，329-331，333-335 Arab（阿拉伯商人）183，183n.91

Bactrian（巴克特里亚商人）11，87，91，173，181，333

of/from?ā?（石国商人）16，89n.76，112-114，120，168n.38，190，199，202，298，301，304

Chinese（中国商人）132，136，143，165，179，180，307

Greek（希腊商人）230-231

Indian（印度商人）81

Jewish（犹太商人）184，185n.102

of/from Kangju（康居商人）37n.69，60-62，71，77-78，119

Khazar（可萨商人）7，184-186，200，245-246，249，253-256，285，292，294，333

Khorezmian（花剌子模商人）193，241，250，254-255

Khotanese（于阗商人）46n.7，58n.42，124-125，125n.18，146，146n.109，178-179，321n.114，324n.122

Kushan（贵霜商人）71，84

Muslim（穆斯林商人）317，321

Parthian（安息商人）36

Persian（波斯商人）137，137n.72，150，183，231，334

Rādhānite（犹太商人）186

Samanid（萨曼商人）292

Sassanid（萨珊商人）90，182

Syrian（叙利亚商人）182，234

Uighur（回纥商人）325，325n.130

Mercury（水银）301

Mill（磨坊）169

Millet（黍类）33，150

mine（矿）18，18n.8，19，44，54，175，175n.60，298，302

mints（铸币厂）298

monastery/monasteries（修道院）85，102-103，109，126-128，244，300，314，323

moneylender（借债人）139，183，274，276 see also loans（也见“贷款”）

monk（和尚）2，3，60，68，71-73，77-78，78n.

34，79，90-91，103，108n. 59，141，142n.96，169-170，244，310n.72，315

mosque（清真寺）278，314-315，327

mountain（山）16-17，36，51，64，74n.17，84，84n.59，89，101n.20，111n.72，123-124，146，146n.107，147，163n.16，187，197，202，205-206，233，235，239-241，268，270，301，317，322

mule（骡子）111，133，146，180，184，187，188-189，300，302

music（音乐）120-121，139

musk（麝香）45，48-49，51，51n.16，52-53，86-87，87n.65，141，175，301，303-304，306，316-317，321，331，334

Muslim（穆斯林）103，248，269-270，295，314-315，323，331

see also Islam；Shi‘ism（也见“伊斯兰”；“什叶派”）

mustache（髭，小胡子）28 see also beard（也见“胡须”）

mutton（羊肉）140

see also sheep（羊）

nāf（聚落）148，151，168，168n.38，169，172

nailers of camels'feet（钉驼掌者）130，130n.47

names, family or given, Türk（突厥姓氏）2，23，24，47-48，57-58，60，72，77，81-82，108，120-122，124，124n.14，129-132，134，134n.64，135，140n.89，141-142，142n.94，153-155，180-182，204-206，211-212，214，221，224，243，246，275，286，288，308，323-326，329

names of Sogdians in China（中国粟特人名）124，132，135，140n.89，142，142n.94，154，180-181，214，308，323-324

necropolis（古冢）102，202，237

Nestorian（景教徒）2，85，89n.76，99，182，246，248，258，309-310，314-315，326-327，329-330

see also Christian（基督教徒）85，85nn.60，62；86nn.63-64，99n.13，128，232n.16，246，257，257n.98，258，310，314，318，324

network, merchant or commercial（商业网/贸易网）3，5，9，11，13，24，27，41，43，&nbsp；46-50，60-61，63，66，68-71，74，91，101，105，107，115，119，122，125，136，147，157，161，167，177，182，184-186，190，194，197，210，217-218，246，256，256n.90，258-259，261，325，335

Persian（波斯人）137，137n.72，150，183，231，334

Sogdian（粟特人）3，5，11，13，24，41，43，49，60，63，66，70-71，74，125，184，197，210，246，325

Uighur（回纥）325

network, urban（城市网）105，115

nickel（镍币）22

nisba（族名）279-280，286-288

nobility（贵族）122，266，272-273，285，290

Chinese（中国贵族）136

Indian（印度贵族）116，136

Iranian（伊朗贵族）116，285

Sassanid（萨珊贵族）122

Sogdian（粟特贵族）136，266，272，285

nomads（游牧民族）11，16-17，20-22，27，29，34，41，99-100，117，124，142，155，155n.145，176，197，199，206-208，220，224

Novrūz（诺鲁兹）140

numismatics（钱币学）6，83，83n.54，99，127，251，291，293n.8，295，297

see also coins（也见“钱币”）

obols offered to Charon（付给卡伦的银钱）173

olive oil（橄榄油）33n.50

onomastics（姓氏学）72，79，81，108，119，154，205

see also names（也见“名字”）

orchard（果园）114

origin of the name“China”（“中国”名的起源）22n.24

ostrich（鸵鸟）138，138n.73

oxen（牛）133，256

painting（画）19，19n.14，110，128，162-163，171，202，290，323

painting of Afrasiab（阿弗拉西阿布壁画）202

palace（宫殿）18-19，44，160，230，266，272，282，285，296

paper（纸）25n.30，45-46，97，125，132，240，253，253n.81，254，300-301，303，316n.95，325

papyrus（纸草）303

parchment（羊皮纸）97

passport（过所）65，165

pastures（牧场）27-28，211，214

peaches（桃）138

pearls（珍珠）137，145，234n.23，281，320，320n.108

peasant（农夫）57，113，217，286

peddler（小贩）137，204，207

pepper（胡椒粉）50-51，51n.16，52-54，73，76，86，140

perfume（香）52n.20，53，133-134，141，174，303

permits to trade（贸易许可证）231 see also trading permit（也见“贸易执照”）

pilgrim（朝圣者）67-68，88，88n.70，89，99，103，160，190，286，321

pillage（掠夺）45，102-103，111，268，270 see also plunder；sack（也见“劫掠”；“洗劫”）

plunder（劫掠）21，30-31，171，249，253-254，268，270，272，274 see also booty；pillage（也见“战利品”；“掠夺物”）

poetry（诗）220

policy, commercial（商业政策）100，228，230-231，297

Arab（阿拉伯商业政策）278

Byzantine（拜占庭商业政策）228

Samanid（萨曼王朝商业政策）297

Sassanid（萨珊王朝商业政策）100，228，230

Tang（唐王朝商业政策）143

of the Türks（突厥商业政策）228

Uighur（回纥商业政策）307，325

political structure, Sogdian（粟特政治结构）152，167，168，335

polo（波罗球，马球）138，242

porcelain（瓷器）319-320，320n.108

postal system（邮传系统）47-48，193，311 see also mail（也见“邮政”）

prastha（普拉沙，印度货币重量单位）54，76

prasthaka（普拉沙卡，印度货币重量单位）51

precious metals, work in（贵金属）21，174

precious stones（宝石）20，20n.17，144，178，&nbsp；281

prefect（完美）214

priests（神父）56，129，141，151，188，245，322

procession（行进）202，325

pyrite（黄铁矿）40

qaghan（可汗）199，204-206，210，220，223-225，310-311，311n.80，331 see also celestial（也见“天的”）88，220

quartz（石英）138，138n.73，178n.68

raspīg（副祭）151

rates of interest（利率）171

raviolis（馄饨）137，140

rebellion（叛乱）180，197，214-223，278，311，334

see also revolt（也见“反叛”）

red stone（红色石头）19

refugee（流亡者）23，107，110，122，141，173，183，312n.80

regulation（规则）171

religion（宗教）2，90，128，128nn.35，37；129n.41，150，153，172n.52，212，223-224，245，311，331

revolt, Armenian revolt of（亚美尼亚叛乱）571 229

revolt of An Lushan（安禄山叛乱）217，221，223，225，266，323，331

revolt of Bukhara（布哈拉叛乱）277

revolt of Qutayba（屈底波叛乱）269

revolt of Rāfi‘b.Layth（拉菲尔·本·莱思叛乱）266，311，311n.77

revolt of six prefectures（六胡州叛乱）131，156，165

revolution, Abbasid（阿拔斯革命）267n.10，277，281

ribā?（城堡）190，190n.126，192 see also caravanserai；fort（也见“旅店”；“堡垒”）

rice（米）26，28，30，51-52

right/rights（权利）36，74，84，112，120，153，168，176，180，218-219，221，230，247，283，323，329rolls of silk 51n.14，131，165，174，188，271，308

routes（路线）11，19-20，34，35n.57，37，41，61，67，71，78，84-87，88n.68，91，95，97，117，120-121，123，134，141-142，145-146，182，184，192，227，229，232，237，249，252，254，286，290-291，294，303，327n.142，333

see also itinerary；itineraries（也见“旅程”；“游记”）

see also routes in the geographical index（也

见地名索引中的“路线”）

ruby（红宝石）19

sabao（萨宝）62，148-150，150n.124，151-153，153n.138，155-157，186，208n.37，211-213，219

sabo（萨薄）149，151

sack（洗劫）43，45，270，282 see also pillage（也见“劫掠”）

saffron（藏红花）134，138，138n.73，174-175，175n.61

safu（萨甫）149，149n.120

salt（盐）65，138，138n.73，145，145n.103，240n.39，256，256n.92，300，314

salt, black（黑盐）138，138n.73，256，256n.92

sanctuary/sanctuaries（圣殿）81，127

sandalwood（檀香）86，89

sartapao（萨保）150-151，153，177 see also sabao（也见“萨宝”）

sārthavāha（商队首领）76，151 see also sabao；sartapao（也见“萨宝”；“萨保”）

Sassanid romances（萨珊传说）99

schism, Mihrīya/Miqlā?īya（米诃里亚教派分裂）314

school（学校）85，144，182，281，287n.96

scribe（书记）18，25，56，134，148-149，152，170，326

script（手稿）45，79，81，81n.43，84，84n.59，254，314，315，329

see also writing（也见“笔迹，著作”）

seal（印章）30，44，84，84n.58，99n.13，168，212，248，248n.66

sedentary（土生的）16，27，63，100，112，114，199，208，224，255，327，334

Senmurv（塞穆鲁，一种粟特神兽）270

shang hu（商胡）131，143，180，217

sheep 30，165，294，301

见mutton（羊肉）

Shi'ism（什叶派）266

Ships（海船）73，236

see also boats（船）

shopkeeper（店主）163

silk（丝绸）1，4，11，27，27n.38，29-32，32n.48，33，35，39，47，51n.14，52，52n.20，64-66，85-87，115，124，124n.17，131-134，138，138n.73，143-144，146，155，165，165n.24，166，174-177，177n.66，178，181n.78，182，188，189n.121，194，204-206，208-210，214，218，225，228-229，231-232，234-236，236n.29，237，239-241，249，268，268n.12，271，271n.25，272，281，293，301-302，306-309，320-321，330-331，333-334

Iranian（伊朗丝）35，86 Sassanid（萨珊丝）146

silver（银）249，251-252，257

plate（银盘）249-252，258

tableware（银制餐具）175

singers（歌者）139，175

sinicization（中国化）153，155，323

slaves（奴隶）73n.9，126-127，131-133，140，140n.85，147-148，165，169-170，173，175，180，184，187，214，252，271，281，285，294，300-302，304-306，327，330-331，334

social advancement（社会进步）61

social status（社会地位）162-163

soldiers（士兵）30，137，141，176，217，219，278，283-284，284n.81，285，285n.82，304n.52，322，327

spice（香料）85，317

see also spices（调味品）174，191-192

spoils（战利品）270

see also booty（也见“缴获物”）

spy（间谍）230

’spytc（微白）51，51n.15

state（状态）3，25-32，35，37，38n.71，41，50，53，57，61-62，65，67，75，79，86，95，107，115，119，121n.6，125，131，138，141，144，153，155，159，167，172-173，176-178，181-182，186，186n.107，191，202，204，216，221，224，227-229，237，243，245，249，252，256，270，272-273，295，307-308，312，318，320，320n.108，321，321n.&nbsp；113，325，329-331

Byzantine（拜占庭）249

Chinese 31-32，155，176-178，308

Sassanid 172，181，186，186n. 107，227，273 Türk 227-228

stater（斯塔特，银钱单位）44-45，51，53，54，54nn.27-28，55

see also coins, weight（也见“钱币重量”）

statuettes, Chinese（中国雕像）39，139，189，215，247

stele, funerary（墓碑）62，150n.124，155-156，211-212，222

see also epitaphs；tombs（也见“墓志铭”；“墓志”）

steppe（大草原）2，16，20-21，21n.22，22，24，32，39-41，101，103，105，108，115-116，136，181，185，189，193，197，199-200，205-207，224，227，241-242，249，254-256，258，292，311，329，329n.153，330-331，334

stud farm（种马声）211-213 stupa（窣堵波）79，207

styr（钱币）53，53n.23，54-55，207 see also coins, stater（也见“钱币”；“斯塔特”）

subject townships（乡里居民）152

sugar（糖）134，256nn.82，92

“suspended paths”（栈道）189

Swamp（沼泽）107

see also marsh（也见“湿地”）

syncretism（融合）142

tales（传说）30，137，137n.72，147，162

tamga（印记）251

tanners（制革工）130，130n.47

tantric Buddhism（密宗；藏传佛教）89

tarragon（龙蒿）301

tax（税收）56，130，132，134，147，168，174，174n.58，274，305，307n.57

tax collector（税务官）56，147

temple（神殿）111，127-130，139，145，149n.120，172，191n.129，253，270，325，327

tombs（墓葬）27，39，100，125，132，139，146，148，148n.117，202，208，211-212，327

see also epitaphs；stele, funerary（也见“墓志铭”；“石碑”；“葬礼”）

tower（塔）45，126，187

guard tower（哨塔）45，187

watchtower（瞭望塔）126

town（城镇）21，24，28，33，46，53，56，56n.35，60，69-70，82，91，98，100，103，105-106，107n.56，110，114-115，115n.91，116，123-124，124n.14，126，128-129，129n.44，130，130n.51，134-136，140，142-143，152，159-160，165，167-168，176，204n.20，212，216，218，230n.10，231，241-243，243n.52，247-248，265，265n.7，268-270，272-274，275n.40，276-280，282-283，283n.73，284，284n.80，286-288，290，295-296，296n.19，297，297n.22，298，300，304-306，310，313，317-318，318n.103，320-321，321n.114，322-324，327，329，329n.153，335

see also city；urban；village；geographical index（也见地名索引中的“城市”；“都市”；“村庄”）

trading permit（贸易许可）165 see also permits to trade（也见“贸易许可证”）

translation（翻译）6-7，37nn.66，69-70；57n.38，58n.42，67n.63，74n.16，79，85n.62，86，86n.64，88n.71，90n.79，119，137n.72，147n.115，167n.33，169nn.40-41，170，185n.98，203n.13，209，214，220n.78，229n.5，230，233n.22，245，245n.61，263n.1，265n.6，271，271n.21，277n.49，284，297，304n.50，311n.75，312n.82，315n.93，318

translator（译语人）67，72，191，191n.132，211，213

travel accounts（旅行记录）37

traveller（旅者）5，90，163n.13，188-189，191-193，280，287，294，312-313，317，321，321n.114，322

travellers'manual（旅行向导手册）321n.114

travel-permit（过所）187

also authorizations for travelling（旅行授权书）126

treaty（条约）88n.68，124n.13，230，230n.10，269-271，276-277，318

see also treaties（也见“条约”）

tribute（贡品）16，18，20-21，23，32n.48，65，67，69，107n.57，111，136-137，145，166，167n.33，172，210，231，233，251-252，270-272，307-308，308n.67，314，326，330-331，333

tudun（土屯，突厥官职）113

Türk conquest（突厥人的征服）111，206

Turkicization（突厥化）213-214，217，220，325n.130，326

Türk title（突厥头衔）113

turmeric（姜黄）174

turquoise（绿宝石）21，21n.22，33-34

urban（市镇）17，21，27，84，91，101，101n.22，102，105-106，106n.51，107，109-110，112n.74，113-116，126，147，163，163n.16，168，202，224，264，265，277，277n.49，288-290，296-297，327-328

see also city；town；village；geographical index（也见地名索引“城市”；“城镇”；“村庄”）

urbanization（城市化）113-114，328

usurers（高利贷者）139

vases（花瓶）33，249，300

village（村）102，104n.42，129，152，159，179n.72，192，239，284n.80，305，318，318n.103 see also city；town；urban；geographical index（也见地名索引“城市”；“城镇”；“市镇”）

viticulture（葡萄栽培）28

vitriol（矾）301

volume of trade（贸易量）293 also volume of commerce（也见“商业量”）293，330

wall（城墙）23，26，104-105，105n.46，106，109，110n.69，111，115，126，139，163，219，272，297，300

weapons（武器）231，270，274 see also arms（也见“武器”）

weight 53-54，54n. 27，174，252n.75

drachm（德拉克玛，货币单位）53-54，54n.27，174

prastha（普拉沙，货币单位）54

staters（斯塔特，货币单位）53-54，54n.27

well（井）145，194n.141

see also salt water well（也见“水井”）

wether drum, Kuchean（龟兹羯鼓）139

wheat（小麦）26-27，114，240n.39

white lead（白铅）51，51n.15，52

wine（葡萄酒）26，29n.42，51-52，128，140

women（女性）47，56，60，138，140，140n.85，187，189n.121，269，305

economic status（经济地位）56

wood（树木）25，129，294

wool（羊毛）44，52n.20，320，320n.112

workers in leather（制革匠）130

workshops（作坊）21，33，145-146，270，293n.8

see also ateliers（也见“工作室”）

worship（崇拜）56

see also cults（也见“礼拜”）

writing（著作）17-18，35n.57，37，45n.3，54，82，182，202-203，224，246，257n.98，289n.101，310，318，329

see also script, alphabet（也见“手稿”；“字母”）

Aramaic（阿拉米文）18，202n.8

Brāhmī（巴拉米文）79，81，81n.43，83

Kharo??hī（佉卢文）54，54n.28，58，79，84，84n.58

Manichaean（摩尼教手稿）127，203n.12，223，248，300，308，310，312-314

Pahlavi（婆罗钵文）58，58n.42，121

Sogdian writing（粟特文）18，289n.101

Syriac（叙利亚文）171，315

xian（祆）128，128n.38，129，133，139，148-149，151-152，323

xωβ（地主）113

yak（牦牛）87n.65，189

Zandanījī（赞丹尼奇，一种织物）239，239n.34，240，302

Zhaowu（昭武）219，219n.73

see also Jamūk（也见“宝石”）

Zhijie（柘羯）219

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128，142，266，278n.56

see also Mazdaism（也见“马兹达教”）zōt（主祭）151

二、人名索引

Abbasids（阿拔斯）194，233

‘Abd al-Malik（阿卜杜-麦利克，哈里发）274

Abrūī（对阿布鲁依）114

Abū?anīfa（阿布·哈乃斐）281，281n.66

Abūl-Layth al-Samarqandī（阿布·莱斯·撒马尔干迪）287n.96

AbūMuslim（并波悉林）266，277，312

AbūSufyān（阿布·苏富扬）230

AbūZayd（阿布·赛义德）175，282，282n.69，304，304n.49，316，317n.96，331

Achaemenids（阿契美尼德）16-17，233

Afshīn（阿夫欣，哈里发将军）285，306，311

Afuzhiluo（阿伏至罗）205

al-A?naf（阿那夫）265n.7

Akhurmaztakk（阿忽蜜多）51

Alan/Alans 40，129n. 43，242，243n.52，246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13，17，22，245n.59

‘Alī（阿里）277，280，320n.108

‘Alīb.‘Isā（阿里·本·伊萨）320n.108

Alptegin（阿勒普的斤，哥疾宁统治者）304

Amoghavajra（不空金刚）88

Anāhitā（阿那希塔）205

Anankhast（阿南卡斯特）236

An Bozhu（安波注）216

An Jia（安伽）156，208n.37

An Lushan（安禄山）138n.76，139，139n.77，178，180，197，215，215n.60，216，216n.63，217-221，223，225，266，323-324，330-331，334-335

An Menwu（安门物）219

An Nuopantuo（安诺槃陀）204-205

An Qingxu（安庆绪）216

An Shigao（安世高）62，72，77-78

An Suijia（安遂迦）204

An Tong（安同）62，68

An Tugen（安吐根）135

An Tuhan（安朏汗）214

An Wantong（安万通）150n.124

An Xuan（安玄）79

Arabs（阿拉伯人）103，137，161-162，169，183，183n.91，241，245-246，265，265n.7，

266，269-270，272，275-279，292，300 Armat-sāch（遏末娑支）43，48，205

Armenian（亚美尼亚人）6，98，160，229，235，236n.29，237，245

Arsāch（遏娑支）43，48

Artikhu-vandak（遏帝呼槃陀）44，48

Ashide（阿史德氏）215

Ashina（阿史那氏）199，205，225

Aspandhāt（萨般达）50-51，151

Attāb al-Liqwah al-Ghudānī（阿塔布·利克瓦·古达尼）274

Azd（阿兹德人）279n.57

al-Azrakyānī（阿兹拉克亚尼）280

Bābak（巴比克）285

Bactrians（巴克特里亚人）16，20，33，36，46，74-75，85，125，180，243，333

Bālhika（巴里卡）74 see also Bactrians（巴克特里亚人）

Ban Biao（班彪）25-26

Ban Chao（班超）38n.73

Ban Gu（班固）25，38n.73

Ban Yong（班勇）38n.73

Ban Zhao（班昭）25

Barmakids（巴尔马克）109，276

βγy?tyβntk（奴隶）58n.43

Bilge（毗伽可汗）200，208

Buddha（佛陀）79，88-89，180，250，285n.86

Bukayr（布卡尔）274，275n.46

al-Bukhārī（布哈里）287，287n.96，288

Bukhar Khuda（布哈拉·胡达）171-172，172n.51，277，282，285-286

Bulgars（保加尔人）193，200，293-294

Bum?n（土门可汗）199

?akin?ur-Bil’ga（奇金啜毗伽可汗）200

Cao Lushan（曹禄山）132，143

Caraka（揭罗迦）75n.18

Carmakha??ika（卡尔玛干迪卡）75n.18

?atfārātsarān（？）154

Catisa（卡蒂萨）47，76

Che（Ju）Bulüduo（车不吕多）133n.62，150

Chinggis Khan（成吉思汗）232n.15

Chionites（匈尼特人）98

Chirth-swān（车斯-万）45

Cūlikā（窣利）74，74n.15，75n.18

Cyrus（居鲁士）13，17

Darius I（大流士一世）18

Dēwā?tī?（迪瓦什梯奇）161-162，200，272

Dezong（唐德宗）141n.90

Dhruwasp-vandak（度路越飒槃陀）44，54

Dong Zhuo（董卓）46

Dun mohe dagan（顿莫贺达干）224

Du Qin（杜钦）35，38，64

Du You（杜佑）148

Eustace（尤斯塔斯）233-234

Euthydemos（幼提德谟斯）54-55

Eutychius（优提齐乌斯）236

Farn（芬）124，146，163n.13，310

Farn-āghat（芬阿喝）44，48-49

Farnxunt（芬克迅）55-57，57n.37

Fengbo（风伯）128n.37

Frī-khwatāw（发黎呼到）50-51，57n.35

Fu Jian（苻坚）67

Gaoju（高车）97，205

Gaozong（高宗）69

Georgians（格鲁吉亚人）243-244

Geshu Han（哥舒翰）218

Ghaznavids（哥疾宁王朝）321

Ghōātam-sāch（胡耽娑支）44，48

Ghūrak（乌勒伽，撒马尔干国王）285

Ghuzz（古兹人）188，311n.77

Gog and Magog（歌革和玛革）294

Graeco-Bactrian（希腊-巴克特里亚）17，22n.24，33n.50

Greeks（希腊人）16-18，74，229

Grumbates（戈龙巴特）98

Güyük（贵由）204n.20

Hadrian（哈德良）36n.62

al-Hajjāj（哈贾吉）315-316，316n.95，327

Han（汉人）23-24，24n.28，25，25n.30，26nn.31，33；27，27n.38，29-31，35，35n.59，37，37n.69，38-39，39n.80，40，45，52n.20，54n.27，60-64，64n.58，65-67，70，73n.9，77，120-121，123，126，169n.41，176-177，181n.78，218，221，233n.22，234n.23，252，287n.96

Hārūn al-Rashīd（哈仑-拉施德）266，320

He Hongjing（何弘敬）222

He Yongkang（何永康）149n.120

Hephtalites（嚈哒人）95，97，107，109-111，

111n. 72，136，172，200，232-234，234nn.23，25；251

Honorius（霍诺里厄斯，西罗马帝国皇帝，395-423年在位）230n.10

Huni（忽倪）107，107n.57

Huns（匈奴）43-45，81-82，98，100，107-108，111n.72，233 see Xiongnu（见“匈奴”）

?urayth ibn Qu?ba（侯莱斯·伊本·库特巴）275，279

?usayn b.?āhir（侯赛因·本·塔希尔）297

Hyrcanians（西卡尼亚人）243

Iberians（伊比利亚人）243，245

Iki-?güz（伊奇·包古兹）329n.153

Indians（印度人）36，44，46，63，63n.57，67-68，75-76，76n.23，78，81n.43，91，98，136，206，230，243

Indo-Iranian（印度-伊朗人）2，22n.24，70

Indo-Parthian（印度-帕提亚人）77，78，121，135，205

Iranian（伊朗人）2，16-17，20，20n.16，22n.24，58，58n.44，62，64，70，78-79，81n.43，89n.74，98，116，119，122，128n.35，133，135，143，153，156，170，172，191，200，202，204，206，217，229，240，242，249，266，276，279，285-286，288，290，296n.19

Irano-Türk（伊朗-突厥人）217

Isma‘īl b.A?mad（亦思马因·本·艾哈迈德，萨曼朝君主）267

??temi（室点密）199-200 see also Sizabul（也见“室点密”）

Jews（犹太人）181，184

Jiduojuzhe（急多飓遮）256 see also Kidara（也见“基达拉”）

Jie hu（羯胡）220，220n.77

Jin（晋）46，61-62，65，65n.60，67nn.64-65，206n.29，221

Eastern Jin（东晋）221

Western Jin（西晋）46，221

Justin II（查士丁尼二世）233，235

Justinian（查士丁尼）229

Kābul-Shāh（喀布尔-沙赫）283

Kamboja（甘菩遮）74

Kānakk（迦那迦）43，164

Kang Mengxiang（康孟详）78

Kang Po（康婆）155-56

Kang Pohepantuo（康婆何畔阤）134

Kang Senghui（康僧会）63n.56，71-74，78，335

Kang Sumi（康苏密）214

Kang Tai（康泰）73

Kang Yandian（康艳典）123

Kang Yuanjing（康元敬）156

Kang Zhi（康植）60

Kan?ka（迦腻色迦）83，83n.54

Kashkathān（卡什卡特族）163，169，278

Katulph（卡图弗）228，231

Kawād（卡瓦德）111，207，232n.19，234n.25

Kharfāsh?ughdī（哈尔法什粟特人）283

Khazars（可萨人）184，186，200，245-246，254-256，285，292，294，333

Khitans（契丹人）216，317，321

Kholiatai（阔力阿台，花剌子模王）235，255

Khorezmians（花剌子模人）241，250，255-256，258，294-296

Khorezmshāh（花剌子模王）232n.15

Khosro（库思老）228，236

Khotanese（于阗人）46n.7，58n.42，124-125，125n.18，146，146n.109，178-179，321n.114，324n.122

KhusrōAnōshervān（库思老·阿诺谢万）111，200，231，241

KhusrōI（库思老一世）173，207

KhusrōII（库思老二世）173

Khuzā‘a（胡扎）275

Khvarnarse（堪巴那斯）58

Kidara（基达拉）108，108n.59

Kidarites（寄多罗人）107-109

Kimaks（基马克）312

Kirghiz（吉尔吉斯）225，301，310，329

Kirmanian（卡曼尼亚人）243

Kucheans（龟兹，库车）120

Kül-tegin（厥特勤）216

Kumārajīva（鸠摩罗什）69

Kūr?ūl（库尔苏勒，突厥将军）271

Kushano-Sassanids（贵霜-萨珊）84n.58，101-102，110

Kushans（贵霜人）36n.63，98

Laozi（老子）221

Latin（拉丁）36，37n.66，247，329n.153 Leo（利奥）I 207

Leo III（利奥三世）248n.66

Liang（凉）60，62，63n.54，68n.68，69，73n.11，144，179-180，220 Earlier Liang（前凉）69 Western Liang（西凉）136

Li Baoyu（李抱玉）62，121n.5，150，213

Li Bo（李白）1，140，140n.85

Li Gao（李暠）142n.96

Li Linfu（李林甫）216

Maês Titianos（马埃斯·提提亚诺斯）37

Al-Mahdī（马赫迪）160-161

Mahe?vara/?iva（摩醯首罗/湿婆）323

Ma?mūd of Ghazna（哥疾宁的麻赫默德）313，321

al-Ma'mūn（马蒙）266，284-285，290，311

Man（蛮/人）44，72，73n.8，84n.58，156，160，166n.30，179，207，219，233，271，282，310，310n.72，317，319，319n.105，324n.122，335

Manchu（满族）202

Mangu（蒙哥）329

Mani（摩尼）151

Maniakh（摩尼亚赫）165，167，203，209，228，234-237，244，248，335

al-Man?ūr（曼苏尔）283

Margians（麦吉人）243

al-Māturīdī（马图里德科）287n.96

Medes（米底人）209，243

Mihr（星期日，粟特语）141n.89

Mi Jifen（米继芬）154n.142

Mi Liang（米亮）179-180

Mi Sabao（米萨宝）153

Mi Xunzhi（米巡职）165

Mi Zhentuo（米真陀）215

Miunai（缪你）47，55-56

Mongols（蒙古人）202，334

Mouyu（牟羽）224

Mu?ammad（穆罕默德）230，232n.18，263，286，289

Muqan（木杆可汗）199，209

al-Muqtadir（穆克塔迪）314

Al-Mu‘ta?im（穆阿塔西木）284-285

Nana（娜娜）172

Nanai-dhat（那你塔）47

Nanai-thvār（那你答拔）43-45，48-49，56，164

Nanai-vandak（那你槃陀）43，48-50，53，55-56，56n.35，57-58，81，165，335

Nani-vadhag'a（那你拔达）58

Na?r b.Sayyār（纳斯尔·本·赛亚尔）266，273，279n.57

Nasyān（那斯延）44

Nū?ibn Asad（努赫·本·阿萨德）304

On Oq（十姓可汗）200

Ossetian（奥塞梯，前苏联高加索一地区）243n.50

Parthians（帕提亚人）36，121，121n.6，243

Pehar（白哈尔，藏传佛教最高神王）146

Pei Ju（裴矩）203，203n.16

Pērōz（卑路斯）110n.70，111，136，172，207，233-234，234nn.23，25；251，251n.74

Persia（波斯）86，185，228，236

Persians（波斯人）5-6，13，18n.9，36，79，85-86，90，98-99，137，137n.72，145，150，167n.33，173，174n.56，178，181-183，183n.91，184-186，191n.130，209-210，228-230，230n.10，231，233-234，236，241，245-246，261，263，265nn.5-6，267，269，270-271，271n.22，279，286，289，291，303，306-307，312，314-315，321，321n.113，323，328-329，331，334

Pēsakk（毕娑）44-45，54

Phraates V（弗拉特五世）38

Prophet（告知）232n.18，263，280，287，287n.95，288

Qapaghan（默啜可汗）200

Qarabughra（黑公驼）163n.12

Qarakhanids（喀喇汗王朝）2，163n.12，190，267，267n.9，321，321n.114，322，327，330-331

Qarluqs（葛逻禄）200，312n.80，318n.103，327n.137，329，331

Qi（齐）135，149，209 Northern Qi（北齐）135，149

Qin（秦）22-23，23n.26，24，35，38，40，64，67

Qutayba（屈底波）266，268-270，276，278，284，286，286n.92

Qutham b.‘Abbās（库萨木·本·阿拔斯）288

Qutlugh（骨咄禄）200

Rādhānites（犹太）184-186

Rāfi‘b.Layth（拉菲·本·莱思）266，311，311n.77

Rostam（鲁斯塔姆）162，290

Rouran（柔然）199，205

Russian（俄国）6，169n.40，185n.98，254，265n.6，271n.21，326n.135

Saghrak（索勒）44，48-49

Saka（塞种）16-18，20-21，21n.18，23，74-75，146n.109，179，243，247-248，251n.73

?aina（塞纳）47

Saint Andrew（圣·安德鲁）244-245，247

Saint Bartholomew（圣·巴塞洛缪）243

Saint Stephen of Sudak（速达克的圣·史蒂芬）243n.52

Saint Thomas（圣·托马斯）89n.73，147n.113，243

Samanids（萨曼人）5，261，267，285，288，288n.97，289，291-293，293n.10，294-297，298n.27，299，304-305，314，320，326-327，330

Sarmatians（萨马提亚人）21

Sassanids（萨珊人）70，83-84，84n.58，85，90，98-99，99n.13，100-101，101n.22，102，102n.28，105，108-112，117，121-122，127，134，146，159，170，170n.42，171，172，172n.52，173-175，181-185，186nn.106-107，190，190n.125，194，200，207，212，227-230，230n.10，231-232，232n.19，233，237，240-241，241n.43，250-251，251nn.71，73；252-255，265-267，270，273-274，279-282，298，320，329，333-334

Sāwa?fan（萨瓦斯芬）257

Scythian/s（斯基泰人）36，40，202-203，231，236，243-244，247-248 see also Türks（也见“突厥人”）

Sebüktegin（娑匐特勤）304

Seljukids（塞尔柱人）2

Seres（赛里斯国，即中国）37

Shanyu 30

Shaoshifen（稍施芬）257

Shāpūr II（沙普尔二世）98-99，102

Shāpūr III（沙普尔三世）99

Sharīk b.Shaykh al-Mahrī（谢里克·本·谢赫·麦赫里）277

Shi Le（石勒）67，206n.29

Shi Randian（石染典）131，165，187

Shi Shewu（史射勿）211-212

Shi Siming（史思明）216-217，219

Shi Wannian（石万年）129n.44

Shi Xiancheng（史宪诚）121n.7

Sir-Tardu?（薛延陀）211n.49

Sizabul（室点密）200，203，209，228，234-236，335 see also??temi（也见“室点密”）

Slavs（斯拉夫人）184，245，294

Sog（粟特人）124n.14

Sogdo-Türks（粟特-突厥人）233，249

Soldains（索代）257，257n.98

Soldains of Khorezm（花剌子模的索代人）

Song（宋）67，144，307，319，321n.113 Southern Song（南宋）67，307

Sougds（粟特人）245，246

?udras（粟特人）22n.23

Sui（隋）62，112n.73，136，136n.69，144-145，149，155，174n.56，200，203n.16，205n.27，206，210-212，214，219

Sūlī（窣利）58n.42

Sūlīk（窣利）58n.42

Suzong（唐肃宗）222

Syrians（叙利亚人）182，186，230-231，234，245，313-314

?āhirids（塔希尔）267

Tai Wu（太武帝，后魏）205

Taizong（唐太宗）215，220

Taizu（唐太祖）150n.124，204

Takhsīch-vandak（得悉槃陀）45

Takut（得屈）45

Tamerlane（帖木儿帝国）334

Tang（唐）19n.15，28，62，70，88n.71，90，103n.36，106n.53，107n.56，116nn.93-95，120，120n.1，121，121n.6，122，124-125，129，129n.44，135n.66，136，136n.68，137-140，142，142n.96，143，143n.97，144-145，147-149，149n.119，153，155，155n.145，156-157，160，160n.2，168n.35，174，176-179，189，200，211-216，219-221，306，308

Tankse（坦克斯）309

Tardu（延陀）200，211，211n.49

Tardu?（延陀）211

Tatars（鞑靼）98

Thābit ibn Qu?ba（萨比特·伊本·库特巴）275，275n.41，276，279

Theodosius I（Nestorian patriarch，景教牧首）（西奥多修斯一世）315

Theodosius II（西奥多修斯二世）230n.10

Tibetans 89，124，146，216，223，261，307，309-310，312-313，319，324

Toghuz-Oghuz（通古斯-乌古斯人）311n.77

Tokharians（吐火罗人）180

To?uquq（暾欲谷）189

Tujue（突厥）203-205，256 see also Türks（也见“突厥人”）

Tukhsī（突骑施）304，318，331

Tumen（土门可汗）205

Tuoba Gui（拓跋珪）62

Turco-Sogdian（突厥-粟特人）126，129，178，197，199，204，210，215，217，223，225，244，292n.3，326，334

Türgesh（突骑施）200，266

Türks（突厥人）2，82，95，97，100，102，111，111n.72，113，121，129，134，136-138，157，165-166，177，181，183，183n.91，189，193，197，199，199n.1，200，202-203，203n.12，204-208，208n.40，209-210，210n.44，211，213-214，214n.54，215，217-219，223-225，227-228，230-236，245-246，248，266-267，271，284-285，294，301-302，304，304n.52，305-306，308，308n.65，311n.80，312n.82，316n.95，317，318n.99，322，325-327，327n.140，328-331，333-335

Tu?āra（吐萨拉）74

Tuyuhun（吐谷浑）124

‘Ubaid Allāh ibn Ziyād（乌拜德·阿拉·伊本·齐亚德）280n.60

Uighurs（回纥人）55，126，126n.22，167，178，184，193n.137，200，202，207-208，215-216，219，223-225，261，292，292n.3，306-308，308n.65，309-311，311n.77，80；312-313，318-320，320n.110，321，321n.

114，322-323，325，325n. 130，326-327，330-331

‘Umar II（乌玛尔二世）276-277

Umayyads（倭马亚王朝）251n.71，265-266，277-278

Umayyah b.‘Abdallāh（倭马亚·本·阿卜杜拉）274

Vag'iti-vandak（拔吉槃陀）58

Vahrām I（瓦赫兰一世）101n.22

Vahrām IV（瓦赫兰四世）99

Vahrām V（瓦赫兰五世）99，108，171

Valentinus（瓦伦丁）232，236

Vardam Mamikonian（瓦尔丹·马米科尼扬）236

Varzakk（拔槎迦）43-44，48-50，81，164

Wakhushakk（阿呼沙迦）44

al-Walīd（瓦立德）270

Wan-razmak（温拉莫）45

Wa?aghn（胜利之神）163n.13

Wei（魏）28n.41，39-40，61-62，62nn.51-52，63n.54，65，67，67n.66，69，69n.72，70，82，97-98，98n.1，107，107nn.56-57，120，136，150，155-156，205，205n.25，211，214 Northern Wei（北魏）62，67 Western Wei（西魏）211

Wu（吴国）61，73n.11，141，184n.96，205，221

Wusun（乌孙）23，30

Xi（奚）121n.7，131，165

Xianbei（鲜卑）136n.68

Xieli（颉利）203

Xiongnu（匈奴）23，29-30，32，32n.48，38n.71，43，46，107，107n.57，108，112，206 see also Huns（匈奴人）

Xuanzang（玄奘）88，88n.70，90，103，109，113n.83，115，142n.96，160，268

Xuanzong（唐玄宗）137n.72，139，215

Xu Miao（徐邈）65

xwn（匈奴）43，81-82，108 see also Huns（匈奴人），Xiongnu（也见“匈奴”）

Yaghnobi（雅格诺比语）289

Yagma（样磨）331

Yang Guifei（杨贵妃）139

Yavana（耶槃那）74

see also Greeks（也见“希腊人”）

Yazdgird I（伊嗣侯一世）99

Yazdgird II（伊嗣侯二世）108n.59，207

Yazdgird III（伊嗣侯三世）265，270，310，329

Yazīd b.al-Walīd（叶齐德·本·瓦立德）270

Yuezhi（月氏）17，26，29，34，38，38n.71，60-61，73，73n.11，83，97，147

Zemarchos（蔡马库斯）235，237，244

Zeno（芝诺）233n.23

Zhai Pantuo（翟盤陀）129

Zhang Qian（张骞）25，29，29n.42，30，34，38，38n.71

Zhao, later（后赵）67

Zhi Fu（支富）60

Zhou（周）62，146n.106，154，157，202，202n.10，204，205n.22，208n.37，209，209n.43，211n.46，221

’nkp'（邺）44 see also Ye（也见“邺”）

’xwmt'n（长安）44 see also Chang’an（也见“长安”）

三、地名索引

Afghanistan（阿富汗）16，250

Afrasiab（阿弗拉西阿卜）17，105n.50，202，297 see also Samarkand（撒马尔干）

Africa（非洲）292

Ai Khanum（艾哈努姆城）33，34n.54

Ak-Be?im（阿克-贝希姆）114，114n.89

Akhsikent（阿克西肯特）27

Aktepe?ilanzar（阿克特佩·奇兰扎）191n.129

Alai（阿莱山）173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36

Almalig（阿力麻里）133，165

Altai（阿尔泰山）21，97-98，165，200，205

Altun shan（阿尔金山）146

Amida（阿米达）98，233n.21

Amu Darya（阿姆河）2，16，27，38-39，84n.59，102，183n.91，256，279 see also Oxus（也见“阿姆河”）

Angren（安格伦）112

Annam（安南）73

Anxi（安息）26-27，29，32，38，40，62，72，135，135n.66 see also Parthians（也见“帕提亚”）

Anyang（安阳）142，156 see also Ye（也见“邺”）

Apamea（阿帕米亚）233

Aqsu（阿克苏）123，187

Arabia（阿拉伯）229，232n.18 Southern（南部）229

Arghand-āb（阿尔甘达卜河）74n.17

Argu（阿尔古）326，330-331

Aria（阿里亚）241

Armenia（亚美尼亚）240n.40，241，241n.43

Artaxata（阿塔克萨塔）230n.10

Asbīshāb（阿斯比沙布）283

Astana（阿斯塔那）125，127，127n.34，132-133，212n.51

Azerbaidjān（阿塞拜疆）251n.73

Babylon（巴比伦）18

Bactra（巴克特拉）17，20n.17，21，33，33n.49，

36，86-88，91，101n. 22，102 see also Balkh（也见“巴里黑”）

Bactriana（巴克特里亚）22，22n.24，27，32-33，35-39，41，54n.27，61，70-71，77，83-84，84nn.58-59，86-87，99，101，101n.22，103，106，108-110，181，266，268，285，333

Badakhshan（巴达赫尚）18-19，21，40，178

Baghdad（巴格达）3，160，184，265n.6，267，276，281-284，284n.80，285-286，290，294，303-304，306，314，322

Baghshūr（巴格舒尔）145

Ba?n-Tsokto（巴音楚克图碑）189n.121

Bālāsāgūn（巴拉沙衮）328

Balkans（巴尔干）236

Balkh（巴里黑）84，99，101-103，109，184-185，265，265n.7，275，275n.45，283，288，317 see also Bactra（也见“巴克特拉”）

Bamiyan（巴米延）88，105n.44

Barskhān（巴尔斯罕）304，322，327

Barygaza（婆卢羯车）35

Ba?ra（巴士拉）160n.5，280，281n.66

Bassora（巴士拉，伊拉克第二大城市）282

Bayan?or（巴颜）224n.89

Bay Bal?q（八里湾）224n.89

Bei An Dudu fu（安北都督府）214

Be?balik（北庭）126，133，205，316，318

Bīglīligh（比各立利）318

Binākath（宾凯特）302

Bi?kek（比什凯克）115

Bosphorus（博斯普鲁斯）40n.82，244，247

Boxide（钵息德）120n.1，265n.7 see also Panjikent（也见“喷赤干”）

Bugut（布古特）82n.50，202，203

Bukhara（布哈拉）2，16，18，54，54n.28，55，89n.76，100，104-105，109-110，114，120-121，154，163，163n.12，168，171，182-183，188，194，239，239n.34，251，265-267，274，277-280，280n.60，283，284n.80，285-286，286n.94，287，287n.96，288，288n.97，290，293，296，296n.20，297，297n.22，298-300，302，320，326，328，331

Bulay?q（布拉依克）314-315

Buttam（布特姆山）301

Byzantium（拜占庭）97，99n.9，165，197，229-230，233-237，249，254，315，333

?ā?（石国）16，23，27，89n.76，112-113，113n.81，114，116，120，139，148，168n.38，175，175n.60，189-190，192，192n.134，193，199，202，266-268，283，287，298，301-302，304-305，311，331

Cailac（凯拉克）329，329n.153 see also Qayāligh（也见“海押立”）

Cairo（开罗）186

Cak?u（阿姆河）74n.15 see also Oxus（乌浒河）

Callinicon（卡利尼库斯）230n.10

Campsite（坎普塞）79，185n.101

canal（运河）17，27，82，103-105，113n.85，137，145

Barmish（巴尔米什运河）105n.44

Barsh（巴尔什运河）105n.44

Bashmin（巴什门运河）105n.44

Bulungur（不伦古尔运河）17

Dargom（达尔加姆运河）17，82，103-104

Sangyl-aryk（桑格伊拉伊克运河）113n.85

Canton（广州）89n.76，150，174，282

?arklik（若羌）124

Caucasus（高加索）185，185n.103，200，235-237，239，239n.33，240-241，249，251，253-255，292-293

Ceylon（锡兰）86，88

Chaghāniyān（查尼甘延）285

Chang'an（长安）22，44，63，98，122，137，139-141，144-145，156-157，165，175，179-181，186，206，216，222-223，306，308

Changle（常乐）221，324

Chaqalaq-tepe（查卡拉忒坡）102

Chengdu（成都）144-145，145n.103，146n.105

Cherson（赫尔松）236，242

China（中国）2-3，11，16，22-23，23n.26，24-25，28-29，29n.42，30-31，35-36，38，41，44，46，48-53，56，56n.32，57nn.35，37；60-61，63-68，68n.68，69，69n.70，70-73，77-78，78n.34，79，83-84，87，87n.66，88-89，89nn.74，76；97，108-109，111，115，117，119-122，127-128，130n.51，135-137，142，142n.96，143，145，145nn.101，103；147-148，148n.117，150-152，154-157，166，170，173-175，177-179，182-185，187-189，197，199-200，204，206，208-209，211-213，215-225，227，231，233，237，261，266，269，275-276，280-282，295，303，306-308，312，312n.82，313，313n.84，314-319，319n.105，320，320n.108，321n.114，323-326，330，333-335 North China（北中国）68-69，177-178，209，215，217，219，222-223，307 South China（南中国）89n.76，183

Chitral（奇特拉尔）81n.43

Chonghua（崇化乡）152-153，153n.136

?ir?ik（赤枝）112

Cities（城市）11，17，26，48，50，84，106，106n.51，108-109，112，137-138，142-143，157，159，164，166，167，172，180，185，189-191，197，220，328 also towns（以及“城镇”）Arab（阿拉伯城邦）137 of Bactriana（巴克特里亚城邦）5，83，103 Byzantine（拜占庭城邦）7，69n.70，85，98，&nbsp；108，111n.72，175，200，207，210，212，227-230，230n.10，233-237，240，240n.39，242-245，248-249，251n.71，252n.78，254-255，265，285n.82，315

of?ā?（石国城邦）16，112-113，113n.81，114，190，202，298，301，304of the Caucasus 185，185n.103，200，239-241，249，251，253

of China（中国城市）25，44，56，60-61，66-68，117，136，142n.96，143，145n.103，152，154-156，174，178，197，199，219，221，223，282，303，312，314，317，320，324

of Ferghana（费尔干纳城邦）28，34，38n.71，61，268，302

of Gansu（甘肃诸城）24，60，67-68，70，133，135-136，147，150，176，207，213，219-220，223，313

Graeco-Bactrian（希腊-巴克特利亚城邦）17，22，22n.24，33，33n.50

Iranian（伊朗城邦）2，16-17，20，22，58，58n.44，62，64，70，78-79，81n.43，89，89n.74，98，116，119，122，128，128n.35，133，135，143，153，156，163，170，172，191，200，202，206，217，229，240，242，249，266，276，279，285-286，288，290，296n.19

Khazar（可萨城邦）7，184-185，186，200，245-246，249，253，254-256，285，292，294，333

Kushan（贵霜城邦）36n.63，61，71，83-84，84nn.58-59，91，98，101，101n.22，110，147，333，335

of North China（北中国城市）68，177，209，219，223，307

of Northeast China（东北中国城市）216

Sassanid（萨珊城邦）70，83-84，84n.58，85，90，98-99，99n.13，100-101，101n.22，102，102n.28，105，108-112，117，121-122，127，134，146，159，170，170n.42，171-172，172n.52，173-175，181-185，186nn.106-107，190，190n.125，194，200，207，212，227-230，230n.10，231-232，232n.19，233，237，240-241，241n.43，250-251，251nn.71，&nbsp；73；252-255，265-267，270，273-274，279-282，298，320，329，333-334

of Semire?’e（七流地区城邦）114，130，147，204

of Sogdiana（索格底亚那城邦）2，16-19，25，36-37，71，81，83-84，84n.59，87，95，97，105-107，107n.57，108-109，116，119，146，161，164，167，182，200，206，241n.44，242，261，264，266-268，270，272，274，277，279，283，285-286，289n.101，305，331，334 of the Tarim Basin（塔里木城邦）16，24，46n.7，69，84，177-178，206，314，320

Conghua（从化乡）129-130，130n.51，152-153，155，323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203，209，236，248，248n.66 see also Byzantium（拜占庭）

Crimea（克里米亚）185-186，200，236-237，242-245，249，334

Ctesiphon（泰西封）185，230

Cwcn（酒泉）43 see also Jiuquan（也见“酒泉”）

Cynstn（秦尼斯坦）23

Dadam Das（达丹达斯）79，81

Dal'verzintepe（达尔沃琴忒坡）102

Damascus（大马士革）265

Dandān-Uiliq（丹丹乌里克）184

Daqin（大秦）40 see also Roman Empire（也见“罗马帝国”）35-36，39-40，43，233，235

Daxia（大夏）26-27，29，65

Dayuan（大宛）26-29，32，38，40

desert（沙漠）2，16，102，104，104n.42，105，111n.72，122-124，188-190，231，286，316-317 Dasht-e-Kavir（卡维尔盐漠）286 Gobi（戈壁沙漠）16 Karakorum（哈拉和林沙漠）79 Kyzylkum（克孜勒库姆沙漠）190

Taklamakan（塔克拉玛干沙漠）122-123 Devitsa（德维察，位于俄国南部）254，293n.7

Devori Qalimat（达瓦里·喀里玛特）106n.54

Dil'ber?in tepe（迪尔伯琴忒坡）102

Dingzhou（定州）142

Diyarbakir（迪亚巴克尔，土耳其东南部城市）98，233n.21

Dīzak（迪扎克）105n.47，302

Dnepr（第聂伯河）252n.78

Don（顿河）253-254

δrw’’n（敦煌）44-45，51 see also Dunhuang（也见“敦煌”）

Dulan（都兰）146

Duldur aqur（玉其土尔）126

Dunhuang（敦煌）6，44-46，47n.8，48，51，53，56-57，57n.38，65，76，89，121-124，124nn.13-14，125-126，126n.22，127-128，128n.35，129，129n.41，130，130n.51，131，136，146-147，152-154，157，165，176-177，184，188，221，246，261，271，292，292n.3，307，320，320n.110，323-324，324n.122，325

D?ety-asar（德泽提阿萨）100，254

D?iga-tepe（德日迦忒坡）84n.58

D?izak（德日扎克）105n.47，302

Edessa（埃德萨城）98

Egypt（埃及）36n.63，184，320n.108

Emshi tepe（埃姆什忒坡）102

Endere（安得悦，即今安迪尔古城）58，132，179n.71

Erk Kala（埃尔克卡拉）182 see also Merv（也见“木鹿”）

Erkurgan（额库尔干）100n.17，104-105，106n.51

Fārs（法尔斯）239

Ferghana（费尔干纳）16，23，23n.26，24，27-28，34，38，38n.71，39-40，61，67，105，109n.65，138，162，173，192-193，215，266-268，278，281，281n.66，284n.81，285n.82，301，301n.39，302，311，331

Funan 72n. 7，73n.11

Gandhàra 35，69-71，75，87，89，91，108，108n.59，112

Ganges（恒河）35

Gansu（甘肃）11，16，24，43，46，48-51，51n.16，52，60-70，91，112，122，125，127，133，135-137，145，147，150，156-157，165，174，176-177，197，199，204-207，211，213，216，219-221，223，306-307，310，&nbsp；313，313n.84，319-320，326，333 Ganzhou（甘州）324

Gaochang（高昌）125，129，149-50，169-170，208 see also Turfan（也见“吐鲁番”）

Ghazna（哥疾宁，又作鹤悉那，漕国都城）74n.17，304，313，321

Gilgit（小勃律，吉尔吉特）79，91，108，181，310，329

Great Wall（城墙）23，105，211

Guazhou（瓜州）133

Gui（妫水，阿姆河）26，62 see also Amu Darya（也见“阿姆河”）

Guiji（会稽，当做Kuaiji）221-222，324

Guilin（桂林）89n.76

Guyuan（固原）211，213，215

Guzang（姑臧）43，44，46，50-51，69，165 see also Wuwei（也见“武威”）

Hal?ajan（哈察赞）19n.14

Hami（哈密）128-129，165，180

?anf?（广府？）150 see also Canton（也见“广州”）

Hebei（河北）121n.7，155，222，307

Helg?（黑戈岛）250

Henan（河南）307

Hexi（河西）174，174nn.55-56，215 see also Gansu（也见“甘肃”）

Himalaya（喜马拉雅山）86n.65

Hindu Kush（兴都库什山）16，33n.50，36，77，83，88，108n.59

Hindūstān（印度）239

Hissar mountains（希萨尔山）84，84n.59，268

Holwàn 230-231

Hubei（湖北）63

Huhehot（呼和浩特）207

Hunza-Haldeikish（罕萨-海德奇石）79

Ilaq（易剌克，省名）112，302

Imaeus mountains（伊缪斯山）241

India（印度）3，11，16，19-20，33n.51，34n.54，35-36，39，41，51n.16，52n.17，54n.26，69，71-75，75n.18，76-77，79，81，83-84，86，86n.65，87-90，98，106，110，142n.96，151，184-185，188，221，250，289n.101，312n.82，316，333，335

Indian Ocean（印度洋）35n.57，36，85，85n.

60，186，281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73

Indus（印度河）11，20，20n.17，22n.23，35，79，81，81n.44，82-84，87-89，89n.74，108，123，146，147n.115，154，166，166n.30，182，185，189

insular Southeast Asia（东南亚海岛）72-73

Iran（伊朗）18，20，22，35，41，77-78，90，98-99，105，111，111n.72，121n.6，122，128n.35，159，183，190，194，227，232-234，241，250，254，263，265-267，303-304，314，331

‘Irāq（伊拉克）239

Isfījāb（白水城）283，326

Ishtīkhan（瑟底痕，西曹国）104，120，283

Issyk Kul（伊赛克湖）114-115，268，304，318，322，326-327

Jamūkath（札木卡特城）114

Japan（日本）89，253

Jaxartes（药杀水）16 see also Syr Darya（也见“锡尔河”）

Jiaozhi（交趾）72 see also Tonkin（也见“东京湾”）

Jibal（吉巴尔，伊朗西北部城市）292

Jibin（罽宾）35，38

Jiuquan（酒泉）43，46，48，65，133，135，204-205

Kabul（喀布尔）281n.66

Ka‘an（姑臧，武威）57n.35 see also Kc’n；Wuwei（也见“姑臧”；“武威”）

Kaifeng（开封）142，323

Kama（卡马）249-252，252n.78，254-255，265n.6

Kangju（康居）27，29，29n.42，37，37n.69，38，38n.71，40-41，60-62，64，67，71-72，77-78，107，112，119，147，206，252，256

Kanka（坎卡）100，112，113n.78，190

Karadong（喀拉墩，位于新疆）123

Karakorum Highway（哈拉和林公路，中巴友谊公路）79

Karatepe（卡拉忒坡）77，102

Karshi（卡尔什）104-105

Kashgar（喀什噶尔）58n.42，123，127n.34，179，179n.69，321，322n.116，328-330

Kashka Darya（卡什卡河）100，120，268 Kashmir（克什米尔）88，185n.102，251 Kata-kurgan（卡塔-库尔干）105n.47 Kc’n（姑臧，武威）43-44，50-51 see also Wuwei（也见“武威”）

Kedah（吉打州，马来西亚一邦）282

Keder（开德尔）113

Ker?（刻赤）185n.103，244，247

Kesh（史国）116，120，183n.91，212，266，268，272，300，301n.37

Khanbari（坎巴里）79

Khānfū（广府）317

Khirghizia（吉尔吉斯斯坦）310

Khorezm（花剌子模）3，16，34，34n.54，39，40n.82，113，138，181，188，200，241，253，255-256，256n.92，257，257nn.96，98；258，265n.7，266-268，283，294-295，297，298n.25，311，320，329-331

Khotan（于阗）46，54n.27，58，76，83-84，89，91，98，122-124，145-146，178-179，179n.69，184，188，306，321，324，324n.122，331

Khujand（苦盏，位于塔吉克斯坦西北部）34，161-162

Khumdān（长安）22-24

Khurasan（呼罗珊）185，232-233，263-264，266-267，269，273，275-276，282-284，288，295，297，297n.23，299-303，314，316-317，320n.108

Khuttal（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库利亚布）283

Kirmān（基尔曼）239

Klukowicz（克洛科维茨，波兰城市）293n.10

Kmzyn（金城）44 see also Lanzhou（也见“兰州”）

K?k Tepe（库克忒坡）17，17n.2

Kokonor（青海湖）146

Korea（朝鲜）334

Kr''cyh（敦煌附近某一地名）44

Krasnaja Re?ka（克拉斯纳亚·勒卡）114，114n.89，115n.91，202，328n.145

Krorayna（克罗莱纳）46n.7 see also Loulan（也见“楼兰”）

Kugai-Karabulak（库加伊-卡拉布拉克文化）27

Kujruk-tobe（库吉卢克-托贝）202

Kunduz（昆都士）102

Kū?aniyya（何国）154

Kwr'ynk（居延）44，50n.12

Ladakh（拉达克，今位于印属克什米尔地区）309

Lake（湖）114，123，146，208，208n.35，235，304，318，328-329，329n.153 Baikal 208，208n.35

Balkash（巴尔喀什湖）318，328-329，329n.153

Lanshi（蓝市城）33n.49 see also Bactra（巴克特拉）

Lantian（蓝田）63

Lanzhou（兰州）44，46，146，211

Lazica（拉兹卡）240n.39

Liangzhou（凉州）60，62，65，136，147，219

Liaodong（辽东）62，68

Limyrikê（南印度）35

Lingzhou（灵州）222

Liyi（栗弋）38n.74

Lob Nor（罗布淖尔）46

Longmen（龙门）141

Loulan（楼兰）45n.3，46，46n.7，47，47n.8，48，52，57，57n.38，58，58n.40，68，68n.68，69，76，91，122-124，165，188

Lujiang（庐江）222

Luoyang（洛阳）11，43-46，62-63，65-66，76，76n.23，79，121，121n.6，137，139，141-142，154-156，216，218，223，319

Macedonia（马其顿）22，37

Maghreb（马格里布）184

Majtobe（马杰托比遗址）114n.87

Maralba?i（巴楚）179

Marsmanda（麦尔斯门达）301

Māwarā‘a al-Nahr（河中地区）267-268，296

Maymurgh（弥秣贺，米国）82，107，120，154，167n.33，170，296

Mazar Tagh（麻札塔格，今和田北面）124n.17

Mecca（麦加）286

Medina（麦地那）281

Meru（须弥）75n.19

Merv（木鹿）16-17，38，40，77，85，88，99，99n.13，100，108，111，145，171，182-183，185，

185n. 99，186，194，205，231-232，232n.19，251n.73，265-266，273-275，275n.40，276，279，279n.57，281-282，282n.72，283-284，286n.94，287-288，290，297，297n.23，302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230，233，282，286，315

Mimi（迷密）82n.49，107n.56

Mimo（弥末）265n.7

Mimohe（弭秣贺）265n.7

Mingurjuk（明古尔雅克）113n.78

Mizdaxkan（米兹达克斯干）257

Mogao Caves（莫高窟）126

Mongolia（蒙古）3，16，23，29，95，142，178，186，193，199，204，207

Mo??evaja Balka（莫什切瓦贾巴卡）237，239，239n.33，240-241

mountain passes（山道）64，240 of the Caucasus（高加索山道）185，185n.103，200，239-241，249，251，253 of the Upper Indus（印度河上游通道）11，35，79，81，87-89，89n.74，108，123，147n.115，166，166n.30，182，189

Mount Mugh（穆格山）132n.59，147n.115，161，168nn.36-37，169，171，172n.52，272

Nanking（南京）72，144，221-222

Nara（奈良）89，253

Nasaf（那色波）100n.17，104-105，106n.51，287-288，304

Navījkath（纳维吉凯特）318n.103

Nehawend（奈哈温）265

New Town（新城）105，123

Nishapur（尼沙普里）5，114，185，200，265，265n.6，267，286，288，290，297，297n.23，302

Nisibis（尼西比斯，位于今土耳其东南部）85，230n.10

Niya（尼雅）46n.7，47n.8，52，54，76，123，170，177

Ni?nij Arxyz（尼兹尼杰·阿克西兹）239n.33

Nū?kand（笯赤建）154

N'yn'ych（南阳）44

Oasis（绿洲）54n.28，55，69，104，104n.42，105-106，112-113，113n.78，127，171，

181n. 78，296n.20

Ob（鄂毕河）270

Oman（阿曼，阿拉伯半岛东南方一国）281-282，316，320

Ordos（鄂尔多斯）210-211，213-215，218-219，222，249

Organum（斡尔干努）329-330 see also Argu（也见“阿尔古”）

Orkhon（鄂尔浑河）323

Oshibat（欧希伯特）79，81

Otrar（讹答剌）113-114

?tüken（都斤）208

Oxus（乌浒河）16，74n.15，77，83，98，256，266-269，275，302 see also Amu Darya（也见“阿姆河”）

Pakistan（巴基斯坦）79

Pamirs（帕米尔高原）16，18，33，36，46，75，

75n. 19，83，87，99，107，146，318n.103

Panjikent（喷赤干）105-106，106n.51，109-110，110n.69，111-112，120，120n.1，147n.115，148n.116，161-164，167-169，171-172，192，200，253，253n.81，268，272-273，277，290，335

Paykent（沛肯）7，105-106，109，110n.69，156，166，169，190，190n.126，268-273，275，275n.40，277，279，281，284n.80，335

Pazyryk（巴泽雷克）21

Pere??epino（皮埃尔斯皮诺）253

Persepolis（波斯波利斯）19n.9，20，20n.16

Phanagoria（法那戈里亚）185n.103

Pingliang（平凉）205-206

Pinglu（平陆）143，216

Plateau（高原）16-17，106，114，193，207，297 Iranian（伊朗高原）16-17 Tibetan（西藏高原）6，51n.16，58n.42，89，124，124n.14，145-146，146n.109，188，207，216，223，261，292，306-307，309-310，312-313，319，324 Ust-Yurt（乌斯秋尔特）193，256

Poland（波兰）293n.9

Qādisiyya（恰迪西亚）265

Qaidam（柴达木）145-146，188

Qarabalghasun（哈拉巴喇哈逊，回纥帝国故都）223，308n.65，309，311，311n.77，313n.84

Qarakhoja（哈拉和卓）125，127n.34

Qaraqorum（哈拉和林）329

Qarashahr（焉耆）129，180

Qiemo（且末）189

Qinghai（青海）146，188

Qo?o（高昌）313n.85，318-319，325n.128 see also Turfan（也见“吐鲁番”）

Quwadhiyan（屈瓦狄亚）175n.61

Rabinjan（雷宾坚）301

Rama?aka（拉马那卡）75n.19

Rauhītaka（劳希塔卡）90n.79

Rayy（雷伊）320

Rome 36，146n. 109，184

routes（路线；通道）11，19-20，27-29，32，34-35，35 n.57，36-37，39-41，47n.8，48，50-51，58，61，65，67-68，70-71，73，78，83-88，88n.68，90-91，95，97-98，108，117，120-125，134，141-143，145-146，146n.105，147，165，173-174，177-180，182-183，184，187-188，192-194，194n.141，206，211，227-234，237，242，249，252，254，256，258，273，282，286，286n.94，290-293，293n.7，294-298，303-4，306-307，309-310，311n.75，313n.84，317，319，320，321nn.113-114，327n.142，330-331，333

China 50，90，120-121，174，304

Khurasan（呼罗珊道）232-233

Land（陆路通道）40，68，85，87，95，134，173，177-178，182-184，228-229，232，317 also terrestrial（也见“陆路”）317

maritime（水陆）86，178，229，232，303，320，330

Merv（木鹿道）？？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道）？？

Northern（北道）37，41，65，123，125，134，179，327n.142

Tibet（吐蕃道）310

Uighur（回纥道）306

Volga（伏尔加道）16，175，186，188，193，249，254，292-293，320

Russia（俄国）7，250，252，293，293n.8，298

Samarkand（撒马尔干）1-2，7，11，17，19，

19nn. 14-15，28，33-34，39，43-44，46-49，&nbsp；52，54-56，67，70，84，95，103-105，105n.50，106-107，107n.57，108-110，113n.78，115，120，120n.1，123，138-139，147，154，160，162，164-165，167，167n.33，171-172，172n.51，177，185，186n.107，190，193，197，204n.20，212，232，240，253-254，258，265，265n.6，266，267-268，271-272，274，276-277，277n.49，281-282，284-285，287，287n.96，288，290，296-297，297nn.21-22，298-301，301n.37，302-305，310，310n.72，311，314，316，319-320，331，334

Samarqandaq（撒马尔干达）318n.103

Samarra（萨马拉，伊拉克城市）284，284n.81，285

Sarazm（萨拉兹姆，塔吉克斯坦西北古城）17

Sarkel（萨克尔，830年可萨汗国所建堡垒）253

sea（海）3，16，29-30，35-36，39-40，40n.82，73，85-87，89-90，137，184，186n.106，239-240，240n.39，243-248，253，256，281-282，311，311n.77，315-316，316n.95，317，320n.108，323，331，333

Aral（咸海）3，16，256，311n.77

Baltic（波罗的海）39，175，253，253n.80

Black（黑海）16，36，39-40，40n.82，239-240，240n.39，243-248，333

Caspian（里海）36

Mediterranean（地中海）36，36n.63，39，186，247

Red（红海）186n.106

Sebastopol（塞瓦斯托波尔）244

Seistan（锡斯坦）241n.44，251n.73

Selenga（色楞格河）224n.89

Semire?’e（七河地区）114，116，124-125，127，130，135，147，164，193，197，200，202，204，206

Sens（桑斯）293n.7

Shandong（山东）307

Shanshan（鄯善）123，146

Shatial（夏提欧村）79nn.36，40；81，81nn.43-44，46-47；82，87

Shoshoin（正仓院）253

Shuman（舒曼）175n.61

Sichuan（四川）95，137，144-146，156

Sind（信德，巴基斯坦省名）86，87n.65

?ine Usu（希乃乌苏碑，即即磨延啜碑）224n.89，308n.65

Sinope（西诺普）236

Sīrāf（尸罗夫）317

six hu countries（六胡州）213-214，218

Sogdaia（索格达亚，即速达克）242，244，246，248-249，258

Southeast Asia（东南亚）51，51n.16，72，72n.7，73-74

Spain（西班牙）184

Srγ（洛阳）44，76n.23 see also Luoyang（也见“洛阳”）

Suba?i（苏贝希）126n.27

Sumatra（苏门答腊）73

Sunda Islands（巽他群岛）73

Surkhan Darya（苏尔坎河）102n.29

Susa（苏撒）18-20，24，251n.73

Sute（粟特）67-68，68n.68，69，107，206n.29

Suyab（碎叶）114，114n.89，116，140，176

Suyi（粟弋）38n.74

Syr Darya（锡尔河）2，16-17，20-21，21n.18，27-28，37，41，100-101，101n.20，107，112，190，193，254，311n.77

Syria（叙利亚）283

Tadjikistan（塔吉克斯坦）2，161，289

Taiyuan（太原）142，142nn.94，96

Talas（塔拉斯）114，116，266，303，328-329

Taluqan（塔卢坎）102

Taman Peninsula（塔曼半岛）247

Tarāz（塔拉兹）302

Tarim basin（塔里木盆地）11，16，22，24-25，29，37

Tashkent（塔什干）7，16，27n.35，112，113，193，258

Tashkurgan（塔什库尔干）81，81n.42

Taxila（塔克西拉，位于巴基斯坦）84，91

Tepe Maranjan（忒坡马兰坚）108n.58

Tepe Zargaran（忒坡扎尔格兰）102，102n.31

Termez（特尔梅兹，乌兹别克城市）77，101n.22，102，267，276

Thailand（泰国）90n.77

Thalpan（塔班）79

Thina（中国）35

Thor（索尔）79

Tianshan（天山）16，112，115，127，133，160，165，193，197，207，267，307，309，311，318，321，325，330-331

Tianshui（天水）136

Tibet（吐蕃）144，146，179，179n.69-70，303-304，310，311，311n.80，317

T'mutorokan（特木拖罗干）185n.103

Tok-kala（托克卡拉）257

Tonkin（东京湾）72-73，76，174

Town of Sapi（萨毗城）123-124

Town of Stone（石城）123-124

Town of the Grape（蒲桃城）123

towns（城镇）see cities（见“城市”）

Toyuk（吐峪沟）128

Tukharistan（吐火罗）19n.15，87n.66，90n.79，108，138，146，160，160n.5，161，175，180-181，202，250，269，311

Turfan（吐鲁番）6，52-53，70，95，111，121，125-126，126n.22，127-128，128n.36，129-130，130n.46，131-134，136，140n.85，141，141n.89，147-149，151-152，153n.136，154，165-166，169-170，173-175，179-181，181n.78，183，187，189，204，208，215，219，261，304，309，313-315，318，320-321，321n.112，324

Türgesh（突骑施）200，266

Turkestan（突厥斯坦）160，169，175，177，193，216，241，250，261，264，292，306，312，315-316，331

Turkmenistan（土库曼斯坦）16

Ulugh Art（乌拉艺术）127，127n.34，173

Unga（恩迦河，即贝加尔湖）208n.35

Ural（乌拉尔）249-250，270

ürg?n?（兀尔干纳）329

Ustrushana（乌对沙那，东曹国）39，120，162，163n.12，193，266，268，284n.81，285-286，301，311

Varax?a（瓦拉克萨）104n.42

Venice（威尼斯）245，257

Volga（伏尔加河）16，175，186，188，193，249，254，292-293，320

Wakhsh（护沙河）101

Washjird（瓦西杰德）175n.61

Widhār（维德哈尔）300-301，301n.37

Wuwei（武威）43-44，46，48，50-51，62，65，69，150，156-157，165，222

Xi'an（西安）22，150 see also Chang’an（也见“长安”）

Xianyang（咸阳）22 see also Chang’an（也见“长安”）

Xinjiang（新疆）81n.42，125n.18，127n.34，

142n. 92，153n.138，154n.142，155n.146，

156n. 147，324n.121 see also Tarim basin（也见“塔里木盆地”）

Yancai（奄蔡）40，107，252

Yangzhou（扬州）137

Yangzi（长江）137，145

Ye（邺）38n.73，44，46，142，156 see also Anyang（也见“安阳”）

Yellow River（黄河）29，137，142-143，211，213，219

Yemen（也门）229

Y. njūr（雍州）319，319n.105

Zaamin（扎门）192，192n.134，193，194n.139

Zandana（赞丹那）239

Zarafshan（泽拉夫善河，又称粟特水）2，16-17，40-41，103-106，110，120，151，164，167，268，288，296，335

Zichia（祖切尔）244

四、文献索引

AbūDulaf（阿卜·杜拉夫）318，318n.9

Account of China and India（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描述）282

Agathias（阿伽提亚斯）209

Ananias of?irak（希拉克的亚拿尼亚）160，160nn.3-4，240，240n.41，241，241nn.44-45，255，258

Ancient Letter I（粟特文1号古信札）76，129，151

Ancient Letter（粟特文2号古信札）II 43，45n.3，46，48，48n.9，49n.10，50，52，52n.20，54，56-57，63-64，66，68，70，74，76，76n.23，139，161，164，205，317，335

Ancient Letter III（粟特文3号古信札）57

Ancient Letter IV（粟特文4号古信札）55，76

Ancient Letter V（粟特文5号古信札）50，52-53，53n.23，54n.26，57，76，146，151，188

Ancient Letter VI（粟特文6号古信札）47n.8，51，55-56

Ancient Letters（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粟特人）11，22，34，43，45，61，63，69

Arrian（阿里安）20n.16，22n.23

Augustan History（《奥古斯都史》）36，36n.62

Avesta（《阿维斯塔》，波斯古经）98

al-Balādhurī（拜拉祖里）241，241n.46，242，263，263n.3，264，265n.7，277n.49，281n.65

al-Bal'amī（巴拉米）263，269nn.13，15；271，271nn.22-23，285n.83

al-Balkhī（巴尔克希）288，299

Bashshar（白沙尔）160

al-Bayhaqī（白沙奇）320n.108

Bei shi（《北史》）28n.41，135，135n.66，145n.101，180n.77，189n.118，204n.18

Benjamin de Tudela（图德拉的拉比·本杰明）304

al-Bīrūnī（比鲁尼）2，289n.101

Brahma Purā?a（《梵天往事书》）75n.18

B?hat Sa?hitā（《普鲁哈特本集》）75n.18

Caraka（揭罗迦）75n.18

Charters of Susa（《苏撒宪章》）18-20，24

Christian Topography（《基督教风土志》）

85，85nn. 60，62；86nn.63-64，232n.16

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哲学家康斯坦丁）245

see also Saint Cyril（也见“圣西利尔”）

Cosmas Indicopleustes（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85，177-178，228，232，232n.16

Ctesias（克特西亚斯）20，20n.17

Da Tang Xiyu Ji（大唐西域记）88n.71，103n.36，116nn.93-95，160n.1

Dio Chrysostom（狄奥·克里索斯托）36

Diodorus（狄奥多罗斯）22

document Kh 661（Endere）（安得悦661号佉卢文书）58

document LA I iii（楼兰LA城1号文书）1 68n.68

document LA VI ii（楼兰LA城6号文书）0229 57n.38

document LM II ii（楼兰LM城2号文书）09 45n.3，47，47n.8，56n.32，58n.40，76n.23

documents from Mount Mugh（穆格山文书）161，172n.52，272

documents of the Geniza of Cairo（开罗藏经库）186

Dong You（董逌）323

Epiphanius of Callistratos（卡利斯特拉托斯的埃彼法尼）245，248

Epiphanius of Cyprus（塞浦路斯的圣埃彼法尼）243

Eusebius of Caesarea（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243

Fakhru'd-Dīn Mubarak Shāh（法赫鲁德·登·穆巴拉克·沙）289n.101

Fan Ye（范晔）38n.73

Faustus of Byzantium（拜占庭的福斯塔斯）99n.9

Faxian（法显）99，123

Fihrist（《群书类述》）314-315

Gao seng zhuan（《高僧传》）71，78n.32，79n.35

al-Gardīzī（加尔迪齐）145，312

geographers（地理学家）2，27，36-37，104，160，179n.69，264，267，291，291n.2，294-295，299，306，312

Arab（阿拉伯地理学家）2，27，179n.69，267，295

Armenian（亚美尼亚地理学家）160

Greek（希腊地理学家）13，39

geography, Indian（印度地理）33

Geography of Ptolemy（托勒密的《地理志》）160n.3，243

Gregory of Tours（都尔主教格雷戈里）235

Guangchuan Huaba（《广川画跋》）323n.118

Han shu（《汉书》）25，25n.30，26nn.31，33；35，35n.59，37，37n.69，38-39，39n.80，40，61，64，64n.58，73n.9，252，252n.78

Het'um（海屯）257n.98

histories, local（本土历史）265

History of An Lushan（《安禄山事迹》）138n.76，139n.77，217

History of the Franks（《法兰克史》）236n.29

History of Nishapur（《尼沙普里史》）200，286，288，265n.6

Hou Han shu（《后汉书》）38-39，39n.80，40，64，64n.58，252，252n.78

?udūd（《境域志》）126n.23，145，145n.104，179n.70，291，299-300，300nn.32，35；301，301nn.38-41，312，312n.82，313n.84，314，318-319，322n.115，327，329nn.152-153

Hui Chao（慧超）89，89n.74

Huijiao（慧皎）71

Ibn A'tham al-Kūfī（伊本·阿萨姆·库菲）271，271nn.23，25

Ibn al-Athīr（伊本·阿提尔）294n.14

Ibn Fa?lān（伊本·法德兰）188，188n.114，193，293-294

Ibn al-Faqīh al-Hamadanī（伊本·法齐赫·哈玛丹尼）297n.21

Ibn?awqal（伊本·豪卡尔）34n.53，175n.61，191-192，192n.133，285，285n.85，291，291n.2，294-295，295n.18，297nn.22，298，298n.28，299n.31，300，300nn.34，36；301，301nn.37，39；304-305，305nn.54，56；326n.135

Ibn Khurdādhbih（伊本·胡尔达兹比赫）184，184n.94，185-186，230，230n.13，264，291n.2，299，312-313，319

Ibn Rusta（伊本·罗斯塔）291n.2，293，293n.12

al-Idrīsī（伊德里斯）179n.69，291n.2

Indices Apostolorum（《信徒名录》）243

inscriptions（题铭）2，79，81，81nn.44，46-47；82，82nn.50-51，83，83n.54，84，87-89，89nn.74，76；91，108，129，141，141n.91，142n.92，146，149，166，166n.30，171，181-182，185nn.101-102，189n.121，202-203，214，223，224n.89，239，239n.34，247，250，252-255，257，270，308，308n.65，309-310，310n.72，311n.77，329，329n.149

Bactrian inscription（巴克特里亚铭文）79，84，181

Indian inscription（印度铭文）87

Khorezmian inscription（花剌子模铭文）250，254

Parthian（帕提亚铭文）243

of Rabatak 83n. 54

Sogdian（粟特铭文）79，81，81n.44，82n.50，84，87，89，129，182，185，185nn.101-102，253，257，270，309-310 see also graffiti（也见“图刻”）

al-Isfahanī（伊斯法汗尼）161n.6

Ishoboht（伊休勃赫特）171n.45

al-I??akhrī（伊斯塔赫里）294-295，298n.28

Jā?iz（贾希兹）303，303n.45

al-Jayhānī（贾哈尼）145，299，312，312n.82，313，316-319，327，330-331

Jin shu（《晋书》）61，65，65n.60，67nn.64-65，206n.29

Jiu Tang shu（《旧唐书》）142n.96，143n.97，149n.119，204n.17，217n.66，225n.90

Jordanes（约尔丹尼斯）242，242n.48

Judeo-Persian document of Dandān-Uiliq（丹丹乌里克的犹太-波斯语文书）184

al-Juvaynī（志费尼，波斯历史学家）204n.20

al-Khatīb al-Bagdādhī（哈提布·巴格达迪）265n.6

Kitāb al-Qand（《甜蜜之书》）265n.6，288

lapidaries, Graeco-Roman（希腊-罗马宝石工匠）40

Laudatio（《赞词》）245

Liang shu（《梁书》）62，63n.54，73n.11

Life of Constantine《康斯坦丁志》245n.61，246

Life of Saint Andrew《圣安德鲁传》244

al-Madā’īnī（玛达尼）263

Mahābhārata《摩诃婆罗多》74，74n.16

Ma?mūd of Kashgar（喀什噶尔的麻赫默德）321，322n.116，328-330

Manuscript Pelliot（伯希和手稿）3348 V 2 B 155n.143，176

Manuscript Pelliot Sogdien（伯希和粟特手稿）8 154

Manuscript Sta?l-Holstein（钢和泰写卷）321n.114

Marco Polo（马可·波罗）242

Marinus of Tyre（泰尔人马里努斯）37

Mārka??eya Purā?a（《玛肯德亚往世书》）74n.15，75n.18

al-Marvazī（麦尔韦齐）312，319

al-Mas‘ūdī（马斯乌迪，阿拉伯历史学家）100n.15，256，282，282nn.70-71，316-317，&nbsp；317n.97，319，331

Mashhad manuscript（马什哈德手稿）297n.21，312n.81

Matsya Purā?a（《鱼往世书》）74n.15，75n.18

Menander（米南德）203n.11，209，209n.42，210，227-229，232-235，235n.26，236-237，242，244，248，249n.67，255

Mu?ammad b.‘Abdallāh al-?ākim al-Nīsābūrī

b. al-Bayyi‘（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哈

基姆·尼萨布里·本·拜伊）286

al-Muqaddasī（穆卡达西）289

al-Nadīm（奈丁）314，315n.91

al-Narshakhī（纳尔沙希）114，114n.88，115，163n.14，166n.27，169n.39，173n.53，188，239nn.34-35，265，269，269nn.13，16；270n.19，273，277，277n.51，278，278nn.55-56，280n.60，281，281nn.65，68；284n.80，286nn.90-91，288nn.97-98，290，297，297n.24，298n.25，327n.139

Natural History of Pliny（普林尼的《自然史》）36n.65

Nicetas the Paphlagonian（帕夫拉贡尼亚的尼塞塔斯）245

al-Nishapurī（尼沙普里）114

Origen（奥利金，希腊神学家和教会神父）243

ostrakon（陶片）246，246n.64

Pand-name（潘德之名）304

Pei Songzhi（裴松之）39n.81，60n.45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35，35n.57，36n，61

Photius（弗提乌斯）229n.5

Pliny（普林尼）36n.65，37n.67，40，40n.86

Priscus（普利斯库斯）108，110n.70

Procopius（普罗科庇乌斯）229n.8，230，230n.11，233n.23，240n.39

Ptolemy（托勒密）13，36，36n.65，40，112，160n.3，206，243，247

Purā?a（《往世书》）74n.15，75nn.18-19

Qandiyya（《甜蜜之书》）167n.33，184，265n.6

Religious Annals of the Country of Li（《于阗国教法史》）89

Rubruck（鲁布鲁克）329，329nn.150，153；330

Saint Cyril（圣西里尔）245，257 see also 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也见“哲学家康斯坦丁”）

al-Sam‘ānī（萨玛尼）265n.6，280，280n.59，282n.72

Sa?hitā（《本集》）75n.18

Sanguo zhi（《三国志》）39n.81，40nn.82，

85；60n. 45，61，61n.47，65，65n.61，147n.114

Shiji（《史记》）23n.26，25，25n.30，26，26nn.31-33，28，29nn.43-47，33，33n.49，37-38，38n.71，65，65n.59，73n.9

Sima Qian（司马迁）25-26

Sog-po?a stag-can-gyi rgyud（古藏文文书）146n.109

Strabo（斯特拉波）36n.65

Sui shu（《隋书》）112n.73，136n.69，174n.56，203n.16，205n.27，206

Sulayman the merchant（商人苏莱曼）282

al-?abarī（塔巴里）263

Taiping yulan（《太平御览》）67n.64，73n.10

?amìn b.Ba?r（塔明·伊本·巴哈尔）312，312n.81，313，313n.84

al-Tha‘ālibī（萨阿利比）303nn.45，47

Theophanes of Byzantium（拜占庭的塞奥凡尼斯）229

Theophylactes Simocatta（塞奥费拉克图斯·西摩卡塔）185n.106

Tibetan Chronicle of Dunhuang（《敦煌吐蕃历史文书》）124n.14

Tongdian（《通典》）98，98n.2，107n.57，129n.44，148，149n.119，204n.17

Topography of Shazhou（《沙洲图经》）128n.39

Tulufan chutu wenshu（《吐鲁番出土文书》）130n.47，132n.60，133nn.62-63

Varāhamihira（瓦拉哈弥醯罗）75n.18

Vāyu Purā?a（《风神往事书》）75n.18

Vessantara Jātaka（《维山达拉本生经》）191

Vi??udharmottara（有关印度早期石刻造像选材的一本文献）88n.68

Wei lüe（《魏略》）39-40

Wei shu（《魏书》）28n.41，62，62nn.51-52，63n.54，67n.66，69n.72，70，82，97-98，98n.1，107，107nn.56-57，205n.25

Xin Tang shu（《新唐书》）62，62n.53，120n.1，124，160n.2，168n.35，204n.19，219nn.71-72，256，256n.91，257，265n.7，307n.58，308nn.60-62，64

Xuanzang（玄奘）88，88n.70，90，103，109，113n.83，115，142n.96，160，268

al-Ya‘qūbī（雅库比）264，283，283nn.74-75，77；284，284n.81，285，285n.84，291n.2，303，303n.48，304，304n.51，311nn.78-79

Yu Huan（鱼豢）39n.81

Zacharias of Mitylene（米提利尼的撒迦利亚）233

ZandīWahman Yasn（《赞德·瓦赫兰·耶斯恩》）111n.72

Zhou shu（《周书》）146n.106，202n.10，205n.22，209n.43，211n.46

Zizhi tongjian（《资治通鉴》）141n.90，144n.100


译后记

本书原作者魏义天，是法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他1969年出生于勃艮第首府第戎（Dijon）。1990年获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国家人文社科比赛二等奖。1990-1995年进入巴黎高师深造，系统研习西洋中古史。从中摸索出的一套理念和方法，被成功运用到后来所从事的中亚史研究当中。1999年完成粟特商人研究的学位论文，2000-2011年为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副教授，2011年至今为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目前编著译书多部，发表论文50多篇。

此书的翻译，颇经历一番波折。2008年秋，我考入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师从纪宗安教授攻读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论文择题过程中，导师建议以中亚学之分支粟特学为主攻方向，鉴于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而不能闭门造车，导师又开示《粟特商人史》（英译增订本）一书，让我将其中的参考书目译出，扪按价值的同时，亦可摸索治学门径。但该书目所涉外文繁难艰深，不将全书内容惯熟于胸，势难明了文献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加之尝深羡冯承钧传译法国汉学之无量功德，心中顿生迻译本书的强烈渴望，故发奋自励，费时六月将全书通译完毕。之后将出版事宜提上日程，却因初出茅庐，未谙行情，“粮秣（版权）未动而兵马（译事）先行”，几致出版一事泡汤。纪师为此多方沟通：一面联系代理公司落实版权。其间因转译及版权归属不清等问题纠结一年有余，直至去年6月方与魏义天教授直

接取得联系。魏先生得知此事后郑重指出，版权须译稿审核通过后方能授予，幸蒙作者不弃，此译稿顺利过关。一面又广泛征询专家意见以确定其翻译价值，得到耿昇诸先生的肯定后，才大力向出版社推荐。在暨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经费资助下，此书终得与学界口碑较佳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由其出面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正式签署授权合同。对导师、魏先生及中法双方单位机构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为保证译稿质量，魏义天教授除与译者视频沟通、邮件往来之外，更约请汉学专家及多位语言专业功底扎实的学生，在百忙之中抽暇进行分章审稿。他们不厌其烦地对照法文原版进行审校，检查出不少错误的同时，还对译文作了加工润色。可以这么说，没有他们高度负责的默默奉献，本书是难以顺利完稿的。在此谨对Constantino Moretti、Henriette Deleuze、Arnaud Bertrand、Olivier Venture、Imre Galambos、尹磊和庆昭蓉等前辈同仁的辛勤付出，一并致谢。

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蔡鸿生先生，他一直关心译者的学习和翻译进展，我数次亲聆闻教，皆能在思维上获得极大启益。作为学界公认的粟特研究专家，先生不但视野闳阔，识见精卓，其文更熔史实、哲思、文采于一炉，向读者娓娓道来。本书能得先生惠赐序言，实乃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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